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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认知心理学的困境与转向

20世纪60年代初，受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影响，心理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行为主义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之为心理学中的“认知革命”，其结果是行为主义让位于认知主义，认知心理学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认知心理学由于过度追求实验技术，脱离日常生活，且游离于社会文化的视野之外而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批评，批评的矛头直指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假设。这造成了认知心理学发展上的困境，进而促成了认知心理学的反思和转向。


一、传统认知心理学的困境

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假设是：人脑类似于计算机，认知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过程。早期的认知心理学以图灵机为理论模型，把世界视为符号化的世界，以为认知就是依照一定逻辑规则接收、存储、处理、提取和变换信息的符号加工系统。大脑就是计算机，思维就是计算，认知过程有如计算机的表征和运算过程。认知心理学的这种符号加工模式由于无法反映认知过程的灵活性，因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陷入困境。基于这一原因，认知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模型应运而生。


联结主义以神经的网状结构理论为核心，认为认知过程并非简单的符号运算，而是神经网络的整体活动，是信息在神经网络中并行分布加工的结果。“心理活动类似于大脑，一切认知活动均可归结为大脑神经元的活动；信息分布在各个单元和单元联结之中，信息加工采用了类似于神经元联结的方式……”（叶浩生，2009）。联结主义强调个别认知单元的相互联结，即简单加工单元之间的互动。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模式强调的是“认知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符号运算”，而联结主义模式强调的则是“认知过程像大脑神经元的网状互动”，认知过程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大脑的活动类似。


尽管联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符号加工模式难以解决的问题，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进展，但是正如其后的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联结主义并没有突破符号加工模式固有的束缚（Osbeck，2009），二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和局限。


1.本体论上的二元论观点

在心理学思想史上，笛卡尔首先提出了心与身的区别，论述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笛卡尔所持的是二元论的观点：心与身或者心与物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实体，心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其本质是能思维，但是不占空间；身或物作为物质实体占有空间，但却不能思维。尽管这两类实体可以交互影响，但都是独立的存在，分属于不同的世界。笛卡尔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所作的区分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认知心理学同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二元论假设了心作为一种精神实体的存在。物理实体的研究有了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相对应，精神实体的研究需要一门精神的科学，即心理学，这是心理学科的立论之基。科学心理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应运而生的。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无论研究意识结构的构造心理学，还是研究意识功能的机能心理学，采纳的都是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确信存在着与物理过程相对应的意识或心理。行为主义试图超越二元论，尝试把心理归结为物理，把意识归结为行为，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主张，意识是发生于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私有事件与皮肤之外的公开事件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这一观点是行为主义超越二元论的典型体现。


随着认知革命的产生，意识和心灵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再次返回心理学中。认知心理学家在认知过程的本体论上采纳的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二元论观点。信息加工模式以计算机的符号获得、加工、提取的抽象结构作为认知过程的本质，认为认知是大脑的功能属性，这种属性同大脑的物理属性一样都是一种实在；联结主义模式以生物大脑的抽象结构和信息的并行加工作为理论模型，强调认知及其相应的心灵状态是一种突显属性（emergent property），即在简单的联结之中产生智能行为。虽然两者的观点不同，但都接受了心灵表征理论和认知活动计算理论的前提假设。主客两分及其相应的主体对客体的精确表征是形成正确认知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认知范式事实上被认为是笛卡尔主义的生动遗产……追随笛卡尔，心理学家在实在和思维之间划分了严格的界限……笛卡尔的二元论不仅给理解心灵和身体怎样互动带来困难，而且也给理解心灵和社会情境的交互影响带来障碍。心灵被重建为自主实体的结果是把组织和环境变量降低到次要地位。正是由于认知心理学接受了笛卡尔的心灵概念，因而它倡导的是一个抽象人的概念……”（Prilleltensky，1990）。第二代认知科学反对这样一种二元论的预设，“把认知置于大脑中，把大脑置于身体中，把身体置于世界中”（孟伟，2008），建立一种具身—嵌入的（embodied-embedded） 认知心理学。


2.认识论上的个体主义

二元世界的划分确立了精神实体的存在，这给认识论上的个体主义打下了基础。个体主义是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反对神学，强调个体理性、个体意识的结果。这种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主义贯彻到认识论中，就出现了从个体的角度认识社会现象，认为个体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分析的基本单元，对于社会或整体的解释最终可以还原至个体甚至个体的内部机制。认知心理学在认识论上典型地表现了这种个体主义倾向。


在对抗行为主义的过程中，认知心理学开始把心理学的重心回归个体的内部过程，强调了认知、记忆、思维、目的和动机等心理因素的研究。无论是符号加工模式还是联结主义模式，其分析的焦点都在个体身上，把行为的影响因素，调节行为的机制置于个体的内部。符号加工模式强调个体怎样精确地表征世界，怎样获得和加工信息，以及怎样提取和利用信息、调节行为； 联结主义注重信息在神经网络中的并行加工怎样产生智能行为。两者的研究策略虽然不同，但关注的都是个体内部机制，“人类行为的分析完全使用个体主义术语，所强调的是认知机制怎样加工信息。这一倾向似乎使得认知心理学家以控制和孤立的方式研究个体。不幸的是，对自我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被置于考虑的范围以外……”（Bishop，2005）。

实际上，认知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倾向早就遭到心理学家的指责。 心理学家爱德华·
 E.桑普森（Edward E.Sampson，1981）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认知心理学》一文中，指出认知心理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个体的内部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认为心理学家把一切都归咎于个体本身的因素，其结果是逃避了促进社会变革的责任。霍华德·
 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85）在《心灵的新科学：认知革命的历史》一书中，也指出认知心理学在把心理学的重心由行为转向内部认知过程时，忽略了情境、文化和历史因素的作用。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认知心理学以内部过程为研究对象，依照这样一种模式，个体过滤和加工物理或心理刺激……对于心理操作的探求和对环境‘污染 '因素的规避使得认知心理学家产生了对计算机的极大依赖……因而丢弃了社会历史变量的考虑，而这样一些变量恰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运作。行为并非仅仅是思维的产物，它同样也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Prilleltensky，1990）。

3.方法论上的元素主义

认识论上的个体主义易于走向方法论的元素主义。因为从个体的角度分析社会和整体必然更重视个体的独特性，而且为了保持分析的精确性，研究者势必对组成个体的组分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而陷入元素主义。从方法论上讲，元素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组成整体的基本成分，如元素、组分或原子等，都是独立的。尽管整体是这些元素或原子以某种复杂的方式组合起来的，但是同整体相比，这些基本成分更为重要。在心理学史上，构造主义的感觉元素分析典型地表现了元素主义倾向，而早期行为主义把行为分析为肌肉收缩腺体分泌，在方法论上同样陷入了元素主义。


主流认知心理学的两种研究模式在方法论上体现出元素主义倾向。符号加工模式视认知过程为信息的接受、编码、提取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在各个独立的加工单位中依次得以处理，最终输出信息，产生对行为的调节。尽管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是整体的，但是对这种体验的分析却不能体现出整体性，相反，认知心理学家是通过对认知机制的元素性分析而得出结论的，这种分析从性质上讲是去情境化和分解式的，简言之，是元素性分析。为了改变这种单向的、元素性的分析方法，联结主义模式采纳并行加工模型，并行加工的方式不是单向的信息流动，而是各个独立的加工单位同时对大量信息并行加工的结果，但是尽管强调了不同加工单位的合作与互动，认知系统的组成方式仍然是元素性的，其分析方式也是去情境化的和分解式的： 信息以抽象的符号方式在各个独立的加工单元中得到处理，零碎的处理结果最终才形成知觉或意识的整体。这种抽象分析的结果是丧失了意识体验的整体性和情境性特征，同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意识体验相距甚远。


传统认知心理学的元素主义倾向遭到心理学家的猛烈抨击。从情境论和整体论的观点出发，心理学家岩查尔（Yanchar，2005）指出：“任何个体的、部分或元素的意义或性质都不是个体、部分或元素本身自我包含或内在的，相反，其意义和性质来源于同其他的部分或元素，同更大的整体或情境的关系，因为它们置身于这个整体或情境中。就人的心理过程来说，这一观点告诉我们，心灵和世界是一个更大的意义或整体的共同组成部分，相互分享着它们的特性。其中，情境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脱离了情境就无法理解任何东西……”（p.172）。

二、认知心理学的转向

主流认知心理学在身心二元论、个体主义认识论和元素主义方法论方面的困境促使心理学家对认知心理学的基础假设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实际上，在心理学相邻的学科领域，这种反思早已风起云涌。与心理学有着紧密联系的认知科学就在经历着一场范式的革命。


认知科学是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哲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交叉合作的结果，其目标在于探索人类认知和智能的本质与机制。无疑，心理学是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认知心理学在认知科学群体中起到牵头和核心的作用，因为毕竟认知科学的主题是认知，所有相关学科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揭示认知秘密而走到一起的……”（李其维，2008）。 认知科学的发展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认知的符号加工和联结主义的并行加工为主要研究策略，被称之为“第一代认知科学”；第二个阶段把认知放到实际生活中加以考察，认为“实际的认知情形首先是：一个活的身体在实时（real time）环境中的活动”（李恒威、肖家燕，2006），因此提出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概念。强调情境性、具身性、动力性成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首要特征。


第二代认知科学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认知过程的情境性和动力特征，强调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这样一些主张在认知科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效应，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第二次认知革命”。作为认知科学主干的认知心理学深受其影响，促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向。


1.从控制实验转向情境分析

心理学是实验科学，实验方法是心理学最主要的方法。从冯特（Wilhelm Wundt）建立科学心理学起，控制条件下的实验就是心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研究模式。冯特把传统的内省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结合，以实验条件控制内省，从此心理学有了自己方法。这种方法是控制的和实验的，符合自然科学的要求。行为主义产生以后，控制条件下的实验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一切对内部心理过程的关注都成为禁区，心理学的实验只关注刺激条件和行为反应，且把对动物的控制实验扩展到人，人性成为控制条件下实验室研究的牺牲品。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的外周论，但在方法上却继承了前者，控制条件下的认知分析强调的是抽象表征和符号加工，“外部世界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大脑影响行为，即使感觉数据也是借助神经传导的物理刺激。因此研究的重心在探索抽象水平上的表征。经典的假设是，信息的存储是极其抽象的，所以它才能跨领域的使用”（Dietrich，2007）。 这样一种研究模式的直接结果是，心理学的研究脱离情境、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认知心理学成为象牙塔中的科学。


被认知心理学家奉为经典的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记忆实验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实验中，艾宾浩斯为了排除干扰因素，使用了无意义音节和机械记忆方式，得出了至今为止仍在使用的遗忘规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记忆都发生在实际生活中，以这种抽象方式得出的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事实？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记忆研究仍然没有逃脱这种范畴，如在工作记忆的研究中，被试看到计算机屏幕中快速显现的两组符号或数字，然后被要求比较两组刺激的异同。接下来，反应时间、正确反应的比例、眼球运动的模式被记录下来作为工作记忆的指标。实验条件是严格控制的，结论似乎是科学的，但是在真实情境和实验情境中认知和行为的机制是同样的吗？控制实验条件下的实验结论同日常生活中的事实究竟有多少联系？“事实表明，实验室研究在许多方面没有恰当地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 ①它所研究的内容可能与正常人的认知活动关系不大……②实验室研究常忽略日常生活认知的重要特征”（费多益，2007）。

脱离现实、脱离情境的研究模式早就引起了心理学家的疑虑。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奈瑟尔
 （Ulric Neisser）曾经被称之为“认知心理学之父”。他最早出版了《认知心理学》，总结和概括了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是在1976年，他又撰写了《认知与现实》一书，提出知觉是实时的（real time）、发生于具体环境中的行动，与情境有着密切联系，认知过程的抽象分析背离了认知过程的实际。奈瑟尔
 认为詹姆斯·
 吉布森 （James Jerome Gibson）的生态学模式更符号实际。他写道：“我对信息加工研究的越多，对它的喜爱越少。相比较而言，同吉布森的谈话越多，我似乎对生态学方法越感兴趣”（Neisser，2003）。 因此，奈瑟尔
 后来放弃了实验室的抽象分析，转向在真实课堂情境中研究学生的阅读和记忆。


情境分析要求对认知过程作实时的、具体的分析。它不仅包括对认知发生的物理环境的分析，也包括对社会情境的分析。它关注的是认知研究的“生态效度”。在现实生活中，任何认知活动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指向某个目标的。因此，认知过程的分析必须包括内在情境的分析，包括认知者的态度和能力、动机和需要，也要包括外在的环境分析，如物理条件、任务指向、时间场合等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情境不仅是个体的，也包括了社会性因素，如交流方式、人际关系、文化背景等等。认知过程并非发生在文化背景之外，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是文化塑造的，因此，情境的分析包含了文化背景的分析。同时，认知也不仅是个体的内部过程，个体的行动以及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也促进了认知的进行，所谓分配性的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


2.从个体加工机制的探讨转向社会实践活动的分析

认知过程的社会情境分析也说明了认知心理学的另一个转向，即从那种专注于个体内部心理机制的探讨转向认知的社会实践过程分析。


前文在论述认知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困境时，已经指出了认知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认知心理学是在反对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过程中起家的。行为主义从刺激和反应的联结解释行为反应的形成，以外部的规律解释行为，把行为看成是被环境决定的。认知心理学反对这种外周论的解释，不以外部规律解释学习，而是把注意的重心转向内部过程。寻找行为的认知机制。符号加工的认知心理学用计算机的符号加工作为心理过程的隐喻，以信息的接收、加工和存储、信息的输出作为认知的一般机制。联结主义的认知心理学以神经系统的网状结构作为隐喻，以信息表征的并行加工作为认知的机制，无论哪一种方式，对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都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而表征是内部的和个体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有机体的内部，似乎个体的行为完全由个体内在机制决定的。这样一来，认知心理学从方法论上完全遵循了个体主义的原则。环境因素、文化影响、社会实践的作用等成为边缘因素：心理学只关注内部过程，外部影响留给了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


认识论上的个体主义倾向是本体论上的二元论观点决定的。既然存在着主体和客体的二元世界，那么主体的知识只能是对客观世界的表征。个体能否精确地表征世界就成为认识的关键。“争论的中心在于认知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各种形式的二元论，且让这些二元论观点塑造认知和心理科学的历史。二元论的外表是身心二元论，而背后则是语义与句法、知觉与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有机体与环境的二元论。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把认识看作是具身的和嵌入环境的，就必须坦率和彻底地拒绝所有这些经典二元论”（Richardson et al.，2008）。

具身-
 嵌入的方法视认知为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行动。认知不是一个孤独的主体面对着一个漠然的世界。从具身-
 嵌入的观点来看，认知产生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认知同身体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认知是身体的认知，身体是认知的主体，皮亚杰（Jean Piaget）曾经指出，儿童的认识既非产生于主体，也非产生于客体，而是产生于认识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儿童通过身体的动作作用于客体，认识就发端于联系主客体的活动。具身认知的理论家接受皮亚杰的观点，强调认识不是一种表征和计算，而是一种以适应环境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我们通过身体经验形成认识。思维、判断、意像、隐喻、情绪和想象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我们的身体构成、身体组织和感知-
 运动图式相关联。


认知既然是具身的、嵌入或根植于环境的，那么认知不是一个个体事件。作为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活动，人的认知是身体、环境、活动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它发生于社会实践过程中。传统认知心理学把认知研究的重心放在内部机制的探讨上，试图寻找适合于所有认识活动的一般认知机制。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认知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受到认知的目标、任务和环境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每个认知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是目标和任务导向的。因此，对于认知的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寻找认知一般机制，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在实时的活动过程中分析认知的形成和发展。


3.从静态的表征转向认知的动力学分析

传统的认知心理学视表征为认知的本质。无论符号加工模式，还是联结主义模式，表征都是最基本的。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视符号加工为表征的适当载体，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视并行加工为表征的合理模式。心理表征再现了客观世界，使得认知能在离线（off-line）的基础上，以抽象的方式对现实作出静态的心理描述。


受第二代认知科学动力认知观的影响，认知心理学家开始放弃静态表征的传统观点，转向对认知过程的动力学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主流认知科学开始转向联结主义时，情境性和具身性这两个概念开始登上学术舞台，90年代初期第三个概念又出现了，那就是动力学……动力取向强调行为的时间维度，寻求使用动力学的概念和工具于认知者的分析”（Beer，2008）。 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人并非一个镜像般的记录器。认知过程并非主体对客体的精确描述和表征。作为认知者的人是一个动力系统。认知过程并非线性的符号表征与计算，而是一个动力性的自组织系统，是包含了中枢神经系统和环境系统在内的复杂的系统事件。


认知的动力系统分析从以下一些方面与传统认知心理学的表征方法表现出明显的区别。① 变化对状态。传统认知心理学强调表征，因而更注重认知的状态；动力认知注重的则是变化过程，着重探讨认知过程怎样随系统的其他变量变化而产生的改变。② 几何学对构造。怎样表述系统的状态？表征方法关注的是系统内部的共时性构造，即系统成分怎样结合成结构化整体；动力认知则从几何学的意义上关注认知状态的相对位置。表征方法关注状态的构成，而动力认知关注状态的性质。③时间对静止。认知系统具有复杂的结构。这一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在表征模式那里，结构似乎是给定的、静止的；动力认知则认为认知结构具有时间属性，亦及结构有其发展过程，随时间的展开而变化。④定时对定序。动力认知关注行为发生的时间，在具体的时间中分析认知事件。相比较而言，表征模式关注的是一个个的认知状态、这些状态的秩序和结构。动力认知着重分析认知系统在什么时间经历了某个状态，而表征模式则关心认知系统究竟经历了什么状态。⑤平行对序列。动力认知认为认知系统的操作是平行和互动的，即在同一时间里系统各单元同时运作、相互影响； 表征模式则视认知系统的操作是序列或前后相继的，即在同一时间里，系统的一个单元处于活动状态，而其他单元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⑥持续性对输入/输出。标准的表征思维视认知过程始于某个刺激或输入，经过某些内部操作，最终结束于某个输出。相对而言，动力认知视过程为持续的，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认知的目标是适应环境，一切行为都指向这个根本的目标。⑦互动模式。认知系统与其他系统，如环境，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表征模式视外部环境为认知状态的影响因素，外部条件影响了认知的状态，从而造成了认知状态的改变，如果没有这种影响，认知状态就不会改变。动力认知视认知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耦合（coupling）效应，即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认知的增力效应。⑧表征和反表征。表征模式视复杂的认知操作为内部的表征过程，而表征是一些静态的符号结构。一些动力认知者认为表征只不过是认知系统的参数背景、状态、运作轨迹等等，另外一些动力认知论者则认为表征的概念是可抛弃的。他们视表征的概念阻碍了人们对认知本质的认识，认知过程是动力学的，不是镜像般的表征过程（Gelder，1998）。







第一部分  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

第一章

心理学与身体：经典传统与现代取向

“身体”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一直处于被忽略的“边缘”地位。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独立。但是科学心理学为什么要独立？为什么能独立？如果说早期心理学家厌倦了哲学的思辨传统，试图摆脱哲学母体，走向经验自然科学，那么心理物理学、感官生理学诸领域不是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了吗？象冯特这类生理学传统的“哲学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建立一个新领域，去创建一门自然科学性质的“实验心理学”呢？这恐怕要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谈起，从早期心理学家对“心”和“身”的看法溯源。


一、“身”与“心”的分离：心理学独立的本体论基础

在西方文化思想中，“身体”同“灵魂”是一种对立关系。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等思想家把身体视为灵魂的“载体”。灵魂是一种“理念”，居住在天国，具备了各种美德和知识。身体则是世俗化的，充满着情色和贪欲。灵魂是永恒的，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是纯洁的、身体是肮脏的。身体招致淫欲和罪恶，灵魂通达知识和真理。当灵魂同身体结合后，肉体的情色和贪欲会玷污灵魂的纯洁性，使得灵魂忘却美德和知识。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学习的“回忆说”，认为学习不是从外部获得知识，而是学习者克服身体带来的障碍，恢复天国知识的回忆过程。这一学说虽然荒谬，但是却强调了学习者本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曾经给后世对学习的看法带来深远影响，但是这种学习观却导致了教育过程中对身体的忽略甚至鄙视，形成了一种身心对立的思想传统。近代思想家笛卡尔就是在这种身心对立框架下完成了对实体二元论的论证。


所谓实体二元论是指“身”与“心”是两个自为的实在，二者相互独立，可不依赖于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最初，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是为了抵制宗教神学。因为欧洲中世纪是教会和神权的时代，宗教教义是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绝对权威。近代思想家挑战神学权威，出现了认识起源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从理性思维出发，提出对包括宗教教义在内的一切信条都置于理性天平上进行合理怀疑。而这种普遍怀疑的结果是： 一切都可疑，只有“我在怀疑”无可怀疑。但是，怀疑是一种理性思维。这个思维过程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个思维的主体，即思想必然有思想的承担者。这个思维的主体、思想的承担者就是主体的“我”。所以“我思故我在”。通过思维确立了主体“我”的存在。是“我”在思维、“我”在怀疑。“我”的存在既不依赖于物质世界，也不依赖于我的身体，仿佛“我”是一个“幽灵”，或者是居住在大脑内的“侏儒”，作出判断、指挥身体。笛卡尔指出：“当我思考着身体仅仅是某种具有广延、形状和运动事物时，我对身体是什么有了一种完满理解。我认为身体并没有某种属于心灵的特性。相反，我理解心灵为某种完满事物，可以怀疑、理解和执行自己的意志等等……如果心灵和身体没有一种本质区别，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Descartes，1641，1981）。

通过这种论证，笛卡尔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包括身体在内的物质实体和包括心灵在内的精神实体。物质实体的本性是“广延”，即占有空间。身体总是处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是“广延的身体”。精神实体的本性是“思维”，不包含任何物质成分，但是具有能动性。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虽然具有互动关系，但是性质截然不同，分属不同领域。这样一种划分的目的在于把世界从性质上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即物质世界体系和精神世界体系。对于物质世界体系的研究包含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形而下”学科；而对于精神世界体系的研究则是“形而上”的工作，自然哲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由此开始脱离哲学认识论而成为独立学科。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和价值的显现，学者们意识到，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灵魂”的精神科学（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了。


笛卡尔的二元论把代表物质世界的“身”和代表精神世界的“心”完全区别开来，确立了“身”与“心”两个实体。“身”的研究已经有了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那么精神实体“心”的研究是否也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是否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精神的心理科学吗？康德（Immanuel Kant）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科学的特征是物质性和数量化，而“心”的特征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心理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只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但是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却宣称心理学可以成为科学，他专门撰写了《科学心理学》，指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的基础是经验、形而上学和数学”（Boring，1950）。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些思想家怎样看待心理学的科学属性，其基本立场都是二元论的，即都承认和接受笛卡尔论对身与心所作的区分。


19世纪中叶，“身”与“心”的分离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学者们关注的是“心”的研究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是仅有一短期的历史。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并不太长，但是心理学问题的思辨研究却有着漫长的过去。当哲学家开始探究世界起源时，对于“灵魂”问题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灵魂”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初始形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灵魂”问题的思考，对于意识经验起源问题的探究实际上构成了“漫长过去”中的心理学探讨。但是这些探讨都是“形而上”的，缺乏“形而下”的科学精神。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对“万物是否具有灵魂？”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尝试使用物理学的实验方法，用身体的物理刺激来观察心理感应，发现了物理刺激和心理感应之间的对数关系。费希纳没有抛弃身体。他尝试着用心物关系的科学定律来揭示灵魂问题。但是费希纳早期是个物理学家，晚年他想做一个实验哲学家。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心理学家。或许恰恰因为他没有想成为心理学家，所以他没有尝试“身”与“心”的分离。身心如果不分开，心理学怎么独立呢？所以尽管费希纳的心理物理法是实验心理学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实验心理学建立的历史功绩却没有记录在他的名下。


实验心理学的建立者冯特却不同。从一开始，冯特就有着一个明确目标，那就是建立一门“新”心理学，即科学心理学。这门新科学有着自然科学的性质，即它是实验的，但是它所研究的问题却是哲学认识论的。冯特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探讨的是“形而上”的“灵魂”问题，与身体无关，物理学、生理学的探讨离不开身体，但是其方法却是可以借鉴的。如果要建立一门新科学，就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与身体无关的“灵魂”问题。身心分离就是建立科学心理学的前提。如果身心不分，实验生理学领域的感官生理心理学和物理学性质心理物理学就足够了。如果要实验心理学独立，建立科学心理学，那么，就必须把“心”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专门的领域。这就是冯特为什么在1864年就开设“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心理学”这样一门课程的原因。冯特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建立“新”心理学。这门“新”心理学不同于研究身体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生理的因果关系和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对立的两极：前者始终意味着物质实体的假设，而后者则从不超越心理经验所直接提供的东西的限度”（Wundt，2003）。身和心的性质不同，是两个平行的因果系列。对于两个不同的因果系列，需要不同的学科。


冯特出身于生理学，工作在哲学系。生理学是“形而下”的，哲学是“形而上”的。但是恰恰因为处在这种矛盾的交界面上，冯特可以兼收并蓄、左右逢源。他跟随有着“实验生理学之父” 之称的约翰内斯·
 缪勒（Johannes Peter Müller）学习生理学，接受实验生理学方法训练，后来又成为感官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的实验助手。同时，冯特工作在哲学系，哲学认识论探讨也深刻影响着他对科学的看法：既然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已经深入人心，且“身”的研究已经有了实验生理学，那么为什么“心”的研究不可以成为另一门实验科学呢？这就是冯特创建实验心理学的意图之所在。笛卡尔已经从认识论上给他创建一门新科学提供了充分理论依据，而生理学训练给他提供了科学精神和方法论基础。作为新科学的实验心理学就呼之欲出了。


实际上，由于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与冯特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视“身”与“心”为性质不同的实体，认为身与心的研究需要建立不同学科。与冯特同时代的德国心理学家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尽管对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持有异议，但是二元论的立场是相同的。他认为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内容”，而他主张心理学的适当对象应该是“意识的活动”，简称“意动”。在他看来，“内容”是一种依赖于身体的物理现象，是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意动”超越了身体，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这一现象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内在的客观性”，即它总是包含着自身之外的对象，而那个被它包含的对象是物理性质的，是物理学研究的内容。物理现象则不同，它不包含其他对象：声音就是声音，色彩就是色彩，并不包含其他客体。“物理现象是自己包含着自己，是自足的，它决不包含别的事物。所以，心理现象可定义为有意向地包含一对象于其内的现象”（Guo，1998）。他认为物理现象可以进行实验，但是心理现象因为超越了身体，刺激身体并不能给心理现象带来因果影响，因此心理现象不可实验。布伦塔诺与冯特观点不同，但是都从二元论的视角看待心理学，这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心理学若要独立，就必须同研究“身”的生理学扯清关系。如果身心不分，实验生理学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费心建立一门新科学呢？


二、还原论及其反抗：从构造主义到认知革命

经过冯特、艾宾浩斯、屈尔佩（Oswald Külpe）等人的不懈努力，心理学终于作为研究“心”的独立学科而屹立于科学之林。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得到承认，许多国家的青年学者都奔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朝圣”，去学习这门专门探讨“心”的新科学。“心”太神秘了，在研究“物”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取得如此成功之后，人们期待着“心”的科学也能获得自然科学那样的成就，能出现像牛顿、达尔文那样的人物，取得类似于力学原理、物种进化、血液循环那样影响力的“心”的规律，以解开心之奥秘。


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有关“心”的探讨完全是按照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的模式进行的。经验主义主张：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通过联想机制，由感官获得的简单观念组合成复杂意识经验（Locke，1996）。冯特接受了这种观点，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者，他规定心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对意识经验进行分析，寻找组成复杂意识经验的元素。在冯特看来，物理学找到了组成物质的分子、原子；化学找到了化学元素，而且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让科学家看出组成物质的元素组合是有规律可循的。既然这些业已成功的自然科学采纳的是元素分析的路线，渴望加入这一行列的心理学有什么理由不采纳同样的路线呢？因此，从一开始，科学心理学就采纳了脱离身体、专注意识的元素分析路线。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把这种研究模式由德国带到了美国，在美国倡导了构造主义。构造主义探讨的是意识，其主要工作是寻找意识元素和确定意识的“构造”。铁钦纳指出：“心理学按照我们的定义是一种构造心理学，是心灵的解剖学和形态学。心灵是复杂过程的结合体，我们的工作是分析这个结合体……”（Titchener，1923）。但是铁钦纳的这种把意识从身体中抽离出来，对意识进行静态分析的模式与美国实用主义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美国是由欧洲迁移至美洲大陆的新移民组成。在这个充满风险和机会的环境里，生存是第一位。所以美国人更愿意接受进化论，信奉适者生存原则。在这里，任何知识和理论首先必须证明其对人类生存的价值。那种脱离人类生存活动的意识元素分析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被铁钦纳抨击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在实用主义信念指引下，矛头直指静态的意识元素分析。机能主义倡导的是从适应环境的视角看待意识的功能。它不关心意识“是什么”，而是关心意识“做什么”。它关注的是：人们怎样适应环境？意识在有机体环境适应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构造主义是意识的静态研究，这种研究不需要考虑身体的影响，但是机能主义是在活动中考察意识在有机体适应环境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必不能忽略身体活动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机能主义影响下的心理学研究多多少少都考虑了身体及其活动的影响。实用主义哲学家、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詹姆斯（William James）最先从进化论视角探讨了意识的产生及其功用。詹姆斯指出：“意识和其他一切机能一样，也是因为具有一种功用才进化出来的”（James，1892），而这个功用就是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因为有了意识，有机体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获得了更大优势。具有这种特征的有机体在生存斗争中更容易取得胜利，所以意识保留下来，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因此，在詹姆斯那里，意识是生存活动的意识，是身体在适应环境活动中形成的，并在保存身体的活动中得到发展。这种进化的意识观不关心意识是由什么元素构成，它关注的是意识对有机体的价值和功用（Angell，1907）。

詹姆斯的情绪学说在认知理论盛行时，曾经被斥之为“荒谬”。根据认知的情绪学说，情绪由观念引起：认知导致某种观念，观念导致情绪体验，情绪体验导致身体动作。例如，在荒野看到毒蛇，产生了恐惧，恐惧导致逃跑的身体动作。但是詹姆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恰当的解释是，逃跑的身体动作导致了恐惧情绪体验，是身体动作造就了情绪。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逃跑才害怕；不是伤心而流泪，而是流泪才伤心。身体反应在先，情绪体验在后。詹姆斯的情绪理论强调了身体动作在情绪体验形成中的作用，成为现代具身认知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缔造者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也体现出对身体活动的重视。同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从适应环境的整体视角看待心理活动。他对意识的元素分析深恶痛绝，认为应该通过身体活动去理解意识和心理。在他著名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中，他通过儿童以手触火的实例分析反射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进行元素分析，而应该从适应环境的角度看待反射弧对于有机体产生了怎样的生存价值。在教育与教学中，杜威倡导了“从做中学”，强调了身体的行为动作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杜威对身体及其活动的重视，也体现出机能主义是在身体活动中考察意识和心理。这同构造主义把身体同意识分离开来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


就在构造主义同机能主义两足鼎立之时，行为主义产生了。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约翰·
 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从行为主义立场看心理学》一文，明确指出无论是构造主义，还是机能主义，都是主观范式。他说：“我曾经尽全力去理解机能心理学和构造心理学的差异，但并没有澄清两者的差别，而是仍然感到困惑。像感觉、知觉、感情、情绪和意志这样一些术语，在机能心理学家那里与在构造心理学家那里使用得一样多。‘过程’（作为整体的心理动作等等）这样一些字词被添加进去，似乎是为了去掉‘内容’成分而成为‘功能’。的确，如果从内容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是难以捉摸的话，那么从机能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则具有更多的蒙骗性，特别是当这些功能是通过内省方法得到的时候”（Watson，1913）。因此，华生要抛弃所有主观意识的参照，在心理学中进行一场“行为主义革命”。在处理身心关系问题时，华生采纳的是物理主义还原论。“根据物理主义还原论，心理状态和物理状态是同一的……心理事件同生理上的各种过程具有同样的特性”（Li，2011）。行为主义不研究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静态的结构，还是活动的机能，都是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残余。华生所探讨的是具有物理性质的可观察行为。他指出：“行为主义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研究我们在心理学实际领域中 ‘观摩’ 到的东西呢？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观摩到的东西上，阐释仅仅涉及这些东西的规律。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呢？显然，能够观察到行为……”（华生，1998）。华生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可观察行为，行为归结为身体的动作反应，动作反应又进一步还原为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这样一来，华生完成了从意识到身体反应的物理还原。身体回归了，但是意识消失了。心理学成为没有“心理”的行为主义。


另一位激进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斯金纳主张，心理学应该成为一门行为科学。作为一门行为科学，心理学以有机体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并不忽略有机体内部事件。行为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外部公开事件，即可观察的行为；第二是内部的私有（private）事件，包括感觉、意象和思维等意识经验。但是斯金纳采纳的还原论的路线，他指出：“一种合理的行为科学必须考虑那些发生于有机体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这些私有事件不是行为的生理中介物，而是行为本身的部分。在考察这类事件时，并不需要假定它们具有任何特殊性质，或者假定对于它们的认识必须采取某种特殊方式。皮肤并非像个疆界那么重要。私有事件和公开事件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1969）。通过把意识经验还原为皮肤之内的私有事件，斯金纳巧妙地把意识和心理归结为身体的一种物理状态。因此，在斯金纳那里，身心是合一的，但是这种合一是物理主义的合一，是物理主义还原论的体现。


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论把“心”归结为“身”，把意识和心理归结为行为，再把行为归结为刺激和反应的联结，刺激和反应又进一步被分析为具有物理或化学性质的状态或事件。在这样一种归并和还原过程中，有机体内部心理过程的独特品质被抹杀了，思维、判断、情感和记忆等认知过程成为具有物理属性的行为本身的一个部分。“空洞的有机体”就是这种观点的真实写照。这种激进观点一开始就受到许多心理学家的反对。这些心理学家认为，人并非刺激-
 反应的机器。除了环境刺激和行为反应之外，内部过程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动力因素。因此，有必要认真考虑对行为有实在影响的内部过程。考虑到早期行为主义者的困境，从1930年开始，部分行为主义者试图对传统行为主义进行改造，他们以操作主义为工具，在“中介变量”的名义下接纳有机体的内部心理因素，托尔曼（E. C. Tolman）的“认知地图”、赫尔（Clark L. Hull）的“内驱力”等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产生的。


新行为主义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一个“中介变量”，解决了早期行为主义的“黑盒子”（black box）问题。中介变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机制。它既包括了影响行为的生理因素、遗传因素，也包括了知觉模式、记忆痕迹、目的和期待等认知因素。某些行为主义者虽然接纳中介变量这个概念，但是并没有把中介变量视为行为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介变量的研究缺乏适当的手段和工具。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前，虽然有了托尔曼等新行为主义者有关认知的研究，但是心理学仍然是行为主义的：认知的探讨虽然不是禁区，却也不是主流。


60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学术氛围发生了重要变化。二次大战后，信息论、控制论、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科学的进展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超越操作主义的方法和技术。本来，有关刺激和反应之间中介变量的研究只能依靠所谓的“操作定义”，或基于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但是，计算机的诞生却给了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中介变量的便利工具。计算机接受外界输入的符号信息，在CPU中对信息进行加工和操纵，然后输出加工结果。如果把计算机信息加工模式比对人脑的心理操作，以“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意识和心理过程，所谓“黑盒子”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行为主义以缺乏适当工具为由，放弃了意识和心理等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现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给了“心灵”研究以客观指标，那么心理学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行为的描述，而不转向行为背后心理机制的探讨呢？“认知心理学寻求通过理解心灵怎样工作而解释行为。有机体具有内部结构和系统，这些内部结构和系统具有一些通用的、固有的操作特征。有机体在特定环境中正是利用了这些内部结构和系统产生行为”（Moor，2013）。认知心理学就是要了解行为背后的这种机制。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行为主义本身固有的缺陷促使了行为主义的没落和认知心理学的诞生。


三、从身心二元到身心一体：具身认知范式的确立

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认知心理学是计算和信息科学的产物。计算机的诞生为心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也改变了人们对心智的看法。本来，意识和心理等心智过程表现为知觉、学习、记忆、思维、判断、情绪和情感等实体状态，现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却启示人们心智只不过是一个信息加工装置，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计算机通过复杂计算能解决人类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使用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去理解心智活动呢？这样一来，以“计算机模拟”为基本方法的认知科学迅速发展起来。


受计算机科学启发，这一时期的认知科学家视心智活动类似于计算机程序。计算机由两个部分构成：硬件结构和软件结构。硬件结构是计算机的物质载体，由存贮器、运算器、控制器、输入和输出线路等构成。软件结构则是根据不同逻辑规则编制的指令性程序。如果大脑类似于计算机，那么心智活动对于大脑就像电脑程序对于电脑硬件。由于软件和硬件的关系是一种离散关系，即软件的实现虽然需要硬件支持，但是软件并非同特定硬件“绑定”在一起，软件可以运行在任何有计算功能的物质上，而且硬件并不能改变软件的性质。二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这种观点一经确立，身心二元论就从科学上得到论证。行为主义的物理还原论把“心”归于“身”，实现了物理主义身心合一。现在，“心”在“软件程序”的名义下复归了。“身”与“心”成为可以分离的二元。“心”虽然运行在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上，但是“身”并不能改变“心”，因为“身”只是一个物质载体，承载着“心”，却不能改变“心”。在这里，心理学再次抛弃了身体，转而关注心智怎样加工、操纵、储存和利用感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原本知觉、记忆、推理、意动等的认知研究转变成心智的加工信息研究的重要原因……”（Moe，2005）。

早期认知心理学对心智的认识建筑在两个核心假设上：一是计算假设。计算假设假定了所有心智过程都是一种计算或运算（computation），是根据一定规则对输入信息进行的操纵、比对、筛选、匹配、编码和储存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一过程发生于大脑，与身体无关，身体只是个载体和容器，容纳这个信息加工装置。“简而言之，认知是一种计算过程，是对符号的操纵和运算。这个过程始于向大脑输入的刺激，终于来自大脑的输出。也就是说，认知发生于大脑，认知科学本身需要关心的仅仅是大脑”（Shapiro，2011）。

第二个核心假设是表征假设。表征是心理表征。如果心智的本质是计算，那么计算过程处理的只能是符号。因为如若保证计算过程的迅速和简洁，计算处理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具体的实物，而只能是代表实物的抽象符号。例如，计算机只能处理010101……这样一些抽象符号。心智过程处理的对象同样如此，它仅仅加工和操纵字词、数字等等，而这些字词和数字具有代表具体事物、事态的表征功能。认知所涉及的就是对这些符号性表征的运算。但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其功能意义，即它代表了什么；其次，符号与符号所表征的事物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任意的、人为的。“英文词 ‘lamb’代表了‘羊’ ，但是这个词和羊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个词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毛茸茸的……今天，某些数字的特殊意义也不是这个数字必然具有的”（Shapiro，2011）。认知过程的符号表征性质所能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认知是发生于头颅之内的高级过程，与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和运动系统等低级过程或状态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心理过程涉及的仅仅是符号操纵和运算，那么与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心理学为什么还要劳神关注身体的方方面面？“到1988年，认知革命完成了： 行为主义为认知心理学所征服。但是随后而来的心灵研究热潮却几乎忘却了……意识同样根植于人的身体和运动。思维及其伴随的意识被那种 ‘标准’的观点视为是离身的……”（Glenberg et al.，2013）。“低级”的身体就留给生理学或生物学吧! “高级”的认知成为心理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


这种剥离了身体和环境，脱离日常生活的认知观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991年瓦雷拉（F. J. Varel）等人出版了《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一书，挑战那种视认知为符号运算的经典观点。瓦雷拉指出：“通过使用 ‘具身的’（embodied） 这一术语，我们想强调两点：第一，认知依赖于有着各种运动能力的身体所导致的不同种类的经验；其次，各种感觉运动能力本身又根植于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生物、心理和文化背景中。通过使用‘动作’（action），我们想要再次强调，在一个鲜活的认知中，感觉和运动过程、知觉与动作从本质上讲是不可分离的”（Varela，1991）。

最早对符号加工模式提出批评的是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在1979年出版的《视觉的生态学取向》一书中，吉布森提出，知觉并非是在感觉刺激的信息加工基础上，通过经验和推理而形成的。信息加工的知觉学说假定，感觉信息是不完善的，必须通过中枢的加工，与以往获得的信息进行比对或匹配，完整的知觉才得以形成。但是吉布森指出，知觉形成同身体获得的刺激经验息息相关。身体动作是完整知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知觉形成过程中身体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知觉的性质是身体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大脑中枢决定的。在这里，吉布森提出了一个“功能可示性”（affordance）概念。功能可示性指的是一个物体展示出来的功能属性，即它能让有机体做什么。对物体的知觉受到物体功能可示性的影响。一个物体知觉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物体本身提供什么样的刺激，也取决于有机体本身的结构和能力。物体能让你做什么，身体能让你做什么等等都决定了有机体形成什么样的知觉。所以知觉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Gibson，1979）。

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取向也对经典认知心理学的符号表征假设提出质疑。符号加工假设认为认知过程是一个符号的信息处理与加工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感觉刺激转换成一系列符号性表征，大脑中枢对这些抽象符号进行处理，然后输出符号性指令，指引有机体的反应。但是生态学取向对此持反对态度。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认知发生于解决问题的日常活动中。认知是“鲜活的”（lived），是为了指引行动：认知的素材源于生活，认知的结果作用于生活，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体现。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塑造了认知，并不存在抽象的符号表征。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佐证了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科学家贾科莫·
 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等人在恒河猴大脑皮层F5区发现了一种新的视觉—运动神经元。这种神经元“在下面两种情境中产生反应：当恒河猴执行一个手部动作和当观察另外一个体（人或另外一只恒河猴）执行同样或类似的动作时，这种神经元都产生反应。典型的表现是，这类神经元既不对简单的物体呈现做出反应，也不对缺乏目标物的简单模仿动作做出反应”（Fogassi，2011）。由于这类神经元似乎可以映射其他个体的动作，因而这种神经元被命名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随后的一些实验发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存在着具有同样功能的镜像神经系统（Molnar-Szakacs，2011）。

镜像神经元的典型特征是：第一，它能映射他人的动作，如同自己在执行同样动作；第二，它是对动作的意义产生反应，而不是对动作的视觉特征产生反应。这说明镜像神经元是理解他人动作的神经机制。作为认知过程的理解并不是一个抽象符号的信息加工，而是使用着我们自身的动作系统。用我们自己动作的意义去理解他人动作的意图。这说明认知同身体的运动系统是一致的。身体作用于世界的动作造就了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过程。


具身认知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对传统认知观的质疑声中产生的。它强调的是，认知不是计算机那样的抽象符号运算。“具身认知的转向有着自身特有的诉求，它要超越西方认识论和心理学研究中的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观念。这一转向的中心信念是：知觉、思维、隐喻的使用等等其他一切相关现象与身体本身所占据的物理时空位置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对传统的背离有着重要意义。从这种观点来看，所谓的认知现象不再孤立于内部心理空间中，其活动方式既不独立于身体，也没有超越环境”（Spackman and Yanchar，2013）。

具身认知目前已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学术思潮，对西方传统认识论和认知科学造成巨大冲击（Kontra et al.，2012）。心灵哲学在具身范式影响下，以梅洛-
 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为指引，出现了身体哲学转向；语言学以乔治·
 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
 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身体隐喻为基础，提出思维基于身体、源于身体；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则直接促进了身体社会学的形成。在心理学领域，具身认知本来是一种身心关系的理论思考，但现在成为心理学实验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有望取代认知的信息加工范式而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Davis and Markman，2012）。







第二章

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

《纽约时报》2010年2月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抽象思维？身体对它们的直接作用》的文章。文章指出：“……这一极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具身认知，其基本观念指的是大脑和心智并不是组成我们自身的两个独立部分……我们怎样加工信息并非仅仅同心智相关，而是同整个身体紧密联系着……”（Angier，2010）。究竟什么是具身认知？具身认知研究是怎样兴起的？它对心理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会导致心理研究的生理学（身体）化吗？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深入思考。


一、具身认知研究的兴起

什么是认知？认知是否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是一种对信息或符号的加工过程？认知是否可以脱离具体的身体，在大脑、计算机等不同的物理载体上运行？传统认知心理学在计算机科学的启示下，视认知为信息的表征和操控，类似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根据这种研究范式，认知是离身的（disembodied）。认知作为一种精神智能同作为物理实体的身体没有本质的联系。这种离身认知的研究范式一直主导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离身认知的观念也支配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学等认知科学的研究，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范式。


离身认知的研究范式建立在传统的计算机隐喻基础上。计算机隐喻对于认知过程的理解有几个基本命题：第一，大脑类似于计算机的复杂信息处理系统。这一系统通过感官接受和输入数据或符号，保持它们在记忆中，且在以神经冲动的方式输出指令之前在大脑中进行加工和转换。大脑的神经细胞通过神经递质传输和接受信息指令，这些神经元是信息加工的基本单位。大脑的信息加工操作就是通过这些基本加工单位完成的。第二，如同计算机的软件独立于硬件，认知在功能上独立于身体和大脑，因此，作为精神过程的认知操作同操作过程的物理载体（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是离散的和任意的，即两者之间是一种随机的关系。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任何物理系统只要其结构足够复杂，都可以拥有人的智能。从理论上讲，“构成心智的软件可以运行在神经元、硅片甚至木制齿轮上——只要其结构成分处在一种适当的功能关系中”（Niedenthal et al.，2005）。它们“表现在人脑上，就是人的智能，表现在电脑上，就是人工智能”（李其维，2008）。第三，类似于计算机对抽象符号的加工过程，推理、分类、记忆等高级认知过程也使用非模态的（amodal）抽象符号作为加工的基本素材，而这些抽象的符号是一种心理表征，认知过程的进行依赖于这些抽象的表征物。根据这种观点，认知过程“以抽象的符号表征着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然后通过操纵这些符号完成思维”（Taylor et al.，2009）。第四，对于这些抽象的、非模态的心理表征的加工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中央加工单位完成的。中央加工单位类似于计算机的CPU，它在结构上是封闭的，在功能上独立于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系统。感觉系统的唯一功能是将外部世界的表征物提供给中央加工单位，而忠实地执行中央加工单位的指令是运动系统的唯一功能。


认知过程的计算机隐喻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认知研究的联结主义范式兴起了。相对于计算机隐喻，联结主义以大脑神经元的网状结构作为认知过程的隐喻，以并行加工作为符号加工的机制，同实际的脑组织更加接近，“尽管符号计算主义与联结主义在加工的结构上是不同的，但是二者的基础假设是共同的，即尽管心智是由脑的相关过程实现的，而这些过程的关键性质可以在独立于大脑神经细节的水平上进行研究……”（Bickhard，2009）

“当前的认知科学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信息加工模型的认知观点……”（Osbeck，2009）依据这种新的观点，认知和心智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同身体的物理属性相关。不仅脑神经水平上的细节对认知过程有重要影响，身体的结构、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也对高级认知过程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知等高级心理过程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脱离具体身体的认知是不存在的。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大脑本身并不能独立完成高级认知功能，大脑和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对于高级认知过程的理解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心智的理解必须放到与身体的关系背景中，而这个身体是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身体”（Inui，2008）具身认知就体现了上述思想。


对于具身认知的具体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把种种不同理解维系在一起的，是“联合起来拒绝那种把认知隐喻为中枢化的信息加工机制……推翻那种把心智描述为‘计算’和/或‘表征’的教条……”（Calvo and Gomila，2008）概括起来，具身认知可以从下列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第一，身体的状态直接影响着认知过程的进行。“心智之所以从根本上是具身的，并非仅仅因为心智的所有过程必须以神经活动为基础，而是因为我们的知觉和运动系统在概念形成和理性推理中扮演了一种基础性的角色”（Anderson，2003）。心理学家的一系列实验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Angier，2010）：耶鲁大学的研究者把41个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A组学生双手捧着一杯热咖啡，B组学生捧着一杯冰咖啡。到实验室以后，两组学生分别对同一个想象中的中性人物的人格特征进行评估。结果显示，A组学生比B组学生更有可能把这位想象中的人物评估为热情、友好。身体上感知到的温暖影响了学生认知上的判断。另一项研究（Schuber and Koole，2009）也证实，握紧拳头提高了男性学生的坚定、自信和自尊感，握拳头的身体状态改变了学生的自我概念。


第二，大脑与身体的特殊感觉-
 运动通道在认知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身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大脑通过特殊的感觉和运动通道形成具体的心理状态，而且，“处于特殊通道系统中的这些心理状态的复演（reenactment）实际上构成了概念加工的基础”（Barsalou et al.，2003）。尼登塔尔（Niedenthal，2009）等人的情绪研究证实，概念的使用涉及到真实体验的感觉-
 运动状态的再激活，情绪知识的加工也涉及那种情绪的再体验。从这一角度来看，心智和认知在本质上并非使用抽象符号的表征和加工，而是一种模拟（simulation）。“模拟是身体、世界和心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觉、运动和内省状态的复演”（Barsalou，2008）。“许多工作提示我们，在表征环境时，我们至少部分地通过内隐的运动模拟，模拟我们在面临一个事物时执行的行动”（Yang et al.，2009）为什么我们能理解他人？为什么我们具有同情心？就是因为我们能通过大脑与身体的特殊通道模拟他人的感受，从而产生逼真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感觉和运动系统的特殊通道塑造了认知，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具身认知的另一个含义是：“扩展认知的传统概念，不仅把身体，而且把环境的方方面面包含在认知加工中”（Shapiro，2007）。依照传统的观点，认知是一个内部的计算和表征过程。大脑只是运行这一程序的“硬件”，身体是服务于这个硬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装置，外部世界是认知主体活动的游戏场。但是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的物理过程、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既构成了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限制着行为的可能性，且对认知过程造成直接影响。认知并非起始于感觉刺激的输入、终止于运动反应的输出、封闭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内在过程。认知既是具身的，又是嵌入的（Embedded），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它们构成了一体的系统。“根据这样一种理论观点，为了理解认知，我们必须把有机体放到它的环境中，视有机体、行为和环境紧密相连，通过有机体自身组成了一个知觉和运动的圆环。那种把认知行为视为内部的、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隔离于行动和知觉的观点是错误的”（Eliasmith，2007）。

二、从具身认知的兴起看理论思维的作用

具身认知的探讨最初是从心智具身性或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的思考开始的。从本质上讲，心智或认知的具身性涉及的是心身关系。具身性（embodiment）的讨论最初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践的科学家，具体来说实验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是，近年来的心理学实践表明，具身认知已成为心理学家偏爱的实验课题（Borghi and Cimatti，2010；Casasanto，2009；Jostmann，2009；Niedenthal，2007）。心智具身性的探讨已经从思辨走向实证和实验。这样一种陈旧的心身关系探讨究竟是怎样引起了实验心理学家的注意？为什么实验学者对这样一个原本属于形而上学的思辨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理论思维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在人类思想史上，笛卡尔是以“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哲学而著称的，身心二元论就是这一思想的直接结果。因为 “我”在怀疑，而怀疑是一种思想，思想必然为一个主体所拥有；在主体之外又明明白白地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二者都是一种实在，所以存在着主客、心物，或身心二元世界。心的特点是能思维，但没有广延，物或身的特征是有广延，但却不能思维，虽然二者交互影响，但是其功能是独立的，分属两个世界。主客二元论由此确立。从认识论上来说，主体与客体是一个“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主体若能镜像般的“表征”世界，则能真正认识世界。精确地表征成为认识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传统认知心理学把认知作为独立于身体的表征和加工过程就是以这种主客二元论为认识论基础的。


主客二元论一直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但也持续处在争论的旋涡之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试图以“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概念超越二元世界的划分。存在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面对着一个冷漠的客观世界，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同世界是一体的、相互关联的。在这里，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主客的界限是模糊的。人并非首先独立存在，然后才开始面对的一个异己的客观世界。人从一开始就处在世界中，同世界浑然一体、不分轩轾。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用我们的身体以合适的方式与世界中的其他物体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人是嵌入这个世界的，同世界是一体的。这一思想构成了具身认知有关认知、身体、环境一体化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具身认知的思想家把认知置于大脑，把大脑置于身体，把身体置于环境，强调一种具身-
 嵌入（embodied-embedded）的认知研究模式就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


在具身思想的发展中，法国身体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梅洛-
 庞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在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提出了具身哲学的思想；他主张知觉的主体是身体，而身体嵌入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嵌入身体之中，知觉、身体和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人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通过身体对客观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知觉和认识世界的，人以“体认”的方式知觉世界。梅洛-
 庞蒂提出了一个“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这个概念“为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既不把人视为离身的心智，也不把人看作复杂的机器，而是视人为活生生的、积极的创造物，其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理性互动而实现的”（Fusar-Poli and Stanghellini，2009）。总之，我们通过身体而存在于世界，也是通过身体知觉世界和拥有世界的。


通过身体认知世界的思想在20世纪末认知科学哲学的思想家莱可夫和约翰逊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他们认为传统认知科学把理性、推理和概念的形成过程视为离身的、抽象的，忽略了人类生理构造和身体体验的重要作用。他们总结了人工智能、哲学、神经科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①心智本来是具身的；②思维大多是无意识的；③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而隐喻最初和最基本的来源是身体和身体的活动。所以“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与感觉运动系统密切相关的”（费多益，2007）。理性、心智或认知并非与身体关系不大。实际的情况是，它们来自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来自于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身体动作图式。要理解理性，要理解心智和认知，就必须理解我们的感觉-
 运动系统、神经联结的解剖学结构。正是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认知和心智。


虽然心智和认知具身性的思想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那里有所体现，但在主流心理学中，心身二元论的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科学心理学创立之时，研究物质（身体）的物理学、生理学已经成为规范科学，但是精神（心智）领域的研究尚需要一门科学。既然根据笛卡尔的观点，这个世界有物质和精神的区别，有身体和心智的划分，那么成熟的物理科学也需要一门成熟的心理学与之匹配。因此，科学心理学的立论之基就是二元论的。科学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视身体和心智是分离的，分属两个世界。这一观念一直伴随着心理学的成长，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范式就是这一观念的直接结果。


出于对自然科学的崇拜和歆羡，自行为主义以来的心理学家一直对哲学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什么一元论、二元论、本体论、认识论、还原论等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与实验心理学家毫不相干。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看来，心理学是经验科学，通过观察和实验探讨行为变量和内部机制的关系是心理学家的主要工作。至于这些变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不是通过经验可以解决的，还是留待哲学的思考。


但是认知心理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欣赏的信息加工范式恰恰是笛卡尔以来西方二元论哲学的产物。认知心理学有关信息加工的“软件”和“硬件”，即认知和大脑的划分再现了精神和物质二元世界的分立。心理学家们从理论上拒绝了哲学，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却实践了二元论的哲学。当二元论面临认知科学哲学的冲击，受到思想家们的质疑时，实践的认知心理学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认知究竟离身的，还是具身的？大脑与认知、心智与身体究竟是一体，还是二元？把认知过程视为可以脱离硬件（身体）的程序究竟有没有根据？这些问题给实践的心理学家造成了思想上的困惑。


承接哲学关于心智具身性的思考，心理学家们早就开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主流认知心理学基础假设方面的局限。1981年理论心理学家桑普森 （E. E. Sampson）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认知心理学》一文中，指出认知心理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个体内部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认为心理学家把一切都归咎于个体本身的因素，仅仅把注意的中心指向个体的内部机制，忽略了情境和文化因素（Sampson，1981）。另一位理论心理学家普里勒坦斯基（IsaacPrilleltensky）指出，“认知心理学以内部过程为研究对象，依照这样一种模式，个体过滤和加工物理或心理刺激……对于心理操作的探求和对环境‘污染'因素的规避使得认知心理学家产生了对计算机的极大依赖……因而丢弃了社会历史变量的考虑，而这样一些变量恰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运作。行为并非仅仅是思维的产物，它同样也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Prilleltensky，1990）。具身认知研究中对环境作用的强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并直接促成了认知的生态学模式，最终走向了认知具身性和认知的环境嵌入性的研究范式。具身—嵌入的认知研究范式正是在这种哲学探索和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


理论心理学从思辨的角度对认知的具身性和环境嵌入特征进行了深入思考。理论心理学家拉尔（Tjeerd van de Laar）和德雷格特（Herman de Regt）指出：“概括地讲，具身-
 嵌入的认知是对心理学中传统认知主义取向的反动。传统认知主义体现了笛卡尔的观点，即把心灵视为‘思维的东西’。”相反，具身-
 嵌入的认知更愿意接受梅洛-
 庞蒂的思维框架，强调的是能动性和在世界中的相互作用和动力互动（Laar and Regt，2008）。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一些理论思考逐渐在理论心理学中形成了一股潮流。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刊物《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
 ）、《理论与心理学》（Theory & Psychology
 ）和《理论与哲学心理学》（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刊载了大量的文章，讨论主流认知心理学存在的问题，分析符号加工范式的局限。这些讨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根基，从而影响了实践的心理学家，使得具身认知逐渐成为一个实验课题，理论思维的先锋和导向作用在这里得到了清楚的体现。


三、具身认知的研究会使心理学重蹈还原论的覆辙吗？


具身认知与传统认知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认知研究把认知视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精神性“程序”或“软件”，而具身认知则把认知置于环境和身体的整体背景中，强调了身体构造、身体状态、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特殊通道等生理和生物因素对认知的塑造和影响。科学建立以来，心理学家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领地，谨慎地处理着与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关系，力图避免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生理现象，以免沾染“还原论”的色彩，但是具身认知的研究却使得心理学家“回归”身体，借鉴神经科学的资料，充分利用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ERP、fMRI等方法和技术。相对于传统认知研究中的自我报告和行为观察，神经科学的方法提供了更为客观和精确的知识。但是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也引起了一些疑问： 具身认知研究是否在重复“把心理的归结为生理的”的错误？回归身体是否意味着重蹈还原论的覆辙？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什么是还原论和还原论在心理学中的典型表现。从概念上看，还原论指的是那种把较高层次的事物或属性归结为较低层次的事物或属性，并试图把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归结为低层次组分的性质和规律，在本质上都是采取分解、归并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活动归结另一种被认为是“更基本”的现象或活动。逻辑实证主义曾经主张物理学是最基础的学科，所有学科研究的问题，不管是生理学、化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物理性质的现象，因此使用物理学的语言和术语可以消除各门学科之间的隔阂，达到科学的统一。这种还原论的科学统一观曾经给心理学带来不小的冲击。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为了给“虚无缥缈”的心理现象找到一个物质基础，心理学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还原论观点，如机械还原论、物理还原论、生理还原论、生物还原论和社会还原论等等。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把心理现象归结为可观察的行为，行为被分析为刺激和反应，刺激要么是物理的、要么是化学的，而反应只不过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物理和生理还原论。而另一种还原论，即社会还原论，在后现代心理学那里得到清楚地体现。后现代心理学家格根（Gergen，1985）指出，心理现象不是一种内在的实在，而是人际互动中的一种话语建构，服务于社会交流的目的。在格根那里，心理的实在性被取消了，所谓心理的被还原为社会的，因此属于社会还原论。


概括地说，心理学中的还原论有两大类型：一是自上而下的（top-down），即把高级心理过程分解、归并为低级的心理过程，在神经活动和生物电的性质中寻找高级心理过程的解释。“通常，这类研究程序发生在心理学领域，它使用反应时和误差的测量分离出组成思维的碎片，然后把这些功能碎片与基本的神经环路或活动相匹配”（Hardcastle and Stewart，2008）。许多热衷于神经科学的心理学家采取的就是这种研究模式。这些心理学家认为神经活动比心理活动更基本、更实在，因此似应在神经过程中寻找心理活动的解释。


自下而上的（bottom-up）还原论采纳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它从低级的、基本的活动或过程着手，找出这些低级、基本活动的性质或规律，然后同高级心理过程相匹配，尝试二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例如，使用单个细胞或者神经化学的研究，神经科学家确立了神经元的活动方式，然后把这些活动方式同心理学家探讨的认知过程联系起来，试图确立神经环路同高级认知过程之间的功能匹配关系。这种研究路线虽然同自上而下的路线相反，但二者殊途同归，即“……把心智假定为就是大脑，复杂多样的人类行为——无论是社会的、心理的、情绪的、宗教的或者道德的——都从本体论的角度还原为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Garza and Smith，2009）。

具身认知回归身体，强调了身体的活动方式、神经系统的特殊通道对认知的塑造和制约作用，并且大量使用了神经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论证心智的具身性。但是具身认知的研究之所以不是还原论的，是因为具身认知范式并不试图把认知归结为一种神经过程，也不准备使用神经环路、神经化学递质等去解释高级认知功能。它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身体和在与环境互动中的身体对认知过程的决定性影响，强调的是整体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和特殊通道对认知的塑造作用。从具身的角度来看，心智是身体化的心智、身体是心智化的身体，两者并不存在一个谁更基本、谁可以归结为谁的问题。具身认知的研究者相信： “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的理论将包括身体的功能。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承认心智寓居于身体之中，因而心理特性反映了身体需要和资质，而且要认识到，除了感觉传导外，我们的身体活动至少在某些时候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实际组成部分” （Hardcastle and Stewart，2008）。

具身认知强调了ERP和fMRI等神经科学方法和技术的使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神经科学取代心理学，更不意味着具身认知的论证需要把心理的和行为的还原为神经科学的。2001年，心理学家奥克纳斯（Kevin N. Ochsner） 与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2001）在一篇论述社会神经科学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可以在三个水平上进行，即，第一，动机水平，这是行为层次的，大部分心理学的研究处在这个水平上；第二，认知水平，如信息加工、记忆机制和思维风格等等，这是认知心理学的领域；第三，神经水平，关注的是认知机制的物质载体，即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关注焦点。这三个分析水平相对来说是独立的，但是对于人自身的了解都是必须的。心理和行为的完整理解必须综合三个水平的数据和资料，而不是把其中一个水平归结为另一个水平，或者把其中一个水平无限加以夸大，完全忽略另外两个分析水平。神经科学家索尔姆斯（Mark Solms）指出，心理和脑一样实在，二者处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不存在一个可还原为另一个的问题，“把一种心理功能还原为与之相关联的生理过程类似于把一首诗还原为组成这首诗的字母。这样一种还原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要研究的那个问题却在这一过程中消失殆尽。我们再次重申，心理和生理状态代表一个实在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哪一个都不可能还原为另一个……心智的实在性并不逊于大脑……如果我们相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非心理的东西来解释精神性疾病的心理本质，那就太愚蠢了”（Solms，2004）。

需要指出的是，认知神经科学在神经水平上探索认知的性质。它使用还原方法，而这种还原方法同还原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还原方法是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的方式之一。自伽利略、牛顿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以来，还原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进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所以认知神经科学家沿袭了这种研究策略，通过脑磁图、功能成像技术促进人们对认知过程的理解。但是在使用还原方法时，神经科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解释具有排他性，也不认为神经学的数据和结论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充分解释，并清醒地意识到：“通过脑认知成像技术所观察到的乃是伴随心理现象而发生的脑神经生理活动……凭借这些生理活动往往难以区分复杂丰富精神活动的特异性……”（张卫东、李其维，2007)。因此，神经科学的还原方法同把高层次现象归结为低层次现象的还原论解释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具身认知既不主张物理（身体）一元论，也不赞成心物（心身）的二元论观点。它是一体论，即心智在大脑中、大脑在身体中、身体在环境中。心智、大脑、身体和环境是一体的，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这一身心问题上的一体论观点使其在避免还原论的研究模式方面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依照物理主义的取消论观点，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的、心智的或认知的东西，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物理的过程或性质，心理的东西最终可以在神经的生物电、内分泌腺的化学物质中找到解释。这必然导致极端的还原论。但是如果我们囿于二元论的观点，把身和心、生理和心理视为两种不同的实在，而不是一体，那么必然存在一个谁更基本的问题，从而最终滑向还原论的解释。神经科学之所以给心理学家以还原论的印象，就是因为在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时，一些心理学家把“生理的”和“心理的”视为两种不同的实在，并且认为“生理的”是“心理的”的基础，或者认为神经机制的解释才是科学的解释。具身认知并不探求与心智过程一一对应的神经机制，它探讨的是活动中的身体、与环境互动中的身体对心智的整体塑造作用。总之，具身认知的范式充分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也不拒绝神经科学的结论和数据，但是身心一体论的观点使它既远离了二元论的假设，也避免了重蹈还原论的覆辙。因此，那种有关具身认知研究是否会导致还原论泛滥的担心是没有依据的。


四、具身认知的神经科学取向会导致心理学的消亡吗？


具身认知反对身心二元论，主张心智的具身属性，认为认知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身体物理特性的制约。这样一来，在具身认知的研究中，为了清楚地把握神经系统和身体机制的影响，认知科学家大量使用了ERP、f MRI等技术、MEG、EEG等神经科学手段，从而推进了神经科学与传统心理学研究的结合。在具身认知的研究中，认知科学家把身体、行为、认知和中枢神经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从分子、突触、神经元等微观水平和大脑、身体、环境等宏观水平全面阐述在感知客体、形成表象、使用语言、记忆信息、推理决策、情绪和动机过程中的心智过程及其神经机制。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等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和兴盛的，其发展势头异常迅猛，以致许多心理学家开始担心心理学科是否会被这场神经科学的“洪水”所吞没。这些心理学家担心，在这场神经科学的浪潮中，“心理学被还原为生物学，生物学被还原为化学，化学被还原为物理学。仿佛真正科学的、基本的描述应该是物理学的。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心理学注定要被边缘化……”（Machamer and Sytsma，2007）。

神经科学的确成为当代科学中的前沿领域“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日益显示出对社会和个体不断增长的潜力……”（Morein-Zamir and Sahakian，2010）。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神经科学的爆炸性发展和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使其跃居科学的前沿。无论是在轴突的发育、神经元信号的发生与传播以及突触传递等分子水平上，还是在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和大脑的整体功能方面，神经科学都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进展给心理学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得心理学家可以超越反应时、眼动追踪等行为观察水平，在更微观的水平上了解认知和语言等心智过程。正如语言心理学家弗里德曼（Friedemann，2010）所说的：“神经科学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对抽象词汇和语义的理解……神经科学和神经计算的研究……为未来语法理解的脑基础的实验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程序性的道路”。

受神经科学热潮的影响，许多心理学机构开始改造传统的研究模式，接纳脑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科学研究基金会也向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倾斜，重点资助与神经生理和神经生物学相关的研究内容。事实上，一些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机构也修改了名称，力图展现其贴近神经科学的特色和优势。具身认知研究回归身体的倾向也更加彰显了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地位，给人的印象是神经机制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才是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心理学的传统研究内容逐渐边缘化，心理学研究似乎正在被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和行为生物学所取代。面对这种趋势，前美国心理学协会（APS）主席加扎尼加 （Gazzaniga，1998）甚至发出了“心理学本身已经死亡了”的忧虑，因为在他所属大学的所谓心理学大楼里，主要是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纯粹的心理学仅占很小的比例。


实际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是一对互补的学科，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认知神经科学的形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文曾经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在行为、认知和神经三个水平上同时进行，这三个水平对于意识和心智过程的了解都是必须的，综合三个水平的数据和发现才能构成对心智过程的完整理解。“神经科学家需要由心理学研究提供的有关能力的行为参数，并对之进行详细的分析；心理学同样也需要神经科学的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去制约和支撑他们的信息加工理论……不能指望单一的模型涵盖所有的水平……”（Churchland，1988）。通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经形成了学科的“硬核”，即实验、统计和测量等经验方法，以这些方法进行的研究是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心理学家哈特菲尔德（Hatfiedld，2002）曾经指出：“心理学家的确可能同其他的领域进入一种合作关系，如以数据为基础检验计算模型、为神经学家确立和评估正常或病态的心理功能、确立一些心理功能的指标，以便神经科学家寻找其神经机制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专家帮助，指望这些领域复制心理学的独特贡献似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它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结论有其独到的科学价值。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前科学”，还没有成为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的规范科学，但是他在论述科学范式演变的特征时，应用的却是心理学经典实验。为什么库恩要使用在他看来还是“前科学”的数据和资料？就是因为心理学研究的独到性，这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


从具身认知的观点来看，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提供的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解释。心智和身体是一体的，但是对这个一体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认识层面。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领域划分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和逻辑上的，从本体论（存在与否）上讲，这两个领域的划分是没有依据的。


既然二者研究的是一体的现象，那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就不存在一个谁更基本，谁取代谁的问题。一方面，神经机制并不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是心理现象的“基础”或“生理机制”，“生物学的数据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是使用自我报告和外显行为的测量无法得到的。但是从本质上讲，生物信息并非更基本、更精确、更有代表性甚至更客观”（Miller and Keller，2007）。为什么还原论在心理学的历史上泛滥成灾？就是因为许多学者认为神经的、生物的东西更实在、更客观，心理学要走向科学，就必须向这些客观实在靠拢。但是具身认知的心智、身体一体性观点告诉我们，既然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解释的是一体现象的不同侧面，那么二者从价值上是平等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心理学的独特视角。


出于对还原论观点的反抗，一些心理学家视心理过程比神经生理过程更基本、更实在。符号加工的认知心理学主张，认知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心智过程与大脑的关系有如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计算机的软件运行在硬件上，但是并不依赖硬件，二者的功能是独立的。认知心理学家大卫·
 马尔（Marr，1982）在视知觉的研究中，利用计算机的隐喻，提出了一个三分的视觉模型。这个模型由任务分析、运算和贯彻执行三个水平组成。贯彻执行水平是大脑的物理操作，是低水平的，接受任务分析和运算水平的指令，而后者是认知的本质之所在。以这种观点看待认知和心智，则认知和心智是根本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和身体只是贯彻心智过程的机械装置。通过感知系统，身体接受刺激，并将这些刺激传输到大脑，由大脑中的心智进行加工，给身体的运动系统指令，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仅仅是一个机械的木偶，是心智过程的附属物。但是具身认知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身体对心智过程的塑造作用，所以忽视神经科学的视角，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同样是一种错误导向。


因此，心理学家没有理由恐惧神经科学的入侵，具身认知的神经科学取向仅仅是给传统的心理研究提供了一个认识心智的新视角，其目标并非要取代心理学。“即使我们把神经科学的描述、概念或解释输入心理学，也并不意味着期待心理学在某一天消失，更不意味着心理学丧失了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分类能力……”（Hardcastle and Stewart，2008）。“我们可以在这两个科学的领域内对同样的心理现象进行探索，但是我们所探讨和得到的，将是有关不同侧面的内容……神经科学对于心理现象的研究只是在探寻与人们心理相关的生理表现。它无法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这种研究也解决不了心理学领域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永远都不可能替代心理学研究”（Babara，2007）。







第二部分  具身认知的原理研究

第三章

“具身”的涵义及其争论

“具身”的本质涵义究竟是什么？具身是一种直觉？是一种身体经验？还是一种新的建构、认知世界的方式？在经历了经典认知科学的“非具身”，即心智在本质上不依赖于承载它的身体这样一种观点之后，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学者们就心智以怎样的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体展开了讨论。本章试图澄清在“具身”涵义上存在的各种模糊观点和疑问，让读者对究竟什么是“具身”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一、“非具身”、“弱具身”与“强具身”


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以怎样看待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为划界标准，可将各种理论观点粗略地划分为“非具身”、“弱具身”和“强具身”（Meteyard et al.，2012；Dempsey，2012）。“非具身”（disembodiment）或称“离身”或“无身”是经典认知科学的典型特征。20世纪60年代初期，早期的认知科学家在拒绝了行为主义S-R机制之后，以新兴的人工智能研究为模板，视认知和心智为计算机的信息加工过程。这一时期认知科学的方法论特色是：第一，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即认为认知在本质上是一种计算过程；第二，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外部信息通过感觉器官转换成抽象语义符号，这些符号表征了客观世界，认知计算是依据一定规则对这些符号性表征的加工和操纵；第三，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认知机制可以依照它的功能进行描述，重要的是功能的组织和功能的实现，而功能所依赖的结构则相对可以忽略。从这样一种角度看认知，则认知作为大脑的功能从本质上与身体构造无关。同时，身体的感觉和运动系统仅仅起到一种传入和输出的作用。例如，在认知的语义加工中，语义信息是符号性的，语义符号的表征格式同它所指涉的对象之间是一种离散的、任意的关系。这些符号同身体的性质没有本质的联系。身体的作用仅于承载这些符号。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不能给认知加工带来任何本质影响。


认知表征的符号性质决定了认知过程的“非具身”性质。符号之所以是符号，不是因为符号本身的意义，而是由于符号所表征的内容。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它所代表或表征的对象决定的。符号的这种表征功能使得认知过程可以脱离具体事物，在抽象水平上高效率地进行加工和操纵。其次，这些抽象、脱离了具身事物的符号可以相互结合，如同单词的结合可以组成句子，相互结合的抽象符号可以表征事态。这一点对认知科学尤为重要，因为作为高级认知过程的思维正是利用了这些相互结合的抽象符号。这些抽象符号构成了“思维的语言”。再次，符号表征同它所表征的内容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其关系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英文中“lamb”代表或表征了“羊”这种动物，但是“lamb”和动物“羊”之间既没有形状的相似，也没有颜色的相同，其关系完全是人为的（Shapiro，2011）。这样一种关系的意义在于： 表征和加工过程可以在任何载体上进行。认知表征和对表征的加工既然没有对身体构造的特殊要求，那么认知过程既可以运行在人脑中，也可以运行在电脑、硅片甚至木头上，只要这种物质具有表征和计算功能。


这就导致了所谓“多重可实现原则”（multiple realizability principle）。依据这一原则，任何心理事件、心理状态或属性都可以在不同的物理实体（包括物理事件、状态和属性）上得以实现，即心理状态和心理事件及其属性是多重可实现的。例如，在描述的水平上没有任何共同特征的物理实体都可以实现“疼痛”的心理属性。多重可实现原则的提出是基于防止把心理属性还原为物理属性，以确保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这类学科独立于物理学的特殊地位。但是心理事件、状态和属性既然可以在不同性质的物理实体上得以实现，那么就意味着心理过程独立于承载它的身体。这样一来，心理和身体的关系就成为可分离关系。非具身观点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早期认知科学正是建立在这种“可分离原则”（separability principle）的基础上。可分离原则主张，尽管心智和身体具有因果交感关系，但是心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主的，独立于身体；心智的性质不依赖于承载它的生物实体的生理性质（Dempsey and Shani，2012）。在这里，身体是中性的，身体仅仅是个载体和容器，容纳和承载了心智，但是却对心智鲜有影响。同一种类的心智可以存在于有着不同性质的身体中，同一种身体可以容纳不同性质的心智，两者分属不同范畴，从根本上讲是可以分离的。


“弱具身”（weak embodiment）和“强具身”（strong embodiment）反对的就是这种身心可分离原则。1991年瓦雷拉、汤普森（E. Thompson）和罗施（E. Rosch）在《体化认知》（ The Embodied Mind
 ）一书中，首次以系统的方式，对身心可分离原则提出了挑战，倡导了一种全新的认知科学范式（Kiverstein，2012）。在这里认知不再被视为一种抽象符号的加工和操纵，而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活动。作为一种活动，认知、行动、知觉是紧密的联合体。心智和身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认知科学哲学家克拉克（Clark，1997，2008）承袭了瓦雷拉等人的观点，主张心智与身体不可分，即心智是具身的，而具身的涵义是：第一，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身体可以以机器人学的同态计算方式完成计算工作，并非一定需要大脑来执行这一任务；第二，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身体的作用是结构化信息流，创建和诱发问题解决所需要的数据和资料；第三，身体可以利用并且与环境支持物相配合，从而扩展和放大认知的效果，如盲人的手杖扩展了盲人的认知范围，手杖、身体和认知构成了紧密的联合体。以这样一种观点看待具身，则身体的作用是参与到计算过程中，“信息加工依然存在，变换的只是所加工的内容：支配着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模型只需要扩展，去包括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而这种身体与环境的互动限制了信息加工的方式”（Davis and Markman，2012）。所以克拉克认为：“在认知科学中，近来有许多对计算和表征作用的怀疑，而我认为是言过其实了……内部表征概念本身可能会产生微妙的改变，特别是会减少那些经典的色彩……但是如果没有重塑复杂信息加工的观念，就很难发现一种有关对人类为什么能成功适应的干脆、一般性和精辟的解释……”（Clark，1997）。

克拉克的这种具身观被称为“弱具身”。因为虽然强调了身体的作用，但是经典认知科学的计算和表征仍然保留了下来。区别只在于计算和表征的内容有了身体特色，感觉和运动系统的信息具有了表征作用，高级认知过程所加工的内容接纳了身体感觉和运动信息。身体作用得到承认。认知加工与身体确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但是“强具身”观认为这种改变仅仅是对经典认知科学修修补补的改革。与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相反的是，强具身观需要的是一种范式的改变。“强具身观之所以‘强’……是因为它赋予身体在心智特征的塑造中以重要地位”（Dempsey and Shani，2012）。强具身观完全拒绝传统认知科学的计算和表征理论，认为认知和心智是身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心智，我们不能期望一个有着鱼一样身体的动物会有人一般的心智。心智的特殊性是身体的特殊构造形成的。


依照克拉克的观点，弱具身接受宏大机制假设（Larger Mechanism Story），而强具身接受的是特殊贡献假设（Special Contribution Story）。宏大机制假设认为身体和环境的方方面面可以，而且时常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认知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认知并不限于头颅中，既扩展到身体，也扩展到环境。因此，宏大机制假设主张认知超越了皮肤的界限，与环境形成一体。这一扩展的机制决定了心智的内容和性质。所以他提出了“扩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以区别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概念。


强具身观所接受的是特殊贡献假设。这一假设认为人类身体特殊的神经生理特征决定了人类特定的心智形式和内容。例如，人类有“前”、“后”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人类眼睛只能观察到前面，不能看到后方这种特殊的身体构造形成的。以“前”、“后”观念为基础，人类又衍生出“进步”、“后退”的抽象概念。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能观察到360度视野的生物有着人类一样的“进步”、“后退”的抽象观念。身体构造的特殊性决定了心智的特殊性。身体构造给了心智的内容和形式以特殊的贡献。


但是克拉克认为特殊贡献假设违背了多重可实现原则。如果身体的特殊构造决定了心智的特殊形式，那么意味着心智与特定的身体结构是“绑定”的，在一种身体结构上实现的心智性质就不可能在另一种身体结构上实现。多重实现原则就变得没有可能。而事实上，通过内部心理加工和外部环境支持的补偿作用，他认为心智的性质和功能可以在多重物质载体上实现。这也是保留计算和表征作为心智特征的根本原因。


强具身观拒斥以扩展的认知机制保留计算和表征功能的观点。强具身本身就意味着身体是心智实现的唯一途径。“由于身体以弥漫的方式渗透在经验之中，那些被赋予明显差别身体形式的生物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着从性质上没有区别的现象体验” （Dempsey and Shani，2012）。因此，强具身确保了身体和心智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论证了多重可实现原则的不可能性。


二、有关“具身”的几种理解

“弱具身”和“强具身”之争彰显出具身认知研究阵营虽然在反对经典认知科学的“非具身”方面有着共同主张，但是在究竟怎样看待身体的作用方面仍然缺乏一致的看法，缺少一个统一的“范式”（叶浩生，2011）。“具身认知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如果把它描述为一个有着严格定义和统一的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具身认知来自于许多领域，因此在基本问题上，它仍然经受着内部分裂的痛苦”（Martiny，2011）。实际上就像任何新兴思潮所表现的那样，具身认知的研究者们在反对什么方面有着明确的主张，但是在具体的行动纲领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心理学家威尔逊（M. Wilson）曾清晰地意识到具身认知研究的兴起，意识到“尽管这一研究取向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但是这一取向存在着多样化的主张，并且引起了众多的争论”（Wilson，2002）。在其《具身认知的六个观点》中总结了各种对具身的理解，并将这些观点概括为六个方面：①认知根植于环境；②认知活动有着时间的压力，即认知是身体在实时（real-time）压力下与环境的互动；③我们利用环境减轻认知的负担。由于注意和工作记忆能力的限制，我们卸载一些信息于环境，只保留认知加工所必须的；④环境是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⑤认知是为了行动； ⑥离线认知（off-line）是以身体为基础的。这六个方面实际上是对“具身”的框架性表述。但是十余年过去了，对于具身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内容。我们把这些理解概括为四个方面。


1. 作为身体学习的“具身”


“具身、具身学习和身体学习（somatic learning）是三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并且经常被交替使用。人们逐渐意识到，身体经验是建构知识的一种源泉，而这种建构是通过活动的、鲜活的生理性体验而进行的……”（Freiler，2008）。作为身体学习的具身视身体为学习发生的部位，把身体视为知识的渊源，通过身体活动获取对各种“活”的生活体验。传统的“非具身”观重视的是语言学习和视觉学习，认知过程是对语言、数字等抽象符号的加工。这种观点视学习为一种中枢过程，发生在“头颅”中。身体的作用只是提供刺激，为头颅中的知识加工提供素材，或者执行头颅中加工过程所发出的指令。但是身体学习的主张者认为，我们不是“拥有”一个身体，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识体验在很大程度上被刻写在我们的肌肉里”（Dempsey and Shani，2012），而且“我们的身体有它自己的记忆，储藏着各种故事和潜在的创伤经验。这种身体智慧的获得需要我们学习向身体聆听……这种知识是存在的，只是经常隐藏于直接意识觉察之后。若要得到这种无意识的知识，就需要给予我们的身体以更多的关注”（Lawrence，2012）。

斯特拉迪（Strati，2007）介绍了一个建筑工人怎样利用身体的感觉-
 运动经验进行工作学习的案例。这些工人可以熟练地在房顶行走，但是这一技能的获得利用的不是命题性的知识，而是脚部同屋顶的触觉体验、他人行走的视觉经验和脚部行走发出声音的听觉经验。屋顶熟练行走的技能是通过身体经验而获得的。斯诺巴（Celeste
 Snowber
 ）在《作为认知方式的舞蹈》（Dance as a Way of Knowing
 ）一文中也介绍了怎样用舞蹈进行知识教学的实践。他不是把舞蹈作为一种身体锻炼的方式，而是把舞蹈作为一种知识表达和知识探索方式。舞蹈是一种身体学习。在舞蹈中，通过身体的动作揭示了一种身体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体验。在这种学习中，心智、大脑、身体、环境组成紧密的一体，没有那种主体和客体的对立。（2012）他指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知识？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只有心智才能揭示和发现知识？实际上，经常的情况是：我们的感官——丁香花的淡淡香味让我们回想起童年生活……身体不断向我们诉说，不管这种诉说是肠胃内的一种骚动，或者是膀臂的伸展、肌肉的收缩。身体所提供的是实时的信息，我们通过身体而体验各种信息”（p.57）。因此斯诺巴倡导了一种通过舞蹈而进行的身体学习。教师通过舞蹈提出问题，学生通过舞蹈展现他们的理解。这种学习是基于身体的，是一种具身的学习。而“具身学习”同“身体学习”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的都是身体对思维、记忆和学习的作用，也是对“具身”涵义的一种理解。


2. 作为身体经验的“具身”


正如在身体学习中所强调的那样，通过身体而进行的学习首先是一种身体经验。这种身体经验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作为人独特体验。在现象学中，胡塞尔以意向性作为意识结构的特征，以“意识体验”作为现象学的根本出发点。法国哲学家梅洛-
 庞蒂改造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以身体体验取代意识体验，提出了一个“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是，人既不是一个可以脱离身体的心智，也不是一架没有心智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的创造物，其主体性是通过物理性的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而形成的。在这里身体就是主体，即所谓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不是“我”在知觉，而是身体在知觉。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他人和自己。而这种体认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身体经验”，是源自于身体的结构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的独特体验。梅洛-
 庞蒂指出：“心理学家谈论的对象就是他自己，原则上就是他所研究的事实。他超脱地研究这种身体表象，这种不可思议的体验就是他自己。他在思考它的同时，也在体验它”（姜志辉，2005）。因此，所谓具身就是一种人对身体的独特体验。具身的主体性就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身体经验而实现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指出，我们可以对蝙蝠有一个客观的、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了解蝙蝠的每一个细胞甚至基因，但是我们永远无法了解蝙蝠作为蝙蝠的体验。因为蝙蝠的身体结构与我们完全不同，它通过声呐系统了解世界，而人类通过眼睛观察世界。身体结构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活动方式，不同的活动方式造就了不同的身体体验。


作为身体经验的“具身”造就了认知在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异。不同的身体导致了不同的身体体验，而不同的身体体验又造成了认知上的差异。从这种观点来看，“非具身”和“弱具身”所主张的多重实现原则是缺乏依据的。既然认知和心智的内容是一种身体经验，由于身体结构和活动方式的不同，对身体的体验也具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在一种物理构造上实现的认知功能必然无法在另一种物理构造上实现。


3. 作为认识方式的“具身”


概念和范畴的形成是基于身体的。因此，具身就成为一种认识方式，成为建构、理解和认知世界的途径和方法。


莱可夫等人（1980）早就指出，心智在本质上是基于身体的，人类的抽象思维并不是凭借抽象符号而进行的信息加工。抽象思维主要是隐喻的。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来表达抽象的、复杂的靶域（target domain）概念。例如“感情是火热的”，“道德是纯洁的”。在这里，对于“感情”、“道德”这样一些复杂和抽象概念的理解借助了身体的感觉器官。通过源域概念与靶域概念的匹配，这些复杂的概念得以理解，抽象思维主要是依据这种方式进行的。但是那些最初的、最直接的隐喻往往是基于身体的。因为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活动。例如中文的“忍”字。忍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感受。怎么理解这种情绪感受？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象形文字。文字和文字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一种形象上的类似关系。但是“忍”像什么？“忍字心头一把刀”。刀插在肉里是什么滋味我们是知道的，那么刀插在心头上是什么滋味就可想而知了。用刀插在肉里的身体体验来隐喻忍的情绪感受，这种复杂的情绪体验就易于为人们所理解了。


莱可夫（2012）认为那些基本的隐喻都是一种具身的体验。这些具身的体验经常、反复的出现，就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所谓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就是由具身经验而形成的认知结构。例如空间图式、容器图式、运动图式、平衡图式、力量图式、多样性图式、一致性图式和存在图式等等。这些意象图式都是通过身体作用于世界的经验而形成的，是一种身体体验。它规定了我们的思维和推理方式。我们的认知能力受到了身体的限制，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允许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是身体允许我们听到的。同样，我们思考的是身体允许我们思考的。认识的逻辑就是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方式。


4. 作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具身”


贯穿于具身认知思潮中的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是心智是具身的，身体的结构和功能规定了心智的内容和属性；二是心智是根植于环境的，心智、身体、环境融合为有机的整体。某些研究者更倾向于以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为原型看待具身，认为心智或认知超越了皮肤的界限而与环境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所谓“扩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和“嵌入式认知”（embedded cognition）体现的就是这种观念。


认知是基于身体的，也是根植于环境的。在这里，“身体”并不仅仅指涉人的肉体，也包括了环境的“体”（body）。具身意味着超越了那种通常意义的身体而考虑大脑的近邻（身体）和远亲（环境）对认知的贡献。罗兰兹（Rowlands，2009）对这种具身观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世界是诸如知觉、记忆、推理等等过程的信息外部储存地；认知加工经常卸载一些信息在环境的支持物上，以减轻认知的负担；第二，认知过程是一个混血儿，横跨了内部和外部的操作；第三，外部操作采纳了动作的方式，如操纵、利用工具，改变环境结构等。这些动作都承载着与完成特定任务相关的信息；第四，至少某些内部过程的作用是赋予个体以一定的行动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个体才可以对环境需要做出适当回应。从这种观点来看，“具身心智除了包含物理性身体外，也包括了环境和工具。就像许多研究揭示的那样，自然发生的环境事件和物理工具都是能动性的认知资源”（Spackman and Yanchar，2013）认知这种具身观不仅考虑身体和身体动作的影响，也接纳环境的贡献。环境因素对认知的影响不仅仅是因果性的，而且是构成性的。环境条件不仅影响了认知，而且成为认知功能的构成成分。


三、“具身”的性质与特征

尽管在“具身”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具身认知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认知并非计算机软件那样的抽象符号运算，“认知过程根植于身体，是知觉和行动过程中身体与世界互动塑造出来的”（Alban and Kelley，2013）。具身的性质和特征因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1. 身体参与认知

“非具身”的认知观视大脑为心智发生的场所，身体仅仅是一个“载体”或“容器”。从非具身的观点来看，心智是物质性大脑的一种功能，认知是大脑的一种功能状态，类似于计算机的软件，而大脑则类似于计算机的硬件。硬件虽然承载着软件的运行，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软件的性质。包含着大脑在内的身体虽然承载了知觉、记忆和思维等认知过程，但是身体和大脑并不能影响和改变认知。认知作为一种机能属性是大脑内部的一种状态，与承载它的身体无关。


近年来有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证明身体本质性地介入了认知过程，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判断、记忆、分类和概念的形成。罗泰拉和里奇森（Rotella and Richeson，2013）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证实，当被试在典型的内疚、后悔的身体姿态下，比在傲慢、自负的身体姿态下，更愿意承认自己或群体内成员的过失行为，更愿意对过失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其他具身研究也证实，身体的触觉刺激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判断（Slepian，2011）。身体动作影响回忆的速度。在凯萨撒托和迪杰斯特拉（Casasanto and Dijkstra，2010）的实验中，实验者发现身体的运动控制系统同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实验中，被试在回忆的同时，要把弹球在两个盒子之间上下来回推动。实验者发现，被试回忆内容的效价（积极或消极）与弹球的运动方向（向上或向下）之间存在明显相关。当被试回忆的是积极的记忆内容时，被试推动弹球向上的动作更快，而当被试回忆的内容属于消极方面时，向下的动作更快。反过来，被试推动弹球向上运动时，回忆的内容更多是积极的，而推动弹球向下运动时，消极的记忆内容更多涌现出来。记忆内容的效价与运动方向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人类在长期的进化中，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形成了一种“上”是积极的，正面的；“下”是消极的，甚至是反面的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同身体适应环境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和情绪体验。


这类实验说明，身体和认知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谓“具身认知”并不仅仅是“认知”。它既包含了思维、学习、记忆、情绪等心智过程，也包括了身体结构和身体的感觉-
 运动经验。


2. 知觉是为了行动

具身的涵义并非仅仅是“身体影响了认知”。传统认知科学并没有否认身体的作用，只是把身体仅仅视为认知的“底座”，是认知的生理基础。但是具身认知主张的是，思维和判断等认知过程本身与身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构成了耦合（couple）关系。认知的作用并非中枢的符号加工，而是为了使有机体更好地适应环境。身体是认知的身体，认知是身体的认知。知觉、思维、判断等认知过程与身体紧密交织在一起，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组成了心智、大脑、身体和环境的有机整体。


事实上，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知觉依赖于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身体活动影响着关于客观世界表象的形成。客观世界在我们心目中的“映像”是身体的活动造成的，形成什么样的“映像”依赖于身体的活动能力。具身认知的早期倡导者吉布森（1979）曾经提出一个“功能可示性”（affordance）概念。功能可示性指的是客体展示给个体的一种功能属性，它给个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这种机会和可能性又影响了个体对这个客体的知觉。他指出：“功能可示性既不是客观属性，也不是主观属性，或者你喜欢的话，它既是客观属性，又是主观属性……它跨越了主体—客体的界限。它既是一个环境事实，也是一个行为事实；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同时，它既不是物理的，又不是心理的；功能可示性既指向环境，也指向观察者”（p.129）。依据这一概念，知觉是直接的，是为了有效地行动。知觉表象的形成依赖的不是感觉刺激的符号加工，而依赖于被观察对象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和观察者的行动能力。客观世界不是先在的和给定的，“个人的世界是被个体的行为和感觉运动能力决定的……人们能知觉到什么依赖于他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最终又改变了他知觉到的世界”（Gibbs，2006）。这样一来，知觉和行动是耦合的，并不存在一个感觉信息的输入和随后运动信息的输出。知觉是为了行动，行动造就了知觉。两者是互动的整体。


功能可示性概念指出了知觉中的行动成分。知觉的形成受到知觉主体与被知觉对象之间空间关系的制约，知觉主体的行动能力和被知觉对象提供的行动可能都影响了知觉表象的形成。在这里，环境作为被知觉的对象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客体，其性质是被主体作用于世界的动作决定的。以这种观点来看，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们本身的物理形状，而在于给知觉主体提供什么样的行动机会。在高尔（Goel，2013） 等人的虚拟现实实验中，被试面临不同的虚拟环境。不同的环境提供了不同的行动机会，因而影响了被试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继续参与实验的愿望，并对最终的学习产生影响。艾布拉姆斯（Abrams，2008）等人的实验也证实了手的位置影响了视觉信息的加工，这些实验结论都说明了知觉和行动的一体特征，同时也说明思想和行动、身体与心智、理性思维与运动能力是互动耦合的一体关系。


3. 意义源于身体

意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客观主义的意义理论视意义为客观事物或表征客观事物的符号所固有的：意义独立于人，是事物的客观属性。无论人是否觉察到、意识到，意义都客观地存在于事物本身，其性质是独立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意义完全是主观的，依赖于人的解读和人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完全是释义的结果，并不存在一种客观意义。具身的研究者则认为，意义源于身体和身体的活动，意义有着身体感觉-
 运动系统的基础。


早期认知科学采纳了符号加工的意义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词或符号的意义不是由词或符号所指涉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词与词、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认知过程从感官获得输入的信息，经过中枢加工后输出运动信息，指挥身体的运动。这些输入和输出的信息并非外界事物本身，而是具有表征意义的字词、数字等符号。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是怎样获得的呢？基于计算和加工的需要，这些符号本身不能有意义，因为意义是无法运算的。计算机在进行符号运算时，并不理解所运算符号的意义，其意义根据符号的关系和规则来决定。但是如果这种运算模式发生于人脑，则意味着大脑并不理解所加工内容的意义，而这显然与事实相悖。约翰·
 希尔勒（Searle，1980）的“中文屋争论”（Chinese Room Argument）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内部的符号加工决不可能解决意义问题。因此，符号加工的意义理论缺乏科学依据。


具身的观点把意义建筑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人类的概念形成、语言表达、认知判断都基于身体的运动图式。“经典认知科学的方法主张概念是非感觉通道的、任意的符号，与此相反，具身语义学认为概念必须以感觉运动经验为基础，唯有如此概念才具有了意义” （Adenzato and Garbarini，2012）。埃莉诺·
 罗施（Rosch，1981）等人的研究表明，思维的基本范畴大致以三类具身经验作为基础，即整体知觉、心理意象和运动图式。而这三类具身体验的形成都需要有着大脑的身体。有关这类范畴的研究也证实，这些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范畴，其加工速度要明显快于非基本水平的范畴。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殷融等，2013）也认为，人类抽象思维过程借助的是“意象图式”和“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而无论是意向图式还是隐喻都依赖于特定的身体结构作用于世界的经验。人类观察视野在前方，身体前后具有一种非对称性。视野之内的物体往往是身体可以控制的，因而有了积极的意义；而身体后面的事物处在视野之外，身体难以控制，因此往往与消极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了“前进”、“后退”、“进步”、“落后”等抽象意义。所以，莱可夫（2012）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有着大脑的身体才能理解“椅子”、“汽车”等词语的意义（p.775）。

斯莱皮恩和艾姆贝迪（Slepian and Ambady，2014）从身体隐喻的角度论证了身体的感觉-
 运动图式与理解和判断之间的互动影响。在他们的实验中，实验者把重量和时间进行匹配，通过阅读理解让一部分被试建立“过去比现在更沉重，对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概念隐喻，让另一部分被试建立“现在比过去更沉重，对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概念隐喻。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让被试对一本1984年出版的、封面看起来有一定年头的书和一本2011年出版的，看起来比较新的书（实际上是同一本书，仅仅是封面不同）进行重量和受欢迎程度的判断。实验结果与实验者的预期是一致的：“过去—沉重”隐喻组认为1984年的书重量上更重，更受欢迎；“现在—沉重”组判断2011年的书重量上更重，更受欢迎。实验说明了身体感觉运动图式、理解和判断、抽象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说明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身体的活动造就了事物对我们的意义。


4. 不同身体造就不同思维方式

不同的身体，导致不同的身体体验。不同的身体体验又造就了认知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拉绍（Lachaud，2013）指出，“心智中概念的联结不是随意的，而是似乎显示出受到了我们在世界中身体经验的制约……这些在物理世界中作为一种具身存在而产生的经验帮助我们结构化了思维方式。人类怎样移动身体，怎样知觉世界和他人，怎样与世界和他人互动将自然地影响到通过语言而进行的思维和理解意义的方式”（p.15）。

前文曾经指出，在概念形成中，身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概念形成依赖的是剥离了意义的符号或抽象字词，那么信息加工可以在多种载体上进行，因而与身体的特殊构造无关。但是具身语义学早就指出了符号加工模式的缺陷，主张概念形成依赖于特殊身体构造形成的体验。概念形成中的基本隐喻（primary）直接建筑在身体经验上。这样一来，思维过程必然受到身体经验的制约。1938年，美国自然博物馆考察队在新几内亚寻找那些未曾发现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结果意外发现了居住在深山里、与世隔绝的部落。这些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外面世界的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尽管文化差异极大，但是这些人的面部表情、友好或敌意的动作方式与我们有着明显共同的特征。文化的巨大差异造就了人类心理生活方面的差异，但是人类也有着明显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能就是由于共同的身体构造造成的。身体构造和适应大自然的方式上的共同点造就了心智特征上的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身体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人类身体独特的构造决定了人类独特的思维方式。以身体为基础，人类形成了“上下”、“前后”、“里外”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基于身体的，以特定的身体体验为基础。以这些基本身体体验为原型，人类又发展出上尊和下卑、进步和落后等价值概念。如果人类的身体是球状体，如果人类的身体可以观察到上下、左右、前后，即具有全方位知觉，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高高在上”、“左派”、“右派”、“情绪高昂”、“卑鄙下流”等抽象概念。所以夏皮罗（Shapiro，2011）指出，“有机体的身体特性限制或约束了它能获得的概念。这就是说，有机体赖以理解周围世界的那些概念依赖于有机体所拥有的身体。因此，如果有机体身体不同，那么在怎样理解世界方面也将产生明显差异”（p.4）。

近年来，许多心理学实验也证明身体动作方式对思维的影响。在凯萨撒托（2011）的实验中，右利手的被试与左利手的被试使用不同的皮层区域想象行为动作和表征动作的意义。右利手被试倾向于视身体右侧为积极的，而左利手被试倾向于视身体的左侧为积极的，原因在于利手一侧伸手可及，易于控制，因而意味着安全；非利手一侧由于不易把握，难以控制，因而意味着不安全。在实验中，改变被试用手的习惯，导致被试左右侧价值观的变化。实验结论是：“左利手和右利手动作上的不同不仅与认知差异相关，运动体验的特殊身体构造塑造了我们思维、感受、交流和决断的方式……心智的内容依赖于身体结构，不同身体的人倾向于有不同的思维方式”（p.378）。

四、“具身”研究的意义

“具身”研究在认知科学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目前，认知科学中最令人振奋的观念就是认知是具身的”（Wilson and Golonka，2013）。由于“具身”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是建构知识的一种新的认识方式，因而具身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讨论，而且是一场将会给心理学带来冲击的思想浪潮。它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心理学带来深刻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说，具身研究为正确认识所谓的“身心关系”，从而为“意识起源之谜”的探讨提供新视角。身心关系是一个古老话题。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通过学习的回忆说确立了身心的分离，主张灵魂在天国具备了完善的知识，与身体结合后受到肉体玷污而忘却了。学习是一种“去身体化”的回忆过程。这种身心二元论观点经过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的认识论论证一直支配着西方文化思想。“离身心智”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主流。法国哲学家梅洛-
 庞蒂针对这种离身心智提出了具身的主体性。认为身体是认识世界的主体，身体经验构成了个体的“自我”体验。认知语言学家莱可夫等人扩展了梅洛-
 庞蒂的思想，从语言学角度论证了思维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思想范畴、概念隐喻都是身体感觉运动经验造成的。从而系统论证了心智与身体的一体化特征。当“具身”这一主题为心理学家承接以后，心理学家从理论和实验两种角度论证认知过程对身体的依赖，并且用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认知的身体可塑性和身心一体特征。“强具身”的倡导者卡麦诺（Chemero，2009）指出，“认知是动力性的。我们明确拒绝计算主义。在激进的具身认知科学中，人与环境被塑造为耦合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由于人与环境的非线性耦合特征，它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解的系统……”（p.31）。尽管目前有关具身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理论框架，但是具身研究者们“有着一个共同基本信念，那就是人类认知探讨中有关具身的研究将证明是一个持续的研究领域……知觉、思维、隐喻的使用等相关现象与身体所占据的时空紧密交织在一起……‘认知’不再被视为孤立于心理空间领域、独立于身体的现象”（Spackman and Yanchar，2013）。

在有关心理功能整体性方面，具身研究也给予心理学家以有益的启示。长期以来，在有关心理功能的认识方面，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一直影响着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官能心理学主张心智从功能上可以区分为一个个的“官能”。每个官能各司其职，性质不同、功能独立。例如，记忆官能主管识记和回忆，思维官能主管推理和判断。心理官能同心理内容相对独立，因此可以通过官能的强化和训练提高学习能力。颅相学承袭了这种思想，主张脑是心智的器官，心智可划分为许多官能，每一种官能相对固定在大脑的某个区域，颅骨的形状与这些区域有对应关系，因此可以从颅骨形状推测人的心智特征。颅相学虽然在推动心理学走向应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其观点因缺乏科学证据而为科学界所摒弃。


进化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新取向。它从进化和对环境的适应的视角看待心理功能的演进。进化心理学主张，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为应对环境的压力，形成了许多特殊的心理能力，称之为“心理模块”。这些模块具有“领域特殊性”，即对不同环境压力采取不同适应策略。因此，并不存在一个适应环境的“通用”策略。在人的心智中，存在着大量的这类策略。这是人类适应环境所必须的。


具身研究在某些方面同进化心理学是一致的。同进化心理学一样，具身研究认为心理功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表现，意识、心智、思维、情感等等都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功能，其作用是促进有机体的成功适应。中枢神经系统的产生同样是适应环境的要求，起到一种控制和调节行为的作用。因此，两者都主张环境的压力和适应的需要都会在有机体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在大脑皮层上留下永恒的印记，通过遗传而成为有机体固有的行为特征。但是，在留下怎样的痕迹和在哪里找到这些痕迹方面，具身研究与进化心理学产生了明显分歧。


进化心理学认为这些痕迹的主要表现就是心理功能的模块性（modularity）。但是具身研究主张的是心理功能的整体属性。心理功能并没有呈现出官能心理学所主张的区域特殊性。一个区域原有的属性和功能在进化的过程中可能为另一属性和功能“再使用”。例如，运动皮层曾经主要主管有机体的动作系统，但是由于语言的进化和发展，本来只主管身体动作的皮层区域，现在通过语言的作用而具有了理解和认知功能。镜像神经元及其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的研究证实，本来主管身体动作计划的运动前皮层，既参与了动作意图的理解，也参与了语言的理解。“大量证据表明，动词理解任务激活了运动控制功能的脑区，而给颜色和动物命名任务激活了与此相关的视觉加工脑区”（Andrson et al.，2012）。所以，高级认知功能所使用的可能恰恰就是以往低级心理功能所使用的神经回路，其神经机制是类似的，甚至是同一的。这也说明心理过程并不存在一个领域的划分，其功能具有整体特征。


从理论层面来说，具身研究也具有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从“具身”的视角来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映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
 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功能可示性”概念揭示出，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动作都可能对知觉表象的形成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人们的认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反映”的过程。认知是被身体和环境的互动塑造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建构”出了我们的认识。


从实践层面来说，具身研究也将从研究实践和应用实践两个方面对心理学产生影响。从心理学的研究实践来看，由于具身研究所带来的视角转换，人们对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认知”有了新的看法，认知不再是一种发生于内部心理空间的符号计算，而是与大脑以外的身体和环境形成紧密关联的联合体。这样一来，心理学研究的焦点就不仅仅集中在有机体的内部，而是转向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模式必然给心理学对认知的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家一直在聚焦意识的“中枢论”和聚焦行为的“外周论”之间徘徊。中枢论以“内部心理过程”为焦点，忽略外部环境和行为因素，而外周论则关注环境和可观察行为的研究，忽略内在的意识因素。“具身”的研究以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为参照，从“一体论”的观点看待认知研究，综合考虑意识、身体和环境的影响。在《具身认知不是你认为的那样》（Embodied Cognition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一文中，威尔逊和高隆卡（Wilson and Golonka，2013）提出，具身研究不能沿袭传统认知研究的老路，仅仅把身体影响认知的因素加入思考范围，而是有一种研究模式的根本改变。这种新的研究模式要求认知的研究需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 ①认知的任务是什么？有机体在特定情境中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认知没有通用的解题方法，任何方法针对的都是特定任务。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有机体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完成任务的资源可以是认知的，也可是身体的，同时也可以是环境提供的。③各种资源怎样可以集中利用，为问题解决提供方便？认知过程怎样集合利用现存资源，资源的集合利用呈现什么模式?④有机体有没有利用这些资源？资源的存在与否是一回事，有机体能不能，或者愿意不愿意利用是另外一回事。任何一个有关认知的研究需综合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而不是仅仅把焦点放在有机体的内部或者外部。从心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模式将改变那种“外周论”或“中枢论”的极端倾向，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实践建立在更合理的基础之上。


从心理学的应用实践方面来讲，有关具身的研究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它也将影响到日常生活，给心理学的应用带来新契机。例如，许多心理疾病的治疗也并非仅仅依靠心理学的手段，由于身心的一体特征，改变身体的运动方式可能会促进心理的改善，治愈包括抑郁症、失眠、孤独症等在内的多种心理疾病（Eriksson and Gard，2011）。

戴维斯（Davis，2012）等人探讨了具身认知研究的应用前景，提出“具身”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可以在许多方面得到应用。例如，在司法和犯罪心理学实践中，传统方法强调的是理性推理和判断，强调证据的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到身体和身体活动方式的作用。但是具身研究却证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影响着司法判断，例如法庭的温度、座椅的舒适度等可能都会对审判人员的裁决产生影响，裁决之前是否洗手也可能影响到裁决的严厉程度。再如，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传统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在阅读理解、艺术欣赏中身体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在“离身心智”观点的指导下，更关注作品的情绪和心理体验。但是具身研究揭示出，文学和视觉艺术作品的理解中有大量的身体成分。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证明了理解过程使用的是大脑运动中枢。因此，身体体验是作品理解过程的构成成分。这启示了文学和视觉艺术研究者应该把注意的焦点从情绪心理体验转向身体体验。这类研究采纳的是具身视角，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开辟了新视野。








第四章

心智的具身特征

心智具身性（the embodiment of mind）是近年来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所讨论的热点（Angier，2010）。在哲学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来表达所讨论的内容；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这一话题则经常在“具身认知”的标签下进行。无论如何，这类讨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身体在心理或精神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经历了西方文化思想对身体的贬抑和对心智的褒扬之后，学者们现在感兴趣的是身体在认识世界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身体仅仅是心智的“容器”，为大脑提供感觉刺激和执行大脑发出的指令？身体的物理属性（温度、颜色和重量等）、肢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对认知过程具有塑造作用吗？如果有，是否意味着人是“非理性”的？它将改变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吗？


一、从梅洛-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到心智具身性

身体在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处于受压抑或被遗忘的地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以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划分为原型，在灵魂和身体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认为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是灵魂内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只有理性驾驭欲望之时，灵魂才能摆脱身体的控制，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对于柏拉图来说，身体玷污认识过程，是灵魂通向知识、真理和智慧的障碍。所以柏拉图主张：“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直等到上天解脱我们。这样呢，我们脱离了肉体的愚昧，自身是纯洁的了，就能和纯洁的东西在一起，体会一切纯洁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求得真实了”（柏拉图，2000） 。

如果说，身体在古希腊时期以一种不洁的形象受到压抑和打击，那么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西方哲学则开创了另外一种传统，即对身体的漠视。身体在与心智的对立中逐渐销声匿迹，被遗忘在精神对知识的孜孜追求之中。对于笛卡尔来说，理性思维与物质化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正是因为理性思维的存在，物质化的身体才有了存在的依据。“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神学的、皇权的、现存的一切都是可疑的，都必须置于理性思维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但是唯独作为怀疑过程的“我思”是不可怀疑的。而怀疑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必然为一个主体所拥有，所以作为怀疑主体的“我”必然存在。在“我”之外，明明白白地存在着一个包括我身体在内的、非我的客观世界。“心物”、“心身”二元论借此得以确立。在笛卡尔那里，身体没有受到诸如柏拉图式的打击。但却受到了“漠视”。因为身体是理性思维的副产品，不仅在知识获得过程中鲜有影响，其存在本身也依赖于理性思维的论证。身体从认识论的范畴中消失殆尽。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
 庞蒂通过对身体与心智关系的重新思考，以“肉身化的主体”取代了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作为主体的“纯粹意识”。肉身化的主体是经验中的身体。它既非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化身体，也非主观的意识体验，而是“现象的身体”。“由于客观身体的起源只不过是物体的构成中的一个因素，所以身体在退出客观世界时，拉动了把身体和它的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意向之线，并最终将向我们揭示有感觉能力的主体和被感知的世界”（梅洛-
 庞蒂，2005）。

在胡塞尔那里，体验是纯粹意识的体验，但是在梅洛-
 庞蒂那里，体验是身体的体验。身体是知觉的中心。知觉借助于身体使我们面临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物体。所以，知觉是身体的知觉，而非“纯粹意识”的工具。我们之所以能观察和思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感觉运动能力的、活生生的身体。身体是经验的主体，是经验者，而不是被经验的客体。这是梅洛-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同笛卡尔二元论的根本区别：在笛卡尔那里，人是一个思维的主体，是一个可以脱离身体的“精灵”，但是在梅洛-
 庞蒂那里，人就是他的身体。人之所以能思维，是因为他有着一个能看、听、触、嗅和移动的身体。“笛卡尔之所以能产生这些思想，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有着与身体紧密交织的大脑。就我们所了解的而言，1650年2月11日清晨，当笛卡尔去世之时，他也就停止了思维。尸检表明，严重的呼吸系统感染导致了他的死亡”（Gallaghe and Zahavi，2008） 。

身体现象学的本质在于用身体的表达来替代意识的表达。意识不是一种可脱离身体的“纯粹意识”。意识最初源起于对意向物体的觉察，即知觉。而知觉是身体的知觉，是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身体、知觉和环境是一个氤氲聚合的整体。身体对于世界的知觉不是一种“映像”，而是被身体“塑造”出来的，身体的特殊结构构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身体并非是“我”和世界之间的一个存在物，相反，身体塑造了“我”的存在，让我们以一种具体的、特殊的方式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无法像传统认识论那样，首先考察身体，然后考察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是认识的主体，存在于每一个知觉和行动之中。它是了解和认识世界的起点和视角。


借助梅洛-
 庞蒂等人的身体现象学思想，认知科学哲学家、语言学家莱可夫和约翰逊在《肉身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以神经科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论述了心智的具身特征。人从本质上讲，并非是可以摆脱身体束缚的精灵。相反，人是某种神经存在物（neural beings）。人的心智，包括所有的认知和心理过程，都必须依赖和利用身体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感觉和运动系统。大脑不仅从感官接受各种刺激，也接受感觉-
 运动系统的塑造。抽象思维从本质上讲，不是一种抽象的、与身体无关的符号加工，而是利用着身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提供的内容和范畴，在身体和身体体验允许的范畴内形成各种复杂的概念系统。“依据具身认知理论模型倡导者的观点，认知过程并非定位于大脑本身的皮层区域。而是反映或体现在广义的身体上。的确，具身认知的许多理论模型都假定，高级认知过程涉及到感觉-
 运动状态的部分激活，而且这些感觉运动状态构成了这些过程的基本成分”（Fraley and Marks，2011）。

莱可夫和约翰逊提出三个著名的命题：第一，心智从本质上讲是基于身体的，即心智从根本上讲是具身的。第二，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就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意识层面的思维仅仅是冰山一角。第三，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抽象概念并非产生于数字符号的加工，而是利用了形象比喻。利用这些隐喻，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化、形象化，复杂的情感体验为他人所理解。而最初的、最基本的隐喻源于身体，源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在这一方面，中文的成语有最好的佐证。隐喻的这种作用并非止于语言表达方式上的丰富多彩，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身体隐喻只不过反映了大脑的活动方式而已。


相对于哲学、语言学中对笛卡尔以来二元论思想的质疑和反思，主流认知科学，特别是符号加工的认知心理学却一直执着于无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的思维模式。从历史上讲，科学心理学的独立本身就是笛卡尔二元论思想的产物。世界既然由心、物二元构成，而物的研究已经有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那么与之相匹配，就需要一门以“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所以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19世纪中叶着力于实验心理学的建设，用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实验方法探讨“心”的有关问题，科学心理学由此成为独立的学科。


在经历了行为主义对“心”的拒斥与否定之后，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认知革命”。与行为主义对内部认知过程的排斥相比，认知革命的追随者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信息论和控制论等学科的激励下，日益把关注的焦点指向了知觉、记忆、思维等内部心理过程。认知的符号加工模式成为心理学乃至认知科学的主流。依照符号加工的观点，认知是介于知觉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内部心理过程。知觉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输入，行为反应类似于信息的输出，处于其间的认知具有计算的性质，是对信息符号的加工和操纵。这一类似三明治的模型假定了三元加工单位的存在，即输入信息的知觉加工、信息的中枢加工和作为加工结果的行为反应。这三个单元从功能上相互独立，原则上讲，各个单元自成系统，相互之间只有信息的传输，没有因果的互动。输入的知觉信息是符号性的，即表征了世界，但是却并非世界本身，中枢加工单元依照某种理性的规则对这些符号进行运算和加工，其性质类似于计算机的CPU对抽象符号的操纵。所以认知在本质上是计算性质的，推理、判断、分类等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计算（computation）。这种计算过程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内部，同身体的感知和运动系统没有本质的联系。虽然“这一活动的核心需要一个身体去执行心智的指令，也没有任何人暗示心智可以脱离大脑而存在，然而这场笛卡尔式的剧情里，事实就是身体在所展示的智慧活动中仅仅做出了极其贫乏的贡献”（Wheeler，2009）。

在这种认知主义的观点中，认知从根本的意义上仅仅是一种内部的心理操作，是孤立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心智活动。这一观点并不否认外部客观世界的存在，但是外部客观世界仅仅是感觉刺激的起源地和行为反应的表现地。身体的作用只是接受刺激和执行反应。“由于认知操作始于符号输入的接受，结束于符号性编码的输出，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就被嵌套在感觉器官和运动系统的边缘外壳之间。这样一来，认知的研究既不需要理解认知者的环境，也不需要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认知活动“发生于中枢”，独立于外部世界。身体只是它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工具。“内部”对“外部”、“精神”对“物理”、“心智”对“身体”可谓泾渭分明，笛卡尔二元论在这里得以清楚地体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笛卡尔式的无身认知观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具身认知正在横扫我们这个星球……认知是基于身体的这样一种观点在认知科学中迅速占据了显赫地位，并有望支配这一领域”（Adams，2010）。“这一‘身体转向’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采取的形式不同，但是在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教育学、认知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这一转向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Ignatow，2007） 。

具身心智的中心主张就是认知、思维、情绪、判断、推理、知觉、态度等心智活动是基于身体和源于身体的。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决定了心智的性质和内容。具身心智这一概念的最早倡导者约翰·
 哈格兰德（Haugeland）指出：“如果我们准备把心智理解为智慧的中心，那么我们就不能像笛卡尔那样，视心智同身体和世界原则上是可以分开的……为了摆脱这种偏见性的信念，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这一宽广的视角再次把目光投向知觉和行动，关注公共事物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从这一视角来看，心智同身体和世界原则上是不可分的，而是一种紧密的耦合，形成一个功能上的统一体……人的智慧……并非仅限于各种表征，而是延伸至整个人文世界。因此，心智并非偶然地有了具身特征，而是紧密地与身体和世界交织在一起”（Haugeland，1998） 。

安迪·
 克拉克（Clark，2008），在《按压肉体：具身研究中的张力，嵌入的心灵？》（Pressing the Flesh
 :
 A Tension in the Study of the Embodied
 ,
 Embedded Mind?
 ）一文中，提出心智具身性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身体中心论，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身体及其细节决定了心智的性质和特性；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身体仅仅是大脑、身体和世界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平等因素，心智的属性取决于这三者之间的平衡。这两种观点在反对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方面有着共同的主张，但是在关于身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心智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实验的认知科学中，学者们更侧重身体对认知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其基本研究围绕着“具身认知”展开。但是在认知科学的理论分支中，如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学者们更重视环境的作用，身体仅仅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因此这类研究经常在“扩展的认知”（extended cognition）旗帜下进行。无论如何，两者都强调了心智不是一种纯精神性的“计算”，抽象符号加工并非心智的根本属性。相反，心智是被身体及其环境决定的，如果没有身体的物理结构和属性，如果没有身体性质的知觉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就不存在意识。从根本意义上讲，心智是基于身体和源于身体的。


二、身体物理属性与感觉运动系统的作用：心智具身性的心理学证据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智具身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第一，冷热、轻重的身体物理体验对认知判断是否存在影响；第二，肢体运动和动作反应在认知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第三，感觉-
 运动系统的心理模拟（simulation）在概念形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大量心理学实验证实这三个方面的确对心智过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日常语言中，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对于人格的描绘，为人是否“热”情（warmth）都是一个重要的人格特征。我们用“热情”、“亲热”、“温暖”等术语描绘人际之间的和谐、友善和关怀，用“冷酷”、“冷眼”、“寒心”来形容人际之间的不和甚至尴尬和障碍。那么这种人际之间的冷热同物理的冷热体验有必然的联系吗？抑或它们仅仅反映了一种语言习惯？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威廉姆斯和巴格（Williams and Bargh，2008）的实验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在该实验中，实验者随机把41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大学生手拿一杯热咖啡，另一组大学生手拿一杯冰咖啡，然后实验者让这些学生对一个想象中的人物进行人格评估。评估借助于一系列有关这一人物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提供的特征都是中性的，如聪明的、勤恳的、果断的、熟练的等等，从这些信息中并不能判断出这个人在接人待物上是否热情或冷淡。统计结果显示出两组被试的反应有显著意义的差别：手拿热咖啡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该人物热情、和善，让人感到温暖；而手拿冰咖啡的被试更倾向于评价该人物为冷漠、不友好、难以接近等等。皮肤上冷热的物理体验给认知判断带来显著影响。


此外在许多语言中，意义判断都使用“重”、“轻”的身体体验。重和轻成为意义判断中的一个隐喻。一个事件或人物究竟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许多语言中的描绘都与重与轻的物理体验有关，如英语中的Weightiness既有沉重的意思，也有重要性的含义。是否物理上的重与轻与意义上的重要与不重要有必然的联系？心理学家琼斯曼（Nils B. Jostmann）等人一项重量体验与意义和价值判断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猜测。在实验中，实验者以巧妙的实验设计让被试手持一个沉重的写字板回答问题，或者手持一个轻巧的写字板回答问题，结果发现那些手持沉重写字板的被试在评估外币的价值时，估值更高；在评价一个中性的决断时，认为其意义更重要。同时，那些手持沉重写字板的被试在思维方面也更投入，付出的努力更多。“与认知上的具身观点相一致的是，这些发现启示我们，就像在处理一个沉重的物体时，重量使得人们付出更多身体努力那样，在思考抽象问题时，重量也使得我们付出更多的认知上的努力”（Jostmann et al.，2009）。

这些实验证明：“人的思维可以基于身体的物理感觉和动作。的确，道德、时间、人际温暖等抽象概念可以建筑在根植于身体经验的隐喻之上”（Slepian et al.，2011）。这说明，认知不是脱离身体的纯粹精神活动，而是与身体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的物理体验直接影响了认知过程。人类可能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理性，许多时候所谓的“理性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体物理经验的左右。


传统认知主义把认知类比为运算性质的信息加工过程。在这种隐喻中，心智的“软件”独立于身体和大脑的“硬件”。推理、分类、判断和记忆等认知过程被视为是对抽象语言符号的加工，与身体没有内在联系。但是具身心智的支持者认为认知操作实际上发生于身体的物理背景中，与身体的运动状态和动作姿势都有紧密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假设，心理学家以“自我概念”为例进行了实验验证。


“自我”（self）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怎样看待自我，即形成怎样的自我概念对成就动机、接人待物、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依照符号加工的观点，个体自我概念是由抽象的、语义符号性的自我知识构成。自我概念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语言描述，独立于个人的身体，也独立于身体运动和动作姿态。但是心理学家舒伯特（Thomas W. Schubert）等人的实验证实，自我概念的形成受到了动作姿态的影响。


舒伯特等人考察了握紧拳头对男性自我概念的影响。实验者以71名学生为被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被试在回答问卷时握紧拳头，另一组被试在回答问卷时做一个中性姿势，问卷考察果断性和社会自尊方面的自我评价。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做事果断和追求他人的崇拜被认为是男性的典型特征。实验者假设，握紧拳头将提高男性在这两个方面的自我评价，对女性则不起作用，实验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一假设（Schubert and Koole，2009）。

这一实验的意义在于，人类的自我概念并非一种抽象的语言表征，而是受到身体动作反馈的影响，而身体动作具有文化的蕴义，动作和身体姿态的适当与否与环境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认知不仅是具身的，也是嵌入环境的。社会文化通过身体而与心智紧密交织在一起。


情绪的形成也与身体的动作姿势有密切关系。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斯曾经认为情绪并非由认知唤起。实际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反应的知觉。外界刺激并不能通过认知直接导致情绪。相反，外界刺激首先导致一种身体反应，这种身体反应传输至大脑，对这种身体反应的知觉就是情绪。在荒山野岭看见蛇，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恐惧情绪而逃跑，而是因为逃跑的身体动作而导致恐惧的情绪体验。这一学说的关键之处在于将身体反应置于情绪体验之前，否认了认知的作用，因而受到了情绪认知学说的激烈批评。情绪认知学说主张的是认知唤醒情绪，情绪导致身体反应。这与符号加工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这种观点，身体只是执行指令，对情绪本身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心理学思柏（Sabine Stepper）等人的实验证明身体的动作姿态对情绪体验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一实验中，实验者安排两组被试完成同一项任务：测试不同姿态对耳机使用效果的影响。一组被试在完成这一工作时，昂首挺胸，上身处于直立的状态，另一组被试低头垂背，处于一种瘫坐状态。任务完成后，实验者告知被试他们出色完成了任务。实验者表示为被试出色的工作感到骄傲。然后实验者以问卷的方式询问被试是否有骄傲的情感体验。测试结果表明，处于挺胸、上身直立的那些被试有较多的骄傲情感体验，而那些处于瘫坐状态的被试鲜有这种体验。上身直立或瘫坐的身体状态导致被试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Stepper and Strack，1993）。另外一项点头或摇头的心理学实验也从另一个角度清楚地表明了身体动作与情绪反应之间的紧密联系。在那个实验中，一组被试在测试的过程中，被要求做头部的垂直运动（点头），另一组被试被要求做头部的平行运动（摇头）。测试时要求被试注视面前放着的一支笔。测试完成后，被试得知可以选择面前这种颜色的笔或另外一种颜色的笔作为礼物。结果显示出，做点头运动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摆在面前的那种颜色的笔，而做摇头运动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另一种颜色的笔。点头或摇头的身体动作无意识地影响了被试对笔的选择，改变了被试的情绪体验（Tom et al.，1991）。这个实验也说明身体状态在知觉和认知判断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过程。


感知-
 运动系统的动作甚至可以改变道德方面的情感体验。刊登在《科学》（Science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告诉我们，洗手带来的身体清洁感可以导致道德上的纯洁感。在那个行为实验中，实验者要求两组被试分别回忆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一组被试回忆的事件是帮助他人、符合伦理道德的，另一组被试回忆的事件是伤害他人，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然后请被试在两种价值相等的礼品中进行选择；一种礼品与清洁身体有关，如湿纸巾、洗手液等等，另外一种礼品与清洁身体无关，如铅笔、电池和光盘等等。实验结果表明，那些回忆了不符合伦理事件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与清洁身体有关的礼品，似乎身体上的清洁可以减少道德上的负疚感。西方文化中，早就存在“洗礼”或“受洗”的宗教仪式。通过这种清洁身体的仪式，受洗者可以摆脱尘世的罪恶。在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由于怂恿丈夫麦克白杀死国王邓肯，因而感觉手上沾染了肮脏的血，所以她不停地洗手，患了洗手的强迫症。这种以净化身体减轻内心道德压力的行为方式被一些心理学家称为“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从这些传统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与道德情感体验的紧密联系。


人类的概念系统包含的知识支撑了包括知觉、记忆、语言、思维和想象等认知活动。认知过程的进行依赖于这些概念知识。但是这些概念是怎样形成的？概念知识是以脱离视觉、听觉、嗅觉、皮肤觉等具体感觉通道的抽象符号系统表征的？还是以特殊感觉通道系统中复现的那些片段的、与原来类似的状态来表征的？如果概念知识的表征以抽象符号为基本单位，那么意味着认知过程的进行可以脱离身体，在抽象的水平上独立进行。但是如果知识的表征以特殊感觉通道中复现的内容为基础，那么意味着认知并不能脱离身体。


概念知识表征中的这两种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原则：第一是转换原则（transduction principle）。转换原则假定，当视觉、听觉、运动状态的情境被体验到后，感觉系统将这些感觉经验转换成一种心理表征。这些心理表征是“非模态化的”（amodal），即都是一些类似于数字、字母、字词之类的抽象符号。这些符号本身不带有任何感觉的、身体的、情感方面的信息，它们只是一些符号。非模态化的符号系统把一系列原本通过身体获得的知觉状态转换成一种全新的表征语言，把原本属于身体的、知觉的状态改变为本质上与身体无关的东西。一旦转换过程完成，储存在记忆中的就只剩下感觉经验的符号描绘。概念形成依赖的就是这些抽象的符号。


具身心智主张的是模拟原则（simulation principle）。依据这一原则，知识表征以特殊感觉通道获得的心理表象为基础。如同转换原则主张的那样，模拟原则同样认为在体验一个情境时，视觉、听觉、触觉以及情感和动机状态会被激活，但是模拟原则并不认为这些状态转换为抽象的符号，而认为这些原初的状态被部分地保留下来表征原来的情境。当表征一个对象时，人们在视觉上复现着与原初类似的形象，在听觉上复现着与原初类似的声音，在动觉上复演着与原初类似的动作，在情绪上复现着与原初相似的体验。这些复现物似乎都是一些心理表象，类似于在知觉和行动中获得的那些真实的印象和体验。因此，概念的形成、知识的表征依赖的就是储存在记忆中的这些身体体验和身体状态的副本，与特殊的感觉通道紧密联系。当它们在记忆中呈现时，就产生了原来那种状态或体验的模拟。这种心理上的模拟构成了知识表征的基础。


心理学家威特（Witt，2010）等人的实验验证了运动模拟在概念加工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实验中，实验者在投影仪上投射出两组物品：一组物品是工具类的，如铁锤，汤勺、电话机，这些工具的使用需要抓握的动作；另一组物品是动物头像。当物品投射到屏幕上后，实验者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指出物品的名称。物品在屏幕上持续显示，直到被试叫出物品名称为止。记录下被试命名所需要的时间。被试在给物品命名时，需要用手挤压一个泡沫球。实验者假设，人们在看到一个能用手抓的工具时，会自动产生一种用手抓的运动模拟，这对于工具概念的形成是必要的。运动模拟参与了工具概念的加工，如果这一预测是正确的，则挤压泡沫球的动作干扰了运动模拟，被试在给工具命名时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实验结果证实，当工具的手柄与挤压泡沫球的手不在同一方向时，被试给工具命名的反应时明显增加，但是当屏幕上呈现的是动物的头像时，无论哪一个手在挤压泡沫球，被试的反应时均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被试在观察到一个可抓握的工具时，会无意识地产生一种抓握的运动模拟。这一运动模拟是概念理解的一个组成成分，对于理解那些含有动作成分的概念是必要的。


三、镜像神经元： 心智具身性的神经生物学证据

有关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心智具身性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证据。 1985年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贾科莫·
 里佐拉蒂（GiacomoRizzolatti）等人在对猕猴的研究中发现，猕猴的运动前回腹侧的一个区域（F5区，该区域可以表征手部和口部的运动反应。）在猕猴实施手部抓握食物动作和观察其他猕猴执行同一动作时，都会产生电生理反应。本来，实验者记录到，猕猴在做出抓握动作时，该区域的神经细胞会被激活，但是后来实验者偶然发现当另外一只猕猴，甚至当实验者执行同样或类似的动作时，该区域的神经细胞也会被激活。后来，实验者又发现顶下小叶皮层（PFG）的神经细胞也具有同样的功能。由于这些区域的神经细胞可以像镜子那样直接“映射”观察到的动作，无论在自身执行这一动作还是在被动观察状态下都可以被激活，因而具有这类功能的脑神经细胞被命名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给心智的具身特征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证据。镜像神经元的双重激活功能，即动作本身的脑激活和被动观察下的脑激活的重叠，启示我们认知涉及的可能是一系列身体动作的心理模拟过程。镜像神经元“映射”了其他个体的动作，激活了储存于这一区域原初动作表征，所以使得猕猴能理解观察到的动作的意义。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实验者安排了一个屏蔽物体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猕猴可以看到实验者实施一个抓握物体的动作，但是在动作的后半段，实验组的猕猴知道挡板后面有食物，但是看不到实验者手抓食物的具体动作，后半段的抓握动作被挡板屏蔽了；而控制组的猕猴也可以看到实验者的抓握动作，但是并不知道挡板后面究竟有没有食物。实验结果表明，当猕猴知道挡板后面有食物存在，即使没有看到实验者手部的抓握动作，猕猴F5区的镜像神经元仍然表现出较大程度的激活，而控制组的猕猴虽然看到了实验者的动作，但是F5区没有激活的迹象。这说明猕猴的镜像神经元并非机械地对动作的视觉特征进行“映射”，而是理解了动作者的意图。同一神经细胞对动作和视觉皆做出反应说明观察者把通过视觉获得的动作与内部的运动知识表征存储相匹配，外部社会世界因这种匹配过程而变得更加有意义。


上述实验是建立在视觉信息基础上的。那么，其他感觉通道的信息，如听觉信息，是否对镜像神经元产生影响呢？如果与动作有关的听觉信息同样可以激活镜像神经元，那么猕猴对动作意义的理解就可以更进一步得到证实。为此科勒（Kohler，2002）等人设计实验考察了猕猴在可视和不可视两种条件下（既看见实验者撕纸，也能听到撕纸的声音；看不到实验者撕纸但能听到撕纸的声音）镜像神经元的激活情况。结果发现猕猴的镜像神经元在两种条件下大都产生了激活反应，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猕猴识别的是撕纸动作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对撕纸动作的物理反应。随后的实验也表明，猕猴在看到动作且听到声音、看到动作但是没有声音、听到声音但是没有看到动作、自己做出动作四种条件下，镜像神经元都有不同程度的电生理反应。这表明猕猴能把视觉和听觉结合起来，将视觉或听觉中缺失的内容弥补起来，形成对动作的完整表征。这个过程是建立在动作意义的理解基础上的，否则就只能产生对动作的机械反应。


镜像神经元表现出的这种他者动作识别能力可能是模仿、同情甚至语言产生的神经基础。传统上，对于理解他者意图的认知过程的解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符号加工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他人行为的视觉、听觉信息、情境刺激的作用转变成一种神经信号，传输至中枢神经系统，经过中枢神经系统的加工，即与储存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记忆信息进行匹配，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操纵和转换，从而产生对其他个体行为意图的推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直接的匹配”是根本的原则。根据这一观点，对他人行为的识别是直接把观察到的行为与自己执行这一行为的动作表征相匹配。观察到的行为直接激活了执行这一行为的神经基质。通过这一匹配过程，理解了所观察到的行为的意义。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证实了这一解释的合理性。


猕猴大脑皮层F5、PFG区发现的这种具有“映射”功能的镜像神经元是否也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考虑到F5区和人类大脑布罗卡区（Broca）的同质性，研究者也推断人脑中可能存在同样性质的镜像神经系统来帮助人们理解他人行为以至于语言的理解”（胡晓晴等，2009）。许多神经生理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也都证实人类的确具有镜像神经系统及其相应功能。


人类身上存在着镜像神经系统的第一个证据（Matelli et al.，1985）同样来自于意大利帕尔马大学里佐拉蒂所领导的团队。实验是这样安排的：当被试观察实验者执行各种各样的手臂动作时，对被试实施单脉冲的颅磁刺激。控制条件则是观察静止的物体。实验结果显示，在观察实验者的手臂运动时，被试手臂肌肉记录到运动诱发单位的增强。在通常条件下，这些运动诱发电位只有在自己执行这些动作时才可能产生。与此相对照的控制条件下，手臂肌肉则没有记录到运动诱发电位的增强。随后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不仅观察他人的动作导致了自己相应动作肌肉诱发电位的增强，而且这种运动诱发电位的波幅在时间历程上也类似于自己执行这一动作产生的运动诱发电位的波幅。这些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证明了动作的执行和动作的观察所涉及的神经生理机制是相同的，支持了镜像神经元同样存在于人身上这一大胆的假设。


镜像神经元最初的发现是使用单一细胞记录的技术。这种技术在以猕猴等动物的实验中普遍得到采用，但是对于以人为对象的实验中，这一技术存在着局限，因为严格的刺激控制给研究造成很大的障碍，且实验条件难以掌控，很难在人身上记录到单一细胞的活动。所以，在人身上，只能利用脑成像技术尝试确定具有镜像功能的皮质区域。“如果一个行动的操作与该行动的观察激活的是同一脑区，那么这个脑区就被认为是一个镜像系统或共享网状组织的一个部分”（Frith and Singer，2008）。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者发现具有镜像系统功能的脑区有左侧额下回布罗卡区、顶上小叶、颞上沟和体感区等皮质区域。这些区域具有镜像神经元的镜像功能，不仅在个体执行某一动作时被激活，而且在动作的观察时也能产生与动作执行相类似的电生理反应。此外，这些区域也与人类的同情、怜悯等情绪体验有密切关系。


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人类同样利用镜像神经系统理解他人和揣测他人的意图。里佐拉蒂与美国加州大学的马克·
 拉克伯尼（Marco Iacoboni）等人合作进行了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实验者给被试提供三种刺激，每个刺激过程都包含一段录像：第一段录像中，一个人在无背景的场景中用手抓起杯子；第二段录像中，被试看到一个人从准备好用餐的餐桌上拿起了杯子；第三段录像被试看到的是一个人从吃剩余的餐桌上拿起杯子。实验安排的用意是看看人类的镜像系统是否可以在抓起水杯喝水、抓起水杯清理餐桌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实验结果证实，不同场景中抓握水杯动作导致了不同的激活，而且与无背景中的抓握水杯动作相比，有背景的两种抓握水杯动作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激活。这说明人类的镜像系统是对动作意图做出反应，而不是对动作的视觉特征做出反应。


情绪体验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被试闻到恶臭味与观察到他人闻到恶臭味时的表情激活了同一脑区。这证明储存于脑岛的镜像神经元在个体直接情绪体验与观察到他人的情绪表现时都变得活跃。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个体分享了同一种神经机制。这也许就是怜悯、同情等情绪体验产生的神经基质，也是理解他人情感体验的脑生理基础。


人类身上镜像神经系统的存在为心智的模拟说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依据。传统认知科学主张心智的符号加工说。这一学说主张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计算，即根据一定的数理或逻辑规则对抽象符号的加工和操纵。人脑类似于计算机。从感觉器官接收的刺激信息转换为一定的神经冲动，而这些神经冲动是符号性质的。这些具有表征功能的神经冲动传输至中枢神经系统，在那里与存储的信息进行匹配、加工和操纵，再以神经冲动的方式传输至身体的效应器，产生行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作用只是传输从感官至大脑的输入信息和从大脑至效应器官的输出信息，其对心智本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心智的模拟说则认为，心智活动的本质是身体的知觉、行动和情感体验的“再激活”。来自于不同感觉通道的刺激及其体验可以被重新激活，使得人可以“模拟”原来的动作，产生原初的情绪体验。模拟分为“行动模拟”（action simulation）、“知觉模拟”（perception simulation）、“情绪模拟”（emotion simulation）和“预演”（anticipation）。行动模拟是在大脑中对原先体验过的身体运动的模仿或复制；知觉模拟是对原来知觉过程的再激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情绪模拟是原本情绪体验的再现；预演则是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知觉、情绪片段对行为动作结果的一种预期和预先的体验。所有这些模拟过程都需要大脑特定区域的再激活，而镜像神经系统是这种再激活能力的物质基础。在这种再激活的过程中，个体并不需要概念的抽象表征和复杂的符号运算，“镜像系统最直接，同样也是最稳固的作用……就是通过共鸣或者匹配让个体理解了他人的意愿和情感体验。因此，对他人心智直接的经验把握从基本机制上讲并非是一种概念的推理，而是通过镜像机制对所观察到事件的直接模拟”（Michael，2011） 。

四、汉语成语的身体中心特征：心智具身性的语言学证据

像在哲学中一样，语言学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经验主义语言学说认为语言的获得是儿童后天经验的结果，语言操作及其随后的强化是儿童语言获得的关键。因此，语言的研究可以从外部环境着手，通过可观察的语言用法了解语言的获得机制。理性主义的语言学以乔姆茨基的转换生成学说为主要代表。它主张语言是一种天赋才能，人类先天具有的理性范畴是语言获得的关键，因此语言的研究应该从心智的内部开始，探讨这些深层语言机制的工作原理。


但是近些年兴起的认知语言学既反对语言的外部作用论，也不主张语言的内部生成说。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莱可夫和约翰逊认为语言的获得以身体经验为基础。人类的语言既不是外部环境强加给我们的，也不是心智固有的，而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通过感觉-
 运动系统的经验获得的。语言中的范畴、概念及语法结构都与身体有关。身体经验因而成为理解语言的基础。


莱可夫和约翰逊的学说不仅在语言学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且为人们重新认识身体与心智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语言是思维的结晶，语言本身就是心智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语言以人类的身体经验为基础，那么思维也离不开身体经验。由此可以推论，人类的认知乃至整个心智过程都离不开身体经验。认知、思维、情感、推理、判断、分类等心智活动并非外部世界客观的、镜像般的反映，而是一种身体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心智基于身体和源于身体。他们以丰富的英文事例论证了语言的具身特征。中文期刊上大量的文章已经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此，我们仅以汉语成语为例，论证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在汉语语言表达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语本身就是具身的。我们的祖先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借助身体感受和身体动作姿态来表达一些抽象的理念和情感。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对人类生存影响最大的感官就是眼睛。所以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人类积累了大量视觉经验，通过这些视觉经验来表达一些抽象观念就成为一种自然习惯。我们用“望眼欲穿”、“望穿秋水”来表达那种殷切盼望的情绪体验； 用“睁只眼闭只眼”来形容那种得过且过，以避免产生矛盾的微妙态度；用“火眼金睛”来比喻思维敏锐、洞察秋毫的能力；用“见钱眼开”来描述那种贪婪、卑鄙的龌龊小人。其他诸如此类的成语还有：

暗送秋波、侧目而视、傲睨万物、目中无人、掩目捕雀、闭着眼睛捉麻雀、眼花缭乱、眼疾手快、等量齐观、隔岸观火、低眉顺眼、洞若观火、刮目相看、管中窥豹、过眼烟云、横眉竖眼、见微知著、见异思迁、举目无亲、望其项背、雾里看花、一叶障目、以管窥天、有眼无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等。

这些成语都与眼睛和视觉经验有关，但是所表述的却并非眼睛本身，而是隐喻了更为抽象的理念。


面部表情是个体之间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面部肌肉的不同活动方式，各种与生存有关的信息得以传递。随着语言的出现，面部表情不仅成为人际之间沟通的渠道，也逐渐成为表达抽象理念的工具。如形容一个人表面和气，内心阴险狡诈，我们有成语“笑里藏刀”；描绘一个人惊讶或受窘的样子，我们用“瞠目结舌”。其他诸如：


横眉立目、疾言厉色、眉开眼笑、喜笑颜开、喜上眉梢、眉来眼去、嬉皮笑脸、焦头烂额、愁眉苦脸、疾首蹙额、笑逐颜开等等。

通过具体的表情动作，表达一种复杂的情绪或抽象的观念。


汉语成语中有大量头部及其嘴、耳、鼻为主的成语，如：

怒发冲冠、劈头盖脸、醍醐灌顶、张冠李戴、回头是岸、焦头烂额、摇头摆尾、摇头晃脑、仰人鼻息、搬嘴弄舌、馋涎欲滴、长吁短叹、脍炙人口、信口雌黄、血口喷人、哑口无言、摇唇鼓舌、咬文嚼字、咬牙切齿、一唱一和、多嘴多舌、骨鲠在喉、何足挂齿、囫囵吞枣、祸从口出、饥不择食、缄口结舌、口蜜腹剑、口若悬河、冷言冷语、利口便舌、贫嘴恶舌、七嘴八舌、轻嘴薄舌、吐故纳新、问道于盲、咸嘴淡舌、摇唇鼓舌、一言九鼎、因噎废食、饮鸩止渴、饮水思源、油腔滑调、油嘴滑舌、如雷贯耳、言犹在耳、耳鬓厮磨、振聋发聩、隔墙有耳、忠言逆耳、逆耳利行、秋风过耳、掩人耳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聪目明、耳濡目染、耳目一新、贵耳贱目、以耳代目、口耳之学。

这些成语皆与五官有关。通过五官的具体活动，那些复杂的情绪体验和抽象的观念得以形象化的表达。


上肢是人类身体的最灵活部分。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双手，使得人类从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人类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生存活动中，上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上肢的动作表达一些抽象的观念就成为汉语成语的一个特色。汉语成语中这类表述随处可见，如：

班门弄斧、瞎子摸鱼、拔刀相助、操刀伤锦、拆东墙补西墙、信笔涂鸦、举棋不定、扬汤止沸、摇旗呐喊、一笔勾销、一臂之力、左膀右臂、一刀两断、一箭双雕、打草惊蛇、打鸡骂狗、打退堂鼓、大吹大擂、大刀阔斧、海底捞月、游手好闲、对牛弹琴、伐毛洗髓、高抬贵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孤掌难鸣、孤注一掷、挂羊头，卖狗肉、画龙点睛、换汤不换药、见缝插针、挥金如土、浑水摸鱼、解囊相助、借刀杀人、旧调重弹、举手之劳、快刀斩乱麻、两袖清风、落井下石、摩拳擦掌、旁敲侧击、抛砖引玉、披荆斩棘、弃如敝屣、顺水推舟、顺藤摸瓜、探囊取物、添油加醋、添砖加瓦、挑肥拣瘦、投鼠忌器、歪打正着、剜肉补疮、瓮中捉鳖、无的放矢、见风使舵、以卵击石、欲擒故纵、缘木求鱼、越俎代庖、斩草除根、照猫画虎、捉襟见肘。

这些上肢动作隐喻了抽象的观念，让那些令人难以捉摸的思想、情感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为人们所理解。


下肢动作也可发挥与上肢同样的作用。我们用“步人后尘”来形容追随、模仿、无创造性的观念；用“脚踏实地”比喻做事不浮夸，认真负责的精神；用“行百里者半九十”隐喻事情越是接近成功，越是困难和做事要有始有终。其他还有：


步步为营、削足适履、循规蹈矩、一步登天、倒行逆施、独步天下、反其道而行之、更上一层楼、拐弯抹角、裹足不前、邯郸学步、机不旋踵、脚踏两只船、捷足先登、进退两难、跬步千里、立足之地、平步青云、骑虎难下、骑驴找驴、企踵可待、五十步笑百步、效颦学步、亦步亦趋。

手脚并用更能发挥隐喻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抽象观念的表达，如：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碍手碍脚、大手大脚、分道扬镳、奋袂而起、隔靴搔痒、过河拆桥、急来抱佛脚、见风使舵、搅海翻江、鸣锣开道、排山倒海、七手八脚、亲如手足、手足之情、缩手缩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头重脚轻。

至于以整个身体或身体的感知运动系统作为隐喻而表达抽象观念的成语更是比比皆是：


形影不离、延颈举踵、眼高手低、养痈遗患、腰缠万贯、夜长梦多、得寸进尺、颠倒黑白、点头哈腰、废寝忘食、负薪救火、赴汤蹈火、改弦更张、甘拜下风、高不可攀、高高在上、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枕无忧、顾影自怜、得陇望蜀、冠履倒置、黄粱美梦、拣佛烧香、居高临下、两肋插刀、临渊羡鱼、乱点鸳鸯、脑满肠肥、逆水行舟、剖腹藏珠、肝脑涂地、胸有成竹、失之交臂、擦肩而过、畏首畏尾、五体投地、降龙伏虎、卸磨杀驴、行尸走肉、雪中送炭、与虎谋皮、朝秦暮楚、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茧自缚、坐井观天。

这些身体的动作或身体的感受是具体的，但是所表述的观念却是抽象的。


人类不仅通过自己的身体或身体动作表述抽象的理念，也通过动物的身体或动作阐发这类观念。例如，形容某人胆大妄为，我们说这人吃了“熊心豹胆”；描述某人因恐惧而不敢言语，我们使用“噤若寒蝉”，以深秋的蝉因寒冷而不再鸣叫作形象比喻；如果某人走投无路而采取极端的行动，我们称之为“狗急跳墙”。其他这类成语也信手可拈，如：

羊入虎口、羊质虎皮、摇尾乞怜、杳如黄鹤、呆若木鸡、鼎鱼幕燕、东鳞西爪、飞蛾扑火、非驴非马、孤雏腐鼠、孤云野鹤、龟毛兔角、过街老鼠、害群之马、河东狮吼、鹤立鸡群、兔死狐悲、虎落平川、虎头蛇尾、鸡飞蛋打、鸡鸣狗盗、鸡犬不宁、蛟龙得水、狡兔三窟、金蝉脱壳、惊弓之鸟、井底之蛙、鸠占鹊巢、九牛一毛、聚蚊成雷、狂犬吠日、狼狈为奸、狼吞虎咽、狼心狗肺、老骥伏枥、老马识途、老牛舐犊、龙腾虎跃、马不停蹄、马失前蹄、猫鼠同眠、沐猴而冠、泥牛入海、蚍蜉撼树、牝鸡司晨、蜻蜓点水、群蚁附膻、热锅上蚂蚁、丧家之犬、舐犊情深、蜀犬吠日、鼠目寸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万马齐喑、一丘之貉、鹦鹉学舌。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除了熟悉自身的构造和行为动作外，人类最熟悉的就是动物了。所以，借用动物身体或动作隐喻一些抽象理念就成为了一种语言习惯。在这种语言习惯背后，却隐藏着认识过程的生物学基础。


“心智并非仅仅坐落于大脑中，甚至也并非局限于皮肤的疆界之内……心智是许多过程的集合，而这些过程很容易就扩展至工具、程序、语言等等……认知状态可能包含着许多成分，从神经的、身体的，到环境的”（Baker，2009）。心智不仅是具身的，也是嵌入环境的。这是心智具身性的基本含义之一。汉语中有丰富的成语事例表述心智的环境根植性。我们的祖先善于用环境事件隐喻抽象的思想观念。例如，我们用“针尖对麦芒”来比喻双方在言行方面尖锐对立，以及那种互不相让的事态；以“旭日东升”隐喻朝气蓬勃的气象； 以“雪上加霜”描绘接二连三的灾难及其受害程度的加重，以“真金不怕火炼”比喻思想正确、意志坚定的人经得起任何考验。其他诸如此类的成语有：

阳春白雪、叶落归根、大厦将倾、得鱼忘筌、堤溃蚁孔、滴水不漏、地动山摇、丁是丁，卯是卯、鼎足而立、独木不成林、独木难支、恶贯满盈、翻江倒海、方枘圆凿、风驰电掣、风吹草动、风风雨雨、风起云涌、风声鹤唳、凤毛麟角、覆巢无完卵、槁木死灰、根深叶茂、瓜熟蒂落、滚瓜烂熟、海啸山崩、浩如烟海、河落海干、红杏出墙、洪炉点雪、洪水猛兽、鸿毛泰山、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华而不实、南橘北枳、灰飞烟灭、浑金璞玉、火冒三丈、火上浇油、积羽沉舟、急风暴雨、江河日下、剑拔弩张、箭在弦上、惊涛骇浪、井水不犯河水、久旱逢甘雨、空中楼阁、枯木逢春、来龙去脉、雷厉风行、泥沙聚下、柳暗花明、龙潭虎穴、炉火纯青、藕断丝连、盘根错节、蓬荜生辉、萍水相逢、千钧一发、前车之鉴、强弩之末、青出于蓝、青黄不接、日薄西山、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梁不正下梁歪、石沉大海、势如破竹、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倒猢狲散、水落石出、水涨船高、水至清则无鱼、死灰复燃、太仓一粟、昙花一现、螳臂当车、糖衣炮弹、铜墙铁壁、铁板一块、瑕不掩瑜、弦外之音、一盘散沙、一潭死水、银样镴枪头、雨后春笋、珠联璧合、蛛丝马迹。

环境事件是具体的、形象的，但是表达的思想观念却是抽象的、复杂的。这也说明了认知、思维、判断并非抽象的符号加工。相反，心智和认知建筑在隐喻之上，而隐喻要么源于身体，要么源于环境。抽象思维是借助于身体或环境的具体形象完成的。汉语成语中大量的身体或环境隐喻佐证了莱可夫和约翰逊有关“抽象思维大多是隐喻的”这一命题。


汉语成语中除了上述身体和环境隐喻之外，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也以身体活动为中心，以具体生动的形象事件告诫人们一个抽象的道理，例如：


狐假虎威、守株待兔、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画蛇添足、精卫填海、刻舟求剑、滥竽充数、临渴掘井、盲人摸象、磨杵成针、南辕北辙、赔了夫人又折兵、破釜沉舟、歧路亡羊、亡羊补牢、黔驴技穷、巧妇难为无米炊、塞翁失马、三顾茅庐、世外桃源、四面楚歌、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图穷匕首见、完璧归赵、望梅止渴、悬梁刺股、掩耳盗铃、叶公好龙、愚公移山、郑人买履、指鹿为马、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等。

成语故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道理。如果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讲授这些抽象知识和道理，则既不易被理解，也不易为人们所接受。成语故事则以一种通俗易懂的生活事件隐喻那些深刻的生活哲理，对于智慧的启迪和情操的培养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抽象思维等心智过程是通过身体活动而表达的，因此心智过程是具身的。


五、总结：心智的具身特征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心理学的行为实验、中文成语中身体隐喻的丰富性都佐证了一个道理：心智活动并非脱离身体的抽象符号加工，而是与身体的构造和感觉运动系统的动作图式有着密切联系。从根本上来说，心智是在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身体在情绪、动机和认知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Dempsey and Shani，2012）。

几千年来围绕着心智的性质和结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柏拉图、笛卡尔二元论思想传统之下，心智独立于身体，身体仅仅是心智的载体和容器，或者对心智的功能产生困扰或障碍，或者与心智过程没有本质的联系。这种思想传统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对心智的“消解”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再次返回认知科学家的视野。借鉴计算机科学的模型和术语，心智过程被类比为计算机的运算过程。在这样一种理论模型之下，人脑可比拟为计算机。与传统二元论一致的是：大脑的生理结构类似于计算机的硬件，心智过程则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软件。由于软件和硬件之间是一种离散关系，即软件和硬件之间虽然存在着功能上的联系，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硬件也无法改变软件的过程和性质。更为重要的是，软件可以运行在这个硬件环境中，也可以运行在另外一种硬件环境中。如果心智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软件程序，那么从理论上讲，认知、思维、判断、推理、动机和情绪等心智过程可以脱离具体的身体，产生“离身”的心智。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去推论，则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可以通过某种科学手段记录下在大脑结构中运行的心智活动，甚至可以把这种表现为神经过程的心智活动储存在移动硬盘上。到那一天即使身体毁灭了，心智仍然存在。只要把移动硬盘上记录的神经信息重新输入到任何一种具有计算功能的物质上，不管这个物质是人脑、电脑或硅片，自我意识就复活了。“灵魂不死”、“灵魂转世”的古老愿望就成为现实。


但是具身心智的主张者对这种离身心智的观点提出挑战。“就像豪奇兰德（John Haugeland）所做的结论那样，我们不能再追随笛卡尔主义的思维，视心智原则上可与身体和世界相分离……在心智与身体和环境之间是一种紧密的耦合（coupling），它们是功能上的统一体”（Dempsey and Shani，2012）。法国哲学家梅洛-
 庞蒂曾经清楚地指出，我们是通过身体的知觉与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知觉的主体是身体，而不是那个侏儒般的“自我”。心智嵌入大脑中，大脑嵌入身体中，身体嵌入环境中。因此，知觉、身体和世界构成了统一的整体。人首先是通过身体的方式而不是意识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产生联系。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促成了知觉和认知功能的产生。


心理学的行为实验证实了感觉运动系统的模式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思维和判断，进而塑造了我们的认识方式。人们通过身体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身体作用于环境的体验是认知和思维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动作模式影响了人们对事物判断的原因。这些实验也证实了人类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即所谓的理性判断可能恰恰是非理性的身体感受的产物。人类的理性思维并不像传统认知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是根据一定的形式规则对抽象符号的加工过程。意识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意识的感觉运动图式的左右。


镜像神经元及其在人类身上所表现的镜像神经系统的发现从神经生物学的层面证实了心智的具身特征。对于他人行为意图的理解、同情、怜悯、共情等情绪体验的产生、语言的理解这样一些心智活动并非建筑在抽象符号加工的基础上。神经科学的研究从来没有证实神经系统具有将身体体验转换成抽象符号的神奇能力。动作执行和动作观察过程中皆被激活的事实表明，镜像神经元是许多社会认知的神经机制，也证明认知过程与感觉运动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传统上被认为是所谓“高级的”认知过程与所谓“低级的”感知运动过程使用的是同一皮层区域。对于这一发现，心理学家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S.Ramachandran）指出：“近10年来未报道（至少未宣传）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在猴子额叶发现的镜像神经元及其与人脑进化的潜在关联性质……我预测，镜像神经元对于心理学将如同DNA对于生物学那样，它会为许多心理能力的解释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而这些心理能力迄今为止一直是神秘的，使用实验方法还无法触及”（Ramachandran，2000）。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给个体编码他人的行为意愿、情绪体验提供了便利，让个体感觉这些意愿和体验似乎是自己的，也让个体通过自己的动作系统了解了他人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消除了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心理隔离，促进了个体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让社会沟通变成现实。


前文曾经指出，中文本身就是具身的语言。我们的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形象化的文字和具体的身体动作表达抽象观念和复杂的情绪感受。如中文中的“忍”字。忍是一个象形文字，但是对于“日”、“月”、“马”这些文字有具体的事物进行图画类比，其象征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忍”却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感受，没有一个具体的象征物。因此，我们的祖先使用了身体感受来隐喻这种情绪体验。俗话说，忍字心上一把刀。刀插在肉里尚且无法忍受，那么刀插到心上的滋味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种隐喻直接借用了身体体验，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了忍的涵义。此外，中文成语中大量的身体隐喻从语言学的角度也证实了心智过程的具身特征。


基于以上论述，心智的具身特征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心智基于身体、源于身体，认知、思维、判断、推理、动机和情绪受到身体物理属性的制约，身体的结构，轻重、冷热的身体体验都直接影响了心智活动的特色和方向。为什么我们对蝙蝠可以有基因层面的详尽了解，但是却永远不能理解蝙蝠作为蝙蝠的主观体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蝙蝠的身体构造。蝙蝠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它以声呐系统认识世界，其对世界的认知从本质上不同于我们的认知。这一不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活动方式的差异造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心智是身体的心智，“心智的内容依赖于身体的构造……不同的身体倾向于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Casasanto，2011）。脱离身体的心智是不存在的。


第二，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认识方式。为什么中文成语大量使用了身体隐喻？那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吗？如果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为什么不同语言中都存在大量的身体隐喻？究其根源，这种语言表述方式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语言是以人类身体经验为基础的，而语言是思维的结晶。这意味着，思维的基本成分是身体经验。我们的思维方式恰恰是人类祖先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通过身体经验而形成的。思维的方式反映的是身体的活动方式，是身体作用于环境的结果。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先生早就指出，认识的发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身体动作内化为思维的动作，儿童通过身体的动作建构了不同的认识图式。因此，认知的发展离不开身体的活动。


第三，心智是身体及其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塑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心智。同样，身体又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身体的结构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这意味着，心智、身体和环境是一体化的，海德格尔的“在世”（Being-in-the-world）概念清楚地体现了三者之间的整体联系。心智并非孤立存在于大脑之中，它通过身体及其活动而超越了大脑和皮肤所设定的界限，与环境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认知主义把认知视为个体内部的私有事件，因而认为认知过程是抽象的、孤立的、符号性的。但是具身心智的主张者视认知不仅是具身的，而且是嵌入的（embedded）环境的。认知过程并非仅仅存在于内部中枢神经系统中，为完成特定工作所涉及的环境事件同样构成了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文成语中，大量的成语以环境事件作为隐喻表达抽象的理念。认知基于身体，根植于情境。认知、身体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五章

认知与身体的互动和交融

认知，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心智，与物理属性的身体之间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关系？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认知、心智、意识或灵魂可以脱离肉身而存在吗？认知与身体究竟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实在？还是生命进程的两个不同侧面？或者仅仅是我们看待生命的两个视角？如果认知并非一种实在，而仅仅属于指挥身体运动的大脑的一种功能，那么这种认知功能是否像计算机的运算功能那样，可以脱离大脑物理结构的“硬件”，成为一种离身的（disembodied）“软件”？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演变成认知具身性研究的热潮（叶浩生，2011）。在此，我们从具身（embodiment）的维度，探讨认知与身体的互动与交融。


一、心智与身体的分离：离身认知及其困境

科学心理学是西方文化思想的产物。但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中，二元论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科学心理学本身就是二元论思想的体现。二元论的基本特征是主张心物、身心、主客的二元对立。心理、意识、主体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一方，物质、身体、客体构成了对立的另一方。物质、身体等的研究有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那么心理、意识的研究也需要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构成了心理学独立的科学文化基础。


在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文化中，身体在真理的追求和知识的获得中一直处于被贬斥和受压抑的地位。或许这一贬低身体的倾向在柏拉图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拉图在其对话录《斐多》篇中指出：“身体给了我们爱、欲望、恐惧等各种不真实的东西，其结果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对各种事物进行思考……事实似乎是，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尽可能地避免同身体的接触与联系，除非绝对的必要。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最大程度地接近知识”（Hamilton and Cairns，1961）。

柏拉图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且认为身体充满了肉欲、情色等使人分心的东西，因此成为思维和认识的障碍。在哲学实践中，为了摆脱肉欲的干扰，就要远离肉体，甚至要“消灭肉体”，以解放灵魂。因此，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练习死亡”。只有肉体灭亡了，灵魂才能解脱，才能变得纯洁，也才能通达真理。这一对身体和灵魂的区分，以及对身体的排斥和鞭挞对西方文化思想产生了持续冲击。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笛卡尔、洛克（John Locke）和康德等人哲学思想都受到这种二元论思想的影响。教会势力猖獗的欧洲中世纪，身体被视为罪恶的根源。这也与柏拉图对身体的贬斥有关。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身体和心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视身体仅仅为心智的一个观念。身体是物质的，但是身体的物质属性却是通过心智中的观念实现的：当我们的意识指向身体时，身体就变成了一个物质实体，成为认识的对象。当意识转向其他事物或者意识自身时，身体就从意识视野中消失了。由于身体是通过心智实现的，因而身体对于认识并不重要，可有可无。


笛卡尔区分了两种实在，即物质实在（res extensa）和思维实在（res cogitans）。心智、意识、认知等思维实在在数量化的物理世界中没有位置，其功能完全是自主的。物质占有空间，可以无限分割； 思维则不占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包括大脑和神经系统在内的身体属于物质实在，而各种思想、欲望、意志和情感等属于思维实在。由于思维的自主属性，因而不需要任何物质空间，也不需要依赖于任何物质形式。身体的作用在心智追求真理和知识的过程中不再是一个障碍，但是却从认识论的视野中消失了。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笛卡尔认为人们可以怀疑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物质存在，但是却不能怀疑作为过程的思维存在。“我思故我在”体现了思维第一性和身体次要性的原则。这样一来，笛卡尔就从认识论上确立了二元论的传统，区分出作为理性的、思维的、非物质性的、隐秘的心智和作为非理性的、次要的、物质性的和公开的身体。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大多接受了这种二元论，视身体为一个物质对象，而自我或心智则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虚无缥缈地渗透在身体之中。二者的关系有如船夫和渔船的关系，船夫寓居于渔船之中，驾驭着渔船。心智驾驭着身体，指挥着身体的运作，但是身体对心智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接受了这种二元论观点，关注心智的性质，对于身体的认识则留给研究物质世界的物理和生理学家了。


在经历了水压自动机、钟表机械、电话接线板之类的隐喻之后，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计算机革命。一个新的隐喻出现在认知科学家面前。这就是“心智有如计算机”。认知科学家假定，认知是表征和计算的过程，而计算是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在《神经活动内在观念的逻辑演算》中，沃伦·
 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等提出：第一，逻辑规则是理解大脑和心理活动的科学方法；第二，大脑是不同神经元根据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的装置，神经元的兴奋和抑制发挥着逻辑操作的功能，因而人脑及其心理活动如同一部推理机器（Varela et al.，2010）。

符号加工认知心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认知过程是基于符号性表征的计算。由这一基本思想可推导出三个基本假设：第一，大脑的思维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计算机的信息流程包括信息的输入、编码、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输出等子功能系统，相应地，人脑对信息的处理也包括感觉输入、编码、储存、提取和输出的全过程，其流程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是一致的；第二，外界信息转换为符号性表征，认知过程加工的是抽象的符号。符号表征了外界信息，但并非外在世界本身，这种安排的优点是保证了认知过程的简洁和效率；第三，认知过程与大脑生理结构的关系有如计算机的软件同硬件的关系。软件虽然运行在硬件上，但是功能是独立的，可以与硬件分离，运行在不同的硬件上。这一假设的直接结果是，认知被视为可以脱离具体的大脑，运行在任何有计算功能的物质上。另一方面，认知虽然运行在大脑中，但是大脑的生理结构对认知没有影响，认知可运行在人脑中，也可以运行在电脑中。笛卡尔的二元论在这里以科学的面目复活了。身体和认知成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实在。


20世纪80年代，由于神经科学的发展，认知科学家开始借鉴神经网络模型来替代心智的计算机隐喻，联结主义取代符号加工模式成为认知科学的主流。联结主义的信息处理系统由许多简单单元的并行联结构成，其信息的处理方式是并行的和分布式的。这种认知模型更接近大脑的生理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符号加工模型的机械主义倾向。但是，联结主义同符号加工模式在核心观念上是一致的，即“认知是一种计算。计算是对符号的操纵。符号始于对大脑的输入，结束于来自大脑的输出。因此，认知发生的地方是大脑，而且仅仅在大脑。认知科学关心的也只有大脑”（Shapiro，2011）。这就是说，无论符号加工还是联结主义都视认知与身体无关。对于身体的漠视明显延续了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传统。


认知与身体分离的直接结果是认知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完全指向中枢神经系统，力图了解心智的内部工作机制。行为主义曾以内部心理过程缺乏适当方法为由抛弃了认知和意识的研究，内部心理过程被视为一个“黑箱”。认知心理学扭转了这一趋势，重新把心理学家的目光转向有机体的内部。但是，在转向内部机制研究的过程中，认知心理学家矫枉过正，完全抛弃了身体和身体活动的环境，似乎心智过程仅仅发生于大脑，这样一来，认知科学家关心的是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之间的计算过程，这个计算过程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内，与身体和环境没有太多的联系。“唯我论”（solipsism）就构成这种研究模式的方法论特色。


把认知与身体相分离，视认知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软件，这样一种观念支持了认知过程的符号加工模式。认知既然是一种计算，而计算是对符号的操纵，那么认知就成为一种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符号加工。但是计算机操纵的是一些字词和数字。这些字词和数字之所以成为符号不是因为其本身的物理特征，而是由于它们具有表征的功能，即它们代表着一些真实的事物。表征和被表征事物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任意的、武断的，两者之间并非一种必然的联系。计算机处理的这些符号的涵义是人为的，其处理这些符号的规则也是人设定的。如果中枢神经系统处理的也是抽象的符号，那么真实事件是怎样转换成抽象符号的呢？神经系统具备这种转换能力吗？神经科学的发展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神经系统具有这种神奇转换能力。这是传统认知科学无法解释的。


二、心智与身体的交融：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

法国哲学家梅洛-
 庞蒂曾经指出，身体并非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的主体。“我的身体是这样一种组织，所有客体通过它而组成一个整体……”（Merleau-Ponty，1962）。我们是通过“体认”的方式了解世界。因此，自我意识实际上是由各种身体体验构成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到自我和身体的紧密联系。当某人拧我的耳朵时，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体验到疼痛。当我们享受美酒佳肴、面对刺骨寒风或者精疲力竭时，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些感觉的唯一来源是身体。身体的体验构成了认知过程的基本素材。


但是由于二元论的影响，我们经常有这样的错觉：当我们聚精会神，专注于一个复杂数学难题时，身体似乎一点也不发挥作用。好像是“我”在解题，身体只是一个把“我”带到课堂的载体。当老师讲课时，我身边那个因车祸而丧失双腿的残疾人不是同我一样倾听、思维和回答问题吗？身体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重要，为什么残疾人能同我们一样进行思维呢？


这样一些问题恰恰反映了二元论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二元论在人类的思想意识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为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实际情况是，残疾人尽管同我们的身体不同，但是从种族起源的角度来说，我们享有同样的身体。人类心目中的世界与蝙蝠心目中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人类与蝙蝠有不同的生理构造。我们之所以永远不能理解蝙蝠的主观体验（qualia）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蝙蝠的身体结构。即使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不同的身体也会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凯萨撒托说，“在某种程度上，心智的内容取决于身体的结构，不同身体倾向于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2011）。左利手和右利手的实验表明，二者倾向于视左右有不同的意义。改变了用手的习惯，思维方式也改变了（Casadanto，2011）。考虑到这一点，吉布斯指出： “身体并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动觉和触觉的习惯模式不仅构成了自我概念的核心，而且形成了高级认知过程的基础”（2006）。人类特有的身体结构决定了人类独特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正如蝙蝠特有的生理构造决定它用声呐系统认识世界那样，人正是因为有了直立行走的身体，才有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特殊风格。没有这种特殊构造的身体，就没有人类特有的感知和思维方式。


依据威尔逊和福利亚（Wilson and Foglia，2011）的观点，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1.身体的限制作用

身体限制着认知的特征与范围。有机体的身体结构、身体的活动能力限制了认知表征的性质和内容。因为某种身体特征的存在，使得有机体某些形式的认知变得更容易，也使得某些形式的认知变得更困难，甚至不可能。听觉是典型的范例。某些动物之所以比人的听觉更灵敏，就是因为它们的听觉构造与人类不同。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中，莱可夫和约翰逊（1980）指出，抽象思维主要是隐喻（metaphor）的，即形象地比喻。但是最初的和人们最熟悉的是自己的身体，因此最基本的隐喻是借用身体及其活动方式的隐喻。既然抽象思维主要是隐喻的，我们借用隐喻来认识世界，而隐喻最初利用的是身体，那么身体的构造和活动方式就限制了抽象思维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就是认知的方式。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理论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佐证（Hurtienne，2009）。

传统上，在二元论的影响下，西方文化倾向于把身体和外在世界分开。认知科学家假定，个体通过客观世界的表征而了解世界，心灵如镜子那样，反映外在世界，而这一反映过程是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的功能。表征过程通过感官的活动而进行。人的身体有五官的存在，但是五官只是表征客观世界的通道，仅仅发挥传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身体通过皮肤的疆界而与客观世界保持独立。但是具身认知科学家开始拒绝这种身体和世界分离的二元论。主张在认知过程的研究中，采纳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观点，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中理解认知。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就体现了这一观念。


生成认知的提出者瓦雷拉等人（1991）认为，认知是一个生成过程，是个体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通过身体活动参与到世界中去，在与世界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耦合（coupling）而成。认知既不是对一个先在客观世界的再发现，也不是先验思维范畴投射的结果。从生成的观点来看，认知是身体与世界互动的产物。个体的主观世界是被个体的行为和感觉运动能力决定的。人们知觉到的东西依赖于他的动作和行为，而动作和行为最终又改变了知觉到的事物。这样一来，个体和世界耦合在一起，身体和认知耦合在一起。认知是身体的认知，身体是认知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结构和感觉运动系统都限制着认知过程的进行。


2. 身体的分配作用

身体不仅限制着认知加工，而且可以作为认知加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脑和身体间分配认知任务，发挥着一种类似于分销商的作用。


传统认知科学视脑为心理的器官，而且是心理唯一的器官，认知过程的进行依赖于中枢神经系统，所以认知发生于心理内部，通过神经系统得以实现。但是具身认知的观点视身体为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认为除了大脑之外，身体的方方面面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因果和构成性的角色。这意味着通过神经系统实现的认知过程可能要比我们原来以为的少得多，甚至某些认知过程可能完全没有神经系统的参与，仅仅是身体的结构和感觉运动系统的作用。机器人学的研究表明，依据符号加工模式设计的机器人由于依赖信息的中央加工，每一个细微动作的执行都必须依赖中央控制器的指令，因而其行动异常缓慢和笨拙。但是依据动作反馈，直接做出反应的机器人却轻易完成了高智慧的工作。简单联结展现出了复杂智能。中央加工器的缺席并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任务的完成，这启示我们某些认知加工可能并非一定需要中枢神经系统的参与，身体状态、身体体验可直接参与动作的完成。伯格（Van den Bergh，1990）等人的实验表明，使用键盘和不使用键盘的两组被试在两个系列的组合字母（一个系列的字母可用不同手指打出，如ZH；另一个系列只能用同一手指打出，如WX）面前，使用键盘的被试更喜欢选择第一系列，而不使用键盘的被试则没有这种选择上的偏爱。这说明，手指的运动状态成为认知加工的组成成分之一，来自于同一手指的不和谐运动导致了消极的评价，而不同手指的和谐运动导致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身体动作部分承担了认知任务，运动状态构成了认知判断的组成成分。


身体在认知分配中发挥作用这一特征说明认知并不限制于头颅之内。认知过程包含着身体的非神经部分，如肌肉和骨骼。这些肌肉和骨骼活动在认知加工中也扮演着积极角色。记忆研究表明，在动作记忆的过程中，如果执行了那个动作，比单纯的语义记忆更有效（Cohen，1981）。动作成分成为记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身体与环境的耦合关系，通过身体的作用，认知也超越了皮肤的疆界而与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认知并非发生于皮肤之内、大脑之中的隐秘过程，我们许多认知过程是利用环境因素完成的，数学思维经常利用纸和笔，纸笔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过程的成分。记忆不仅仅储存在大脑中，除了上面所说的身体动作促进记忆外，记忆经常储存在环境事物中。当我们走到某个地点，就想起某个人。这说明对于那个人的记忆并没有储存在大脑中，而是储存在环境中。有关扩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Dempsey and Shani，2012）。

3. 身体的调节作用

身体调节着认知，影响着思维、判断、情绪和动机等心智过程。长期以来，由于笛卡尔二元论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一直视身体为一个自动机，受心智或灵魂的指挥。这一观念反映到心理学中，则认为认知指挥身体，身体动作是认知的结果，身体只是心智的载体，其对认知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身体运动不仅反映着心智过程，而且可以影响心智……行为动作不仅导致了环境中的物理变化，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因此，行为动作在人类思维和言语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Cartmill et al.，2012）。

许多心理学实验都证明身体状态和身体运动对认知过程有调节作用。在荷兰心理学家科赫（Koch，2011）等人的实验中，做后退动作的被试较之做前进动作的被试在色字干扰的Stoop task测验中得分更高。因为在长期的进化中，后退动作意味着躲避某种消极刺激，意味着面临危险，此时个体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会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所以此时个体更警觉、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表现。这样一来，后退动作就与警觉的心理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向前运动就意味着安全，个体是放松的。所以在Stoop task测验中，后退动作诱发了更多的认知努力，被试因而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因此，“身体可以对心智产生强有力的冲击”（Hung and Labroo，2011）。

身体的调节作用使得认知、身体、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确保了认知与行动之间的和谐。身体的这一功能于在线认知（online cognition）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在线认知中，由于认知发生于实时空间中，认知活动直接指向真实环境。因此，认知活动与身体的特殊感官紧密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恰恰由于身体的调节作用，认知操作与环境的要求保持一致，保证了认知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心智与身体一体化：对身心关系的启示

自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提出以来，思想家们一直为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智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一个可思维、但不占空间的精神实在究竟怎样从占有空间、但是不能思维的物理实在中产生呢？二者是互动、平行，抑或同一的关系？围绕着这些问题，学者们绞尽脑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实际上，身心关系问题的本质是心智或精神的性质问题，即心智的本质是什么？“既然身体性质通常假定是无异议的，因而这一问题主要针对心智的性质。事实上，心身问题就表现为怎样理解心智的性质”（Rowlands，2009）。

具身的认知科学从身体与环境互动的角度理解心智的性质。在此之前，有关心智的性质存在着主张心理现象就是物理现象的身心同一论、心理状态是物质的一种机能状态的机能主义，以及解构心智，认为心理状态只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取消论。这些观点从本质上说，都是要取消心智的实体性质，认为真正存在的只是物质的脑及其物理化学运动。从表面上看，身体与认知关系的具身化观点与上述观点有着类似之处，但是正如李其维（2008）先生指出的，具身的认知科学主张的是身心一体，而不是身心一元。身体与环境的互动造就了心智和认知。心智、身体、环境是一体化的过程。


所谓身心一体指的是身体在心智中，心智在身体中。身体并非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心智发生的“场所”、“载体”或“生理机制”，身体是体验中的身体，是认知过程的主体。身体和心智是主体经验的两个不同方面。有什么样的身体经验就有什么样的认知方式，因此，身体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内容，决定了我们怎样形成概念和进行推理。从身心一体论的观点出发，具身心智的主张者认为心智从本质上讲并非符号表征的计算，而是由不同感觉运动通道产生的身体经验或对身体的体验构成的。认知依赖于主体的各种经验，而这些经验源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具有各种感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影响着认知，塑造着思维、判断、态度和情绪；另一方面，认知和情绪等心智过程也影响着身体。身体与认知的交互影响体现了身心一体论的原则。


身心一体原则的首要表现是身体对认知的制约和塑造作用。身体并非仅仅是心智发生的“生理底座”。身体对认知既有因果作用，即塑造认知，也有构成性作用，是认知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认知是身体的认知，“身体是一个构成性的、先验的原则，因为恰恰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得经验成为可能。它深深地卷入到我们同世界、他人、自我的关系……身体并非仅仅是我们观察、触摸、感受等经验的对象。我们之所以能观察、触摸、感受恰恰是因为身体的存在”（Gallagher and Zahavi，2008）。这就是说，身体是认知的主体，是身体去感受、去思维、去行动，因而，身体的感知和身体的运动等各种身体经验必然对认知过程产生强有力影响。前述有关身体对认知的限制、分配和调节作用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佐证。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也表明，语言、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式实际上是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方式。中文成语中有大量的身体及其动作隐喻，如削足适履、脚踏实地、邯郸学步、铜牙铁嘴、耳聪目明、左膀右臂等等，这种表达方式并非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身体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思维的内容和方式，那么逻辑之所以有效，就因为它是身体经验的共同模式。逻辑并非从理性天国中掉下来的，而是源自于反复出现的身体活动范型”（Johnson，2006）。

身心一体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心智对身体的影响。既然心智是由身体体验构成的，那么不仅各种不同通道形成的身体经验会塑造认知，认知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各种身体感受。心理学的实验表明，那些回忆在社会交往中被他人拒绝，处于尴尬处境的被试对实验室房间温度的判断明显低于那些回忆在社会交往中被他人接纳，体验到他人热情的被试。实验室房间的物理温度对于两者是同一的，但是不同内容的回忆却导致了不同的身体感受。加拿大心理学家钟晨波（Chen_Bo Zhong） 和莱奥纳尔代利（Geofrey J. Leonardelli）的实验也证实，在实验者安排的游戏中，那些被他人接纳，积极参与到游戏中的被试与那些被游戏同伴冷落和拒绝的被试相比，后者更倾向于要一杯热咖啡。似乎他人的冷落导致了冷的身体感受，因而想要热咖啡来温暖自己的身体。在韦森菲尔德和贝雷斯福德（Weisfeld and Beresford，1982） 等人的实验中，回忆过去的成功事件导致被试上身更直立，而回忆过去失败的事件导致被试更加低头、塌肩。眼动实验（Barsalou，2005）也发现，当被试倾听小鸟、摩天大楼的语言描绘时，眼球会向上翻动； 而倾听有关蠕虫、大峡谷的描述时，眼球会向下翻动。思维、回忆和语言等认知过程在无意识中影响了身体的感觉和运动系统。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身心一体论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证据（叶浩生，2012）。“镜像神经元最初是使用单细胞记录法在恒河猴身上发现的。这些神经元在动物操作一个特定的动作时，或者在观察另一个体在操作同样的动作时都会变得活跃”（Michael，2011）。在观察和操作同一动作时都被激活的事实启示科学家，是否动作的执行和动作的理解涉及的都是同一神经生理机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意味着作为认知过程的理解与身体的运动系统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也意味着认知过程与身体运动是一体化的关系。


根据传统的理解，认知涉及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对感觉输入信息的加工、提取、匹配和储存等过程，身体的运动系统只是执行中枢的指令，运动系统对中枢加工过程本身没有直接的影响。符号加工认知心理学提出了一个信息加工的“三明治模型”，即感觉系统提供信息的输入，运动系统执行中枢的信息指令。这两个“面包片”中间夹着一个“肉片”，即中枢信息加工系统。中枢加工系统除了从感觉系统提取信息输入和向运动系统发出动作指令外，不会受到感觉和运动系统的任何制约。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认知过程，则作为认知过程的理解和判断与运动系统无关，在神经生理机制上两者应该受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控制。


但是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对信息加工的“三明治模型”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一个神经细胞在执行某个指向目标的动作时可被激活，在观察其他个体执行同样的动作时也会被激活，那么可能的解释就是动作的理解和动作的执行启用的同一神经生理机制。为了验证这一点，科学家进一步进行了实验。恒河猴究竟是对动作的物理特征做出反应，还是对动作的意义做出反应？实验者这样安排了实验情境： 让恒河猴观察实验者用手抓握食物，但是在抓握动作的后半段，实验者手部的动作被挡板遮蔽了。在一种条件下，猴子知道挡板后没有食物，在另一种条件下，猴子知道挡板后有食物的存在。结果发现，当猴子知道挡板后有食物时，即使没有看到实验者的手部抓握食物的动作，恒河猴的镜像神经元也被强烈的激活（Umilta et al.，2001）。这说明镜像神经元是对动作的意义做出反应，说明恒河猴理解了动作的意义。随后的一些研究证实在人的大脑皮层运动区域也存在着镜像神经系统，发挥着与动物身上镜像神经元同样的作用。


“镜像神经元重新解释了运动系统在中枢神经系统总体图式中的作用，对于超越心智与身体、思想与行动的分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Garbarini and Adenzato，2004）。镜像神经元及其表现在人身上的镜像神经系统证明大脑皮层的感觉运动区域在动作执行和动作观察、计划、理解过程中扮演着同样，甚至是同一角色。人类的概念形成、语言理解、共情、模仿等心智过程都与镜像神经系统的功能有关。这也强有力证明了心智过程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有着紧密联系。认知是具身的，心智与身体是一体化的过程。








第六章

镜像神经元与心智的具身性

2000年，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写道：“在猴子大脑额叶上发现的镜像神经元及其与人类大脑进化的潜在相关意义，是过去十年中未曾报道（至少是未加宣传）的最重要事件……我预测，镜像神经元对于心理学的影响将会像DNA对于生物学那样： 它会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有助于解释许许多多的心理能力，而这些心理能力迄今为止依然是神秘的和实验方法无法触及的”（Ramachandran，2000）。如今，15年过去了。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的确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进了认知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兴盛 （Prinz，2013） 。同时，它也使我们超越了身心二元论，立足于身心一体去认识各种心理能力，为揭开意识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一、从身心二元到具身模拟理论

身心二元论涉及的是物质的身体和大脑与精神性的心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身心二元论主张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两种属性或范畴：一是物理的；二是精神的。身体的物理属性包括身高、体重、形状、肤色和运动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是物理科学的研究对象； 精神属性或范畴则包括思想、情感、意图、体验、态度、思维和判断等等。这些属性和范畴是“无形的”，不属于物理科学，而属于精神科学。释义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就是依据身心的不同而区分了两种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既然身心二元涉及身体的两种不同属性和范畴，而这两种属性和范畴又难以割舍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存在着这两种属性或范畴究竟怎样和谐一致的问题。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得知心理过程和身体的生理过程是高度一致的。如果两者不一致，轻则机能紊乱，重则行为失常，导致人类种系的灭绝。那么这两个独立的实在是怎样获得和谐一致的呢？从理论上讲，不同范畴的两种实在取得和谐一致可能基于以下三种可能：第一，机遇或偶然的巧合； 第二，上帝或某种超自然物的“先定和谐”；第三，交互影响，即身心交感，身体和心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保持着动态的和谐。第一种可能在科学的范围内是没有市场的。科学研究的是规律性，偶然性不是科学的关注点，而且在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人类个体中，这两种范畴的实在都能取得偶然的和谐一致，其几率几乎不可能。第二种可能，即某种超自然物的“先定和谐”，这种观点是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的。莱布尼兹认为世界是由单子构成的。身体和心灵是两个单子，彼此独立，自成体系，相互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之所以和谐一致，是因为造物主在开始时就安排了两者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就像两架走时精确的时钟，虽然精确一致，但是却没有因果联系。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所持有的就是这种身心平行论观点。但是即使冯特也没有把这样一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贯彻始终。因为若相信身心平行而没有因果联系，那么刺激身体怎么能引起心理反应呢？又怎样确立物理刺激和心理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呢？


第三种可能，即身心交感论，是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遗产。他不是身心二元论的始作俑者，在他之前，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中世纪教父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等曾经明确主张身体是“灵魂”的坟墓，只有肉体灭亡了，灵魂才能回到天国，获得真正的知识。笛卡尔继承了二元论的思想传统，并在认识论上使之发扬光大。他声称，他可以怀疑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所有物质实在，但是却不能怀疑作为怀疑过程的思维的存在。思维是“我”的思维，怀疑也是“我”的怀疑，所以“我思故我在”。这样一来，就可以推导出存在着两种实在，物质实在和精神实在。物质实在占有空间，具有广延性；精神实在不占有空间，但是其特点是能思维。物质的实在和精神的实在怎样保持和谐一致？特别是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身体和心理步调一致是怎样获得的呢？毕竟物质实在和精神实在分属于不同范畴，不同范畴的东西怎样实现互动呢？


这就是笛卡尔身心交感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假设，处于大脑中间的松果腺是身心交感的位置。在这里，身体和心理、物质和精神实现着交互影响、交互感应。但是物质实在同非物质实在怎样实现交互感应？这种交互感应的机制是什么？他说不清楚，他只是提出了这种哲学假设，科学上也无从证明。因此，这种身心交感论除了给人们理解二元论造成更多的困惑之外，没有提供更多有用的内容。交感论还是二元论，二元论面临的问题交感论也无法解决。


自笛卡尔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大多带有二元论的色彩，身心之间不管平行还是交感都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思想家们早就指出，他的身心二元论使得人们把“心”视为“我思”的领域，而把“身”视为“我在”的领域。我在的领域是世俗的，充满着欲望、诱惑、激情，对于理性的心灵有着负面影响。从认识论上讲，身体在知识获得过程中除了给思想造成障碍外，没有任何其他积极作用。但是身体现象学家梅洛-
 庞蒂（2005）指出，身体并非世界中的一个物体，或者仅仅是“我思”的一个对象。相反，世界恰恰是通过身体而存在的，身体是认识的主体，我们通过身体而认识世界。这样一来，身体的作用在身体现象学的导引下重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莱可夫和约翰逊（1999）的认知语言哲学以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解释认识的方式，正是受到了身体现象学的影响。


从心理学史上看，虽然科学心理学是从实验生理学发展而来，但是实验心理学家却在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下，视身与心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冯特之所以采纳身心平行论就是为了避免生理研究过多地涉入心理学，以使心理学成为研究“心”的独立学科。在随后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那里，身体也只是“心”或者“黑盒子”的载体，其作用无外乎刺激的感受和行为的执行，身体对认知的作用完全不为心理学家所重视。身体在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是用“心”认识世界，还是用“身”“体认”世界？“身”和“心”究竟是二元，还是一体？这样一些问题在心理学家看来太思辨，因此，或许聪明的做法是留给哲学家。


实际上，历史上许多著名心理学家认识到身体在心智过程中的作用。美国心理学的建立者威廉·
 詹姆斯强调意识是适应环境的产物，而对环境的适应是有机体通过身体进行的，因而身体适应环境的活动是意识产生的关键。芝加哥大学机能心理学的建立者杜威也曾经指出，思维与身体动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在做中学”。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主张儿童认识的发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认知图式的数量和种类依赖于儿童的活动，原来外在于儿童的行为动作内化为思维的动作。这些理论观点所强调的都是心智对身体的依赖性，从而促使心理学家开始认真地考虑身体在心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心理学的这场“身体转向”思潮中，具身模拟（embodied simulation）理论扮演着一种先锋角色。模拟理论古已有之，有关心理模拟的论述在释义学中以“共情”（empathy）的名义早就存在了。狄尔泰在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后，认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不同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因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人有主观体验。对于这种体验，主客分离的说明（explanation）方式是不能奏效的，只能采取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式。理解是人文科学独特的方法论。但是怎样进行理解呢？狄尔泰采纳了另一位释义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共情”概念。所谓共情指的是理解者把自己置于被理解者的地位，设身处地、心理换位， 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心境，从而把握他人体验的心理过程。这样一种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心理模拟。


心理模拟强调人际之间的类似性，即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在思想、情感、目的、意愿等方面的相似程度，认识者只有产生了与被认识者相似的心理状态，才能把握被认识者的真实体验。这种理论观点在心智阅读（mind-reading）领域颇为盛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反对心智阅读领域中的“理论论 ”（theory of theory），认为了解他人心理并不是一种使用常识心理（folk psychology）的反省性推测，而是一种心理模拟，产生一种与他人心理相一致的体验或状态，心智阅读是通过心理模拟进行的。但是心理模拟是怎样进行的？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仅仅产生一种类似性就足够了吗？一些学者指出，类似性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决定模拟成败的关键是他人心理状态的再使用（reuse），即再次使用被认识者所利用的神经机制，从而产生与被认识者相一致的内在体验。这样一来，身体就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心理模拟成为具身模拟，即通过身体和身体的感觉运动通道产生与被认识者相一致的身体体验。这是心智阅读的基础，是我们社会认知、人际认知的机制。这样一种机制在释义学产生的时代是思辨的产物，但是在镜像神经元发现的今天已经有了神经科学的基础。


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与人的镜像神经系统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具身模拟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说明（叶浩生，2012）。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帕尔玛大学里佐拉蒂 （1996）所领导的团队在对恒河猴进行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发现，存在于恒河猴大脑腹侧运动前皮层F5区的神经元不仅在猴子执行某个指向目标的动作时产生放电现象，而且在观察同类其他个体，甚至实验者执行类似的动作时也产生放电现象，“观察者大脑中的这些神经细胞似乎直接映射了另一个个体的动作，因此，这些特殊的脑细胞被命名为镜像神经元”（Fipa，2009）。随后的研究发现，与F5区彼此相连通的后顶叶皮层的神经细胞也具有同样的功能。


依据以往的神经学研究，大脑不同区域执行不同的功能：感觉中枢主管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皮肤觉等感官的活动，运动皮层主管身体的动作系统，而运动前皮层主要是辅助运动皮层，主管一些与运动计划相关的功能。因此运动前皮层与身体的运动相关，判断和识别等高级认知功能与运动前皮层无关。但是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似乎却支持了另外一种观点，即“与动作执行相关联的皮层感觉运动区域通常在动作的观察、计划、心理意象期间也同样被征用”（Arevalo et al.，2012）。这说明脑的运动中枢不仅与身体的运动有关，对于他人行为动作的理解，运动中枢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镜像神经元在执行和观察同一动作时皆被激活的事实说明：运动皮层既主管身体的动作，也主管动作的识别和理解。那么，作为高级认知过程的识别和理解究竟是怎样通过皮层的初级运动功能实现的呢？其过程的机制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研究者加莱希（Gallese，2007）指出：通过具身模拟而产生的直接匹配过程是行动识别和理解的基础。镜像神经元通过观察他人的动作而产生的激活使得个体把他人的动作与自己的动作系统进行直接匹配，从而产生对他人意图的理解。“模拟理论主张，观察者对知觉到的行动进行内部模拟，然后利用在这种情境之下自己的行动和意愿方面的知识，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测”（Oberman and Ramachandran，2007）。这一过程是直接的、自动的，其间并不需要符号加工的涉入。


镜像神经元通过具身模拟机制造就了行动的识别和理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恒河猴通过具身模拟对其他个体行动的识别和理解应该建立在意义或意图的把握上，而不是建立在动作视觉特征的识别上。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设计了这样的实验场景：恒河猴可以看到实验者伸手抓握动作，在动作后半段，手部抓握动作被挡板遮蔽了，猴子看不见实验者的手究竟有没有抓住食物。实验条件分为两种：一种条件下，猴子知道挡板后有食物；另一种条件下，猴子知道挡板后没食物。实验结果显示，当猴子事前知道挡板后有食物，即使没有看到实验者的手部抓握食物的动作，F5区的镜像神经元也产生强烈的放电效应，而如果知道挡板后没有食物，实验者的伸手动作并没有导致镜像神经元的激活（Umilta et al.，2001）。这说明，镜像神经元是对动作的意图或者动作的意义做出反应。镜像神经元的这一功能可能是人类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社会交往的大多数条件下，我们只能部分地观察到他人的行为，行为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他人，为什么呢？镜像神经元的这一功能为此提供了神经科学的说明。


镜像神经元编码行动的意愿而不是行动的视觉特征，这一点在下述实验中得到更明确的验证。在实验前，恒河猴被训练抓起食物放到嘴里和抓起食物放到另外一个容器里，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单细胞记录法记录皮层F5区镜像神经元的放电情况。在记录到的神经元中，大约1/3左右的神经元对“抓起来吃”和“抓起来放”产生同等的放电反应；其他2/3被记录的神经元则对不同的动作结果产生不同的放电反应。大多数神经元在“抓起来吃”时产生更强烈的放电反应。


接下来，这些猴子观察实验者做“抓起来吃”和“抓起来放”的动作，实验场景中以有没有容器作为两个不同动作结果的标志。实验结果显示，当猴子观察到实验者做抓握动作时，被记录的神经细胞产生放电反应，表明这些神经细胞具有“镜像”功能。更为关键的是，在观察过程中，这些神经细胞的放电模式同在执行动作时的放电模式是一致的。例如，那些在执行“抓起来吃”时产生更多电反应的神经细胞，在观察实验者“抓起来吃”时也产生更多的电反应；而那些在执行“抓起来放”时产生更多电反应的神经细胞在观察同样的动作时也产生更多的电反应。这些实验结果说明镜像神经元编码的是所观察行动的意图，是动作的意义，而不是动作的外部特征。似乎在观察的过程中，恒河猴的大脑模拟了这些行动及其意图，仿佛自己在执行这一动作。具身模拟因而成为理解他者动作意图的关键。


在恒河猴大脑运动前皮层存在的这种镜像神经元是否也存在于人的大脑皮层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镜像神经系统同样存在于人身上。支持这一概念的大量数据来自于神经生理的、行为的和脑成像技术的实验”（Small et al.，2010）。特别是在最近的文献中，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者汉密尔顿（Antonia F. de C. Hamilton）指出：“尽管依然存在着争论（Dinstein et al.，2008； Hickok，2009），普遍的看法皆认为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在行动的理解和模仿中发挥着作用”（Hamilton，2013）。

较早的实验使用了颅磁刺激技术（TMS）。被试在观察实验者抓握一个三维物体时，给被试运动皮层实施单一脉冲的颅磁刺激，实验结果显示，当被试观察实验者的抓握动作时，被试相应的手臂肌肉也记录到动作诱发电位的提高，而仅仅观察伸手的动作或者静止的物体却记录不到这一现象。其他人的重复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Fogassi，2011）。在乌尔加西 （Urgesi，2010）等人的实验中，被试在观察一个快速但不完整的手臂动作图片时，相应手臂的动作诱发电位有了大幅度的增强，但是在观察一个静止的手臂动作图片时，却没有明显的变化。


行为研究也支持了人类镜像神经系统存在的假设。在一项手指模仿运动的实验中，如果被试观察到示范者手指运动的模式，在随后的实验中，被试对这种手指运动的反应就更快，而且两者之间的类似程度越高，反应越迅速。在另外一项实验中，首先呈现给被试右手的图像，如果在随后的任务中也在同一方向使用右手，那么被试的抓握动作就更快。在语言-
 动作关联测试中，如果句子内容描绘的动作方向与被试执行动作的方向相反，如被试在做推开动作时，判断“打开抽屉”的语句，被试的反应就明显变慢（Glenberg and Kaschak，2002）。这些行为实验不仅证明了人类镜像神经功能的存在，而且也启示我们在动作执行和动作意向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在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脑成像技术。通过功能磁共振（f MRI）技术的使用，研究者确定了人类大脑皮层的顶下小叶（IPL）、腹侧运动前皮层、额下回（IFG）尾部的神经细胞具有镜像功能，这些区域构成了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MNS）。人类的MNS同恒河猴的镜像神经元在位置和功能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启示我们人类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在进化阶梯上的连续性。在位置方面，人类的MNS也位于大脑腹侧运动前区和顶叶附近。在功能方面，通过f MRI技术，确定MNS受到身体运动的调节，当人类个体自己执行动作时，这些区域会激活。同时，这些区域也受到类似行动观察过程的调节。当人类个体观察其他人做类似的动作时，也变得活跃。这证明了人类镜像神经功能是存在的。


人类的MNS同样是对动作的意图或意义做出反应。在比亚吉（Biagi，2010）等人的实验中，研究者考察了皮层前顶叶区（AIP）面对复杂手部动作和简单手部动作时的镜像功能。此前，神经外科资料告诉我们，AIP的最主要功能是负责手臂动作相关的视觉运动转换。研究者发现，这一区域在被试观察他人的手臂动作时也变得活跃，说明了这一区域镜像神经功能的存在。在实验中，被试要么看到一个有着复杂意图的手臂动作（如听到：伸手拿起钥匙，插入锁孔，打开锁），要么看到一个没有明确意图的简单手臂动作（如听到：伸手拿起钥匙）。在两种条件下，被试观察到的都是一个伸手拿钥匙的手臂动作。如果被试仅仅是对动作的视觉特征做出反应，则AIP区域的神经细胞在反应强度上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实验结果却显示出，在观察有着明确意图的手臂动作时，AIP区域有着强烈的激活，而观察简单手臂动作却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了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是对动作的意义做出反应。被试通过具身的模拟来理解所观察行为的意义，所以在观察有着明确意图的手臂动作时，复杂的内部模拟导致镜像神经元的强烈激活。也说明了人类是“利用我们自己的动作知识去推测他人与行动有关的意图和目的”（Singer，2012）。

三、镜像神经元的应用

镜像神经元及其表现在人身上的镜像神经系统涉及对行为目标的认识与理解，并把多种核心情绪和认知功能与社会交往如共情、手势沟通和模仿行为等相关联。镜像神经系统的功能属性与皮质运动系统相似。研究证明，镜像神经系统参与编码动作目的与理解该动作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对镜像神经系统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推进，研究者开始思考怎样更好利用镜像神经系统来帮助人类学习、同伴交往等等。二十多年前，在猕猴前运动皮层（F5区）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的存在，随后两年，研究者在人类身上同样发现了镜像神经系统，而且有一部分是在大脑的布罗卡区。考虑到猕猴大脑F5 区和人脑布罗卡区的同质性，研究者进而推测人脑中的镜像神经系统可以辅助人们理解他人的意图与行为目的，促进交流。培根曾经说过，人类思维与认知的自然途径是从感官知识到理性知识，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充分被认识。f 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脑成像技术的研究指出不同的身体反应激活不同的脑区，同样，研究也表明具有匹配自己执行的行为和所观察的行为的镜像神经系统也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这些结果表明，镜像神经系统应该是人类模仿他人学习的基础，继而也是语言习得、推断他人意图、共情等的神经机制。


1.模仿学习

猕猴的镜像神经元只能够仿真或模拟（simulation），即匹配目标而非获得其方法途径。除了模仿，镜像神经系统可提供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的行为目标和动机的“第一人称理解”。模仿是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复别人行为活动的过程。模仿是人类生存必备的技能。从刚出生的婴儿到成年人，模仿行为伴随一生。模仿行为使儿童能够观察其他人的动作，并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同样，模仿是学习的基础，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观察学习理论也是以模仿行为为基础的。


在认知心理学和个体生态学领域中，一些不同形式的模仿已经根据认知操作的水平所必须复制的行为模式得到区分和说明。其中，是否这些不同的模仿现象共享一个或多种核心的神经机制?所有的模仿过程（新生儿模仿和模仿学习）需要一个机制，与自我产生行为和基本要求所描述现象的行为相匹配。脑成像研究清楚表明，复制简单的动作或模仿一个观察者完全不熟悉动作序列时镜像神经系统被激活，但除了传统的镜像区域，模仿新动作序列需要前额叶与中央区域的额外参加，它们在单个自动动作序列中起到分段与重新组合的作用。由此看来，人类对动作的观察并执行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机制，从认知神经基础上来看这一机制是镜像神经系统。镜像神经系统成为人们模仿能力的根基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其关键特质即观察别人动作能够激活本身大脑中掌管编码和操作这些动作的皮层，包括了运动皮层，从而实现动作的输出并进行具身模仿（embodied simulation） 。另外，大量脑成像研究表明，人类在进行无意识模仿任务时，镜像神经系统被激活并直接参与调节。同样，当镜像神经系统遭到损伤时，人们的模仿能力会大幅度降低。TMS（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技术最早为人类大脑镜像机制提供了证据，被试观察抓握动作时大脑被激活兴奋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不观察时。利用fMRI技术研究发现，额下镜像神经区域主要负责对手部动作的模仿。这些研究成果都充分证明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是无意识模仿的认知神经基础。但是，模仿过程看起来比想象的复杂很多，它包含学习、复原额外的认知与神经资源。


最近，乔奇诺（Giovanni Buccino）等人利用f MRI技术证明了这一过程。在模仿学习任务中，要求不会乐器的被试观察吉他和弦并在暂停时模仿或控制所观察到的和弦。在控制组中，要求被试同样观察吉他和弦，但不执行任何与所观察动作相关的行为。结果显示，当被试被要求模仿吉他和弦时，顶叶与额叶镜像神经系统（顶下小叶、PMv背侧和IFG盖部）在各个任务阶段被激活。有趣的是，在实验暂停期间中间额叶皮质（46区）与前内侧壁激活异常明显。现有研究已经提出，该区域和镜像神经回路一起可能在基础分解动作学习与整合新动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实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人类的镜像神经系统是模仿学习与动作理解的认知神经基础。


2. 语言的习得与理解

镜像神经系统为随后的语言演变提供了自然平台。在非灵长类动物中，它是生物行为理解的基础，同样涉及模仿行为，都是语言发生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人工手势到语言的演变过程最初可称为“哑剧”系统，随后手势逐渐包含了更多约定俗成的符号。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极端，在早期的乔姆斯基语言学到最近的诺瓦克等人把语法看作是一个计算系统，涉及符号操纵，根本不注重经验。与此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植根于经验，把隐喻和身处的文化背景、人们自身的思维方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爱情的隐喻，中文里有比翼鸟、连理枝，而英文里多用fire、sunshine来比喻爱情。


镜像神经系统为语言具身化提供认知神经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首次发现于猕猴额叶皮质区F5，该脑区与布洛卡区重叠，更精确地说，人脑的布洛卡区可分为布罗德曼分区44与45中，44区与猕猴F5相类似。脑成像技术显示无论是口头或写字语言输出时45区都被激活。而44区是由非语言运动包括复杂的手部动作与感觉运动学习激活。事实上，布洛卡区应是集体名词，它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功能，并没有明确划分细分。镜像神经系统是否可以作为语言理解的神经机制？根据语言理解的具身性，人类理解描述动作的句子是利用控制动作的神经机制，包括了镜像神经系统。扎拉（Zarr）等人提出反复去理解描述类似动作的句子会引起镜像神经系统的激活，从而曲解类似动作识别与预测等其他认知过程。为了验证该预测，研究者让被试大量阅读多组句子，其中不同组块的每个句子以背对离开或正面靠近的方式描述，以被试预测录像带的终点来测量适应，所适应的句子在同一方向时会破坏动作的理解。这些发现是镜像神经系统的显著特征，同样也表明，镜像神经系统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对语言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来自f MRI的证据表明，当被试观看了脚部、手部和嘴部动作时，而且还当他们阅读有关这些动作的短语时，前运动皮层的镜像神经区域被激活。有些证据表明在人类大脑中，镜像神经系统是单侧左半球化甚至是无关语言的手动操作。关山（Kaora Sekiyama）等人研究表明，要求被试识别旋转手的图片（左手或者右手），任务明确指出被试依据所匹配图片想象自己的手也跟着旋转，同时判断旋转手的图片为左手或右手，这项任务也要求他们按照旋转图片中的手想象自己的手也在旋转，这样布洛卡区被激活。激活的前额叶皮层不管所描绘是左手还是右手，其都被限制在左半球。被试也被要求去适应左右扭转棱柱并使用正常或颠倒的表示方法，这同样也没有改变镜像神经系统的单侧左半球化。总之，镜像神经系统在人脑中具有明显重要的作用，它参与语言认知的若干方面，其能力最初是把不及物动作传递为及物动作。镜像神经系统涉及到的语言功能至少在多数个体中主要呈现单侧左半球化，这种现象可能会延续到一些非语言的手部动作上。


3.共情

共情（empathy）指个体深入他人的主观情感并想象他人情感，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它在人们自身与社会相融合的过程起到关键作用。共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沟通所发生的一种积极情感，这种能力包含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独立组成成分。当他人感到疼痛或是厌恶时，观察者目击疼痛或恶心刺激诱发的情绪反应，此时有两个主要的皮层结构被激活：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皮质。其中枢脑区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这一发现清楚地表明，感知和观察别人的感受和情绪激活拥有共同的神经机制，即镜像神经系统，它让我们感受到那些同样的情绪。认知共情的神经机制在个体一生的发展中逐步完善且受到认知评价的控制与调节。


对情绪的感同身受是认知共情的核心焦点，镜像神经系统的存在能够诠释，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某种表情和行为时，宛若我们自己也有这类表情和行为，共情涉及情感经历转换与了解情绪原因的过程。这种过程是自动化的、无意识的，也被称为直觉。共情发生的机制部分是动作模仿功能，并因此与模仿共享同一个神经基础。共情涉及的个体意向与情绪的发生发展建立在他人的行为基础上。布拉德巴特（Lieke Braadbaart）等人最近利用面部模仿任务发现模仿准确性和共情商数（Empathy Quotient）之间具有相关性，并假设指出这种相关性被镜像神经系统所中介调节。面部模仿任务使用fMRI技术要求20位成年人观察与小说里相关的面部情感表达。根据指令，他们在模仿表情或者展现出自己面部表情两种任务中选一，预先规定把不相符的行为作为控制变量。在扫描仪之外，研究者重复模仿准确性和EQ之间的关联。fMRI表明相比模仿不匹配时脑部更加活跃，特别是在双侧脑岛。模仿与EQ时激活脑区为躯体感觉皮层、顶内沟和前运动皮层，其重叠脑区发生在前运动皮层。因此，可以得出共情与面部模仿依靠在前运动皮层构成动作计划或者模仿他人的意图。此外，脑岛皮质在面部表情的社会性规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四、镜像神经机制与具身模拟

人类最神奇的能力之一是我们能有意识地进行想象。在想象中间，我们模拟现实世界的各种事件，仿佛那些事件真的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些虚幻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是我们的感觉却是真实的。就像在阅读一个言情小说时，尽管我们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们的情绪和感受却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起伏跌宕，仿佛我们在经历着同样的事件。


想象中一个关键方面是模拟过程。模拟（simulation）指的是“由对物体的观察而诱发的运动系统的激活”（Ambrosini et al.，2012）。当观察过程进行时，观察者本身的运动系统进入活跃的状态，而这种活跃状态模拟了操作特定动作时运动系统的激活模式。从观察和操作两种过程都激活同样的神经生理机制这一点上来说，模拟过程实际上就是镜像神经机制的激活过程。因此，模拟过程是以镜像神经机制为其生理基础的。


模拟的观念古已有之，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
 休谟（David Hume）曾经在“sympathy”的名义下谈论模拟的思想。他指出：“概括地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心灵是一些相互映照的镜子……当我从任何人的声音和姿势中发现某种激情的效应时，我的心灵立即从这些效应追溯到其原因，并且形成有关激情的活生生的观念，仿佛我们自己沉溺于激情本身”（Hume，1739，1958）。尼采也曾经指出，“为了理解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从我们自身去模仿他的感受。我们从自身开始，根据他人的表现和展示出来的效应，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模仿着他人的眼神、声音、举止……这样一来，由于在动作和感觉之间那古老联结的缘故，类似的感受就形成了”（Nietzsche，1881，1977）。

对于模拟概念，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家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瑞典生理学家赫斯洛（Hesslow，2012）主张模拟是思维过程的组成成分。他认为思维是由一系列与环境模拟的交互作用组成。模拟有三个核心成分：第一，行动的模拟。这是行为的内部模拟。在这种模拟过程中，大脑的运动中枢被激活，而这种激活模式同行为在通常条件下激活的大脑中枢模式是类似的，但是却没有导致任何外显的动作；其次，知觉的模拟。我们在想象中间，对事物的知觉同实际的知觉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能如此投入，以致忘记小说的虚构属性。不同的是，实际的知觉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而模拟的知觉却仅仅是大脑本身的活动导致的；再次，预期（anticipation）的作用。在人的大脑中存在着某种联结机制。这种联结机制使得眼前的行为和知觉活动可以诱发大脑感觉运动区域其他的知觉活动。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想象中将要发生的事件可诱发鲜活的知觉体验，而这种体验基本上类似于实际事件发生时产生的体验。


认知科学家詹尼诺德（Jeannerod，2006）提出了一种运动认知的模拟理论。他认为行为包含着外显和内隐两个阶段，而内隐阶段实际上是行为的实用性表征。它包括了行为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可能的结果或效应。行为的实用性表征并不像外显阶段的行为，外部观察无法触及。但是这种表征却可以在多种与行为相关的条件下被激活，且这种激活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大多数条件下，激活是无意识的，行为者并没有意识的觉察。许多TMS研究支持了这种模拟理论。前文曾经指出，仅仅观察一个手臂的抓握动作导致了被试相应手臂肌肉记录到运动诱发电位的提高。这种激活是无意识的，观察者在无意识中模拟了观察到的动作。此时的行为似乎处于内隐阶段。


心灵哲学和发展心理学家阿尔文·
 戈德曼（Goldman，2012）应用模拟理论去解释他心认知过程。依据这种观点，我们之所以能理解他人的意图、愿望、情感、态度和信念等等，是因为我们能使用自身的心理机制去模仿他人的心理活动。当观察其他人的行为时，为了能理解其心理状态，观察者想象自身在执行或操作着这些动作。这样一种隐蔽的模拟过程并不必然导致外显的行为操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者要放弃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代之以被观察者的心理状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穿上他人的鞋子走路，以便产生与他人类似的心理体验。


有关模拟过程的这些理解在两个方面有着关键的分歧：第一是意识的参与程度，即模拟究竟是自动的、不受意识控制的，还是有意的、受到意识控制的。大多数模拟理论的主张者认为模拟过程是下意识的，是一种自动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意识的控制是必要的。通过一种有意的想象，我们才可以精确把握他人的心理状态；其次是模拟过程的使用范围，心灵哲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模拟理论把模拟看作是他心认知的关键手段，而运动认知的模拟理论把模拟视为一种思维方式，且认为模拟过程与身体的运动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解释模拟过程提供了神经生理基础。镜像神经元在观察和操作两个阶段都可以被激活的事实表明，模拟过程实际上就是运动系统在观察阶段的重新激活。这种激活是知觉和运动状态在离线（off-line）条件下的再使用（reuse）。由于模拟过程是实际条件下的知觉和运动状态的重新激活过程，因而这种模拟是具身的（embodied）。这种模拟是以原来的各种身体体验为原型的。模拟并非符号性的计算过程。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依赖于身体的，即以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的使用和再使用为基础。


因此，模拟发生于身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中，是具身的模拟（embodied simulation）。具身模拟的两个关键特点是：第一，身体感觉-
 运动系统通道的再使用是模拟过程的核心成分。具身模拟的主张者加莱希和西尼加利亚（Gallese and Sinigaglia，2011）指出，“具身模拟理论强调‘再使用’是心理模拟的核心观念，并且假定镜像机制之所以能贯彻心理模拟主要是由于那些典型地应用于一种目的的大脑和认知资源因为另外一个目的而再次被使用”。镜像神经系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腹侧前运动皮层和顶下小叶皮层区域不仅在执行一个（如抓起食物）或一个序列（如拿出钥匙，插入锁孔、打开门）的动作时被激活，而且在观察和理解这些动作，了解动作者的意图时，同样被激活。情绪体验也遵循同样的机制。前脑岛区域不仅在恶心的主观体验产生时被激活，而且在观察他人恶心的表情，理解他人的这一情绪体验时同样被激活（Jabbi et al.，2008）。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一点，同一认知和大脑机制的再次使用是具身模拟的关键。


其次，模拟之所以是具身的，是因为模拟过程中的表征（representation）是身体格式的。对于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征方式，就像一幅地图和一段文字都可以描述一个城市，但是其表述的格式是不同的。而模拟过程对于模拟内容的表征方式是身体化的。依照传统认知科学的观点，心理模拟的进行依赖于抽象符号。就像计算机的计算依赖的是010101……这些抽象符号的运算那样，心理过程的进行所依赖的也是数字、单词等抽象的符号。但是具身模拟的主张者认为，如果心理模拟依赖的是抽象的符号，那么神经系统就需要一种把抽象符号转换成神经或心理事件的能力，而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神经系统具备这种神奇的转换能力。具身模拟的主张者强调那些通过身体的感觉-
 运动通道获得的具体的身体体验是模拟过程的基础。模拟过程再使用的正是这些身体格式的表征。“一种表征的格式典型地表现了它独特加工的侧面。这些不同的侧面（运动的、内脏运动的、体感的）体现出身体格式化表征的特征，使得它区别于命题性的表征”（Gallese and Sinigaglia，2012）。

但是具身模拟的这两个关键主张却受到反对者的质疑。反对者声称，‘再使用’需要大脑和心理机制在人际之间的共享，而这种共享以类似性为前提，即需要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在心理和大脑机制方面存在共同点。但是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却证实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同一反应可能为不同的刺激所引起，听觉刺激和视觉刺激都可以激活镜像神经元。由于同一反应由不同的刺激所引起，因而其心理和脑机制可能并不存在共同点。此外，具身模拟所要求的身体格式表征似乎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身体格式的表征只不过是大脑中某些生理过程的再现，镜像神经元的激活过程完全可以解释这些身体格式表征，因此没有必要再假设一个多余的表征方式（de Bruin and Gallagher，2012）。

五、镜像神经机制与心智阅读

无论如何，通过镜像神经机制，人类可以模拟他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对他人动作的识别和行为意图的理解。虽然这可能并非人类相互理解的唯一机制，但是却可以为这种理解和认知过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人类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不仅具有各种形式的心理状态和体验，而且还具备了认识这些心理体验和状态的能力。通过内省，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同时，以他人行为动作和言谈举止为基础，我们也对他人的心理状态有了理解和认识。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和理解就构成了心智阅读的主要内容。


心智阅读的主要功能有三：第一，理解和解释。通过心智阅读，我们不仅了解了个人自己的意愿和动机，也理解和识别了他人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各种类型的人。这些人行为的方式是类似，但是深层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心智阅读而识别行为的意义，就会被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淹没，从而产生极大的困惑。心智阅读能力通过赋予各种行为以意义而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适应；第二，预测和预期。心智阅读赋予我们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这种预测和预期能力是我们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所必须的。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他人的行为，就会对社会交往无所适从，从而给人际交往和互动带来极大的障碍；第三，操纵和影响他人。通过心智阅读，我们多多少少了解了他人的意愿和想法。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掌控现有的信息和资源，达到控制和影响他人行为的目的。当然，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准确地了解他人的目的、动机和欲望。


在心智阅读研究领域，存在着三种主要理论观点。最早出现的是理论论（theory of theory）。这一观点的主张者声称，人类具备了一种所谓“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能力，即对他人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有着一般性的了解，就像人类对于自然界有着一般性的揣测那样。这种一般性的揣测能力促使我们形成了对他人心理的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对于我们成功地应对生活事件、妥善处理各种人际事务是必须的。尽管人类每时每刻都在利用着这种理论，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这类理论的来源和构成方式。这种理论具有内隐和缄默的特性：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理论为社会交往服务，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理论是怎样得到的，也不知道这种理论是怎样构成的。一些人认为这种理论的获得是人类进化和适应的一种表现。那些具备这类理论知识的个体为环境所选择，而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个体则被淘汰。通过遗传，这种能力成为人类的一种固有属性，在儿童发展早期逐步显现出来。另外一些人反对这种先天论的观点，认为这种能力的获得是一种后天经验的建构，其形成方式同职业科学家提出假设和进行假设验证，从而形成理论的过程在性质上是类似的。


解释心智阅读的另外一种有影响的学说来自于经济学领域的“理性人”假设。经济学家假定，作为经济决策主体的人是充满理智的，行为规则是理性和意志，既不会盲从，也不会受情感左右。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在理性规则的支配下。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收益
 。这是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符合理性规则。这种观点沿用至心智阅读领域，就形成了心智阅读的“理性论”（rationality theory）。

理性论认为人们使用理性原则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归因，对其行为进行解释。依据这种观点，在读取和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时，人们在无意识里默认他人在信念、偏爱和决断方面是理智的。在任何判断和决定做出之前，人们都会对所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理智地做出决定。而读取他人心理状态的过程就是应用理性规则解释他人的行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论。在这一基础上，达到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读取或理解。


心智阅读领域目前最流行的观点是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有关模拟论的观点在本章第二个部分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我们仅从心智阅读的视角分析模拟论的特征。模拟论拒绝理论论的观点。认为在读取他人心理状态的过程中，人们采用的并非是基于已有理论的推理，而是采用“共情”（empathy）的方式，把自己置于被读取者的境地，转换认识视角，从他人的立场和观点分析和认识问题，从而得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首先“假装”（pretend）自己具有被读取者的态度、愿望、偏爱、情感和信念等等，然后把利用自己的心理资源对这些虚假的心理状态进行认知加工，从而得出一个有关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并把这种心理状态投射至被读取者。这一过程完全是“离线”（off-line）的，其形成过程并没有通过认识者自身的感觉-
 运动系统。它仅仅发生于中枢，与实际行为无关。但是具身模拟的研究却显示出，模拟过程由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而与身体感觉和运动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具身模拟强调了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在心智阅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模拟的必要条件是“共情”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共情能力是以具身的模拟机制为中介的，也就是说，共情是通过激活我们自身同样的运动、情绪和感觉经验的神经通路而实现的”（Gallese，2009）。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镜像神经机制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Alegre et al.，2011）。

本章前面曾经分析了镜像神经元的特征。镜像神经元的典型特征是它在操作和观察阶段都可以被激活。“对于他人行动的观察诱发了观察者大脑中运动中枢的激活，而这种激活类似于观察者在计划和执行这一行动时大脑中枢产生的激活反应。这两种激活之间的类似性使得观察者能够直接地理解他人的行动，而不需要任何推理的过程”（Sinigaglia and Rizzolatti，2011）。

镜像神经元在操作和观察两个阶段皆被激活的事实说明心智阅读并非是一种单纯的中枢加工过程，而是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他人心智的阅读或理解是基于身体和源于身体的。我们是从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和运动意象出发去理解他人的行为意愿和情感体验。对他人心智的阅读因而呈现两种形式：


以镜像神经机制为基础的心智阅读的一种形式是源自于自身内部的阅读。假设一个钢琴家在一架消音的钢琴上给他的学生演示性地演奏一段名曲。他不时地用一些无意义的手指运动蒙骗学生。在他的学生中，有些是初学者，有些在钢琴演奏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那么，那些具备一定演奏基础的学生立刻就察觉到老师的错误，而那些初学者则一脸茫然。为什么那些有基础的学生立刻就能察觉到老师的骗局呢？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演奏钢琴的手指运动体验。当这些学生把教师的动作和自身的动作经验进行对照时，就很容易发现教师的错误，而那些初学者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手指运动体验而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种心智阅读是基于自身运动体验而产生的，其判断的来源是身体内部的。


镜像神经功能的主张者早就声称对于他人动作的理解建筑于自身的行为库。观察者把观察到的动作与自身行为库中的动作进行匹配，从自身的动作经验确定所观察到的动作的意义。但是对于他人心智的理解并非完全建筑在所观察到的他人动作与自己动作经验的匹配上，许多动作可能是观察者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我们也能理解。例如，看到有人向自己扔石头，猴子会本能地躲避。猴子从来没有扔过石头，猴子的动作库中并没有扔石头的动作体验，它为什么能理解扔石头的意义呢？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编码的动作的意图。意图并不在自己的动作库中，之所以能理解，是基于情境和推理过程。这种对他人心智的读取过程是基于情境经验的，因而这种心智阅读的来源是外在的。


六、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对身心关系的意义

在身心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二元论和一元论的争论。这个问题既涉及物质和精神之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又涉及意识之本质的定性问题。因此围绕着这一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二元论视这个世界由两种不同的实在构成，即物质实在和精神实在。这两种实在有着截然不同的属性，即广延属性和思想属性。广延属性是物质实在产生的，思想属性是精神实在产生的。但是这两种实在是什么关系？不管是平行论还是交感论都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之对立的一元论要么只承认物质实在，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只有物质，所谓精神只不过是物质世界的一种表现而已；要么只承认精神实在，认为心灵是最本质的东西，一切物质实在都是由心灵派生出来的。科学发展已经否认了唯心一元论。所以唯物一元论占据了主流。


二元论和一元论之争最初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辨。但是当这个问题还原为身心问题时就与科学产生了联系。心理学家首先接受了二元论，因为二元论为心理学划定了一个领域，成为心理学独立的理由：既然这个世界存在着物质实在和精神实在，物质实在的研究有了物理科学，为什么不应该有研究精神实在的心理科学呢？行为主义产生以后，一元论开始在心理学领域盛行。行为主义采纳的是“取消主义”路线，否认作为精神实在的意识和心理，把物理性质的行为视为唯一的实在。但是这种极端化的观点遭到60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家的激烈反对。在信息论、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下，认知心理学家在“认知”的名义之下恢复了对意识和心理的探讨。“精神实在”再次成为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循着二元论的思路，传统认知心理学视心脑的关系有如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的关系。这种认识蕴含了这样几点假设：第一，大脑是心理和意识的中心，是“灵魂”的所在地，身体的作用仅限于为大脑提供输入信息和执行大脑发出的指令；第二，“心”的性质同“脑”的性质截然不同。心、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实在。既然心脑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而软件和硬件虽然是组成计算机的两个不同系统，但是两者之间可以剥离，即软件不依赖于硬件，且硬件也不能改变软件的性质。从这一角度看待心脑关系，则心理过程虽然运行在大脑中，却不依赖于大脑，从理论上讲可以与大脑分离；第三，心智在本质上是计算性质的，心灵是“计算的心灵”。计算机的计算是依据一定规则对剥离意义的抽象符号的操纵和处理，心智的计算过程同样如此。心智处理的是剥离了感知觉，脱离了具体感知-
 运动通道的认知表征。这些表征是抽象的、符号性质的，如声音、字词、图形等等。这种理论假设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思想。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突破身心二元论提供了可能。“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支持了很久以来就存在的一种观点，即‘思维是具身的’……这种观点同那种把脑看作是通过一个输入和输出装置表征思维的更为传统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具身认知所强调的是，知觉和动作紧密交织，思维并不依赖于非模态的、抽象的符号，而是由现实世界的真实事件、身体状态、行动的内部表征的模拟构成的”（Corballis，2010）。这样一种观点把动作的执行和动作的知觉结合在一起，视观察过程与身体运动过程相融合，心智不再是一个可以脱离身体的抽象符号加工装置，克服了二元论在身心之间所设置的障碍，为人们正确认识身心关系开辟了新视角。


镜像神经元把作为认知过程的理解和判断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相比较而言，镜像神经元的激活似乎导致了被观察行为的内部表征。这一内部表征为理解他者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模拟的模型。通过把他者的行为与我们自己的运动表征进行比较和匹配，我们就可以破译他人行为的目标”（Aziz-Zadeh and Ivry，2009）。在这一过程中，动作的知觉和动作的执行使用的是同一神经机制，知觉、理解、判断和预测等认知过程建筑在镜像神经机制的基础上。由于有了镜像机制，个体通过具身的模拟，在内部执行观察到的行为动作，从而达到对他人行动目标的理解。


通过镜像神经机制而进行的具身模拟把知觉和动作、理解、判断等认知过程与身体感觉运动系统相互结合、紧密交融。身心在此不再是“两元”，而是“一体”。前文曾经指出，具身模拟强调的是被观察个体的身体和认知状态的“再使用”，以便产生与之相似的体验和破解被观察个体的动作意愿，“具身模拟理论赞成‘再使用’作为心理模拟的核心观念，并且假定镜像机制之所以能贯彻心理模拟，恰恰是因为由于某种目的而使用的脑和认知资源因为其他目的而再次使用”（Gallese and Sinigaglia，2011）。例如，顶叶运动前皮层区域的激活通常条件下服务于执行某个单一或复杂动作，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在观察他人类似动作和分析他人动作的目标时，这一区域也被激活。这一过程是一个原有皮层区域的“再使用”，说明观察者产生了某种心理模拟。另外，这种心理模拟是“具身的”，是具身模拟。具身的涵义是：“深深地根植于、依赖于有机体身体的物理特征，即除大脑之外的身体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重要的因果或物理构成性角色”（Wilson and Foglia，2011）。模拟过程所利用的认知和身体资源是身体格式的，是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所以这种模拟是具身的，而不是离身的。这样一种观点强调了观察与执行、理解与动作的一体特征，有效打破了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


通过镜像神经机制而实现的具身模拟把二元论视野中的身心分离转变为身心一体。“有关标准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的研究重新定位了身体运动系统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整个图式中的角色，对于超越身心分裂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Garbarini and Adenzato，2004）这样一种观念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对于长久以来被身心问题困扰的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身心并非对立的二元，而是紧密结合的一体。身体的物理和生理过程与意识和心理过程是有机体环境适应活动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活动。镜像神经元之所以能在动作执行和动作观察两个阶段都被激活，就是因为知觉和动作隶属于同一脑区。这有力说明了身心的一体特征。


第二，认知、思维、判断、分类等所谓的高级心理过程同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是密不可分的。传统上，心理学家接受二元论的观点，认为高级心理过程处理的是抽象符号，同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没有关联。感觉运动系统仅仅是传输外来刺激的载体和接受中枢指令的受体，发生于中枢的“高级”认知不受这些“低级”过程的影响。但是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揭示出抽象思维等高级认知过程对于身体感觉运动系统的依赖性，也揭示出心智过程对身体的依赖性。具身认知的核心观念正是建立神经科学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基础上的。


第三，镜像神经元在动作执行和动作理解过程中都被激活的事实表明，大脑皮层的功能划分可能并不像原来认为得那么严格。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对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划分一直存在着争论。最早的颅相学主张，心灵可分成许多官能，头盖骨的形状与心灵的官能相关。因此，从头盖骨形状可以推测一个人的心理特点。由于颅相学缺乏科学的依据，很快为科学界所抛弃，但是却造就了脑机能定位说。脑机能定位说主张心理功能定位于大脑的某个区域，各个区域各司其责，虽然有联系，但是其功能是独立的。例如，主管运动的中枢独立于主管视觉、听觉等感觉中枢。虽然这种观点受到脑机能统一说的挑战，但是由于统一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脑机能定位说一直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特别是进化心理学的模块学说更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强化了脑机能定位说。但是镜像神经元的双重功能对脑机能定位说造成了一定的挑战。镜像神经元在动作的执行和动作知觉两种条件下都变得活跃，这说明大脑皮层在功能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域划分，主管身体运动的区域同样主管动作意图的理解。因此，或许我们应该对脑机能的整体特征有更清醒的认识。








第七章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

具身认知的中心思想是：“心理过程受到身体，包括身体的形态、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影响”（Glenberg，2010）。传统上，身体在心理学中要么被视为一种心理过程的“载体”，或者是一种“生理机制”。心智或认知是可以离身的（disembodied）。心理学家极少考虑身体对认知的塑造作用。具身认知观针对离身认知的缺陷，倡导人类认知过程建立在身体及身体与情境互动的基础上。人类通过“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身心合一观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中国古代思想历经几千年的沉淀，从春秋时期开始孕育，在各朝代均得到中国所特有的优良传承，从而形成一个以“气”为根基的庞大理论体系。气最初引申为天地之气、阴阳之气。气还被引申为既可长寿，还可长心长德的血气（杨儒宾，1993）。气逐渐被深化与内化，既为天地万物之本，亦为人的身体之本。人的身体与环境之间以流动的气为介质、以修身为根本渠道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本质统一。可见古人充分发挥身体的主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融合，通过“体知”来认识人自身与世界。


一、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身体观

与西方古代身心二元论迥然不同，中国古代身体观中的身体并未曾脱离大脑，甚至，也未曾脱离环境。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身体既有着生理器官的机体层面，又有着与天地相贯通的精神层面。具有多重属性的身体，其角色也是多样化的。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其作为实践主体的角色了。日本学者汤浅泰雄在研究东方身心观时曾说：“身心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推测，而是一个实践的、生存体验的、涉及整个身心的问题”（汤浅泰雄，1990）。身体在实践，心智也随着在实践，身与心无法分离。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极具代表性的思维模式。人与天又如何能合一呢？在古人看来，人与天之间的相通之处乃“气”。接下来，本文将分别从古代宗教与传统医学、儒家、道家、佛家、理学六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古代的气化身体观。


1.贯通身体与天地：宇宙本源之气

“气”是中国古代身体观的根基。《难经·
 八难》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气构成万物并遍布于天地之间，是万物演化的动力和世界多样性的根据，是宇宙的本源（刘长林，1993）。诸子百家之前，气化的身体观主要集中在宗教与传统医学领域。礼起源于古人效仿自然规律的仪式（邱衍文，1991）。《左传》对礼的解释是：“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助宣气、人助天时、宣养六气”的意义正是中国古人通过礼乐祭奠等仪式与天地相通，以促进自然的丰沃能力，而使农作成长丰收（杨儒宾，1993）。晚周时期，礼乐便有从宗教仪式向人文精神制度的转向。礼仪逐渐转向成为人在社会上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制度，也是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制度。


从传统医学来看，人的身体除了由脏腑经络、血等器官和津液组成，最为重要的是贯穿体内体外、有着升降出入的平衡运动的气。气在人体内起着推动、温煦、防御、固摄作用。传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发病学、辩证法等皆是建立在气学说的基础之上（王明辉，2005）。《吕氏春秋·
 尽数》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对人的认识是，人是精神和形体的统一体，气贯融于其中（馆野正美，1993）。细化到人体内脏腑的精神功能，则是《素问·
 宣明五气篇》中所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所藏。”血气在各脏腑的流动情况，也会引起不同的精神症状。如“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
 天元纪大论》）；“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而人的喜、怒、思、忧、恐也会产生对人体脏腑的功能影响，从而形成疾病。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身心互动理论（官锐园，2002）。

《内经》说：“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人体被古人视为小宇宙，与大宇宙同为气的容器。此处，所谓的容器不仅是一种机械论上的物质性工具，更是实践论上的功能性主体。根据文献资料，气功是古人从战国时期便开始形成的一种身心修炼方法。通过呼吸训练来探索宇宙真理以及达到身心皆与自然宇宙同一的境界。


2.先秦儒家：仁礼归身体

杨儒宾先生认为儒家身体观有三种原型：一是礼仪的身体观，也就是社会化的身体观；二是心气化的身体观，强调心性论与身体论的有机关系；三是自然气化的身体观，强调自然与人身均是气所形成（杨儒宾，1996）。孔子“仁礼合一”的践仁观在继承周礼的同时融合了对身体的道德修养之道，也包含了身体政治论。到了孟子才有对身体明确的定义，孟子提出了“心（志）—气—形”三相合一的身体观，并把人区分为“小体大体”。他将气与道德心、良知结合。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身体是道德心、良知的体现。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
 尽心上》）。君子的道德光辉可通过躯体而得到展现，躯体不仅是生理机体，还有着精神化的向度，与性、天相通。孟子的小体大体实为一体。人的形体是小体，与性、天相通的心则为大体。随着德行之深化，小体向大体转化。孟子的养心与养气之间的互通，是建立在气为身心互相转化的中介的基础上的。荀子则从社会性向度来定义身体，他极其重视礼对身体的塑造。礼在对身体塑造的过程中，也塑造了心智，所谓“治气养心，莫经由礼”（《修身篇》）。荀子说：“礼，体也”（《荀子·
 礼论》），身体通过礼仪得到展现，要认识人的身体必须通过社会群体来认识，“礼能弘人，人更能弘礼”（杨儒宾，1996）。孟子在《尽心上》提出践形说：“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形”是指充分实现学者的身体（杨儒宾，1996）。荀子在《劝学篇》中提出美身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 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孟子的践形说与荀子的美身说都有着同一个理论预设：身体之形态与心性是相通的，准确来说，是同一且互为塑造的。


儒家的身体政治论认为治国与治身是相通的。修身有道的国君有治理好国家的能力，民众修养身心的同时则有利于国治民安。《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外，儒家将身体各器官等同于政治系统中之官职，以器官模拟官职以论证官职重要性不同比重（黄俊杰，2008）。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主如腹心”（《孟子·
 离娄下》）；《春秋繁露·
 天地之行》说：“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


3.先秦道家：思考的身体

道家极其重视气，认为气是天下万物，包括人自身的本原。《庄子·
 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有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道家早在老子时期便提出了关于气化身体观的学说，《老子》中提出“神、气、精”的概念，随后道家建立了由形、气、神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组成的身体观，提出以气为本、形神相卫的养生学思想（胡孚琛，1993）。《淮南子·
 原道训》说：“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因此，道家通过练气以达到形神不离，人道合一。事实上，道家的养生学思想是通过改变心性来使气的结构发生转变的。庄子在《人世间篇》中论心斋一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此处的听并非是指耳朵的感官作用，而是一种对事物亲身体会的隐喻。人体内的气的结构改变，也就相当于人的生理结构改变。《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庄子在《养生主》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将以上的“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缘督以为经”还原至当时的古代医学思想环境中来看，便是圣人修炼精气后的打通奇经八脉后气通天地的生理结构状态（杨儒宾，1987）。

道家的道不可言说，只可亲身体证。道家对身体的关注是本质的，道家反对礼节，注重对人生的亲身体验。道家认为身体是思想的主体，是身体化的（embodied）思维。庄子的《逍遥游》中“鲲化而为鹏，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充满了一种对身体的大胆想象，《齐物论》中庄周与蝴蝶之
 间的身份转换体现了身体的泛化。梅洛-
 庞蒂强调身体的情境性（situatedness）为思想的必要成分，而庄子通过对身体的“关注、泛化、虚己”被吴光明先生视为一种身体思维的情境性格，他认为庄子虚己以致“槁木成灰”来容纳万物的境界如同梅洛-
 庞蒂的“风景在我里面思考自己，而且我就是它的意识”（吴光明，1993）。

4.佛家：心色不二的身体

佛教的身体是“不二五蕴身”，是心智与色身交织、互相影响的统一体。佛家的“蕴”是积聚、类别的意思。五蕴分别指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其中色蕴是身体的物质属性，而受、想、行和识等四蕴指身体的心理属性。心色不二是身体的基本属性，身体是与物质世界同一的（石文山，2010）。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结合了“气论”以及儒、道等流派的思想而发展成中国的佛教。佛教思想中的身体观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身体观的特色。僧肇在《不真空论》中“物我同根，是非一气”的人生观被认为是佛教与道家气论结合的根据。随后的宗密还将心、气、身结合起来，他说：“识是正因，气是助缘。心识能知一切境，能作种种事。阴阳气则能成骨肉躯质”（木村清孝，1993）。

佛教和道教在修行方面是有着一定的融合度。佛教的禅修以身体为基础，通过冥想和调整气来放空身心，通过体认佛性达到超脱与安乐之极的境界。而佛家与道家对于身体修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道家追求的与道合一是人的身体从深层次的根源上与天地万物之气同游，而佛家追求的是超越心色不二的身体和世俗经验的同时体悟神圣经验。


5.宋明理学：身体修养的工夫论

先秦时期建立的身体观原型是先秦时期之后各思想家创立理论体系的理论预设。以儒学为主，融摄佛道两家精华的宋明理学深刻而系统地创立了新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张载提出了“太虚即气”、“天地之性”的宇宙本体论以及“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工夫论，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
 太和》）；“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
 大心》）。二程认为“人伦之礼即天理”，仁心化身而成为大身体，与天地万物同一。程颢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宋元学案·
 明道学案》）。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的朱熹提出“性即理”的宇宙本体论和“格物致知”的工夫论，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语类》卷十八）总的来说，新儒家对于身体修养的工夫论大多继承了孟子的心性论和践形身体观，在此不作进一步论述。


儒、道、佛三家的身体观各有特色，但都在探索修身之道的过程中让身体得以成为真正的身体。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身体因气提供了以与天地万物通感的理路，通过修养而得以与宇宙存在的一切属性同感相联，而人也成为了宇宙的创造者、参与者、护卫者（杜维明，2001）。身体的属性和功能不断地多元化，其中最为本质的就是身体对世界的感知与回应。身体是有心智的身体，心智是有身体的心智。梅洛-
 庞蒂认为人是物体中的一个物体，意识是一种体验，而体验就是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本质的融合（Maurece Merleau-Ponty，1945），这不就是“天地万物与我同一”的思维方式吗？君子修身，是因为从内在的心智到与外在的世界之间有着身体主体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心”与“知”

1.心能知能思

“心”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定义就如“身”的定义般具有多重而复杂的属性。若是在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始末的基础上，整理出各家各派对“心”的一般定义，“心”既为主体意识和心理活动，有思、虑、智的多种功能，亦为道德伦理观念，是情也是意（张立文，1993）。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心是能知能思之官，对心的认知功能各家各派有着共同的认可（张岱年，1982）。

心在儒家思想中的确切地位是孟子给予的。孟子明确提出“心之官则思”（《孟子·
 告子》）、“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
 解蔽》）。荀子同样体现了对心的重视，但荀子更注重心的主体意识功能，认为人经过心的思考、判断的功能才可以明辨是非、善恶。同时，荀子认为心要能明辨是非，就要经过修行，最终达到虚一而静的大清明心（杨儒宾，1996）。荀子的大清明心与道家的虚者心斋可说是异曲同工。相对儒家来说，道家追求的心更为纯粹，是与道合一的虚静自然之心。《天道》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心要虚静，便要无心，无心去掉人心的智与欲，才能与道合一（张立文，1993）。佛家也提倡无心，也就是心体空无，须无执为心。佛家认为心作万有，心是万物的本原。心既是净秽，也是正邪。心因为有着主体意识和认识功能，才可以让心对外物不执着，可以领会真理。东晋佛学家僧肇说“佛无定所，应物而现，在净而净，在秽而秽。美恶自彼，于佛无二……故能生真净心，知佛平等，而应迹不同”（《维摩经注·
 菩萨行品》）
 。

2.心之知在于行：知的身体基础

可见，心的认知功能自古便受到各流派的重视，而心之知的过程与机制，各流派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儒家的心是仁义礼智之心，知则更多的是良知、道德意识，儒家思想始终高度融合了认识论与伦理学而成一体系。提出“知行合一”说的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文成全书·
 文录·
 答友人问》）。他认为知与行同时产生，且不分先后。王阳明在《传习录》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如果不身体力行，就无法得到真知（汤一介，2009）。可见王阳明认为身体实践对认知的影响是何其重要。有学者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原型就是孔子的知仁与行仁合一（王晓昕，1997）。荀子认为知是建立在感官经验的客观基础上的，他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正名》）。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儒效》）。既然知是依赖感官经验的，行是感官经验获得的重要渠道，知也就离不开行。儒家从孔子起便有重行的传统，儒家重行的前提是因为有心对身的控制，重行的目的在于用仁心压制人的私欲，通过身体力行的道德修养至圣。知在道家思想中的定义也是认识论上的涵义为主。道家反知，认为人只有从感官及理智活动中全面撤退，撤退到人的“神明”，以让心灵至虚守静，才能真正与道结合。对于知，道家追求的是无知之知。庄子认为知永远都是相对的，《大宗师》说：“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认识活动依赖着人无法决定的条件，人无法认识事物的全相，因此庄子的真知便是无知，也就是以体道为真知（刘笑敢，1988）。佛家认为身体是心存在的基础，《正法念处经·
 卷二七》说：“心无有处所，积集不可得，以无身体故，不可得捉持。”但同时，佛家禅修的目的也是无心无知无为，体悟万物皆空的佛性。僧肇曾论证心既是无为，也是无所不为，心既有体悟真理的认识功能，也有着寂静无为的状态（张立文，1993）。他在《肇论·
 涅槃无名论》中说：“圣心不有，不可谓之无；圣心不无，不可谓之有。不有，故心想都灭；不无，故理无不契，故万德斯弘；心想都灭，故功成非我。所以应化无方，未尝有为；寂然不动，未尝不为。经云‘心无所行，无所不行’。”


身体在王阳明看来也是良知的体现，他说：“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传习录》）。知与行合一的根源是因为心身合一。身心合一在儒、道、佛三家思想均有体现，这种合一不只是主体上的合一，也是功能上的互相塑造与影响，身体的行在影响着心知。


三、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身心互动

1. 身体的主体性

中国古代思想是“身、心、世界”为一，其中身处于一种关键的能动性角色。古人并非否认心智对身体的控制作用，只是更多的是强调身心之间的互相影响，并将修身之道处于一种绝对的地位。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必先要修身。以气论为根基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古人极力追求的是人体与自然、宇宙的融合，这也奠定了中国古人用身体感知世界的认知方式。古人追求的境界固然是超越的，是一种超出躯体之外的道。道在儒家看来是道德实践所获取的道，而在道家看来是不可言说、只可亲身体会的道。儒家的身体纵然有着多个面相，既是社会化的身体，也是精神化的身体，既是气化的身体，也是受心控制主宰的身体，但每种身体都是包含心气的身体，因此身体也是身体主体（body subject）（杨儒宾，1996）。

梅洛-
 庞蒂将身体视为不可被还原的本原，身体的属性被指向为一种非人称或前人称的主体性。在梅洛-
 庞蒂这里，身体变成某种无意识的东西。对于梅洛-
 庞蒂的“身体主体”，笔者认同杨儒宾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身体既然不是和万物并列的being，而是可以体现其精神作用的交感体，因此理解此词最好的方式，恐怕还是经由东方的体验之心性形上学”（杨儒宾，1996）。何为“本原的身体”？在胡塞尔看来，身体所熟悉的触摸具有可逆性的特征：我用右手触摸左手，感知左手，突然右手成为被感知被触摸的对象。身体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主体，而是一种自我扩展的感受性（Barbaras，2009）。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的修身论早已有了：在气化身体观的理论预设下，儒家的德之气于体内使身体与天地通感，道家的练气使生理结构改变从而产生转化感官功能的过程。


2. 身体与认知的互相塑造

西方现代具身认知心理学强调身体对心理过程的影响，身体则包含了身体的形态和感知运动系统。宋明理学后期的大思想家刘宗周说：“人合天地万物为一体，尤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为心”（《刘子全书》）。也就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身心之间如何产生影响呢？修身的主旨是为了修心，从身体的修行出发，让人的心灵与人格得到塑造，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转变。修行时身体的所知、所感、所行均可产生一种形体主体向意识主体的逆觉的过程。古人对心性修养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良知或得道，在良知和得道的背后有着更强大和深邃的动机，那就是从“气”的根源上与宇宙合一。当心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养，人的躯体外表也会随着产生一种由内向外的变化。前文对儒道身体观的论述中已提及心性修养可使身体形态发生转变，也就是孟子的“生色说”、荀子的“美身说”、道家的“养生说”。身体的修养使心成为道德心或是获得真知，而心美则身美，儒家认为君子之心会通过身体美态得到展现，在孟子的理论中被称为“生色”，而特别注重感官经验的荀子也认为人的躯体会随着治心养气而发生转变，他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不苟篇》）。他还提出了“君子之学以美其身”（《勤学篇》）（杨儒宾，1993）。道家无心无为的体道方式最终通往无我、物我同一的体验，庄子在《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最终，身心相映之本源在于气，身心真正修至得道，乃得以与天地相通，万物与我同一。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身心之间的影响是互涉型的。身与心互相嵌入，互相融合。又或者说，中国古代思想的“身、心、世界”体系是三者始终互为贯穿。


3. 社会情境中的身体与认知

中国古人对身体的超越可视为一种与世界彻底成为一体的境界。这种毕竟是得道成为圣人的境界，普通百姓始终难及，只能不断实践修身之道，此时身体是与具体的社会政治情境密切互动而发生功能性之关系的“身体”。自从孔子继承并改造了周礼文化，儒家的历代思想家均十分重视礼仪文化的传承，荀子更是从社会性的礼仪角度来重新认识与定义人。礼对于儒家来说，不止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展现与沟通，如《论语》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儒家的“修身”是在社会国家中修的身，而在社会国家这一环境如何修身，儒家则遵守着一种严明的家国一体的伦理制度（李伟民，1996）。《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也。”儒家对于人际关系是从“亲疏”和“尊卑”两个认知向度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的（黄光国，2006）。只有遵循这些原则，人才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道家认为这种伦理制度只会造成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残害，让人人都有了争名夺利的野心，从而导致社会动乱。道家认为，圣人应该实行“无为而治”，退居“辅万物之自然”的位置，人民就可发挥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来享受自由发展的空间及和谐的社会氛围（刘笑敢，2008）。因此，道家的无为学说并非是不注重人的社会性，相反，道家正是深感人的社会性的弊端才提出无为学说。《老子》说，“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中国古代思想对人身处的社会环境如此注重，未曾脱离环境去谈人以及修身之道。


梅洛-
 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说：“拥有一个身体，这对于一个活的生命来说就是参与到一个规定的环境中去，与某些筹划融为一体，并持续地介入到其中去”（梅洛-
 庞蒂，2012）。可见，梅洛-
 庞蒂也主张身体是实践的，是参与到环境中去的。现代西方具身认知观除了强调心智的具身性之外，也是提倡将身体还原至环境中去。从身体与环境互动的关系中认识身体，环境属于认知的一部分，这被称为身体的情境性。中国古代思想中身体的情境性也不仅仅是考虑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人的影响，更是出于一种身体与世界有着本源上的同一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路。


4.身体的隐喻

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古老并影响深远的方式，通过使用身边的具体事物的共相来对抽象事物、新事物进行比喻而使新旧事物得以联系（维科，1997）。《周易·
 系辞传》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国古代存有着大量的隐喻例证，其中对身体的隐喻是极其丰富的。首先，古人把身体视为小宇宙，世界视为大宇宙，因此古人对身体的修养定位至顺应四时、天人合一的统一体。其次，前文所述的古人修身之道，无可否认的是处处彰显着身体隐喻的建构，如儒家的礼学和身体政治论（黄俊杰，2008），道家“鲲化为鹏”等的神话（叶舒宪，2005）。最后，汉字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也包含着深刻的身体性。汉字处于象形文字时期便是根据身体部位所创造的，现代汉语中以人体词语来隐喻情绪、空间、社会地位等例子比比皆是，如心惊胆战、铁石心肠、大手大脚、一手遮天等（李树新，2002）。此外，中国传统书法对字之形神、筋骨、血肉及气息、气脉的讲究，均与身体相关。汉字文化可说是中国独特的“气—场域”身体文化的典范（周与沉，2005）。

概念隐喻是现代西方具身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范式，这种阈下的概念转换大部分是与身体有关，也即是有着具身性（殷融，2013）。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身体隐喻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浓厚的人文色彩，然而其理路也是确切而清晰的。目前，结合跨文化视角开展具身认知研究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伍秋萍，2011）。

四、小结

后期的梅洛-
 庞蒂逐渐偏离在知觉现象学中的身体意识化，他提出了身体是由与世界有着同样质料形成的命题。中国古代身体观的身体比西方具身认知观的身体多出的生理属性——“气”就是与世界同一的质料因。在气论延伸下，中国古代的身体较之西方具身认知观的身体更显深层次与多元化。中国古代思想对人这一存在的认知带有浓烈的情感性和伦理性的主观色彩，身体的重要性与主体性更多地是出于对功能性的考虑，而不是认知产生的过程。“体知”这一名词在汉代便有古代学者提出，《后汉书·
 律历志上·
 律准》说：“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也已有现代学者关注到中国古代的体知观与现代西方的具身认知观是十分近似的，黄俊杰先生认为“体知”深深地浸润在社会文化传统之中，而中国古代思想认知活动的身体基础也是得到了汤浅泰雄、杨儒宾等学者的认可（黄俊杰，2009）。因此，说中国古代思想的体知观乃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具身认知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的。


中国心理学发展至今，到底该如何建立中国心理学是各学者关切的问题。不管从文化角度上，还是从科学角度上来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值得成为国内学者研究中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西方心理学在发展了两个世纪才兴起了具身认知观，倡导对身体的关注，反对身心分裂，而中国在几千年前便是如具身认知观般关注人的身体。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使用中国具身认知范式开展心理学研究，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研究层面都将会是一种富含价值的促进。目前的问题是，对于现代心理学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化身体观有着多大的科学探究价值？若是从理论探析上来说，气论所带来的神秘色彩和主观感情色彩并不应该是使心理学家拒绝中国古代具身认知思想的原因。当今的具身认知研究也踏入了探索效应机制的阶段，若不考虑社会文化对人认知的影响，机制还真正存在吗？








第八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知”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作为复合词的“体知”一词并不多见，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体验为基础的体知思想却是丰富而深厚的。无论是先秦儒家的修身养性、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宋明儒学的“内在经验”的体验思想；无论是老庄的以身体道、道身不二思想，还是魏晋玄学的以无为体、圣人体无思想；无论是佛教的戒、定、慧的修行法门，还是禅宗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自家体悟等等。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知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知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即身—气—心一体贯通的身心观，其中，气处于身心两端之底层，身是气的凝聚在场，心是气的神妙发用。气充布、运行于有形之身，并与灵明之心互动、耦合。正是凭借气的运行，身心得以一体贯通，而身心一如。中国古代的体知思想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是融认识论、本体论和工夫论为一体的理论构架，一方面传承中国哲学的传统话语，并对中国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哲学置于现代语境，具有现代话语色彩。


一、中国古代体知思想的一般概述

“体知”概念首先是由杜维明提出，用以表示中国哲学思维的特色。那么，什么是“体知”？本节在辨析体知概念的语义基础上，通过对儒家、道家、佛教文本的解读，阐述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刻的体知思想。


1.体知概念的语辨

从语义学上看，“体知”是一个复合词，与中文里的“体会”、“体悟”、“体验”、“体察”、“体味”等复合词相关，在这些结构中，“体”是用作动词并与“身”相关联，含有亲身体验和设身处地的意思，如“以身体之”、“体之于身”、“身体力行”等。在日常生活中，“体知”不是表示知道“是什么”，而是表示知道“如何做”，即一种“会”的内化技能，如学骑自行车，不必去了解机械力学、肌肉结构、控制系统等知识，而是要身体力行、亲身实践，开始总是摔倒，经过多次亲身实践后，某一天居然“会”骑车了；学游泳，不必了解水的浮力、运动系统等知识，同样需要亲身实践，经过多次练习，突然某一天“会”游泳了；学弹琴，不必了解琴键和手指结构等知识，而是必须反复练习，开始时碰到困难，经过三番五次的实践后，居然得心应手，“会”弹琴了。这些日常生活的亲身经验的“会”一种技能，一种“体知”，它们与身体密切相关。会骑车、会游泳、会弹琴等都要经过“以身体之”才能知得真切，如同身受，从而获得真知。“体知”这种技能不断内化，熟练程度愈高，身体技能就愈趋于自动化。习惯成自然。幼童学步，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到学走第一步，从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这既是一种技能的飞跃，也是体知的质变。此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的，唯有当事人才“体知”到整个过程精微以及身体四肢的目的性功能。在这里，我们究竟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内化技能呢，还是因为内化了许多技能，我们才成为运用自如的身体呢？有人强调，身体不只是自然观念，而且是成就观念，我们受之父母的身体，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私产，而是天地所赐予的神器。我们的身体自呱呱坠地之日就已具备了丰富的资源和无限的潜力，但唯有通过身体力行的“体知”工夫或孟子所谓的“践形”工夫，我们才能了解和领会我们身体的全部内涵。的确，“我们要通过无数的体知才逐渐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并不拥有自己的身体，我们发现、创造而成为自己的身体，是各方面各层次磨练的结果”（杜维明，2002）。

从内化的技能来理解“体知”是日常生活层面或工具层面的“体知”，它表示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人生经历的磨练，体现自家受用的内在经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体知”的意义又不限于此，“体知”不仅是内化技能之知，也是自我意识的表现。例如，一个钢琴家的体知，绝不只是生活经验的积累，“真正成熟的音乐家不仅用钢琴来表现他的体知，而是把自己整个融化到表现体知的钢琴之中——钢琴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凝结自己感情和灵性的神器。我们甚至可以说钢琴已成为表现自我而不可或缺的身体了”（杜维明，2002）。可见，“体知”绝不是与情感和意志隔离的孤立的认知，而是融知、情、意为一体的认知。这种体知必然意味着创造转化。正如杜维明指出：有体知而不能因受用感而达到变化的功能，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体知”既要知又要行，而且是身体力行，以身行之。作为一种创造转化的体知，知而不行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体知”的实践意义，无论是儒家的美感经验，道德践履，还是宗教体验，都是“体知”的实践意义的具体表现。体知的实践意义上的创造转化必然导致自我意识的“气质变化”，体现了人格尊严。杜维明分别从感性、理性、智性和神性四个层面来解读“体知”的全幅内涵，其目的在于说明由“体知”的创造转化来揭示自我意识的人格尊严。所谓感性的体知是以身体的感性觉情为线索，具体阐释为何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官所体知的经验是人伦日常间不可消解的“神圣”作用，例如儒家“六艺”是从整体出发陶冶童蒙感性觉情的教育蓝本。所谓理性的体知强调心的统摄和综合作用，能“思”的心之官是通过升华而非排斥感性而达到内外交养的自知自明。“大体”之所以成觉“大人”，因求得“放心”，而推己及人，使得感性的资源（如“不忍”）逐渐发展，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地。由此，圣人通过“践形”工夫而展现人性的光辉。所谓智性的体知指的是智慧灵觉，体之于身的感性和验之于心的理性，为智慧灵觉提供广泛的经验基础。所谓神性的体知是基于感性、理性、智性三层体知之上的神明，从身体到心知、到灵觉，都是一气贯通，而不是单线否定或提升，心知不离身体，灵觉又和心知及身体密切联系，由此达到最高的神明境界。根据这一思路，“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感性、理性、智性和神性四个层次的体知通过相互交养而达到的天人合一的结果。概言之，“从感性、理性、智性和神性理解体知，是说明人为万物之灵的一个渠道，具体地说，人是有同情心、能够进行理性思维、具备灵觉而又可以沟通神明的动物。人的尊严即在于此”（杜维明，2002）。

由身体来进行认知，即“体之”，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特色。用“体知”指称中国哲学思维的特色，当属杜维明首创。对此有学者戏称“杜撰”：“‘体’后面跟着一个心理动词，连用起来，就表达一种由身到心的活动过程，‘体知’虽是杜撰—— 杜维明所撰—— 不过倒是合乎造句的原则，因为‘知’是一个心理动词，由于汉语里面存在着这些很普遍的‘体什么’‘体什么’的复合词，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身心兼用、身心相通甚至可以说身心打成一片的知觉活动在中国人生活中是多么的普遍。这其实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很熟悉的，习以为常的经验模式。杜先生的‘体知’这个新词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因为它能为我们生活里所熟悉的经验模式提示一个新层面的认识”（杜维明，2002）。不过，杜维明对“体知”一词的理解和运用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大部分人以杜维明的中文文献为文本，认为杜维明于1984年首次提出“体知”一词。但考虑到杜维明中英双语写作，这一考证是不准确的（张兵，2011）。在1984年，针对王弼“圣人体无”何以可能的这一难题，杜维明根据英国哲学家赖尔（G. Ryle）的《心的概念》作了一个区分：“‘认知’（to know that）和‘体知’（to know how）的区别”（杜维明，2002）。王弼所谓的“体无”不是科学之知的“认知”，而是一种包含“会”的“体知”。在1987年发表的《论儒家的体知—— 德性之知的涵义》中，杜维明用“知道”和“会”进一步解释了赖尔的两个概念：“to know that”意味着“知道是什么”之知，“to know how”意味着“知道如何做”之知。这两种“知”英文都是“know”，这就增加了概念的复杂性，但中文分别用“知道”和“会”来表达这两种“知”，从而避免了概念的歧义性。其实，早在1976年的英文文献中，杜维明在探讨宋明儒学的体验性特色时，区分了“How”（如何）和“What”（什么）的问题，进而指出“内在经验”是宋明儒学的创造性基础。


鉴于赖尔的“to know how”对“体知”的理解过于浮泛和笼统，杜维明后来常用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personal knowledge（个我知识或亲知）来解释“体知”。根据发表时间，在刊于1975年美国《人文》杂志的《先秦儒家思想中人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Human in Classical Confucian Thought
 ）中，杜维明强调，儒家传统中的“内在性”意味着一种被体验到的人的价值，一种对善的个我体知（“a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 good”）（杜维明，2002）。而且杜维明还用“personal knowledge”来解释“明明德”：“to cultivate our personal knowledge”。在访谈中，杜维明间或将“personal knowledge”称为“亲知”或“真知”等。波兰尼的“个我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又被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它与杜维明的“体知”概念的理解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对传统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观念持质疑态度，在认识论上为知识的科学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针对近代自然科学大肆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客观性、可实证性、非个体性等特征，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明确指出，知识具有个体性和默会性，例如许多技能是个体内化的结果，是不可言传的。可见，他和杜维明都强调知识的默会或体会的性质，从而拓展了科学知识的结构。真正的科学知识并非那种冷冰冰的客观的抽象的隔离的概念，而是包含个体性和默会成分在内。在这个意义上说，波兰尼的个我知识与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亲知”虽突出了“体知”的亲身体验之意，但仍未能阐明修身哲学的精微之处。受当代西方“embodied mind”或“embodied cognition”思想的启发，杜维明用“embodied knowing”或“embodied knowledge”来解释“体知”（杜维明，2002）。同样，“embody”一词也是比较早地出现在杜维明的英文文献中，如“embody the way”即是“体道”之意（杜维明，2002）。在写于1970年的《从宋明儒学的观点看“知行合一”》一文中，杜维明关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命题中的“知”的独到理解：“‘知’这个词并不仅仅暗指认识上的知，它同时也意味着感情上的认同或经验上的‘体认’（英文是用‘embodying’）”（杜维明，2002）。杜维明指出，“体知”的亲身体验并不意味着“体知”局限于“见闻之知”或“经验之知”。 以“体验”为基础的“体知”与“经验”之间是有区别的，这比较清楚地表现在杜维明对“体验”一词的英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上。最初杜维明用“experience”（经验）来表示“体验”，后来受马塞尔（Marcel）的启发选择了“inner experience”（内在经验），再后来受当代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embodied mind”的启发选择了“embody”（体验、体现）。


综上分析，杜维明对“体知”概念涵义的阐述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借用赖尔的“to know how”，后来借用波兰尼的personal knowledge来阐述“体知”涵义，最后切入当代西方语境“embodied knowing”或“embodied knowledge”。这不仅表明了杜维明先生学术视野的前瞻性和当代性，同时也体现了“体知”涵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杜维明的“体知”概念富有原创性和启发性，不仅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模式提示一个“新层面的认识”，而且具有现代性，赋予体知儒学以现代话语色彩。因为“以体验、体贴、体认、体证、体恤、体味、体察、体玩、体究所标志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性通过‘体知’进入到现代语境”（张兵，2010）。

2.中国古代文本的体知思想

从语源学上看，如同“身体”复合词在古代典籍中并不多见，“体知”这一复合词亦是如此，且出现比较晚近。根据相关考证，“体知”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律历》关于“律准”的论述：“音不可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随绝”（《后汉书·
 律历·
 律准》）。这里，《律历》说明了声音和文字不同，在古代，文字可以记载，流传久远，但声音则不同，它难以传递和延续，唯有以身体之，亲身体验，才能做到心领神会，心悟独见。这里赋予了“体知”以神秘色彩。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曾对此作了精辟评价，他首先指出作为为道之学，心悟独见优于庸众俗见，但就实践而言，任何学理都可传授和检验的途径，不可而无传，傲而无师，如果片面强调“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则可能导致“障道之面墙”、“至理之蟊贼”（叶适，1992）。尽管“体知”一词少见于中国古代典籍中，但以“体验”为基础的“体知”思想则古已有之。中国古代体知思想不仅蕴含在儒学传统中，而且体现在佛道经典中。


在《论语》中，孔子所关注的问题是以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为基础，这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都具有感觉能力的身体。身体不是外壳，不是手段，不是臭皮囊，而是身心交互的自我体现。儒家的自我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在人际关系中修身、修己的转化过程，是每个人必须亲身经验的人生之旅，即以感性的自然生命为出发点，通过伦理社会的教化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的整个历程。儒家是以美感经验为伦理教化的基础，并以伦理教化上通天道来完成“极高明儿道中庸”的身心性命之学。其实，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正是从美感经验起步，通过伦理教化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身体力行所展现的人道，不是排斥性的，而是涵盖性的，是要“上下与天地合流”的。这种人道的形成不是以外在的行为法则强加于人的抽象说教，而是在人伦日常中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在习礼、习乐的“身教”中正视视容、听容、头容、手容、足容的修养，以便把我们的身体从呱呱坠地的生物存在转化为真善美的具体体现。《论语·
 乡党》所描绘的孔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各种形貌神态，其目的是让我们体味孔子的一举一动都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礼乐化境地。“仁者人也”，孔子的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动物或上帝的仆从，而是在天地万物中最具感受性的存在。人的不忍之情或忠恕之道不是抽象说教，而是体之于身的切身感受。所以，孔子对人的反思所采取的途径“不是思辨的、冥想的或观念的，而是‘能近取譬’，以体验为基础的‘体知’。‘体知’既要知又要行，而且必须身体力行，是一种极为艰苦的反思。不过由这种反思所凝聚的人生智慧是丰富的、充实而饱满的”（杜维明，2002）。

《中庸》开篇阐述了君子通过对内在自我的慎独来体征天道和人性的须臾不可分离性。这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其实，天人合一是《中庸》的基本主题，它构成《中庸》所有哲学论述的基础。在这里，人道既不是以神为中心，也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指天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一方面人道要求具有使人得以存在的超越的根据，另一方面天道也要求得到一种内在的确认，而构成这种互动之基础就是“天人合一”的内在自我的体验和体证。这种内在自我的体证集中体现在《中庸》第一章第二节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中”是指一个人绝对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的平静的心灵状态，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最精微的品质。尽管这种品质是人性中先天赋予的本体论状态，但它又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设定，而是一种能够被体验的真实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是一种体现天地之“中”的存在，是通过人身上所固有的“中”而与天地参的。因此，这个“中”只能运用于“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而“和”则指“发而皆中节”时所取得的现实成就。“中”是人的真实存在的终极根据，即“天下之大本也”；“和”则是这一终极根据的自我表达的现实展现，即“天下之达道也”。根据《中庸》的思维方式，君子的修身之道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因为对人性中本源的宁静状态的体验不仅只是对这些喜怒哀乐基本情感未发之前所进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而且还是一种对终极实在所做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即一种“天下之大本”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在“和”的状态下实现这种体验，这里存在着差别和间隔。那么如何弥合这种差别和间隔呢？就《中庸》而言，这种弥合是通过“致中和”与“至诚”的自我修身的工夫来实现的。人不是在书斋中抽象思辨天地之“中”，而是在具体的人间事务中体验天地之“中”，使万物到达“和”的状态。这是一个无休止的修身成道过程，任重而道远，反身而诚。事实上，“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第二十章》），唯天下至诚，则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实现人性和物性的根本转化，从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


《大学》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以“体知”为基础的修身成德的进路过程。大学之道的修身成德的进路可概括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其中，“修身”以上为本为内，“齐家”以下为末为外，根据朱熹的理解，“修身”以上为“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为“新民之事也”。由此，大学之道是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标，以“明明德”和“亲民”为上达“至善”、下统“八条目”的中间环节，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具体的修身成道进路。在“八条目”中，《大学》强调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表明《大学》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修身首先要向内做工夫，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就是内圣；然后还要向外做工夫，即通过修身而成的德性导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事功领域。这一事功领域既是一种分途平行关系，又是一种蕴含递进关系。由此，大学之道正是通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工夫，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外王”领域而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最高目标的修身成德的进路过程。那么大学之道的修身成德进路何以实现呢？概言之，它是通过以“体知”为基础的身心上做工夫而逐步实现的。根据《大学》所谓的“皆以修身为本”和朱熹的“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来看，在身心上做工夫就是以“修身”所涵盖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相互关联的五个环节。就格物致知而言，《大学》释“格物致知”为“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在其补传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表明，朱熹坚持一条由外而内的进路过程，只有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才能达到致知即“吾心之所知无不尽”。如果有了持久的格物致知工夫，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2011）。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则坚持由内而外的进路，所谓格物致知乃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2012）。就诚意而言，《大学》释诚意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熹注曰：“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又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朱熹，2011）。所以，唯有诚其意，才知为善去恶，禁止自欺，使其恶恶如恶恶臭，好善如好好色。就正心修身而言，《大学》释正心修身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在这里，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此四者，皆心之用。然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心失其正。故“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朱熹，2011）。概言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一个自我身心工夫的过程。诚如王阳明所说：“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是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盖其工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工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王阳明，2012）。这里，“体之惟一”的“一物”就是自我身心，它属于“知”的层面，“用之惟精”的“一事”就是工夫，它属于“行”的层面。这种自我身心上做工夫，就是身心互动，内外呼应，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道德践履的体知过程。唯有在自我身心上持续做工夫，道德主体才能身体力行，修身成德，趋于至善，大学之道最终得以证成。


在身心关系上，孟子通过“大体”和“小体”的辨别来说明身心交互关系，进而又通过“知言养气”的工夫来揭示气贯通身心、身心相互转化的一体论思想。所以，孟子的“身”不是纯粹生物的躯体之身，而是充盈精神的德性之身；孟子的“心”不是抽象的纯粹的意识，而是能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因而充满知情意各种潜能的实感，心的实感是通过身的觉情而体现；孟子的“气”既是“体之充”，又可“塞乎天地之间”，也是能够验之于身的实感，所以，气拥有身心两重性格，既属物质又属精神，它能够使“上下与天地同流”，最终导致“万物皆备于我”。由此，孟子通过存心、尽心、持志、养气的修持工夫，善端善性扩充全心，浩然之气充盈全身，道德意识生色形体，臻于完美，达到充实而光辉的圣人之身：“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
 尽心下》）。杜维明根据身、心、灵、神四层相互融通的四度超升对孟子这段话作如下解说：“‘善信’可以说是‘身心’的第二度超升；‘美大’是‘心灵’的第三度超升；而‘圣神’可以说是‘灵神’的第四度超升。可是我们必须牢记，儒家的自我超升绝不是离身心以成就灵神的模式，相反地，只有在身上真切下工夫才可知心，才可觉灵，才可明神”（杜维明，2002）。所以，“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
 尽心上》）。“在这里，形色与天性浑然一体，是一般众人所不能体认、体知的，即使是贤人亦践之而不尽，唯有圣人才能最终践形形色为天性。可见，形色与天性因践形的工夫而一体两面，形色由于浸润人的德性，已然不是纯生物性的形色，而被德性化、精神化；德性亦并非抽象虚无，而是即形色而显，被切身化、具身化。这样看来，孟子的践形观体现了身心双修、身心一如的观点：既以心志为本，又兼顾形体修养。经践行工夫，身心开始相互转化，德性浸润身心，生物性结构的形体成为被德性之气充盈而具身化，形体自然显现光辉，这就是所谓“生色”。由于浩然之气的存养而充沛四体，内在的德性亦浸润百骸而流于面背，达于四肢。“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
 尽心上》）。


在宋明儒学中，表示“内在经验”涵义的“体”是一个关键性概念，“体”作为名词既指人的身体形式也指它的实体，当作为动词或形容词时，它表示人的整个身心的介入。“体”通常与验、证、认、会、味、察等词搭配使用构成复合词，这些不同的复合词蕴含着一个共同观点，即整个身心介入的内在经验。其中，“体验”尤为杜维明所看重，由此他将中国儒学称为“体验之学”。明代王绅说：“君子之为学，所贵乎知要，而尤在乎体验。盖不知要，则无以得其道之本原，不体验，则无以有诸己”（《观澜亭记》）。朱熹关于横渠“体”字释曰：“问：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此‘体’字是体察之‘体’否？曰：须认得如何唤作体察。今官司文书行移，所谓体量、体究是这样‘体’字。或曰：是将自家这身入那事物里面去体认否？曰：然。犹云‘体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是这样‘体’字”（《朱子语类》卷98）。在宋明儒学中，“体验”包括三层含义。首先表示对自家生命本体的体证，朱子训门人曰：“世间只是这个道理，譬如昼日当空，一念之间合着这道理，则皎然明白，更无纤毫窒碍，故曰‘天命之谓性’。不只是这处有，处处皆有。只是寻时先从自家身上寻起，所以说‘性者，道之形体也’，此一句最好。盖是天下道理寻讨将去，哪里不可体验?只是就自家身上体验，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体。千人万人，一切万物，无不是这道理”（《朱子语类》卷116）。其次表示道德践履的修行工夫，宋代卫湜关于“知”与“修身”的关系时解释说：“知智、仁、勇之极致，又知好学、力行、知耻为近之，则凡修身之事，其有不知者乎故曰：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体验于己，推行于人，非有二事”（卫湜，《礼记集说》卷130）。朱子在讲“格物”时，一方面强调向外做工夫以便穷极事物之理，另一方面亦强调“格物”须是从自家身心上做切己体会。他说：“‘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体验去”（《朱子语类》卷120）。最后表示将已有的知识放到实际生活中去体证，行诸实用，化德性为德行。如朱子教人读书，要“少看熟读，反复体验，不必想象计获”，强调“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朱子语类》卷10）。经过不断的体证，我们将书本知识内化为自家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从而达到天人合一、身心一体、体用不二的圣人境地，于是“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因此，把握圣人之意不能仅仅把它看作外在现象，如体现在经典中，我们必须在自家身心中体味、体会圣人之意。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积极主动的“内在化”过程。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传承圣人之意，领会圣人之道，体验内在自我的精微意义，从而产生创造性的适应和精神上的变化。这就是宋明儒学所谓的“变化气质”。概言之，宋明儒学是一种以“体验”为基础的整个身心的介入的体认方式，即一种“内在经验”的体知方式。杜维明将这种“内在经验”视为宋明儒学思想中的创造性基础。宋明儒学思想家既不是阐述一个伦理学理论，也不是构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将他们的学问称为“身心之学”。因此，宋明儒学不是关注抽象的外在对象，不是研究纯粹的思辨问题，而是在经验性的基础上用自家的整个身心去逆觉体认问题。这种哲学思考方法被杜维明定义为“具体-普遍”的方法（杜维明，2002）。与西方外在超越的抽象思维方式不同，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超越的具体思维方式，个人的具体内在经验是把握普遍性的法则或理论的真正基础，只有完全介入自家的整个身心之中来体认天地万物，人们才能探究到普遍性的根源。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就是这种内在超越的经典表述。陆象山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象山全集》四部备要本卷35）。在这里，“内在经验”既不是直觉主义，也不是唯我论的状态，甚至也不是灵感的体现，而是能够被体验的内在自我真实。它不仅是人际关系的最终基础，也是“变化气质”的最终根据，甚至是中国儒学“创造性转化”的源头活水。


除了儒家之外，佛道两家也有“体知”之语。在中国古代，“道”虽有形而上的、永恒的、超验的一面，但同时它与形而下的、有限的、经验的“身”密切关联。就是说，永恒的“道”是在具体的“身”中呈现和体悟。这就是所谓“即身而道在”的思想。“即身而道在”虽为王夫之所语，但早在先秦老庄那里已有前奏。在老子那里，“道”广博无边，难以把握，他的“道可道非常道”说明“道”是不可用言语表达清楚的，是包罗万象的，是天地万物皆源于此的，但它可以附身于具体事例中。唯有道身合一，母子相依，才能“没身不殆”：“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
 五十二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用“身”去体悟“道”，使身体在自然自在的情景下与道贯通。唯有身体清静无为，无欲无求，遵循自然法则，才能体悟天道，与天道合一。因此，我们要“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老子·
 五十二章》），否则“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老子·
 五十二章》），所以“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
 九章》）。这种以身体道、道身合一的思想在庄子那里表现为自上而下、由本到末的四个层次：在本体意义上以身体道的本源性：“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
 六章》）；在工夫意义上通过“坐忘”、“心斋”来体证道之大通：“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在境界意义上通过修身工夫体证物我两忘、身心一如的“齐物”、“逍遥”之境；在功能意义上通过身体的技能和行为体现感通大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人间世》）。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与汉代探寻宇宙的结构和自然的孕成的宇宙论相比，魏晋玄学最突出的特色是直接证会天地万物的最后真实，即体会本体自身的本体论。王弼继承老庄无为自然的道家思想，以“无”为体：“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注·
 复卦》）。王弼的“无”既不是“物”，也不是“虚空”，而是宇宙万物的本体。那么，如何体征这一本体呢？由此，王弼开出“圣人体无”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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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万物本体的“无”，不是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为我们所体征、所证验的最后真实。“体”作为动词含有体验之意，即真正进入自家生命之中的直接经验，“体无”就是以直接经验方式来体验“无”这一最后真实。因此，王弼的“体无”既不是思辨也不是揣测，而是一种本体体会。“体无”不是对本体的认知，而是对本体的体知。正如“饮水冷暖自知”不是通过别人的介绍而获得的认知，而是自家内在经验的体知。但是“体无”谈何容易，一般人只能知解其中表层，唯有圣人才真正能够“体无”。那么，圣人为何就能“体无”呢？对此，王弼提出“圣人神明知几”的命题。圣人异于常者在于与天道契合，天道变化，圣人能神而明之，故圣人体无就是与道冥合的自知自证。当然，这里的自知自证不是主观的神秘经验，而是在日常人伦中体知其神明本体，这又与个人的修养工夫密切相关。庄子的“心斋”和“坐忘”可窥其精神内涵：“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持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
 心斋》）。在这里，不以耳，不以心，而以气来听，表明了一种真正能内外冥合、主客无待的体知，它不仅超越生理感官的限制，而且还突破了心理认知的限制，从而达到“穷极研几”的人生真谛。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体无”的含义。


与儒道相同，佛教亦以修行为立教之本，强调“体证”、“体悟”是佛教修行的不二法门，主张修行者通过身体力行的“戒”和“定”的工夫，而达到“慧”的最高境界。唐道世的《法苑珠林》曰：“物我俱空，宝惜何在？是以体知幻伪，大士常心；舍妄求真，菩萨恒愿。证知三界为晨夜之宅，惺悟四生为梦幻之境。”北宋晁迥的《道院集要》曰：“云何而修？谓息二边分别。云何息二边分别？谓体知心性，非真非假，息缘真假，名之为止。”在这里，无论是“体知幻伪”、“证知三界”还是“体知心性”，都是强调应当细心体会、认真体察、深刻体悟佛教义理。


二、中国古代体知思想的理论基础

尽管中西方哲学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言说着身体及其身心关系问题，而且，中国哲学界关注身体及其身心关系问题固然受西方哲学话语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缘于中国哲学自身的语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身心理论。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意识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意识本体论的哲学的话，那么与之迥异，中国古代哲学则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张再林，2005）纵观西方哲学史，无论是从“扬心抑身”转向“扬身抑心”，还是从“无身”转向“有身”，这些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思维，没有摆脱西方哲学身心二元论模式的传统。与西方哲学的身心二元论模式根本不同，中国古代哲学更强调身心一如的“体知”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知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即身—气—心一体贯通的身心观，其中，气处于身心两端之底层，身是气的凝聚在场，心是气的神妙发用。气充布、运行于有形之身，并与灵明之心互动、耦合。正是凭借气的运行，身心得以一体贯通，而身心一如。


1.中国古代“身”的语义和结构

中国古代传统向来给予身体和形躯以足够重视，对感官的正视和有限的肯定，扩展到对整体形躯的有节制肯定。东汉刘熙《释名·
 释形体》将体、躯、形、身释为：“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躯，区也，是众名之人惚，若区域也。形，有形象之异也。身，伸也，可屈伸也”（刘熙，1993）。在这里，“形”与“体”相近但有别，“形”侧重于身体外形，“体”表现为诸器官的次序结构关系。“身”与“躯”互训，但也有细微区别，“身”就功能而言，“躯”就部位而言。不过，体、形、躯、身四者大同小异，在生理意义上皆指“形躯”或“形体”，可以统称为“形躯之身”。在儒家传统中，“形躯之身”得到一定的肯定，并将之精神化、道德化为“德性之身”，从而形成身心交融的有机生命整体。


先秦儒家文献并没有作为合成词的“身体”概念，即使在《孝经》最早出现的“身体”一词连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在这里，“身体”并非是合成词，“身”和“体”是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独立的词语，分别指称人体的不同部位，其中，“身”是指颈以下股以上的部位，“体”是指四肢。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文献中“身”和“体”的不同内涵。


根据汉语造字法，“身”与“人”有关，甲骨文中“人”的原初含义是指人的身体侧立的形状。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云：“身，躬也。象人之形”（许慎，1998）。在这里，身与躬互训，而“躬”本字为“吕”，是人的脊椎的象形。段玉裁注：“从吕者，生以吕为柱也”，“躬谓身之躯，主于脊骨也”（许慎，段玉裁注，1988）。可见，“身”为人体的象形，其基本意思是指人的形体，而且特指人的头颈以下的躯体，如《楚辞·
 国殇》的“身首离兮心不惩”。在“身”的基本义上可以引申为自我、自身等意思。《疏》曰：“身，自谓也。”《尔雅·
 释言》曰：“身，我也”（郭沫若，1989）可见，“身”具有指代自我、自身之意，而且可以引申为生命之意，如“杀身成仁”。另外，根据后汉的辞典《释名》，“身”与“伸”相通，意指“伸展”和“屈伸”之意（刘熙，1993）。由此引申为亲身体验或实践，如《淮南子·
 缪称》曰：“身君子之言，信也。”概言之，“身”主要意义包括：①名词，人的形体，尤其是人的颈以下股以上的躯体；②代词，自我、自身、亲身；③动词，亲身体验、实践、伸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古汉语中，“身”字为“从人从身”，许慎根据上古之义训“身”为“神”，这样，“身”与“神”同音同义，由此引申出“生命”、“精神”、“德性”等义。这表明，人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分别用“身”和“神”来表征。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认为，“尽管‘身’可能指的是人体的外在形象，也可以指人的物质属性，但它更多是指整体的身心交关的人”（安乐哲，2006）。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体”与“身”相关联，也具有多种含义。“体”本字为“體”，《说文解字》曰：“体，总十二属也”（许慎，1998）。段玉裁具体指称十二属包括：“首之属三，曰顶，曰面，曰颐；身之属三，曰肩，曰脊，曰臀；手之属三，曰肱，曰臂，曰手；足之属三，曰股，曰胫，曰足”（许慎，段玉裁注，1988）。另外，“体”与“躯”互训，《说文解字》曰：“ 躯，体也”（许慎，1998）。段玉裁注曰：“体者，十二属之总名也，可区而别之，故曰躯”（许慎，段玉裁注，1988）。可见，“体”是指人体十二部位的总名，包括从头到脚的全部身躯，它既可指人的整个形体，又可指人体的某一部位。“心广体胖”（《礼记·
 大学》）中的“体”是指人的整个躯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
 微子》）中的“四体”是指人体的四肢。人的身体各部位都与人对自身的身体体验相关，因此，“体”不仅作为名词指称人的外部躯体，而且也可作为动词，如体验、体会、体悟、体认、体知、践履等。值得注意的是，“体”与“礼”同源，两者的本字都是“豊”，通常指的是“礼仪”、“得体”，与宗教祭祀和人的身体关联。《说文解字》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字“禮”从示从豊，“示”表明“礼”是一种表达的符号，表征某些含义，“豊”表明“礼”具有献祭的意义，体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履”则表明“礼”是人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的践行活动。由此，人体既蕴含着一种神性，又是“礼”的体现和表达。


作为纯粹的人的躯体，“身”与“体”皆可以“形”指称。“形”具有形态学意义上的形状或形态。中国古人常用宇宙天地类比来描述人的形状：“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形”是肉体的、有形的、可见的，“意”是非肉体的、无形的、不可见的，但“意”渗入“形”中，并构成一种共生共融关系。一方面，“形”常被作为“意”的物质表征形式或载体；另一方面，“意”是形体的精华，是滋润、坚固形体的源泉。所以，《管子》曰：“心全于中，形全于外，……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心气之形，明于日月。”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四体”皆指身之肢体，有时可扩展为身体乃至生命。如“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礼记·
 礼运》），“四体不掩，则鲜仁人”（《韩诗外传》卷三），“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
 劝学》）。“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管子·
 内业》），等等。其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
 微子》）最为著名者，这里的“四体”即“四肢”亦可涵盖全身。《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子鱼辞卫灵公之任曰：“臣展四体，以率旧职，犹惧不给而烦刑书。”杨伯峻引《论语·
 微子》以解之，“盖四体当时常语，谓四肢也。展四体谓从事工作”（杨伯峻，1990）。《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栗盈曰：“敢布四体，唯大君命焉。”借身之四肢的分布以喻心意的袒露，则四体之义扩大为身体乃至生命。《礼记·
 中庸》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著龟，动乎四体。”朱子释为“动作威仪之间，如执玉高卑，其容俯仰之类”（《中庸章句》），则“四体”由“四肢”扩展为动态的身体语言、身体形态。在《孟子》一书中，“四体”一词屡见，“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
 公孙丑上》），“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
 离类上》），“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
 尽心上》）。不过在古人视域中，“体”有时也涵盖“心”而言，可泛化含有“心”义，而成为精神境界的概念。但是，“体”有大小之分。《孟子·
 告子上》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其中所谓“大体”、“小体”，即是耳目口腹与心志之别，但皆为人之“体”。所以，对于人之“体”要像对待“心”一样，爱之、养之，不能随意戕害之。焦循将“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孟子·
 告子上》）释为“心身皆人之体，爱心亦兼爱身，则养心亦兼养身，故先言人之所爱则养之，浑括身心而言”（焦循，1987）。在这里，身心之间关系就本体论意义而言是“身心不二”、“身心一体”，但就价值论而言身心存在贵贱之别、大小之分。作为“大体”的心志可以调制作为“小体”的耳目之官，但不能以“小体”损害“大体”，如同不能“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所以，那些满足口腹之欲又不失其大体者，是维持有机生命整体所需要的，但在现实中，欲壑难填，口腹之欲无不迷失心志，故口腹之养的原则：“口腹虽可当养，而终不可以小害大、贱害贵”（朱熹，2011）。在这里，孟子从功能上区分“耳目之官”与“心之官”。耳目之官的职能在于听和视，但不能思，并且易受外物的影响和干扰；心之官的功能则是思，并由此获得事物之理，故不被外物所累。尽管耳目心皆是人身的先天的“三才”，但心为“大体”，故成为大人。其原因在于耳目口沉溺于生理欲望的声色味，而心所追求的则是形而上的理义。故曰：“口之于味，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
 告子上》）。


通过“身”、“体”、“形”语义学分析，在先秦儒家文献中，“身”很少用来指称身体的具体部位，多指全称，故可引申为“自我”、“自身”和“生命”等意义；“体”多指身体的具体部位，如“四体”或“四肢”等，由此引申出于人的身体各部位的体验关联的体会、体悟、体认、体知、践履等意义。“身”与“体”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既可指身体本身，也含有亲身践履、身体力行之意。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身体”概念既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Flesh”（肉体），或“Body”（身体），也比今天纯粹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含义更丰富、更深刻，它不仅指形躯之身，而且更多指德性之身，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含义。由此，杜维明强调：“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个‘身’就不但是生物的存在，有其深厚的内涵和多层次的价值，并非停留在口腔化阶段，只会吃，而是一个可以无穷地发挥人性光辉的基点”（杜维明，2002）。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身”不仅指生理性的形躯之身，更多包含德性、精神意蕴，意指整体生命，整体人格。在孔、孟那里，正身、省身、致身、亲身、洁身、利身、安身、反身、诚身、修身等从正面肯定“身”之生理形躯、伦理德性、精神生命的含义；忘身、杀身、辱身、轻身、失身、死身、殉身等则从反面强调牺牲生理之身、形躯之身，以便成就更高层次的德性之身、精神之身，从而赋予生理之身、形躯之身以伦理德性、精神人格含义。因此，忘身、杀身等并非一般意义上否定形躯之身，而是为了赋予生理性的形躯之身以德性、精神、生命的内涵。其实，形躯之身与生命活动是先天统一的，从而构成有机的生命整体。


2.中国古代“心”的语义和结构

“心”是象形文字，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像心脏之形。汉朝许慎也从象形释“心”，《说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许慎，1998）。“心”的基本义就是指心脏器官，具有推动血液循环，维持生命的生理功能，“心”又可指思维器官，具有思维功能。《释名·
 释形体》云：“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心也”（王先谦，1984）在这里，“纤”即“细”，心是够认知和识别细微的器官，任何事物都是通过心来认知的。随着人类的实践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心”引申为精神意识和道德观念等含义，如《诗经》的“德心”，《左传》的“仁人之心”等。可见，“心”的含义丰富、微妙，“既是具体的器官，宰制全身的血脉；同时又有抽象的功能，可以做理性的思考，复能行感性的反应；通常‘心’且又是诸子百家凭借着各种类型的工夫修养，提升精神境界的所在”（蔡璧玉，1997）。

“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首次以“仁”释“心”，赋予“心”的道德含义。《论语》中的“心”字共出现六次，如“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
 雍也》），“有心哉！击磬乎！”（《论语·
 宪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
 阳货》），“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论语·
 尧曰》），“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
 尧曰》）。概言之，孔子“心”的含义包括利欲之心、思虑之心、仁人之心、天命之心等。但是，孔子论“心”比较简要，未成体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心”的思想，以心释仁，以心论性，首次确立本心良心概念，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儒家之心性学说。张岱年指出，“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张岱年，2004）张立文亦高度评价：“孟子的心的范畴和心论，对儒家哲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国哲学心学的开端”（张立文，1996）。

“心”作为孟子心性论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贯穿《孟子》全书始终。《孟子》中的“心”字共有117次，孟子“心”字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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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孟子“心”之含义，我们可以揭示出孟子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联系的心学体系：从本然之心到邪恶之心再到应然之心。具体而言，“本然之心”即所谓“不忍人之心”以及由之生发的“四心”和“四端”。这个“本然之心”就是先天赋予的“本心”，就是良知、良能的“良心”，就是永恒常驻的“恒心”；亦是君子所存的“赤子之心”、“仁义之心”和“理义之心”。“本然之心”是本体之心，赋予孟子“心”之形上维度，它不仅需要道德情感的存养、陪育，还需要“思虑之心”的反思、统辖和“意志之心”的抉择和持守。否则，人在现实中会受到外物和耳目之欲的诱惑，陷溺其心，丢失本心，于是产生“邪恶之心”，赋予孟子“心”的经验之维。现实中的邪恶之心并不能否定人的本心之良善，人的本心是根于心的，固有的，不假外求的，只要在后天求其放心，践行存养工夫，修身养性，就能达到不为外界所惑的“不动心”的境界，从而培养其德性品格和圣人人格。这就是“应然之心”，赋予孟子“心”的先验之维。此外，孟子将心、性、天贯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赋予心之终极根据：“此天之所与我者。”


中国古代哲学向来被称为“心的学问”，显然，此心不单纯指心脏器官或心理活动，而是贯通感知、情感、反思、意志乃至形上的性与天。吴兴明对中国哲学中的“心”之整体作如下概述：“‘心’是含知、情、意、理的一统的‘心’或者说，心就是与身相对并内转相联、可互为转化的自然之心。‘心’有形上之维，所谓良心、良知、良能、‘最初一念之本心’，有人心和道心，有情和理，有知、情、志、欲、意，有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心之根据有性、有命，心之安放处有心胸、心宅和灵台，心的性灵化有魂、有灵、有神、心与身之贯通、与天地之贯通有气、有道，有身心物我、人我宇宙的呼应、相通和交感”（吴兴明，2001）。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心”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心与知、情、志、性、天等相关联。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心的知、情、意三大功能息息相关，在宽泛意义上，它们可以对应于孔子所称的天下三大美德，即智、仁、勇：“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更是具体地告诉我们如何践行智、仁、勇：“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所谓“学”包含修与德两层含义，是认知思维与道德意识的统一。“尊德性”离不开对德性的知晓与修学，“道问学”亦离不开德性的引导与提升。可见，儒家之“知”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思维，更是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德性相关联。孟子更是强调心之知的德性内涵，“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里的“智”就是人先天赋予的是非、善恶的道德价值判断功能。孟子在《告子上》明确指出心之思的功能：“心之官则思”。在孟子那里，心之官与耳目之官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此“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思维”、“思考”，而是“反思”，即自我反省、自我省察，牟宗三称之为“逆觉体认”（牟宗三，1968）。对孟子来说，“思”就是对“四心”（恻隐、羞耻、恭敬、是非）的省察、持守，四心非外铄于我，为我所固有，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得之则作为德性之本心良心自存而朗现，不得则本心良心被遮蔽而丧失。故孟子告诫后学，要时时反观自省，向内做工夫，体认本心良心，达到德性自觉。但是与孟子的德性之知不同，荀子则强调统类之知，注重心的统知是向外求诸礼义的规约力量，以达化性起伪之目的。简言之，“孟子主性善，德性是内在的、自身本具的；荀子主性恶，德性是外铄的、向外习得的。故孟子特重本然德性之自我创发，心官‘思’能正在成就此功”（周与沉，2005）。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心之“情”涉及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儒家传统强调的是伦理性和人间性的自然之情，“情”的感发是自然的，真切的，切身的。《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
 学而》），《孟子》的“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
 梁惠王上》）。儒家的自然之情更多体现在血缘亲情之中，“仁”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血缘亲情，孔子将日常的亲子之爱与内在的心理情感融为一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
 阳货》），这里的“怀”体现了温然和润的亲子之爱，是人之最原初的情感体验，所以对父母要充满敬爱之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
 为政》）。这种“敬爱之情”不仅是血脉亲情之自然流露，更是社会规范和道德自觉的体现。孟子也强调亲亲之情，并将之伦理道德化：“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
 尽心上》）。孟子不仅将自然之亲情赋予道德价值，而且将其推而广之，充而扩之，以至达于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这种道德情感落到实处就是人皆有之的“不忍人之心”，即“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以及由之引发的“四心”和“四端”。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
 公孙丑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亲眼见到他人遭受痛苦和不幸而本能地生发出同情恻隐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既是先天赋有的本能的自然情感，又是与性、天相通的道德情感，其来源就是“性与天道的贯通，是天命之在我与己性之显发”（周与沉，2005）。可见，羞恶之心是指对自身不善的耻感和对他人不善的恶感，辞让之心是指谨己敬人的虔敬之心，是非之心是指对善恶、是非作情感性的价值判断。三者皆为恻隐之心所发，涵俱自然情感和伦理德性。此“四心”分别是人皆有之的“四端”，即仁、义、礼、智的端绪。朱子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朱熹，2011）。“四心”为“情”，“四端”为“性”，性生于情，即情显性，心统情性。“人皆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
 公孙丑上》），因此，四端在我，随处可现，如果扩而充之，则“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
 公孙丑上》）。


中国古代哲学追求知、情、意的统一，既没有形成唯理智论，也没出现唯意志论，而是一种“情感体验型哲学”（蒙培元，1993）。一方面，“心”之觉知、反思、省察浸润情感而体现为情知浑融；另一方面，“心”之志向、持守、定力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体现为情志一体。孔子自谓十五而“志于学”（《论语·
 为政》），钱穆将“志”释为“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钱穆，2002）。“志”含心之所向、所持，心之所向规定志的方向和目标，心之持守确保心之所向的实现。又如，“志于道”（《论语·
 述而》）即心之所向一贯持守天道，“志于仁”（《论语·
 里仁》）即存心在仁，决心力行仁道。程子曰：“志不笃则不能力行”（朱熹，2011）。孟子亦注重心之志，并将其赋予道德精神情感。如“尚志”（《尽心上》），“专心致志”（《告子上》），“懦夫有立志”（《尽心下》）等等。孟子承继孔子“志于仁”的思想，苟不志于仁，则“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
 离娄上》）。在儒家传统中，志与意有别，志公而意私，志在己又不囿于己，因而充满至大至刚的精神情感力量，不为外力所夺。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子罕》）。孟子所谓大丈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
 滕文公下》），此“志”既有志向、抱负之意，又含坚定刚毅的精神力量：不为富贵动摇其心志，不为贫贱迁移其节操，不为威武挫败其意志。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滕文公下》）。孟子在论“不动心”时，从与“气”的关系来揭示“志”的诸多含义。“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
 公孙丑上》）。志为心之固有，至大至刚之极，而气则次之，为志所统帅，充满于身。但志与气又是相互影响的，不能只持其志，而弃其气。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意指持守心志使之纯一，对气不放任，不助长，不压制，遵循中和之道，转化成至大至刚之“浩然之气”。周与沉对此评价道：“此处志气对举，志有主宰制使、意向方向、意志定力诸涵义，在志气互动中居于主导一方，起决定方向、主使机能、凝定力量的作用。气虽被动，然顺志而行即能充实此志，使生命内涵更整全、丰实”（周与沉，2005）。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心”除了与知、情、志相互关联外，心性不二，心、性、天一体贯通。“性”为形声字，其本字为生命之“生”，汉许慎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说文解字·
 心部》）。徐复观认为，“性”之本义为人的生命之欲望和能力，“就具体的生命而言，便谓之生；就此具体生命之先天禀赋而言，便谓之性”（徐复观，2001）。可见，性的基本义是指生命本能，如天地之性，后来发展演变为内涵德性的善恶之性。孔子言“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程子释相近之性为“气质之性”，并将孟子之言视为“性善”（朱熹，2011）。程朱之言，理学气息太重，未必尽合孔子之意。其实，孔子言“性”为先天、自然，既有生理本能，又含道德本性；言“习”为后天习得，因人之才质有别，在后天修习中变化气质。“气质之性”不是先天之性，而因后天之“习”产生变化。孔子不仅诚心尽性，而且敬畏天命、天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同时，孔子不是消极被动的命定论者，而强调“知天命”，赋予自然之天以更多的道德内涵。孟子之“性”既是先天的生命的自然本能，又含有道德价值的本心良心。针对告子“食色，性也”，孟子亦主张“形色，天性也”（《孟子·
 尽心上》），并强调耳目之欲皆“性也”：“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
 尽心下》）。但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
 尽心下》）。生命自然欲求是人之天性，但不可任其无节无度，这是天命，故“君子不谓性”；仁义礼智之天道，在人则为天命，但是性善可学而尽，故“君子不谓命”。可见，孟子之性既指耳目等生理本能，又指仁义礼智的德性本性，并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不在于生理欲求，而在于德性本性。当然，孟子虽有德性本心与耳目之欲、大体与小体之别，但无以大体灭小体之实。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
 告子上》）。对孟子来说，尽管仁义礼智根于心，但心之官所觉识、体知的德性本性则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
 告子上》），从而赋予德性本性之形上的终极根据。“天”是孟子心性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根据杨伯峻统计，《孟子》中“天”字共出现289次，除双音字外，单字“天”出现82次（杨伯峻，1984）。孟子“天”的含义丰富深刻。①自然之天，孟子认为，旱涝风雨皆是天之自然现象：“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孟子的“浩然之气”则“塞于天地之间矣”。②主宰之天，孟子认为，君王的更替不是以天子个人喜好决定的，而是具有人格意志的天意决定的：“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孰与之”？答曰：“天与之”（《孟子·
 万章上》）。如果违背天意，必会受到天的惩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就是此意。③义理之天，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此“天”为义理之天，具有道德法则含义，强调人的社会政治活动要顺承天意，遵循道德义理法则，同时告诫人们，对天要心存敬畏，知天、事天。既然天是德性本性之终极根据，那么，天又是如何赋予人内心中固有的善端呢？孟子认为，人之善端、善性根于心，我固有之，不假外求，持而守之，养而存之，扩而充之，则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孟子·
 尽心上》）由此，孟子用“心”自下而上将“心—性—天”一体贯通。那么，孟子是如何用“心”贯通性、天的呢？或曰，孟子是如何实现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之统一的呢？在这里，孟子继承子思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观念，以“诚”释之：“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
 离娄上》）。朱子释曰：“诚，实也”，“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朱熹，2011）。此“诚”的基本义是真实无伪。“诚者，天之道也”意指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真实无碍。天地诞生万物之时亦赋予人以诚、善；诚、善根于心，不假外求，我固有之，成为人之先天的自然秉性。此乃天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
 尽心上》）。“思诚”就是体知潜存于人心之中的天道，这种体知过程需要在“心”上做工夫，即“存心”、“尽心”，亦即人心通过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省察觉知人皆有之的纯善本心本性之本真状态。此所谓“人之道也”。由此，天道、人道合一，心、性、天一体贯通。


3.中国古代“身—气—心”一体贯通的身心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身心浑然一体，相互联通，但各具价值意向和作用。其中，身心之形体就“运用”而言，心身之灵明就“主宰”而言，然“主宰”与“运用”不可分，心灵与形躯不可离。没有无身之“心”，亦没有无心之“身”，身心一体两面。与西方传统的肉体与心灵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古代传统持身心一如，即身与心是一体两面，身离不开心，心离不开身，两者二而合一。在中国古代，“心”是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其他器官共同构成人的整个身体，只是分工不同，但性质相同。“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
 心术》）。所以，“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
 天伦》）。这是说，人体中心与其他五官之间的关系犹如君臣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两者不是对立分离，而是互动互融，共同构成有机的生命整体。对于何谓身、心这一问题，王阳明曾在《大学问》中回答曰：“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王阳明，1992）。在这里，身、心互为体用，即用显体，承体即用，体用不二。由此可知，肉体是纯粹生理的躯体，但是，“身体则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意，是生理、心理所交相容与，融构而成的共同体”（周与沉，2005）。杜维明曾明确指出，“在中国哲学中，身和心、物质和精神、凡俗和神圣、天和人、人和社会都是合一的，没有排斥性的二分”（杜维明，2002）。台湾学者黄俊杰在概括东亚儒家传统中的身体四种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西方古代柏拉图和近代笛卡尔的身心二分观念相对照，东亚儒家传统中的身体在本质上是一种“身心互渗”的身体，主张“身”与“心”相互依存、相互融贯，强调心物不二、身心一如的境界（黄俊杰，2006）。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认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身体”概念与“身”、“形 ”、“体”相关，与西方传统身心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同，中国传统中的“身体”主要是指“身心交关”的身体，即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两极相关”的身心交关论（安乐哲，2006）。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身心有别，但身心气化、一体贯通，乃是主流。“气”作为天地万物的始源，既是细微物质的，也是生命精神的。气居两极，充布于天地、万物、人身之中。就人身而言，作为整全生命的身体是身心一体、身心不二，气作为身心底层起着中介、贯通作用，从而形成身、气、心三元一体的结构模式。


在中国古代，“气”的本义为“云气”，许慎《说文解字》曰：“气，云气也，象形。”气之形如同云，山川初出者为气，升于天者为云，气是云之飘散，云是气之聚敛。故许慎以云气释之，即充塞天地之气，化育万物，后引申、演变多种含义：①氤氲聚散、形成万物的天地之气，进而抽绎出阴气、阳气、元气、精气；②人的呼吸之气息；③人的血气和情气；④人的道德精神之气，如勇气、志气等（周与沉，2005）。古代先民从农事和风土志孕育出天地之气和阴阳之气的观念。公元前827年，《国语》记载虢文公向西周宣王进谏曰：“土气震发……土乃脉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
 周语上》）。此“土气”即化育万物的天地之气，并以阴阳二气描述冬春季节转变的气象。公元前780年太史伯阳父以“天地之气”失序、阴阳失衡解释地震，并将地震与民乱和国亡联系起来：“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国语·
 周语上》）。此后，先民以“六气”解释自然和人事现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国语·
 周语下》）。后来天地之气和阴阳二气演化为元气或精气，“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又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
 内业》）。“精气”是一种流布于宇宙天地之间的极其细微的物质载体，无论天地万物还是常人圣人乃至鬼神，皆由之构成。


天地万物一气生化，人身之内亦是气之充布、流行，“气者，身之充也”（《管子·
 心术下》）。气之呼吸与血之脉动内外交互，共构有机生命体。“血气”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25年《国语》：“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国语·
 鲁语上》）。这里的“血气”是指人的自然生命的内在动力，决定其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而且血气还与人的生理欲望和生理冲动相涉。《左传》（公元前532年）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晏子春秋·
 内篇杂下》）。这表明，血气属于生理自然现象，若任其流行，会产生争心或贪心，故要“和血气”、“治血气”或“导血气”。“食饮足，以和血气”（《管子·
 禁藏》），“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管子·
 中匡》）。这里的“道”即“导”，导引体内血气，使其顺畅通达，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还可增长心智，提升人的德性，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可见，血气治养，不仅与生理欲望的饮食有关，而且与德性修持、政事之道、精神意志，互通一体。《左传》（公元前533年）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左传》），《左传》记载著名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里的“气”既反映人的生理状态，又体现人的心理精神，生理机能作用于心理精神，心理精神又反馈于生理机能。由此，身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浑然一体，其关键在于气之贯通运行。儒学的奠基人孔子亦注重味、气、志之间的关系：“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大戴礼记·
 四代》）。这里表明，味、气对志以及言、名、信的影响，所以孔子不仅讲究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很注意饮食的节制：“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
 乡党》）。这里的“食气”即谷气，五谷为身体所吸收而化为谷气，谷气充盈体内化为血气；食以谷为主，若肉多于谷，则谷气受损，血气偏失。焦循注：“人食肉多，则食气为肉所胜，而或以伤人”（《孟子正义》卷十三）。孔子尽管承继“气以实志”的思想，但是并不一味地以气统志，而是根据血气的不同阶段特点对其戒定，这就是孔子著名的“三戒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论语·
 季氏》）。“三戒”实际上是以心志调和血气，赋予生理性的血气以仁、义的道德色彩。后来孟子的“以志帅气”的思想是对之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生理性的血气与自然情感的喜怒哀乐联系密切，郭店竹简曰：“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庄”（《语丛一》），而且明确指出：“喜怒哀乐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性自命出》）。这里，喜怒哀乐不仅是情，而且也是气，因而可称之为“情气”。在春秋时期，喜怒哀乐之情气与礼仪实践联系在一起，是礼仪制定的情感依据，“道始于情，礼作于情”（《性自命出》）。但是，作为自然情感的喜怒哀乐不能任意恣情，而是以礼仪规导之，中和合度，故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若喜怒哀乐之情气发而不中节，则导致“郁陶之气”（《语丛一》）。“郁陶之气”是性之发用过度所致，从而沉溺于耳目之欲，为情所伤。故喜怒哀乐之情气尽管源于天赋本性，亦不可失度，须以心志统之而归于仁道。


上述诸种“气”，如天地之气、阴阳二气、元气、精气、血气、情气、勇气、志气等，其主要意义可分为两类，即物质性的自然之气和精神性的道德之气。冯友兰曾明确地说：“气字本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是稷下唯物派所谓气。一种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这是孟子所谓气”（冯友兰，2007）。与“天地之气”、“血气”、“情气”等自然之气相较，孟子是在肯定自然之气存在的基础上主要从伦理道德精神层面论“气”，可称之为“德性之气”。如“平旦之气”或“夜气”是孟子以没受外物接触和影响的清晨和夜间的清明之气隐喻、引申为反身求诸本心良心的“德性之气”；又如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孔子的“血气”存在共同地方，即皆为充塞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但此气若附于义理，则成为包涵伦理道德和正义精神的“德性之气”。


就身心关系而言，中国古代传统之所以提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身心一如”思想，关键在于中国古代传统中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气”。在形、色、心、知、情、志、性、天一体贯通的基本结构，其中，气居中间，上下沟通，构成身心整体，对此，成中英明确说：“作为体之充的气是身体的原质，它也是心的精神而可以为志，可见它连贯身心而为一体”（成中英，1996）。在孟子那里，无论是“平旦之气”、“夜气”，还是“浩然之气”，“气”本身既具有自然的物质性，又包含德性的精神性因素，因而可以上贯心志，下通形体，从而构成身心一如的生命整体。在《公孙丑上》，针对告子通过注重心志而忽视养气来达到“不动心”的片面性，孟子对志、体、气之间关系作经典论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
 公孙丑上》）。首先，心志是生命有机体的主宰，体、气为心志所统帅，故“志至焉，气次焉”。其次，气既具物质性，又含精神性，它既充塞天地之间，又可充布身体，上贯心志，下通形躯，故“气，体之充也”。其三，心志与体气是心理机能与生理机能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关系。作为心理机能的心志固守专一能驱使作为生理机能的体气的流布；反之，体气的持守专一亦对心志起反作用。故“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其四，既然心志与体气不是单向性关系，而是双向交互关系，那么，修养方法也不是单向的“持其志”，而是双向的，即“持志养气”。朱子曰：“人固当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盖其内外本末，交相培养”（朱熹，2011）。在孟子看来，心志固然可以统帅体气，但心志与体气毕竟二而不一。心志专一可决定、影响体气，但当心志松懈或体气为外物干扰而专注一点时，体气反过来则动摇、影响心志。故“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所以，在“持其志”的同时，又要“无暴其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心志与体气之间对立二分的问题。


在身心关系上，学界历来强调心志的主宰地位，而忽视形体的反作用，更未看到居于身心之间的气的枢纽作用。正是处于身心之两端的气，上下贯通两极，使之成为身心一如的有机生命整体。如果没有作为中枢的气，那么，形体则只是生理性、机械性的躯体，心志则只是脱离形体的虚无的灵魂。如此必然沦为西方身心二元对立的窠臼。就孟子身心关系而言，从外表上看，孟子以心制身，以志统气；从本质上看，孟子实主张身心一体，气居中间，贯通身心，使之成为身、气、心一体三相的结构模式。身与心是不同态的存在，因气之充布而能化为同质性存在，因而气既支撑形躯之身也沟通意识之心，成为身与心同质同构的中介。作为心、身之基底的气，贯通心身，保证了心与身一体两面，相互渗透，共同融构有机的生命整体。


三、中国古代体知思想的理论构架

中国古代体知思想既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即身心合一观念，又契合于西方现代认知科学的语境。但是，中国古代体知思想不是单一的含义，而是包括相互联系的三层含义：①一种“以身体之”的亲身体验之知；②一种“体之于身”的“一体之仁”之知；③一种“身体力行”的知行合一之知。第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体知，第二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知，第三种是工夫论意义上的体知。由此，这三者即认识论意义、本体论意义和工夫论意义的体知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中国古代体知思想的理论构架，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哲学称为“体知哲学”。“体知”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基础和道德践履的工夫论意义，因此，“体知哲学”是一个融认识论、本体论和工夫论为一体的有机联系的理论结构，我们不能对这三者机械分析然后再加以综合，而是从整体性思维出发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体知哲学”的理论结构。正如杜维明所说：“所谓体知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在理论构建上有突破，而不仅仅是一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杜维明，2002）。当然，理解“体知哲学”理论结构是一项系统的艰巨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各领域的通力合作。在这里，我们从认识论、本体论和工夫论三个方面对“体知哲学”加以阐述，以便构建其理论构架。


1.体知的认识论意义

从前文语义学分析来看，“体知”概念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认知功能，但它不同于一般知识论意义的“认知”。在认识论意义上，“体知”与“认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分：在认识方式上，“体知”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内在体证的认识活动；“认知”则是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对象化的认识活动。在表述方式上，“体知”强调的是个体内在的亲身体验性，是一种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只能以非概念化语言对之加以描述，而不能以概念化语言作出定义式界定；而“认知”则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概念化、定义式的表达范式。在实践目标上，“体知”并非个人的主观愿望所企及的，而是在个体的践行工夫基础上内在体证终极意义的道德本体；作为经验性的认识活动，“认知”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知识性学习而获得的。“体知”与“认知”的区分最先体现在孟子关于“耳目之官”与“心之官”之间的认知功能的不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
 告子上》）。在这里，心之官的“思”不是思辨之思，而是逆觉体认，相对于“体知”，耳目感官是对外界对象的感知，相对于“认知”。孟子肯定心官之“思”本原性，但他并不完全否定耳目感官的认知意义，而是以心之官为“大体”来统摄耳目之官这一认知活动的“小体”。后儒张载继承孟子思想，将“大体”与“小体”表述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
 大心篇第七》）。在这里，“见闻之知”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认知前提，是通过感官的见闻从外界获得的经验知识，由此，“见闻之知”易被外物所遮蔽，“不足以合天心”，难以获得终极性的本真意义。而“德性之知”是以主客统一为前提的内在体证之知，是以“尽心知性知天”为工夫进路的真知。由此，杜维明借用张载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来解释儒家“体知”概念。


在体知的结构中，作为真知的“德性之知”，与可真可假的“见闻之知”属于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截然对立，“体知”并非反知识的绝对直觉主义，亦非毫无理性内容的直观描述，而是一种涵盖了耳目见闻之知的综合性的“认知”。一方面，“德性之知”虽不等同于“见闻之知”，但又不能离开“见闻之知”；另一方面，“见闻之知”是不能欠缺的，但“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这两种认知方式是一种既分别又统合的关系。其中，“分别”是为了突出“德性之知”的特殊意义，“统合”是为了说明见闻之知相对于德性之知的从属地位。那么，儒家“体知”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需不需要分析、推论等环节呢？对此，杜维明明确指出：“德性之知虽不同于一般闻见之知强调客观分析，但并不是不作分析，而是要求层次较高、方面较多、视野较广的综合性分析”（杜维明， 2002）。作为德性之知的“体知”是认知主体的自知自证，是一种不依赖客观对象而自然涌现的真知。但是，中国古代“体知”不是一种神秘的静态的反观冥照，而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的动态过程。这在自知知人方面表现其深刻内涵。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存在。“体知”不仅体现体己、自知的自我价值，而且更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知人交友之中，而人与人的交流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过程。以交友为例，人生难得一知己，从认识、熟悉、亲近到定交要经历多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定交晋升到同心知己又不知要经历多少面对面的心领神会。例如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钟子期的听德是建立在他对伯牙琴声的体知上，他从琴声体知伯牙的心志，这一方面表现他把演奏技巧和演奏风格的精微处彻底内化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对伯牙的友情已成为他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因此，他所听到的不仅是伯牙的琴声，而且也是伯牙的心声，乃至他自己心灵深处的共鸣（杜维明，2002）。可见，“体知”概念不同于低级阶段的经验之知，而是“在打破主客对立乃至价值中立的格套之后进行层次较高、方向较多、视野较广的综合性分析”（杜维明，2002）。作为“德性之知”的“体知”是儒家体之于身的更高层次的知。它既包含了“见闻之知”的经验知识，同时又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它既是先验的，具有本体论基础，又与见闻之知的经验知识密切联系，具有自身运行的内在逻辑；它不仅体现在精神生命的高明处，也体现在人伦日常的平实处。这些凸显了体知儒学的涵盖性极大的人文精神：“作为德性之知的‘体知’活动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形态，这种活动可以通过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而转化为探索科学理论的认知。然而，由体知活动所转化的、以成就科学理论为目标的认知不必遵循培根所谓‘知识即是力量’的途径，也不必背弃以‘知识为智慧’的希腊传统。不仅如此，立基于德性之知而由体知转成的科学认知，是‘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那种涵盖性极大的人文精神的体现”（杜维明，2002）。

值得注意的是，杜维明特别指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体知”与“认知”）两者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我们如果强调“德性之知”而贬损“见闻之知”，这是反科学的泛道德主义。他说：“我提出的‘体知’，正是要纠正这种偏见。把闻见之知当作有认识论意义的科学认知固然很勉强，但把德性之知当作毫无认识论意义的价值判断问题更大。德性之知，不离见闻也不囿于见闻，是属于体之于身的认知。这种认知所预设的知者和新物理学突出主体性的构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杜维明，2002）。古典物理学的观察者和认知者强调客观性、可证实性和可重复性，尽可能地排除主观因素，以达到价值中立之目的。而新物理学要求观察者和认知者同时成为实验者、诠释者和建构者，由此，科学家必然将整个身心介入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这就是典型的“体知”的认知方式。


2.体知的本体论意义

中国古代“体知”概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超越了西方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具有尽心、知性、知天的终极性的道德本体关切。这恰恰体现了儒家“体知”概念的最具传统特色的地方，对此探究，必然涉及“体知”何以可能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根基。张载所谓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是以存有连续和有机整体为基调的本体—— 宇宙论对作为认知主体具有一种独特意义，即人人皆有知性知天的良知良能。儒家“天命之谓性”必然导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的终极关怀。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古代“体知”不可能脱离本体论的观照而成为绝对的认识论。


中国古代“体知”概念中的“体”既可作动词又可作名词，其中，名词之“体”是动词之“体”的本体论基础和根据：“张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和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张载这句话中的‘体’是动词，程颢的是名词。我们可能说张载判定人的心量可以体知天下之物的基础，即是程颢的一体之仁”（杜维明，2002）。在这里，“一体之仁”之“体”乃是名词，与“体验”之“体”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它指的是亲在之身及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体知”在这种语境中被视为人心固有的感性觉情，它包容天地万物，与万物浑然融为一体。这就涉及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本体论观点。从中西哲学比较来看，西方哲学传统强调身心二分、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儒家传统则强调身心一如、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观念。在这个背景下，西方人所讲的超越是一种对“绝对他者”的“外在超越”，在这种外在的绝对超越中，心灵或我思被推崇、被实体化，而身体则被贬损、被虚无化；中国人讲的超越不是“信念的跃迁”，而是一种身心不二的“内在超越”，身体的具体性并非是自我证成的障碍，而是修身成德的真正起点，即从自家身体上做工夫，充养扩展，由此，自家身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在中国儒家传统中，身体并非仅仅指七尺之躯的“小体”而言，而是“混然与万物为一体”的“大体”，即“体物体身，道之本也，身而体道，其为人也大矣”的“大身子”：“吾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刘子全书卷八·
 中庸首章说》）。此“大身子”并非一己之身，而是公共之身，“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传习录下》），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张载·
 西铭》），此皆源于孟子“夫志气之帅；气，体之充也”（《孟子·
 公孙丑上》）。所以，中国人讲身必合心言之，合气言之，合情性言之。身、心、气、性、天虽各有分别，但通过“气”而构成“身—气—心”一体贯通的结构模式。在这里，“气”贯通身心，生化万物。“凡山川、动植、灵蠢、花果以至于万物之资者，皆‘气’运而成也。气充满宇宙，为万物化育之本，故通行不滞；通行不滞，故诚信不爽”（杜维明，2002）。“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王阳明，1992）。

“气”之流行，充塞天地，化育万物。在气之流行化育、天地万物融构一体中，“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集·
 太极图说》），人是万物之灵，人身充布血气，使得身心交融一体，上贯通性、天、道，中贯通心、情、志，下贯通形、色、身。概言之，“形、色、情、气、心、性、天在存有论上的本来一体和境界观上的汇通一如”（周与沉，2005）。身体、心灵、灵觉、神明无不与气相关，从草木瓦砾到生灵鬼神，皆由一气贯通。杜维明总结说，这种“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是基于以下前提：“①存有的连续；②万物的有机统一；③人的无限感受力”（杜维明，2002）。这一由“气”构成的无生物、植物、人类和灵魂在宇宙系统中息息相关、相互交融的实体，被杜维明称之为“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存有的连续性，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基调”（杜维明，2002）。作为存有之连续的“气”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要素，它既不是单一的物质，也不是单一的精神，而是一种渗透着无所不在的精神性的生命力。西方哲学难以理解具有中国哲学特质的“气”概念，这从他们对“气”的翻译可反映出来，如“matter-energy”（物质—能量），“psycho-physiological stuff”（心理—生理材料），“material force”（物质力量）。杜维明认为，应将“气”译为“vital force”或“vital power”（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既不是游离肉体的纯粹精神，也不是脱离精神的单纯物质，而是“非精神非物质，但又是亦精神亦物质的”（杜维明，2002）。对于“气”的这种模糊性，台湾学者杨儒宾作了明确的说明：“就经验义而言，气是物质因，它是构成万物的质料。就体证圆融义或就道体承体起用的创生义而言，儒家的气实即代表本体作用之‘神’”（杨儒宾，1996）。从“气之体”而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混然与万物为一体”中的“体”不仅清楚地表达了构成万物基础的生命力之“气”的意义，而且也是“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中的动词之“体”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体知”何以可能的本体论根基。


3.体知的工夫论意义

中国古代“体知”概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及其本体论根基，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工夫论意义。从广义来说，“体知”是一种认知，但不是西方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狭义的认知，而是一种对人有转化功能的认知，如张载所说的“变化气质”。杜维明称之为“受用”，即“一种作为转化行为的认知”（knowing as a transformative act）（杜维明，2002）。因此，“体知”必然意味着创造性转化，有体知而不能因受用而达到变化的功能，是自相矛盾的。由此，“体知”所预设的知行观是“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创造转化的认知，知而不行是不可想象的，体知必然能行，且是“以身体之”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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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行关系上，知和行不是单向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关系，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精觉明察，行是知的真切笃实”（杜维明，2002）。尽管“知行合一”是由王阳明在1509年赋予明确含义，但这一思想可以被视为整个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如孔子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落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
 卫灵公》），孟子的“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
 尽心上》），王阳明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传习录上》），王夫之的“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至”（《尚书引义三》），等等。


作为一种创造转化之知和知行合一之知，“体知”更注重实践智慧的践行工夫。这是儒家基于身体内在充养扩展的修身成德的进路工夫。孔子言“仁”言“礼”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修身的工夫，将人心中的私我、小我转化为真我、大我，成就君子人格。儒家经典《大学》明确提出“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并指明修身的目的和目标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达到“至善”最高境界。为此必须开出“八条目”的修身工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在八条目中处于枢纽地位，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目的，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向内的工夫，是通过内心的修持达到至善的“内圣”过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向外工夫，是从内向外、从小到大、从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外王”过程。而实现“ 内圣外王”的关键在于“修身”。那么，如何修身呢？《中庸》曰：“修身以道，修身以仁。”修身的根本在于道、在于仁，但儒家的道和仁不是抽象的空谈和思辨，而是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进行切切实实地修持和体认。这个过程包括两面：就身而言是修身，就心而言是修德；修身必以修德为根本，但修德又必须坐实在形躯上，外化为修身。因此，修身与修德实乃一体两面，不可缺失。孔子所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述而》）明确揭示了修身践行的目标、依据、原则和形式。修身的目标在于天道的实现，依据在于内心之德性，修身践行不能有违仁爱原则，具体形式可游于艺。关于四者关系，钱穆见解深刻：“惟志道笃，故能德成于心。惟据德熟，始能仁显于性。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轻重无先后”（钱穆，2002）。在这里，志道、据德、依仁重在修心，游艺重在修身。修身践行首要在于修心，即志道、据德、依仁，但是，如果游艺遵循此三者，则对身心修持、转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艺”的修习如木工、陶艺、太极、书法、音乐等活动是身心互动、整体投入其中，身心上下、内外一气贯注、充布，成为整全、谐调、和畅的活的生命共同体。志道、据德、依仁是根本，但必须落实笃行，展现为身体性的技艺。此外，孔子的修身践行还依循“礼”的原则：“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
 泰伯》）。在孔子看来，如果没有“礼”的社会规范，则身体血气要么内聚凝滞迟缓，要么外扩散乱无度。可见，在身心修行中，礼与身心互动，礼浸润整个身心，身心融入礼的精神，使得身心整体自然成为礼的合度展现。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身心整体转化。《乡党》所记载的孔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言行举止、体貌容色无不体现出礼的精神，这是修身过程中“人的文化化和文化的人化、生命化、肉身化”（周与沉，2005）。

在孟子那里，修身成德的践行工夫表现为动态过程：“践形”、“养气”、“尽心”（“持志”）。鉴于孟子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从人的本心本性出发，在修身践行上，孟子亦是从“心”上出发做工夫即“存心”、“尽心”，以达到“不动心”，然后是“持志”、“养气”，充盈形体，最后到即身显性的“践形”。这是一个自内而外的内充修养过程。通过存心、尽心、持志、养气的修身工夫，善端善性扩充全心，浩然之气充盈全身，道德意识生色形体，臻于完美。三者合一，达成“形—气—心”的一体贯通的理想之身，进而达到充实而光辉的圣人之身：“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
 尽心下》）。这就是圣人之性根于心而显于外的践形过程：“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
 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
 尽心上》）。在这里，形色与天性浑然一体，皆指先天的道德良知，是一般众人所不能体认、体知的，即使是贤人亦践之而不尽，唯有圣人才能最终践形形色为天性。可见，形色与天性因践形的工夫而一体两面，形色由于浸润人的德性，已然不是纯生物性的形色，而被德性化、精神化；德性亦并非抽象虚无，而是即形色而显，被切身化、具身化。这样看来，孟子的践形观体现了身心双修、身心一如的观点：既以心志为本，又兼顾形体修养。经身心转化的践行工夫，德性浸润全身全心，形体的生物性结构转化成为被德性之气充盈以及德性具身化的场域，形体自然显现光辉。这就是所谓“生色”，由于浩然之气和生发存养，充沛四体，内在的道德本性亦浸润百骸而流于面背，达于四肢。朱子对此解释曰：“盖气禀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其积之盛，则发而着见于外者，不待言而无不顺也”（朱熹，2011）。总之，孟子的尽心、持志、养气、践形的践行工夫，就是体知工夫，由此，身心整全地转化而呈现出全新的生命状态。“心”失去其意向性，转化为显现形、气的全心，“身”失去其生物性，转化为凝聚心、气的全身，“气”失去其本能性，转化为充布于形、心的浩然之气。由此构成心—气—身或身—气—心一体三相、融通一如的结构模式。


在宋明儒学中，践行或体知工夫表现为从“格物致知”到“致良知”的工夫进路中。“格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儒学经典《大学》中，并成为宋明儒学思想中一个核心问题。从语义学来看，“格”具有三种解释：“对立”（捍）、“达到”（致）、“改正”（正）。宋代司马光用第一个意义将“格物”解释为“防物”，朱熹遵循程颐思想，将“格物”解释为“达到事物”，即通过逐步研究外部事物来达到事物内部固有的“理”，王阳明则将“格物”解释为“正物”，即纠正或改正自己的观念或思想。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工夫取向：程朱学派强调外部事物上做工夫，陆王学派则强调内心“头脑”上做工夫。为了补救朱熹“格物”重视“事功”而忽视“内功”的缺陷，王阳明在两次亲身体证“格物”之后，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力图超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格物所描述的主体和客体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知行合一排除这种人为二分，而强调知行在本体上的同一；格物强调有形的外部修身行为，而知行合一则强调在内部改造中保持道德意识的警觉；格物强调外部行为优于内在本性，而知行合一则强调内在本性和自我修养的先天性和独立性。为了克服朱熹“格物”的缺陷，以便达到知行本体上同一，王阳明把“格物”视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自我修身的工夫过程，这实际上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过程。由此，王阳明于1521年正式提出“良知”学说。那么，何谓“良知”呢？在王阳明那里，“天理”即是“良知”，“天理”是心之本体，“良知”是天理的“昭明”和“灵觉”。因此，“良知”是人心之先天性和内在性的最终根据。尽管“良知”具有先天性和内在性，但它并非是神秘的根源，与经验知识绝对分离，而必须被充养扩展。这就是“致良知”的工夫过程。在这里，“致”可理解为“充分发展”或“充分实现”等意思，“致良知”意即“先天知识的扩展”、“道德意识的扩展”、“良心的扩展”、“直觉知识的扩展”等。这就是说，“致”这是从修养工夫角度而言的，“良知”则是从心之本体角度而言的。因此，“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的工夫本体的统一。从本体论层面看，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良知”不仅限于人类甚至生物界，而且也是天地万物的最终实在，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唯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王阳明，1992）。在这个意义上，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拥有良知，更在于他充分扩展其良知（致良知），包容宇宙，与天地万物同流。从经验层面看，人的良知良能的本心如果不能充分扩展，就会容易被外在事物和感性欲望所惑，因此，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去人欲”才能“存天理”。这就是“致良知”的工夫过程。


当然，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一个自我修养的工夫过程，我们不能无限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朱熹亦强调格物必须从切己处理会去，把格物视为自我修养的过程和方法。他说：“‘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体验去”（朱熹，1986）。这里，“体验”是自家整个身心介入来体证事物内部之理。对此，杜维明重新诠释“格物”：“不能将‘格物’解释成身居局外的观察者对外在事物进行无动于衷的研究。相反，它代表了一种认知方式，认知者在这种方式中不仅被已知事物渗透，而且还被转化了。‘格物’就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以及周边世界而探索自然现象与人类事务”（杜维明，2002）。









第九章

法相唯识学的具身认知思想

在各种佛学流派中，法相唯识学是一门深入分析众生心识结构及其贤圣境界的学说，有着极强的思辨色彩；它体系完备、逻辑严密，集宗教与学术于一身，是“佛学中最能与现代学术进行交流的一种理论”（林国良，2000）。

从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来看，由于传统上以表征和计算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的认知研究范式仅仅简单地将人类认知化约为某种“抽象符号的形式操作”（Anderson，2003），存在着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的根本缺陷，“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重要特征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将日受重视”（李其维，2008）。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研究纲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关注现实生存中人的实际认知，强调认知研究应该取现象学‘回到原初经验’的方式，并赋予身体在认知的塑造中以一种枢轴的作用和决定性的意义，主张在认知的解释中提高身体及其活动的重要性”（石文山、叶浩生，2010）。这种转向“身体基础方案”（physical grounding project）的认知研究进路非常契合法相唯识学的认知探索传统，因此，在当前的认知科学研究中，引入法相唯识学的分析视角，借由“它山之石”来启发和深化具身认知的研究范式，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此，我们仅以法相唯识学的心识思想为基础，剖析其所蕴涵的具身观念，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建立它们与具身认知科学的沟通桥梁。


一、法相唯识学的心识结构

法相唯识学的心识结构论是对心识的构成及其功能的阐释，它略相当于现代认知科学中的认知架构（cognitive architecture）概念。关于心识结构的系统描述，最早见于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后来经过世亲菩萨的精简，被概括为“五位百法”。 “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大乘百法明门论》）。所谓“心法”即我们能觉知的心；“心所有法”是依“心法”而生起的各种心念；“色法”为物质（如地水火风等）及其活动（如坚湿暖动等），是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由“心法”与“心所有法”所变现的影像；“心不相应行法”是在“心法”、“心所有法”以及“色法”的作用下假立的名称，属于假法；最后是诸法的实相“无为法”。正果法师（2007a）曾对五法及其与心识的关系进行整理，如图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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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五法事理不离心识

1. 心法

心，梵文Citta，指具有认知、识别作用者。心法共有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通称“八识”。就本质而言，心法乃是一种依诸多因缘条件而生灭的有为法。在《大乘百法明门论解》中，窥基法师从六个方面对心法作了具体界说：“心法者，总有六义。一集起名心，唯属第八，集诸种子起现行故。二积集名心，属前七，转识能熏，积集诸法种故。或集起属前七，转现行共集熏起种故；或积集名心，属于第八含藏，积集诸法种故。三缘虑名心，俱能缘虑自分境故。四或名为识，了别义故。五或名为意，等无间故。六或第八名心，第七名意，前六名识，斯皆心分也。”


（1）心法以“集起”为义。通常情况下，“集起”特指第八阿赖耶识具有汇集诸法种子而生起现行的功能。如果就现行聚集熏生种子而言，则前七识也含“集起”之义，故可通于八识。


（2）心法以“积集”为义。指前七转识能熏积诸法种子于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如果从所积集的方面来看，也用以指第八阿赖耶识积集含藏诸法种子的功能。


（3）心法以“缘虑”为义。八识皆能认知、识别各自的境缘。


（4）心法以“了别”为义。所谓“了别”是心识对自己所缘境界的分别了达。从深细的方面看，八识皆有了别功能；从粗显的方面看，了别功能则只局限于前六识。


（5）心法以“思量”为义。思量具有“无间觉”和“现思量”二义，其中“无间觉”的功能为八识所共同具有，而“现思量”的功能则只属于第七末那识。


（6）从八识各自的突出特点来说，一般仅以第八识为“心”，第七识为“意”，而前六识则称作“识”。如《楞伽经》（卷六）所说：“藏识说名心，思量以为意，能了诸境界，是则名为识。”


由上可知，心法的意涵确实非常丰富、复杂，它“最极微细”（《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是“多种心理、精神功能的统称”（陈兵，2007）。正果法师（2007b）曾经简略地勾勒过心法的含义，如图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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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心法要义

虽然八识都具有集起、思量和了别的含义，但就差别的方面来看，第八识主要以集起为义，第七识以思量为义，而前六识则以了别为义。


从“集起”义来看，心法蕴涵着一切现象生起的潜势力，它以种子的形式潜存于第八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识如同仓库，将生命无始以来的所有经验都储藏其中，不坏不失。因而，阿赖耶识也常意译为“藏识”，强调其具有能藏、所藏和执藏的功能。所谓“能藏”，指阿赖耶识中含藏着一切法的种子；所谓“所藏”，意谓前七识的现行杂染法能够熏习阿赖耶识而成为种子，是前七识熏习之所藏；所谓“执藏”，指阿赖耶识被第七识末那爱执为自内我体，妄生贪爱，即“我爱执藏”。阿赖耶识的能藏是相对于种子的“集起”义，所藏是相对于前七识熏习的“集起”义，而执藏则是相对于第七识末那的“集起”义。如图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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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藏识集起

从“思量”义来看，心法都有思虑、量度的含义，而第七末那识尤以“恒审思量”为突出特点，它无间断地审查思量，执著阿赖耶识为内自我。相比较而言，第八识是“恒”而无“审”，第六识则“审”而不“恒”，前五识非“恒”非“审”。同时，末那识还是第六意识发生的“根”，是谓“意根”；正是因为末那识的作用，我们的一切思维活动才始终囿于“我”之内，只能是“具体的身体的”认知。因此，如果不能突破末那识的置限，那么，现代哲学、科学所强调的“客观”原则，就永远无法兑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法相唯识学中，第七末那识又被称为“染污识”，我们之所以不能见到诸法真相，皆因末那识的“染污”所致。


从“了别”义来看，心法皆具明了、分别的含义，而尤突出地反映在前五识的感觉功能和第六意识的思维功能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等五根与各自对应的色、声、香、味、触等五尘结合，就会集起相应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而产生“明了”作用；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感性认知”。第六意识依末那为“根”，对相应的“法尘”而有推理、判断、记忆等“分别”作用。当第六意识与前五识同时俱起时，则为“五俱意识”；“五俱意识”能令前五识深入把握所接触的对境，故又称为“明了意识”。当第六意识独自缘过去、现在、未来的“法尘”，也即其单独活动时，则称为“独头意识”，如梦中意识、定中意识（指禅定中的意识活动）、散乱意识（与前五识无关、单独生起的念虑，如回忆过去、想像未来等）等都是意识的独自作用。


将八识心法的相互关系归结起来，可图示如下（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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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八识的相互关系

2. 心所法

在生命活动中，心法并不单独活动，而是与许多复杂的心所法相应、配合，共同构成认知作用。法相唯识学常以王臣关系来比喻心法与心所法的关系：作为能觉知的心识，心法如国王，把握对象的总貌、总相；作为随心识而起的各种心念，心所法如大臣，除了解总貌外，尤须深入把握对象的细节（别相）。心所法的作用就在于辅助心法更好地完成认知活动。因此，相较于心法而言，心所法具有如下特点：①恒依心起。心所法永远依托于心法而生起。②与心相应。心所法必定追随心法活动，与心法和合相应。③系属于心。心所法归属于心法，是心法的助伴。


根据心所法的性质和作用，法相唯识学建立了六类五十一心所法，具体包括遍行心所五种，别境心所五种，善心所十一种，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和不定心所四种。其中，善心所、根本烦恼、随烦恼和不定心所主要是对认知条件的说明，不再赘述。这里仅就遍行心所和别境心所作一简单说明。


（1）遍行心所：包括作意、触、受、想、思五种心所法。它们周遍活动于一切心识之中，为所有的心识过程构筑了基本的活动模式：由于末那识的自我造作，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得以现行，根、识、境三方面由此开始接触与和合，于是就有了受（情感）、想（认知）和思（意向）等心理活动。如图9—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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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遍行心所

（2）别境心所：包括欲、胜解、念、定、慧五种，是对个别的、特定的境界生起的心理活动。具体地说，欲心所缘于所乐境，胜解心所缘于决定境，念心所缘于曾习境，而定心所、慧心所缘于所观境。别境心所以有情众生“根身”的存在为条件，它并不遍行于一切心识之中，并不是所有的心理活动都需要别境心所的参与。别境心所的活动状况可图示如下（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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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别境心所

3. 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

（1）色法

色，有变坏、质碍和示现等含义（林光明、林胜仪，2011），在这里，“质”乃形质，“碍”是形质占有一定的空间而互相妨碍；西方哲学将有广延性的东西定义为“物质”，若以此类比，“色”则略同于物质以及物质的活动。在法相唯识学中，色法包括“五根”、“五尘”和“法处所摄色”。


（2）心不相应行法

心不相应行法是以心法、心所法和色法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一类法，它们既不是心，也不是色，而是心、色的分位假立，是心、色活动的表现形式。


（3）无为法

心法、心所法、色法与心不相应行法皆是因缘造作而起，有生灭变化，故又合称为“有为法”。无为法与有为法相对，由有为法所显现出来，无生灭造作，所以称为“无为法”。


总起来看，法相唯识学通过“五位百法”对人类的认知现象进行了系统说明。该认知体系从“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佛学命题出发，以心识为基本内核建构起来。在心法方面，它并未滞留于前六识的现象描述，而是深入于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对认知的内在根源、基本动力、转化机制等进行了精细的分析，阐明了认知发生的深蕴结构。与心法相应而起的心所法，详细地论述了认知的一般过程、正确知见的条件以及认知乖谬的原因。作为心法、心所法的现象学形式，色法既是认知发生的条件，也是认知的直接对象；它表明现实的认知必定是基于身体的和寓于情境的。心不相应行法是心法、心所法和色法的分位假立，是认知的主要结果。无为法通过心法、心所法、色法及心不相应行法而透显出来，是认知转染还净后的终极呈现。


4. “依根五义”与心识结构的具身性

与现代认知科学主要借助于类比推理（如计算机隐喻、大脑隐喻等），通过科学建模的方法来进行认知构架的研究不同，法相唯识学的心识结构出自于历代论师的禅修实践，是论师们以亲身的体证为基础，通过“现量直观”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真实体验；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以身体为基础”的具身研究方式。相较而言，现代的具身认知研究“由于缺乏更适当的方法而不时陷入死胡同”（Calvo and Gomila，2008），因此，借由法相唯识学的方式，或可为具身认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镜。


从前面对心法、心所法的简单描述来看，法相唯识学对于认知现象及其本质的探讨始终是围绕身体及其情境的，无论是唯“心”所显现的法，还是唯“识”所了别的相，都是以“身体”为中心的因缘所生成，其唯识缘起性即现代认知科学的具身性。


之所以能够将法相的唯识缘起性界定为认知的具身性，最明显的根据就是前六识的“随根立名”：眼识随眼根立名；耳识随耳根立名；鼻识随鼻根立名；舌识随舌根立名；身识随身根立名；意识随意根（末那识）立名。在《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中，昙旷法师从“随根立名”的五种义理出发，对认知的具身性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随根立名具五义故。五谓依、发、属、助、如根。”


首先，“具身”意味着识“依”根而住。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分别依止于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和意根，各种心识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基础，其中，前五识的存在基础为物质性的，而第六意识的存在基础则是精神性的（末那识意根）。“依眼之识故名眼识，要根不坏，依眼识生，纵色现前，盲不见故”（《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这就是说，只要有“根”，必然就会有“识”（认知）生起的可能；而一旦“根”缺失，则“识”亦随之消失。以“眼见色”为例，即使当前的色境消失，眼识仍可以见到别的色境，可是，如果“眼根”坏了，无论是眼的净色根（略相当于现代的视觉神经系统）坏了，还是眼的扶尘根（略同于眼球等视觉器官）坏了，则“眼识”必然随之坏灭，如同瞎子，再也看不到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


其次，“具身”意味着识由根所“发”，即心识是由其相应的根所引发的。“眼所发识，故名眼识。如病损眼识并见黄，不由色坏识谬见故”（《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既然心识由根所引发，那么根的变化就必定会影响到识的了别作用；相对而言，尘境的变化则不会致使心识丧失其功能。例如，近视眼、老花眼之类的生理变化，都会影响到眼识对世界的认知。当然，这里根对于识的引发作用并没有“产生”之义

4


 。如果仅有根而没有识，比如刚死的人缺失了眼识种子，虽然眼根完好，仍无法形成眼的认知作用。


第三，“具身”意味着识的种子始终相“属”于根。在法相唯识学中，无论是识，还是根，都有各自相应的种子存在于阿赖耶识之中；识有识种，根有根种。识种随逐于根种，一旦根的作用显示出来，于是就会有识的生起。“属眼之识，故名眼识。眼识种子随眼种生，不随色种眼识生故”（《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就此意义而言，如果仅有识而没有根，比如盲人的眼根坏失，虽有眼识种子，仍然无法形成眼的认知作用。因此，识与根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缺一不可。现代认知心理学曾一度将认知抽象为信息的输入、加工与输出过程，认为认知可以脱离身体（所谓“离身认知”）而存在；这显然与心识的“属”义相违背。


第四，“具身”意味着心识对于其所依根的影响作用，所谓“识助于根”是也。一方面，这种影响可能是消极的，形成对“根”或多或少的损伤。例如，眼睛盯着强烈的灯光或仰视猛烈的阳光，就会感到难受并刺伤眼睛；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可能是积极的，如当心识领纳喜乐之时，就会对“根”有滋润作用。“助眼之识，故名眼识。由识合根有所领受，根有损益，非由色故”（《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虽然心识必须建立在“根”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但反过来，“根”要成其为“根”，也必须要得到心识的协助。如果心识发生病变，根的作用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精神病人虽然眼根与常人无异，但由于识种差别，其所看到的世界却迥异于常人。


第五，“具身”意味着心识与所依根相应，必定“如”其所依根。如“看见”只能对应于眼根，而“听闻”则只能对应于耳根，等等。“如眼之识，故名眼识。如根能照定是有情，色于是中非决定故”（《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心识所缘之境必定是其根“能照”之境；根能照，则识能缘，二者必定同是“有情”。在当代的具身认知研究中，学者们指出“躯体”（physical body）与“身体”（living body）的差别，强调认知源自于活的身体，而非物质性的躯体；这种观点与“如”根之义并无二致。


正是由于心识与根（身体）之间有着如上五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法相唯识学才由此建立了六根、十二处、十八界的认知分析框架。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身体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了认知方式的基础，个体总是通过自己的身体与世界打着交道；身体“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梅洛-
 庞蒂，2001）。

二、心识初能变与认知的场域性

法相唯识学不仅非常系统地描述了人类心识的基本构架，而且还进一步深入地揭示了心识活动的动态过程。从总体上看，心识活动涉及到八识之间多功能、多层次的相互作用与协调，是一种以“业种子”（能量）形态存在的、潜隐的、混沌的心识被开显出来，藉由身体（物质）的承载，成为一种以“名相”（信息）方式存在的、显明的、有序的认知现象。具体而言，法相唯识学以心识的三阶能变为基础，准确地描述了认知的三级建构过程：第一级建构关涉阿赖耶识中“种子”的集起；它为认知的发生提供潜在能量，是认知活动的动力源泉；第二级建构以末那识为基础确立起“自我”；它构成了认知发生的重要视角，是认知活动的内在主体；第三级建构通过前六识的“身体化”集成，它规范了认知的具体图式，是认知活动的直接显现。


1. 阿赖耶识的活动特征

心识初能变即阿赖耶识的集起，是一切心识活动的基础，所谓“集诸法种子，起诸法现行”（正果法师，2007b）。阿赖耶识“是在心理世界和物质世界深层‘恒转如瀑流’的一隐性的功能洪流，它默默地、永不停息地进行储藏和处理有关众生身心及其所依止的世界之一切信息的工作，对于众生、世界何以如此及众生生命的维持、世界的样相，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陈兵，2007）。根据当代佛学研究者陈兵教授（2007）的归纳，阿赖耶识的活动略有五个特征：


（1）阿赖耶识隐微难知。阿赖耶识乃执持一切种子、恒常活动不息的深层心识之流，如《解深密经》（卷一）所说：“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由于本识活动太过“深细”，其行相只有在甚深禅定中才能觉知到，故一般的世间学问，甚至佛教的小乘修行者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在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虽对人类的心理现象有过相当深蕴的探讨，提出了“无意识”概念，但较之于法相唯识学，其分析仍然比较狭隘，仍然显得肤浅。“就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而言，它蕴含了个人生活的真实；就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它展示了人类共同的根基；而佛教的阿赖耶识理论，则代表了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尹立，2007）。虽然同属于深层心理分析，但阿赖意识所关涉的领域比无意识要宽泛得多，其包摄力更强。


（2）阿赖耶识是能量场。作为无意识的能量场，阿赖耶识如同虚空，既非是有，也非是无。非有，是说它没有可以见闻觉知的物质性形象；非无，指其作用显然是存在的。《密严经》（卷上）认为，阿赖耶识“住于身”，“依身而运动”，弥纶周遍于内外诸世间，遍于一切，它不是一个凝然不动的实体，而是一个生灭相续的心识之流。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诠释，阿赖耶识略同于物理学中的“能量场”，虽无形质，确有效能。


（3）阿赖耶识贯通三世，一味恒转。《显扬圣教论》（卷十七）认为，阿赖耶识“缘境无废，时无变易。从初执受剎那乃至命终，一味了别而流转故”。这就是说，阿赖耶识的功能在有情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无有止息；它与前七转识同时运作，念念不断地接收、处理种子，为七转识提供种子生因和依止因。即使在前七转识完全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如熟睡、闷绝、被麻醉、处胎、入无想定及灭尽定等），阿赖耶识仍然现行活动；它不仅贯彻于有情的一期生命，而且贯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相续。


（4）阿赖耶识性属无覆无记。阿赖耶识虽然与前七识及其善、不善等心所共同运作，但它本身却是非善非恶的，属“无记”性。阿赖耶识既是众生杂染的根本，也是众生转染还净的根本；它并不障碍众生的觉性，故为“无覆”性。合而言之，阿赖耶识乃无覆无记性的存在，是众生认知活动的基础。


（5）阿赖耶识是个体性与共同性的统一。玄奘法师认为：“诸有情各有本识，一类相续，任持种子，与一切法更互为因，熏习力故”（《成唯识论》卷一）。说阿赖耶识是个体性的，意味着每个众生皆具有自身的阿赖耶识，各各不同；说阿赖耶识是共同性的，指所有的阿赖耶识都有共同的功能和性质，它们互相促进，互不相离，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心识初能变与认知场域的拓展

在各种法相唯识学的论典中，关于阿赖耶识最为常见的隐喻莫过于将之比作海洋，而一切显“相”则犹如海浪，所谓“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楞伽经》卷二）。从“浪”观，“波”无量，其所折射之境相也无量；就“海”言，无“波”不是“海”，“海”与“波”非一非异。事实上，在浩瀚无垠的海洋中，“波浪”仅仅是海洋表面非常微小的部分；大量的水体潜伏于深层，隐藏着海洋在过去活动中所蕴集起来的巨量“效能”。一旦条件成熟，这些潜在的“效能”就会冲出海面，呈现出形态万千的波浪；一一波浪皆透显一一各别的境界。与此相似，在阿赖耶识的海洋中也蓄积有无量众生无始劫来业力活动的所有力能。当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些潜在的“业能”（种子）就会如“波浪”（根身）般显现出来；透过每一波浪都会有一个新的“视域”（器界）展现出来。在这里，法相唯识学的论师们借助于海洋的类比，形象地传达了他们在禅观中所照见的诸法真相：一切现象都含摄于阿赖耶识之中，是阿赖耶识的效能表现。如俄国佛教学者舍尔巴茨基（Stcherbatsky，2009）所言，从阿赖耶识的立场看，“既无外部世界，也无了知此世界的认识。只有那自我证实的识的观念在认识自身、认识宇宙、认识真实的世界。这些识被认为由无数潜藏眠伏在阿赖耶（即藏识）中的可能观念构成”，也正是这些“潜藏眠伏”功能性种子“才使构成现实的诸事实系列进入有效能的存在”。这就是说，认知并没有所谓的“外在”实体需要把握，它仅仅意味着阿赖耶识的潜在“业能”在一定条件下“显现”了出来。


因此，与西方科学从主客二元关系出发对认知现象进行研究不同，法相唯识学将认知研究的基点放在阿赖耶识的“能变”机制上，从阿赖耶识的潜在“业能”中开显出现实的认知场域；恰如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阿赖耶识作为心识活动的“开端方向”，并未给出心识的“对象之规定”，它不是要提供一个固定的一般命题，而是要“从不确定的、但以某种方式可理解的显示内容出发把理解带向正确的视野”。具体地说，法相唯识学把认知研究“带向正确的视野”的“可理解的显示内容”包括种子、根身和器界，三者皆为阿赖耶识所执受，是阿赖耶识的“初能变”。作为一种“场”存在，阿赖耶识与其所变现的种子、根身与器界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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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阿赖耶识的初能变

3. 有情世间：认知实现的身体场域

就现象的层面看，一个完整的认知活动最终必然要表现为主体（有情世间）、客体（器世间）的相互关系。在西方心理学史上，这种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曾经被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略同于“领以为境，令生觉受”）；而在现代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其关系又更多地突出了认知主体的主动建构过程（略同于“摄为自体，持令不坏”）。这些观点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认知的真实状况，但就整体而言，它们仍然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法相唯识学超越主客关系的二元对立，将认知的根本置于阿赖耶识的“业能”场中，主张认知活动既要关涉于阿赖耶识的“受”（反映），又离不开阿赖耶识的“执”（建构），是阿赖耶识之“执”、“受”过程的统一。


作为“含藏”种子的巨大仓库，阿赖耶识的执受首先表现为种子的执受；而种子的“执”与“受”则是认知活动的深层基础。一方面，如果没有种子的“执”，过往的一切“业能”就无法保持下来（“令持不坏”），成为具有现实效能的力量；由此，认知就将缺失内在的动力机制而不能启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种子的“受”，潜在的各种“业能”就无法拓展开来，构成现实的活动境域（“领以为境”）；诚如是，则认知就将缺乏外在的活动空间而无处着力。


当然，种子的存在形式是潜在的，它既无“自体”，也不“觉受”；因而此时的认知尚处于隐伏状态，尚不能构成现实的认知。唯有将潜藏的种子以一定的现实形式进行“集起”，认知才会真正地显发出来。在法相唯识学中，这种“集起”潜藏种子的“现实形式”要借由“根身”来实现；现实的认知必须从根身出发，是以根身为基础。


从种子到根身的转化过程，就是认知的现实主体得以建构的过程，因为在根身的执受中，不仅具足了种子执受（“令持不坏”、“领以为境”），而且还进一步在其“执”中形成了“自体”（“摄为自体”），在其“受”中产生了“觉受”（“令生觉受”）。正是由于根身的“蕴集”，种子中潜隐的“了别”作用才得以“开显”，并形成各具特色的认知作用

5


 。

因为根身具有开显认知的作用，所以在佛学中，常常将“根”释义为“增上”、“出生”，意谓根身具有促进、助成心识的了别作用，如草木等，由有所依托的根为主力，枝叶等才能生长。就人类认知而言，根身可以略归纳为六种，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和意根，其中前五根为物质性的存在，而第六意根则为心理性的。法相唯识学以第七识末那为第六意识之根，它恒执第八识的见分为内自我；由此末那的执持作用，才有诸根的和合集起，个体才得以形成，即所谓“摄为自体”是也。前五根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浮尘根与净色根：浮尘根浮露在外面，与外尘交接，如眼球、耳轮、鼻腔、舌头等外部感觉器官以及身根的四肢百骸；净色根殊胜微妙，隐伏于身体之内，非肉眼可见，有发识取境的作用。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净色根略相当于人体的神经组织。


总之，根身由阿赖耶识中的“业能”变现而来，粗略地讲，它就是众生的身体，而精细地说，其则为身体所具有的各种感觉机制、感觉机能，所谓“令生觉受”者也。


结合种子与根身而言之，在阿赖耶识的能量海洋中，由于“业”的造作活动而有种子功能的延续，进而在各方面条件具足时就会有根身的积聚缘起，于是出现了有情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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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情世间则为认知的显现构筑了一个基本的实现场域。在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具身认知强调认知必然要涉及身体并以身体为基础；如果我们能够从有情世间的角度对其研究的关键术语“具身”进行诠释，对认知与身体的关系进行佛学的阐明，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具身认知研究的深化。


4. 器世间：认知实现的环境场域

由于末那识的“我执”作用，原本统一的阿赖耶识“场”被强行地分别为“我”及“非我”两部分，其中“我”的部分由情执（主要是“贪爱”）而有，称为“有情世间”；而“非我”的部分则被视作是外在于“我”并可以为“我”所“领”、“受”的对象，称为“器世间”。从根本上看，器世间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它并非现代科学所谓的“物理环境”，而更类似于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心理环境”。“‘境’尽管有一部分是可能有‘质碍’的，但其所依的‘相分’仍然是第八识中所藏的种子。若无‘种子’，此‘境’便不能被‘识’所证实其确实存在”（杨维中，2008）。

玄奘法师根据性质的不同，将器世间分为三类境，即性境、独影境和带质境，并以偈颂表述为：“性境不随心，独影唯随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
 。

首先，性境是具有真实体性的境界。窥基法师认为：“诸真法体名为性境，色是真色，心是实心”（《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在《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一）中，惠沼法师更进一步对性境加以描述，将其定义为：“从实种生，有实体用，能缘之心得彼自相，名为性境。”综合二位论师的观点，可以归纳出性境的三个特征：其一，性境从真实的种子生起；其二，性境非虚构之物（如空花、兔角等），有实体实用；其三，性境有各别的自性，能缘心仅取其自相而识别它。


虽然性境从“真色”而有，但是，“真色、真心俱是所缘，所变相分俱名性境；或能缘心而非妄执分别构画，名为真心；真心缘彼真色等境所变相分，方名性境”（《宗镜录》卷六十八）。这就是说，性境仍属相分，为“真心缘彼真色”的实境；其“不随心”的涵义主要是指心识对性境的缘取无有“妄执分别构画”。具体地说，“性境不随心”可以概括为“四不随”：第一，性境属无记性，不随从能缘心的善恶而起变化，即“性不随”；第二，性境不会因能缘心界地的变化而改变，此是“界不随”；第三，性境有其各别种子而不随从能缘心生，是谓“种不随”；第四，性境不随第八识之异熟而改变，这叫“异熟不随”。


“性境不随心”表明器世间有其确然的稳定性，虽然它统摄于心识之中，为阿赖耶识所“领以为境”，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改变。从本质上讲，四种“不随”揭示了认知对象的客观真实性，说明器世间有相对独立于有情世间的实际内容；由于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存在，有情世间在建构认知图式时就需要如实地对器世间的真实相状加以反映。


其次，独影境是由能缘心的虚妄分别所变现而无客观真实性的境界。如窥基法师所言：“皆是随心，无别体用，假境摄故，名为独影”（《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延寿法师认为：“独影者，独者，单也；单有影像，而无本质故。相名独，如缘龟毛、石女等相；或虽有质相分，不能熏彼质种，望质无能，但有假影，亦名为独。如分别心缘无为相，及第八识心所相及。余准此知”（《宗镜录》卷六十八）。独影境仅仅是一些“假境”、“影像”，它并非真实存在的影像，无有能生的种子，无有可依托的本质。


独影境略可以分作两种：其一是“无质独影”，这样的境界在客观上完全不存在，只是众生主观上的颠倒计度所变现的影像，如龟毛、兔角、梦境等；其二为“有质独影”，此境虽有本质，但因它的本质无薰生性（如第六意识缘取无为法时），故其境界亦“但有假影”。


第三，带质境是指能缘心所缘取的境界有可依托的本质，但其所变现出的相分却与此境的自相不符。惠沼法师认为，带质境“谓能缘心缘所缘境，有所杖质而不得自性。此之相分判性不定，或从能缘心，或从所缘境；种亦不定，或质同种，或见同种，或复别种，名带质通情本”（《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一）。由此可见，带质境有两个特征：其一，带质境非如独影境那样是虚妄构建，它有可依托的本质；其二，带质境非如性境那样显现为自相，它未得自相之本真。恰如玄奘法师所指出的那样，“带”有二义：一是挟带，二为带似。具体地说，能缘心在缘取境界时，虽亦挟带着境界之“质”，或带似此“质”，但其相分却与此“质”自相不符；它并不是此“质”自相的直接观照，而是涉入了能缘心的建构成分。


反过来看，带质境既非纯属虚妄，也未全及真实；因为“带质境确实是依托本质而有，所以不是‘唯从见’；也并非仅仅依照本质原样反映，所以也不是完全‘不随心’。它一方面可判依从能缘之心，另一方面也可判依从本质，因而其‘性’有两面，种子、界系也有两面”（杨维中，2008）。正是因为带质境在性、种子、界系等方面都不确定，它们既可以归属于能缘，也可以从属于所缘，所以玄奘法师才有“带质通情本”的论断。例如，第七识缘取第八识的见分而生起的“相分”，既可以随从第八识（所缘）被判定为无覆无记性，也可以随从第七识（能缘）被判定为有覆无记性。这就是“性通情本”。同时，此情形中的“相分”，既可以被认为从第八识（本质）的种子而来，也可以被认为从第七识（能缘）的种子而有，还可以被认为是二者共生的。这称为“种通情本”。另外，此时“相分”的界属可以依据第八识（本质）来判定，也可以随从第七识（能缘）来认定。这即是“界通情本”。


总体而言，作为认知实现的环境场域，器世间同样是根源于阿赖耶识的变现。在此“变现”过程中，若能摒除有情世间的干扰（妄想、分别、执着），就能够直“显”性境；若完全是有情世间的虚妄构建，则为独影境；带质境居于两者之间，既有反映的成分，也含建构的因素。关于器世间的认知特征如图9—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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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器世间的认知特征

如上所述，法相唯识学从阿赖耶识“含藏”的角度入手，通过阿赖耶识所执受的种子、根身、器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详细地说明了认知场域的形成过程。如《成唯识论》（卷二）所言，“阿赖耶识因缘力故，自体生时，内变为种及有根身，外变为器，即以所变为自所缘，行相仗之而得起故。”


在现代心理学中，关于认知源自何处的理论非常之多，精神分析提出无意识理论，从力比多（性力）、原型、情结等方面探索人类认知的根源；发生认识论及其他活动理论以“活动”为认知的基础；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完形”；拓扑心理学主张“效能即实在”；超个人心理学探寻宇宙意识；生理心理学力图揭示认知的神经机制；社会建构论从社会交往出发，倡言认知的语言建构；具身认知则着力阐明认知的身体基础与环境条件……如果能够将这些理论与法相唯识学的“藏识”说加以比较，对于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必有重要的意义。如陈兵教授（2007）所言：“佛学所言阿赖耶识，非心非物而即心即物，是一种起储藏、处理一切心理、生理、物理信息的电脑意识作用，是宇宙万有何以如此的最重要因素，古人多将这一因素归于天和神，今人多只见物质、大脑而忽略这一起最重要作用者。佛学将这种作用归于每一众生心，并通过修行去证知其性相，值得珍视。”


三、心识二能变与认知的个体性

在心识的初能变中，阿赖耶识通过对“业能”的存储拓展出一个基本场域，构成认知活动的所依。因此，在法相唯识学中，阿赖耶识也被称为“所知依”；一切认知活动都要以阿赖耶识为依托才能实现。这个潜在的认知场域该如何现实化，即如何从“种子”形式转起为“现行”呢？

如果第八阿赖耶识为认知的建构拓展出了一片场域，则第七末那识就是这片场域的“观察视点”。“正因为有此末那识，所以我们才会有带有个体色彩的心灵世界，才有种种不同特色的人格的表现”（释正刚，2006）。第七末那识恒执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内自我，是认知个体化的关键所在。


如同数学上借由坐标系来实现对空间的度量和定位一样，认知场域的“显现”也需要一个“坐标系”：它通过末那“我执”确定出认知的“坐标原点”，并以前六识为基础构造出各种形式的“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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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相唯识学中，相对于阿赖耶识的初能变，末那识被称为二能变，而前六识则被视作三能变。在心识的三次能变中，初能变集起“种子”，为一切认知生起的根源，是能变之“因”，故又叫做“因能变”。二能变与三能变的主要功能在于将潜在的认知“显现”出来，所以也被合称为“果能变”。正是借助“因能变”向“果能变”的转化，一个现实的认知过程才开始被建构起来。如《成唯识论》（卷四）所言：“阿赖耶为依，故有末那转，依止心及意，余转识得生。”


1. 末那识的活动特征

在《八识规矩颂》中，玄奘法师曾对末那识的活动特征作过简要勾勒：“带质有覆通情本，随缘执我量为非”、“恒审思量我相随，有情日夜镇昏迷”。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末那识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对阿赖耶识的“业能”活动进行量度（此即是其坐标涵义之所在），它恒依阿赖耶识而转起。如《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所言，末那识“常与阿赖耶识一时俱转，缘阿赖耶识以为境界。”由阿赖耶识之恒常相续，则有末那识的“恒审思量”。如同阿赖耶识的隐微难知，末那思量也昧劣难见；作为潜隐的心识活动，末那识既不能向外了别外界，也不能了别前六识，而仅仅向内以阿赖耶识为思量对象。由此而论，法相唯识学的深蕴心识构架实质在于七八两识的“一时俱转”；它们活动于意识之外，非意识所能了知，属于潜意识范畴。


尽管阿赖耶识事实上永远处于刹那生灭的无常迁流之中，但因其活动太过微细而呈现出相似相续的湛寂状态，“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楞严经》卷十）。因而第七末那识在思虑、量度第八阿赖耶识时，总是将它误作为恒常不变的独存实体而执取为“自我”，“此第七识本质，即以第八为境，由似一常，似实我相”（《成唯识论述记》卷一）。这就是说，有情生命流转的根源是以末那识的“我执”为内核的，正是由于此末那识的存在，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即处于我执状态，一方面执我为中心，一方面处处着相。“执我为中心”构成了认知的坐标原点，而“处处着相”则是其认知活动之所了知。


由于末那识源自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并以量度阿赖耶识为基本功能，所以，它不是全然虚妄的构念，而是有阿赖耶识中的“业能”作为基础。但是末那识也不是对阿赖耶识的准确照见，其“我执”限制了它对阿赖耶识的如实取量。作为心识染净转折的枢纽，末那识以“我执”之情通于“业能”之本，它虽是“有覆”，却亦“带质”；仅因它“随缘执我”，故而其“量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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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末那思量是“恒审”的，因 “恒”，故其思量能够一以贯之，恒常相续；因“审”，则其思量可以明晰分别，各具特色。合起来看，末那识的“恒审思量”从根本上构造了个体性认知的统摄基础，成为表层心识活动的内在基础。就实质而言，末那识之所以被称作“意根”，成为量度阿赖耶识“业能”场域的坐标点，就在于其“恒审思量”的统摄作用。


2. 心识二能变与自我的形成

心识二能变即末那识对阿赖耶识的执取，它与有情生命中“自我”的出现密不可分：从无始以来，末那识就与第八阿赖耶识恒常的相应俱起，以其见分为本质，并将之思量计度为我及我所，坚执不舍。在这里，“我”意谓着“主宰”。“我如主宰者，如国之主有自在故，及如辅宰能割断故。有自在力及割断力义，同我故。或主是我体，宰是我所。或主如我体，宰如我用”（《成唯识论述记》卷一）。正果法师（2007b）总结历代论师的思想，将“我”的含义归纳为“实、常、主宰、自在”四义，指出世俗之所谓“我”乃一独立、自主、恒常、不变的实体。


如前所述，这样的“我”事实上并不存在，末那识所执取之“我”不过是刹那生灭之阿赖耶识的相似相续“相”。由其“相”之“相似”，故似有“实体”；由其“相”之“相续”，故似“恒常”；由其“相”之似有“实”且“常”，故似为“自在”之“主宰”者。换言之，正是由于末那识的这种执着、分别与妄想，一个似真的“我相”被凸显出来，形成个体性的“自我”。而一旦末那识的“我执”开显出“自我”，则此“自我”就开始成为凝聚全部认知活动的原点（坐标点），是一切有情生命认知图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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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自我”视作认知活动的内在基础，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的认知科学研究中也开始有所表现，如李恒威先生（2008）所言，“对于一个生存的有机体而言”，如果认知研究“最终不将作为整体表现的自我列于考虑之列，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心智的诸方面，也无法有意义地谈论诸如意向性、意义这些现象”。


“自我”产生于末那识的“我执”作用；而“我执”又可细分为两种：一者为俱生我执，二者为分别我执。在《成唯识论》（卷一）中，玄奘法师认为：“俱生我执，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内因力故，恒与身俱。”俱生我执产生于与生俱来的习气熏习，是一种具身性的执着。俱生我执还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其一为常相续的俱生我执，是末那识“缘第八识，起自心相，执为实我”；其二为有间断的俱生我执，是第六意识“缘识所变五取蕴相，或总或别，起自心相，执为实我”。俱生我执的活动非常细微，一般不易觉察到。以现代认知科学的观点来看，俱生我执实质上就是认知的“身体基础”；这种“身体”显然并不是纯然物质性的肉体。


相较于俱生我执，分别我执是“由现在外缘力故，非与身俱”，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所产生的我之执见。分别我执或者是基于身体、环境等现象（蕴处界相）而“起自心相，分别计度，执为实我”；或者是对于抽象的“自性等相，起自心相，分别计度，执为实我”。就其本质而言，分别我执乃是对于名相的执着，是借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自我”；这样的“自我”较粗显，容易被觉察到。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末那“我执”仅仅是一种恒常相续的俱生我执，虽说其位居“我执”之内核，构成了“自我”个体化的开端，但现实“自我”的真正完成，还有待于前六识的进一步丰润，还需要一个“身体性”及“语言性”的建构过程。


窥基法师以“我执”为诸多烦恼生起的渊薮，“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故”（《成唯识论述记》卷一）。如上所述，既然末那识为“我执”的核心，那么，它亦必然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所在。在法相唯识学中，因末那执“我”而起的四种根本烦恼为我痴、我见、我慢和我爱；它们共同构成了所有烦恼的内在基础。所谓“我痴”，是对“我”之真相的暗昧不明，将虚妄的自我执为实有；“我见”是以自我为中心去认知世界，固执己见；“我慢”者总觉得自己比他人更优越，傲慢而不谦和；“我爱”指对自我的深生耽著，自爱自恋。“此四烦恼恒与第七心王相应，对内令第八识烦扰浑浊，对外使六转识恒成有漏”（释如意，2009）。

由于末那“我执”，认知总是存在着“个体”视角的局限，加之四种根本烦恼的干扰，致使有情众生对诸法实相的了知变得不再可能。因此，为了客观、准确地认知现实，就需要克服烦恼（尤其是四根本烦恼）的扰乱；而对治烦恼的关键在于破除“我执”。法相唯识学正是从破除“我执”出发，深刻地揭示了有情生命的基本形态，并对众生的认知现象作出了绵密的分析。西方心理学与此不同，其几乎都由“个体”出发，以内隐的“我执”为基本预设；这样的研究虽亦能“盲人摸象”式地揭示认知的某些特征，但从根本上看，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视角局限而来的片面性。


四、心识三能变与认知的身体化

经过末那心识的第二次能变，众生本然清净的“觉性”因受强烈“我执”的影响而被转变为一种有限的“知性”，并由此开始了对象化的认知活动；在此活动过程中，“自我”成为认知建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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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佛学的基本原理，由于有情众生“业因”的差异，其“报身”各不相同，因此，围绕末那“我执”而建构起来的认知图式也随“报身”而千差万别。在现代认知科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作认知的“具身性”（embodiedment）。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心识的第三次能变即在于通过身体的蕴集过程，确立认知的“身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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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前六识的活动特征

在法相唯识学中，前六识以“了境”为特征，它们依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而分别对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境界进行了别。相较于第七识、第八识的细微了别而言，前六识的了别活动非常粗显；我们日常所感知的一切境界都是前六识了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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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讲，六识的“了别”功能，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包含五种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和身识，它们分工明确，都只能了别自己所了别的境相，故名“各别境识”；第二组为意识，它能了别前五识所有的境，是前五识的所依，前五识只有在意识的引导下才能形成认知。如《中阿含经》（卷五十八）所言：“五根异行、异境界，各各受自境界；意根为彼尽受境界，意为彼依。”


（1）前五识的活动特征

前五识略相当于西方心理学中的五大感觉功能，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它们是个体对外认知的“门户”，仅在各自特定的境界内进行了别活动，故又称为“各别境识”。如果我们将末那识喻作认知的“坐标原点”，则这五个心识就如同坐标的“轴线”；每一轴线皆具独特的矢量，正是它们决定了认知结构的基本图式。例如，一个眼识“轴线”正常的人，其所构造的认知图式中必定包含有亮度、色彩、明暗等特征；而对于一个天生色盲的人，他的认知图式中必然欠缺色彩的方面。


根据陈兵（2007）的梳理，前五识共同的活动特征大略可归纳如下：


“俱依色根”，前五识的生起必须依仗于物质性或生理性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器官。


“俱缘色境”，前五识所了别的对象都属于物质现象。


“唯了自境”，前五识只能了别自己所缘境，而不能了别其他境界。例如，眼识不能听，耳识不能看。


“俱缘现在”，前五识只能了别现在，而不能了别过去、未来。尤须注意的是，这里的“现在”是指当下的一刹那，即前五识唯属当下一刹那的“纯感觉”；一刹那之后，顷刻而来的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与计度。


“俱为现量”，前五识既“俱缘现在”，则其作用必定为直接显现，而不须借由语言的中介，故属于“现量”。


“俱有间断”，前五识需要依凭诸多的条件才能生起，且生起以后会有断灭，所以，它们的作用不是恒常的，仅有时而存。例如，在不注意、无意识、熟睡、休克等状态下，就没有前五识的生起。再如，只需闭上眼睛，眼识就不会发生作用。


“或了一境，或了多境”，前五识有时只了别一境，有时则同时了别多境，如镜子可现一像，也可以同时呈现多像。例如，人有时只注视眼前的某物，有时又能“眼观八面，耳听十方”。


“随意识而转”，前五识常在意识的带动下活动，如为保养身体而听轻音乐、为一饱眼福而去看美术展览、为科学研究而观察事物等。


（2）意识的活动特征

所谓意识，“谓依意根了别诸法”（《成唯识论》卷五），其所缘极广，是全体心识中至关重要的枢纽。除“了别诸法”形成认知外，意识还具有发起思维、想象、决意的功用，它“动身发语独为最，引满能招业力牵”（《八识规矩颂》）。概括而言，意识的作用大略包含认识、作业和受果三个方面（释正刚，2006）：“认识”是意识的分别、选择和构造经验的功能；“作业”指在认识过程中，由于心所善恶的影响，意识能导引个体行为，造作各种善恶之业；而“受果”则指意识所造作的善恶业能招感苦乐之果，此业果即为“异熟生”。


根据与前五识的相互关系，意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者为五俱意识；一者为独头意识。


五俱意识是与前五识俱时而起的意识，“意识与彼五识共俱，取于种种差别形相”（《楞伽经》卷五）。由于前五识的分别力微劣，不能明了分别所缘境，不能深取所缘境，因此，需要意识的引导、协助，才能于各自的所缘境，明了其自相，才能明白清晰地了解到这所缘境的内容。五俱意识既可以与前五识同缘一境，此即谓“五同缘意识”，也可以与前五识不同缘一境，即“不同缘意识”。例如，眼见红玫瑰花时，眼识只能了别红色（显色）和花枝的形状（形色），仅此，并不能知道眼前所见者是什么，只有意识同时对所见物进行辨识，才能了知“这是红玫瑰花”，此了知即是“五同缘意识”。又如，眼见远处冒浓烟时，意识在想“谁家失火了”，这就是“不同缘意识”。


另外，五俱意识还可以引发后念的寻求意识，即“五后意识”。此意识虽不与前五识同时，却也不离前五识，它在前五识生起之后相继而起，例如，听到窗外传来的歌声，注意聆听一阵之后，生起“这大概是某某歌手”的意识。


独头意识是不直接依前五识了别外境、独自生起的意识。独头意识有散位意识、定中意识、梦位意识和乱意识四种。


散位意识是指意识不与前五识关联而单独生起的念虑，如回忆过去、想象未来、比较推度种种的事与理，等等。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生起这类散位意识，它们一直跳跃不已、无止息之时。


定中意识是修习禅定进入正定后所起专一不散、澄明湛寂的意识。定中意识的特点是见分行相明了，能深取所缘，但不能帮助前五识生起，没有助生的作用。在现代超个人心理学中所谓的超感知觉（ESP），如传心术、超感视觉等，本质上都属于定中意识的范畴。


梦位意识指个体做梦时的意识状态。在平常睡觉时，虽然前五识停止了活动，但意识仍在活动，它没有醒时显著，若明若暗，不是很清晰。


乱意识是非正常状态的意识。例如，醉酒时不完全自主或失控的意识状态；又如，精神病患者的病态意识；再如，幻觉（幻视、幻听等）中的意识，其虽亦有视、听等觉，却不像前五识那样缘取实境，它“于五根中狂乱而起，然不与五识同缘”（《宗镜录》卷五十二）。


根据各种法相唯识学论典的记载，相较于前五识而言，意识的活动特征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依意根而起，意识能对前五识的诸多所缘境相进行选择、构造和整合，是谓感觉、情感、认知、思维的基础。近代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曾经用“统觉”（apperception）来指涉意识的功能，与此相似。正是由于意识如此殊胜的“统觉”作用，所以，它不仅能够了别其独自具有的“自相”，而且也能够了别与他物共同具有的“共相”。


分别所缘，意识不仅能够了别前五识所缘境（物质现象），而且能够了别意识本身独有的所缘境——法处所摄色（其中既含摄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


审虑所缘，意识能够对认知对象进行思考。这种“审虑”作用有时能于刹那间了别（顿悟），有时则需要较长时间的分别思维才能相继了别（渐悟）。


意识活动能够藉由语言中介进行推理、比度，它不仅能够了别现在，还可以了别过去、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的认知结果不仅有“现量”，而且有“比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非量”。


意识可以引发进一步的心识活动。这些心识既可能是意识的等流活动，如将对某问题的思考持续下去，也可能促发前五识活动，如有意识地去看、听等而激起眼、耳等识，还可能由于意识对自我的分别而增强末那识，以及因为积集种子而增加阿赖耶识的内容。


意识能够发起身业、语业，并受取各种果报。意识最为重要的功能表现莫过于推动并实施各种行为，它藉由前五识的间接辅助，对现在的所缘境进行审虑、决定，进而驱使心识“动身发语”，造作种种善、恶之业。相对而言，前五识仅仅能够随转（跟着境缘走）发业；意识方是造业的主体，它能转（主动发起）境缘，决定说什么、做什么，发起或染或净的一切业。同时，受其所造业力的牵引，意识还需承受自己的业报，所谓“自作自受”是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佛教尤其强调意识作为染净迷悟的关键，“着力清净、转化意识，被佛教诸乘诸宗作为修行之要”（陈兵，2007）。

2. 心识三能变与认知的身体化

经过心识的第三次能变之后，被末那识所坚执的“自我”开始丰润、鲜活起来；由于“六识”的集起与统合，认知以身体的方式透显出来。在法相唯识学中，关于认知的“身体化”现象主要是通常蕴、处、界这三个基本范畴来说明的。


（1）五蕴与身体的集成

蕴，梵语skandha，基本含义是积聚、类别，《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一）指出，“蕴有五种，谓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其中，色蕴是有形质的积聚，含摄了所有的物质现象；其他四蕴主要涉及精神现象，是有分限的积聚。正果法师（2007b）认为，五蕴“包括了有情世间和器世间，并且以蕴义肯定了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积聚的显现”。


五蕴本质上反映了有情“身体”的集成，故又被称为“五蕴身”；它与五位百法中的94种有为法相应：色蕴是11种色法，受蕴、想蕴为遍行心所法中的受与想，行蕴由49种心所法（除去受、想）和24种心不相应行法构成，识蕴包含八种心法。六种无为法因为没有积聚义，所以不为五蕴所摄。五蕴与五位百法的关系可图示如下（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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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五蕴与五位百法的关系

由于末那“我执”的缘故，有情众生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自我”执着；此“自我”常被现代心理学视作是主导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内核，如精神分析学者荣格所言：“意识需要一个中心，一个自我，即某种具有意识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其他种类的意识，也无法想象没有自我的意识。当没有人说：‘我意识到’时，就不存在意识”（莫阿卡宁，1996）。正是从这个坚执的“自我”出发，“我”才“意识到”了各种“我的”存在；法相唯识学将这种“我的”归结为“五种我事”，所谓“身具我事，受用我事，言说我事，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彼所依止自体我事”（《对法论》卷一）。联系五蕴范畴来分析，世间众生多视识蕴为“我”的自体；色蕴是我的“身具”（“身”，即六根，是我之依；“具”，即六尘，是我之资）；受蕴是我的“受用”；想蕴是我的“言说”，行蕴是我的“造作”。


从佛学的立场看，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因为一切有为法不过是“缘起性空”的蕴积现象，没有一个实体的“我”存在于其中。“佛为遮彼一性我执说蕴有五：身为识所依，或体有积聚，具为根之境，非是我的身具；受能领纳，想能起说，思能造法，皆非我所；识能了别，非是我体；由此五蕴次第建立不增不减”（正果法师，2007b）。五蕴旨在阐明我人“身体”的建构特性：它从末那的“我执”产生，是“唯识”分别的结果。正果法师曾将五蕴对“我执”身体的遮破以图表示如下（图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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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0 五蕴身中无我

（2）十二处与认知的具身建构性

从“处”范畴来考察，法相唯识学具体探讨了身体对于认知的建构作用。依据《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二）的论述，“处”，梵语sayatana，乃“识生长门义”，即出生、养育心识的处所。就人类而言，“处有十二，谓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触处，意处、法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一）。在此十二处中，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合称为“六根”（身），是心识的所依；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合称为“六境”（具），是心识的所缘。因为根、境是心识发挥作用的处所，“唯身与具，能与未来六行受用为生长门故”，所以根境和合的“身体”常被看作认知发生的现象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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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六根、六境的和合及心识功能的发生关系，也可以用图示来表示（图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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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 十二处与心识的关系

十二处作为认知发生的“身”、“具”，与现代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观有一些相通之处，它们都将身体、环境作为认知建构的基础，强调认知在起源上“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李恒威等，2006）。如图9—11所示，十二处是认知的“能生因”，而认知则是十二处的“所生果”；由此“六根”之身与“六境”之具，而形成了“身体化”的认知形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法相唯识学中，“身”与“具”只是促进了潜在心识向显现形式的转化，使认知借由身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处”之谓“生长门”，“并不新生心心所的体，仅仅是生长其作用而已”（正果法师，2007b）。这种仅将“身”、“具”作为认知缘起条件的观点，较之于现代心智哲学将认知“物质化”，主张心理产生于物理的思想，显然要深刻得多。


进一步说，十二处的“六根身”中内含着“意根”，其本质即是识蕴；“六境具”中包括了“法处”，它涉及受蕴、想蕴和行蕴，并极略色等五种法处所摄色，以及诸无为法。除此二者以外，其他“五根”、“五境”皆色蕴所摄。十二处中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的五蕴，包括了全部的五位百法。这与现代具身认知仅仅将“具身”视作物质基础的见解并不相同。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具身认知的研究虽然着力要超越西方的心物二元论，但在其理论中，心与物仍是分割的，其“超越”并不彻底；相对而言，在法相唯识学中，十二处的“具身”却是心物一体的。正果法师（2007b）曾将这种“一体性”借由十二处与五位百法的关系明确地表示了出来（图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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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2 十二处与五位百法的关系

（3）十八界与认知的因缘和合性

从“界”范畴来看，认知的生起既需要根、境作为缘，又需要心识的种子作为因；它是根、境、识三方面因缘和合的结果。“界”，梵语dhātavah，是种子义、能持义。按《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一）所说，“界有十八，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就“种子义”而言，“界”反映了阿赖耶识能够生起诸法的功能，意指十八界各由自种生起而呈现差别相。“能持义”则表明诸法能够各自保持其相而不杂乱，界限分明。


十八界略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六根、六境与六识，“何因界唯十八？由身具等能持过现六行受用性故。身者，谓眼等六根；具者，谓色等六境；过现六行受用者，谓六识。能持者，谓六根、六境能持六识，所依所缘故。过现六识能持受用者，不舍自相故。当知十八以能持义，故说名界”（《对法论》卷一）。从“界”的角度分析认知现象，与五蕴、十二处相比较，虽然亦旨在统摄一切法相，但却更突出了法相的种子属性，因此，“界与根、境、识并不全同，如眼根、眼处只指现有的视觉系统，眼界则不仅指现有视觉系统，而且包括在胎中、卵中尚未形成而可能形成视觉系统者，包括视觉系统形成的因，即唯识学所谓种子”（陈兵，2007）。

由于“界”的建立在于对诸法根源（种子）加以阐明，故与五位百法对应来看，其突出之处就在于将前六识单列出来，而把第七、第八两识统摄于意界，置于六根之中（图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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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3 十八界与五位百法的关系

显然，通过“界”的梳理，身体、环境与认知的相互关系更加清楚了：身体并非就是物质性的存在，在六根身之中有着精神性的意界，它包含潜隐性的第七、第八两识。如果没有第七末那识的“我执”，自我将无以确立，身体就会失去生命“内核”而不成其为“身体”；这正是身体与肉体的根本差别所在。同时，第八阿赖耶识乃一切法相的种子库，是各种界类差别的共同根源；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业能”的缘起与集成，就不会有十八界根、尘、识的显现。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①认知是具身性的（embodiedment）；②认知是情境性的，并视环境为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③具身的认知是潜意识性的。事实上，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从法相唯识学的基本命题“根身含摄意界”中推论出来。


意界蕴涵于身体之中，成为根身（六根）、境具（六境）、认知（六识）的内在根源；它们由隐而显、由内而外的演化过程大致可以表述为：识种子最初隐伏于阿赖耶“海洋”之中，经由末那的无明妄执，而有“自我”的纠结而起，于是混沌剖判，形成了“我”与“非我”的划分。紧随其后，由于“我执”吸引而有身体的蕴集，潜在的“意界”开始显现为身体化的组织方式。最后，以身体之“六根”为基础而开显出“六境”；继而有“六识”的集起。


由此可见，与现代具身认知观一样，法相唯识学也把认知视作是一种基于身体的建构过程，它“完完全全地嵌入在我们的身体活动之中”（Nemirovsky and Ferrara，2009）；超然于身体之外的抽象认知过程，亦即计算机科学中相对于“硬件”的“软件”，并不存在。从根本上说，认知的具身性即在于揭示身心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如梅洛-
 庞蒂所言，身体乃一“含混”（ambiguous）的存在，“身体绝没有哪一部分是纯粹的事物，也没有哪一部分是纯粹的观念”（梅洛-
 庞蒂，2011）。认知的具身研究范式“实际上是开放和兼容的，它致力于将人类认知向着多元的、异质性的要素和领域进行拓展”（姜宇辉，2010）；具身的认知系统将不再是一个发出各种指令的中心，而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动态网络，是“神经的、身体的，以及环境的要素所构成的异质聚合体（heterogeneous mixes）”。从法相唯识学关于心识的结构及其建构中，我们的确亦能够体会到身心关系的这种“含混的”一体性存在。


五、心识能变思想与具身认知建构观的差异

如上所述，法相唯识学通过心识的三阶能变，对认知的具身建构过程进行了深刻揭示，其心识能变思想虽然与现代具身认知的建构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从本质上看，它们毕竟不同，存在着许多的差异。


首先，法相唯识学对于具身认知的理解是从心识能变的立场出发的，其根本命题是“三界唯心，一切唯识”。在这里“唯心”之“心”并非与“物”对待的“心”，如正果法师（2007b）所言，法相唯识学所谓的“心”有两个含义：“一集起名心，二积聚名心”。进一步说，心识所“集起”与“积聚”者，则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而“种子”乃“业”（活动）的潜在势力。因此，以现代科学的术语来加以转释，心识能变实质上反映了一种能量的生成与转化过程，物质、信息都不过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14


 。由此而言，法相唯识学所指涉的“具身建构”不仅是认知（作为一种信息）建构，而且也包括物质（身体、环境等）建构；就根源来看，它们都是能量借由“业”的差异而显现出来的不同存在方式，是“识”之所变。


在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型中，虽然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局限性，开始关注认知的意向性构造活动，但由于他们的“心”始终未能摆脱与“物”的纠缠，仍然是与“物”对待的“心”；在此情形下，他们对于认知建构的理解或者仅仅在心理的世界里“兜圈子”，强调信息的输入、加工与输出，或者简单地把心理看作物质的“副现象”，冀望于将认知还原成单纯的生理实在。显然，以这样的方式来诠释“建构”，要么就是把“建构”化约为认知的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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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就必须要面对巨大的逻辑难题——如何从“物”中衍生出“心”？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当代西方心智哲学中的诸多“难问题”（hard problem）—— 心身问题、意识起源、自我与自我感、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等，都与认知建构的这种困扰有关，“这些难题犹如飘在19世纪末物理学上空的‘乌云’一样飘在当代意识的哲学科学研究的上空”（李恒威，2009）。

其次，法相唯识学对于心识的理解远远超越于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与意识）的范围，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发掘出了心识内在隐幽的层面，即第七末那识与第八阿赖耶识。相较而言，现代西方的心理学研究却一直滞留在前六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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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西方学者对心识范围的“浅”见，他们在探寻认知建构的基础时，或将之归结于信息，或将之归结于话语，或将之归结于大脑的神经结构；所有这些观点都未能脱离笛卡尔心物二元的置限，它们的建构论终究是不彻底的。如胡晓光（2011）所言：“世间哲学认识论无法克服二元论的认知方式，原因是他们没有发现主体心识的深层结构，不知有八识系统存在，所以把自识所变之境当成外在实有客体。”


正是由于法相唯识学对于心识深蕴结构的发现，它对于意识缘起的观点迥异于现代科学的认识。概要地说，现代认知科学将大脑视作思维的主要器官，强调认知是大脑神经活动的产物，因而对于“大脑如何工作”的揭示一般都被看作是“开展认知科学研究的好地方”，“任何认知科学中心最好应该是以神经生物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为基础”（蔡曙山，2007）。法相唯识学把更深蕴的第七末那识作为意识的“根”（意根），强调认知起源于各种心识所对应的、各自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认知并不是从“根”与“尘”的相互作用中产生（此乃现代认知建构论的基本思想），而是在根、尘、识的和合中被“显现”出来。如其所然，则对于法相唯识学而言，“这也就意味着：大脑不是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大脑也不是意识产生的最重要条件”（林国良，2000）。就根本而言，这里法相唯识学与现代认知科学对于认知发生的不同解说，构成了两者关于“具身建构”的最大分歧之所在。


最后，法相唯识学的具身建构观是以“自我”为核心，从“我执”出发展开的，其认知的具身建构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建构”。在《唯识三十论颂》中，世亲菩萨一开篇即界定了认知建构的“自我”本性：“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就研究策略来看，法相唯识学是基于第一人称视角，从“主位”的立场来阐释具身建构的。一旦破除了“我执”，整个法相唯识体系就会因“内核”的丧失而“坍塌”；由此，法相唯识学强调认知“具身建构”的虚妄性，是“缘起性空”的。

相比较而言，现代的各种认知建构论（包括具身建构论）虽然也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但它们对“缘起性空”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事物的非恒常性来理解的：从“客位”的研究立场出发，这些后现代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切现象都不过是各种条件的聚合，在此建构物的后面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恒常不变的实体存在。虽然如此，对于组成建构物的各种要素是否也是建构的，现代的建构论者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事实上，因为不了解建构过程的“虚妄”执着性，他们对于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否定并不彻底；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在各种现代认知建构论中，皆内隐着生理主义或物理主义的逻辑预设。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积极地引入法相唯识的观念，这对于进一步揭示认知的建构本质，解决目前意识研究的诸多难题，必定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十章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研究

概念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形的、简单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概念（如温度、空间、动作等）来表达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复杂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概念（如心理感受、社会关系、道德等）。这种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动化的、不被人所意识到的，甚至很多情况下，隐喻化的表达已成为了词的本义，只有通过隐喻，人们才能表达这些概念，如山“脚”（身体范畴表达地理概念）、“重”要（知觉范畴表达价值概念）、贬“低”（空间范畴表达情感概念）。语言学研究显示，隐喻在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在西方对隐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论修辞》， 他认为隐喻是以一种事物名称替换另一种事物名称的概念形式转换，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比拟，对隐喻的理解就是找出相比拟事物之间共同点的过程。传统的语义学则从修辞的手段看待隐喻，把隐喻看作是词义替代或变换的现象，认为隐喻仅仅存在于文学、修辞学和艺术领域，是正常语言使用的偏离。而后发展的语用学则提出应根据逻辑与语境对隐喻作出理解，这种观点仍然局限于仅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待隐喻。而在哲学领域，客观主义（objectivism）哲学家将隐喻视为一种可以省去的语言附属品，西方哲学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拒斥隐喻在人类基本思维中的作用（费多益，2009；孙影、成晓光，2010）。然而，在第二代认知科学—— 具身认知兴起的背景下，研究者开始从认知机制的角度对概念隐喻现象进行分析，并从概念隐喻的本质、根源、形成过程与工作机制等多方面对隐喻现象进行阐释。近年来在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及发展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大量关于概念隐喻的研究，至今已有超过上百篇实验报告在诸如《科学》（Science
 ）、《自然》（Nature
 ）、《心理科学》（Psychology Science
 ）等西方重要的学术期刊杂志发表。关于概念隐喻的研究成为了当前具身认知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之一。


一、具身认知视角下概念隐喻研究的基本假设

在具身认知的研究框架下，与概念隐喻相关的研究假设可涉及到多个具体的理论。如博格迪特斯基（Boroditsky，2000） 提出了隐喻结构理论（Metaphoric Structuring View）、威廉姆斯、黄和巴格 （2009） 提出的架构机制理论（Scaffolding Theory）、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2008）提出的整合隐喻结构理论（Integrated Metaphoric Structuring View）、迦列赛和莱可夫 （2005） 提出的神经再开发理论（Neural Exploitation Theory）等，而这些理论的根源可追溯到莱可夫和约翰逊（1980）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他们最早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在对大量隐喻进行分析和研究后指出，隐喻一方面反映了人类认知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思维的基本方式，它为了解人类的认知提供了一个视窗；另一方面，隐喻也具有重要的认知功效，借助于隐喻人们可以把复杂、抽象的信息简单、具体、形象化。最初的概念隐喻理论只是指出说明了具体经验在构建抽象思维中的作用。它并没有指出具体经验建构抽象思维的方式，也没有涉及任何实证性研究。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具身认知的思想及衍生理论为概念隐喻理论的观点假设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而具身认知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结论也为之提供了佐证，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发展与延伸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不断累积，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概念隐喻理论，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隐喻研究框架。当前，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假设：


1. 概念隐喻的认知意义

隐喻的认知意义是人们利用熟悉、具体的概念范畴去构造陌生、抽象的概念。从概念发展的角度来看，抽象概念是主体在具体概念与具体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根据具身认知理论，概念知识的形成基于主体的身体经验，身体经验是主体认识世界的起点。人类同具体的环境或事物进行互动时会获得多重感知觉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具体事物的概念化认识。人的认知却并不仅局限于针对具体事物，还需要认知、思考与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与思想。通过概念隐喻机制，人们可以将已知的具体概念范畴映射（mapping）到抽象概念领域，以借助具体事物来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的概念与思想，把握抽象的范畴和关系（Lakoff and Johnson，1999）。

2. 概念隐喻的形成机制

由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隐喻化过程是通过概念结构“架构” （scaffolding）而实现的（Williams et al.，2009）。架构原本是发展心理学中的概念，指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一些基本心理结构对个体的心智发展具有长期塑造作用，文化与学习经验对心智的影响都是在基本心理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概念隐喻的研究者借用了发展心理学中的这一概念，用来描述早期形成的基本范畴如何影响高级抽象概念的发展。根据架构理论，人类可以在丰富感知觉经验基础上形成关于具体概念范畴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或图式结构 （schema structure），这些图式结构主要涉及空间、温度、感知觉等概念领域，如上—下空间图式、冷—暖温度图式、光滑—粗糙触觉图式等。图式是个体凭借与生俱来的尝、触、听、看、闻等感知能力，在与环境交互中反复经历同样的情景、获得类似的经验而逐渐获得的。如根据脖颈肌肉活动、视线移动等经验重复性感知上下垂直空间关系，便形成了上下空间图式。当日后人们逐渐发展出抽象思维能力、形成抽象认知时，便会将关于具体经验的身体图式架构到抽象的范畴和关系上，从而获得对抽象范畴新的理解。


威廉姆斯、黄和巴格 （2009） 指出，架构机制同人类一些最基本的认知特征相符合。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Buss et al.，1998），产生一个全新的概念结构需要漫长的经验积累周期，而将已有的概念结构映射至新的概念领域则会相对经济、便利。人类可以将较为简单的概念结构向不同认知领域进行迁移，这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化适应优势（Barrett and Kurzban，2006）：利用已被证明具有良好适应力的概念结构来发展更高层次的概念，可以丰富信息加工范围、扩展思维广度。


经过架构过程而形成的抽象概念同始源概念具有紧密的联系，概念间的关联既体现在语词层面上，也存在于自然的心理表征层面。通过架构机制，人们将一个与知觉运动系统相关联的具体概念结构映射到一个无法以身体经验知觉的抽象概念领域，具体概念的图式结构成为抽象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而与身体图式相关的感知觉经验则成为了抽象概念表征的一部分（Landau et al.，2010）。这同具身认知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概念表征作为人类最基本、最主要的认知能力，与主体的感知运动系统密切相关。


3. 概念隐喻的工作机制

通过隐喻映射机制，主体可以对抽象概念进行形象化表征，并利用具体的经验与范畴思考和理解抽象的范畴。因此，尽管诸如时间、状态、道德等复杂的抽象概念对人类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人类感知信息模糊的情况下，却可以利用隐喻映射机制对这些抽象概念进行感知表征。正如莱可夫和约翰逊（1999） 所指出的：“无论我们的抽象概念变得如何复杂，它们也必须与我们具身形式紧密联系。我们仅能经验我们具身性允许我们经验的，并基于我们身体的经验来概念化所运用的概念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大部分概念隐喻的研究者都只是强调概念隐喻对于发展更高层次概念、进行抽象思维的重要性，但并不是说人类所有的抽象概念系统都是通过具体图式来建构的。此外，一些研究者并不否认主体对抽象概念可形成与隐喻分离的独立表征，只是由于隐喻思维的介入可以使主体以更加形象化、简单的方式对抽象信息进行加工，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会无意识地运用具体概念的图式结构来思考和理解与抽象概念相关的信息。这同概念表征的具身性假设具有一定的差异，具身性假设认为，概念表征包括与感知运动系统相关的经验表征，因此，具身性模拟仿真是内在概念机制（intraconceptual mechanism），具有必要性，如对情绪概念的表征包括面部肌肉运动等。而在隐喻表征观看来，具身性的经验对于抽象概念表征来说只是一种交互概念机制（interconceptual mechanism），虽然概念隐喻理论也肯定感知运动经验参与抽象概念的获得与理解，但更主要的是强调具体概念范畴与抽象概念范畴间共同关系结构在抽象概念表征中的作用，并不认为抽象信息理解与感知运动系统一定具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具身认知视角下概念隐喻研究的观点与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具身认知理论框架中的温和性假设。


二、基于概念隐喻具身性假设的实证研究

根据具身认知研究中关于概念隐喻的假设，无形、复杂的抽象概念植根于有形、简单的具体概念，人们通过具体的感知觉经验把握与抽象概念相关的信息，因此，身体经验与抽象的思维不是独立无关的。近年来，心理学家围绕这一研究主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最常见的行为实验范式是在一种隐喻表达的基础上，探索感知觉状态变化是否会与抽象的社会认知具有相互作用机制，如果可以观察到此类隐喻干扰效应（metaphor influence effect），则说明抽象概念的具体范畴表征具有心理现实性，且抽象思维与身体感知运动系统具有稳定的联系。当前累积的研究证据证实了概念隐喻研究基本假设的合理性。由于与抽象概念建立隐喻关联的具体经验范畴来自我们身体与外界互动中所积累的躯体感受、本体感受、视觉感受、空间感受、动觉感受等，因此与概念隐喻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也是基于这些隐喻而展开的。国内学者也曾对其中一些主题进行过专门的介绍或实证探索（王锃、鲁忠义，2013；吴念阳、刘慧敏、徐凝婷，2009；阎书昌，2011；张恩涛等，2013）。

1. 基于空间隐喻的实证研究

空间隐喻是以空间域为始源域、利用空间概念来构造和理解非空间概念的隐喻方式。莱可夫和约翰逊（2003） 认为，在所有隐喻中，空间隐喻在人类的抽象概念系统的形成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人无时无刻不身处于一定的空间中，人类的身体构造及身体在环境中的运作模式决定了我们每天反复地、直接地体验各种空间关系，因此空间概念是个体成长过程中较早出现并最为熟悉的概念。当人们将上—下、内—外、长—短等空间图式结构映射到非空间概念领域时，便可以运用空间经验范畴来构造和理解非空间概念。因此，与空间隐喻相关的抽象概念涉及主体对空间关系的感知运动经验表征。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空间刺激干扰会影响到人们对特定抽象概念或抽象社会信息的加工（表10—1）。

受到身体结构和地球引力等因素的限制，人们对空间垂直概念的理解尤为深刻。语言学研究显示：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大量的借用“上”“下”垂直维度空间词汇来表达社会等级、情绪和情感状态等抽象概念的现象。梅尔和罗宾逊（Meier and Robinson，2004） 采用空间stroop范式对抽象概念的上下空间表征进行研究，证明了对词汇的主观评价具有空间体验性。其他的研究者使用权利、道德甚至宗教神魔等抽象概念作为实验材料也都发现，个体对具有褒贬意义词汇的加工会受到空间刺激的影响。此外，琪琪等人（Kiki et al., 2012）进行的ERP实验发现，被试对权力相关概念加工时引发的N1成分振幅的变化同知觉空间方位刺激时N1成分振幅的变化具有一致性，这位抽象概念的空间表征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时间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抽象概念，是人类在对空间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必须借助空间概念进行表征，例如，人们通常借助空间距离来表征时间跨度。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证实，对空间距离的操作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知觉。例如，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2008） 要求被试观察一个点在线条上的移动并判断所需时间，研究发现线条更长时被试认为刺激点移动的时间就更长，然而实际上点在不同长度的线条上移动所需的时间是一致的，这证明被试对距离的感知影响了对时间的加工。脑成像研究则发现参与空间加工的右顶叶在时间知觉中起重要作用，奥利韦里（Oliveri，2009） 等人发现使用rTMS 刺激健康被试的右顶叶皮质会影响到被试对线段长短的估计，这表明时间加工和空间加工在右顶叶皮质存在连接。此外，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空间距离除了表征时间概念外，还会表征“相似”、“亲密”等重要的抽象概念，空间距离的操作会影响被试对这些抽象概念的加工。这些研究说明，空间经验对发展和表征抽象概念具有重要的作用。




表10—1　空间隐喻相关的实证研究









	
隐喻原型


	
研究者


	
实验内容


	
研究结论







	
上下空间概念表征具有积极或消极效价的概念：“上”是优秀、道德、神圣的；“下”是消极、拙劣、卑鄙、邪恶的。如“贬低”、“提拔”、“拔尖”、“垫底”。



	
梅尔和罗宾逊（2004）


	
研究者要求被试对呈现在屏幕上的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的词汇进行词性判断。研究发现，积极词汇呈现在屏幕顶部时，被试判断的反应时更快；而消极词汇呈现在屏幕底部时，被试判断的反应时更快。


其他的研究者使用权利、道德甚至宗教神魔等抽象概念作为实验材料也都发现了空间垂直维度对抽象概念加工的影响。



	
人们头脑中对褒贬意义的表征关联着固定的上—下方位属性，在方位信息与褒贬含义一致的情况下产生加工促进作用，而在不一致情况下产生加工干扰效应。






	
琪琪等人 （2012）


	
使用ERP进行研究，被试对呈现在屏幕中心的具有强权或弱势色彩的词汇进行词性判断，被试在每次完成词性判断后还要对随机呈现在屏幕上下左右四个方位的目标物进行判断。之前的研究曾发现，如果目标物呈现在被试所注意的空间位置且被试需要对目标物进行区分反应时，被试大脑中的N1成分振幅会更大。实验则发现，当先前呈现的词汇指称强权群体而之后的目标物呈现在屏幕上方时，与及当先前呈现的词汇指称弱势全体而之后的目标物呈现在屏幕下方时，被试大脑中的N1成分振幅会更大。



	
被试对权力相关概念的加工会引发对特定方位空间的注意。






	
普拉特等人（2013）


	
使用眼动仪追踪被试加工积极或消极词汇时的注视点移动轨迹，研究证明，当被试加工积极词汇时，注视点轨迹会发生与隐喻映射方向一致的偏移。



	
对积极词汇的加工会自动激活对垂直空间方位的注意。






	
空间距离概念表征时间概念。如“期限很短”。



	
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 （2008）


	
被试观察一个点在线条上的移动并判断所需时间，实际上点在不同长度的线条上移动所需的时间是一致的，研究发现线条更长时被试认为刺激点移动的时间就更长。



	
被试对空间距离的感知影响了对时间的加工。






	
奥利维里等人 （2009）


	
参与空间加工的右顶叶在时间知觉起重要作用，使用rTMS 刺激健康被试的右顶叶皮质会影响到被试对线段长短的估计。



	
时间加工和空间加工在右顶叶皮质存在共同神经基础。






	
空间距离概念表征亲密度。如“疏远”、“关系很近”。



	
威廉姆斯和巴格 （2008）


	
被试在一个坐标轴上连接两个点。一部分被试连接的距离较长，一部分被试连接的距离较短。之后要求被试评定自己与家人、家乡心理联系的强度。研究发现，相比画短线的被试，画长线段的被试会认为自己同家人、家乡的关系更为疏远。



	
被试对情感距离这一抽象概念的加工与判断会受到对空间距离觉知的影响。






	
空间距离概念表征相似度。如“接近”、“差的很远”。



	
布特等人 （2010）


	
被试判断屏幕上配对呈现的方块是否具有相同的颜色。这些配对方块的相对距离有远近区别。研究发现，当配对方块颜色相同时，如果方块间的相对距离较近，被试判断的反应时更快；当配对方块颜色不同时，如果方块间距离较远，被试判断的反应时更快。



	
物体间的空间距离会影响对它们相似性的判断，“相似”这一抽象概念包含空间距离表征。






	
容器概念表征类别，如“西红柿属于水果”、“陆军包括野战军”



	
布特等人 （2011）


	
研究者将动物与交通工具图片进行两两配对并呈现，在呈现时图片会有一个边框。其中，部分配对图片在同一个边框中，部分配对图片被边框隔开，被试需判断所呈现的图片是否都是动物或是否都是交通工具。研究发现，当呈现的图片是同一种类时，如牛和羊，被试在两张图片属于同一边框的情况下反应更快，而当呈现的图片是不同种类时，如牛和轿车，被试在两张图片被边框分开的情况下反应更快。



	
人们对类别的加工会受到空间容器（边框）的影响，对类别概念的表征包含容器图式。








2. 基于温度隐喻的实证研究

人们会使用温度概念描述社会人际互动或人际情感体验，如“热情”、“冷淡”、“内心温暖”。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同其他的哺乳动物接近会产生温暖的感觉，另外，个体在婴幼儿期与抚育者亲密接触也会产生温暖的体验，这种基本的经验可能导致温度概念与人际情感概念的隐喻联结。按照概念隐喻研究的基本假设，人际情感概念是主体在温度体验与温度概念的基础上发展架构形成的，对人际情感概念相关社会信息的加工会引发与温度相关的感知觉体验。


早在20世纪中期，哈洛（Harlow，1958） 就曾证明早期的温暖体验在幼猴社会化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者将幼猴脱离母猴单独抚养，暖育组的幼猴在成长过程中可以接近一个带有发热器的人造猴，而冷育组的幼猴所接近的人造猴不带有发热功能。研究发现，冷育组的幼猴成年后会在猴群中表现出交往障碍，而暖育组的幼猴成年后则不具备这种缺陷。这说明，幼年期的温暖体验可能是成年后积极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的基础。神经生物学研究则为温度体验与人际情感体验的关联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例如，脑岛皮质在个体知觉温度和理解人际互动信息如信任、窘迫、同情时都会激活（Kross et al.，2007；Todorov et al.，2008），这说明，温度知觉与人际互动可能具有共同的神经机制。富野笠原等 （Kasahara et al.，2007）则发现，后叶催产素作为调节积极人际互动的激素，对保持体温具有重要作用，缺乏后叶催产素的老鼠会出现体温紊乱等症状。


近年来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温度体验会对人际情感互动产生影响 （表10—2）。在威廉姆斯和巴格（2008）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被试触摸热咖啡杯时会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热情的，而触摸冷咖啡杯时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冷淡的。这说明，温度体验无意中影响了对他人性格的判断。其他的研究则显示，温度体验可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亲密感、人际信任及自我知觉的孤独感。当个体接触温暖的物品或在温暖的环境中时，会将自己与特定他人的关系判断为更亲密、会在经济游戏中更加信任他人、会在孤独自评量表中将自己评判为更加不孤独。


此外，不仅温度体验可以作用于人际情感，个体的人际情感体验也会影响到对温度的知觉或需求。在钟晨波和莱奥纳尔代利（2008）的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回忆一段社会拒斥或者社会包容的经历，之后判断实验室的温度。研究发现，回忆社会拒斥经历的被试会认为实验室的温度更加寒冷。其他研究则发现，温暖体验对社会人际情感的缺失具有补偿作用。例如，经历社会拒斥的个体会更加偏爱热饮与热食物；在孤独自评量表中得分更高的个体会更加频繁、更长时间的洗热水澡；对温暖物体的接触可以降低个体因社会拒斥引发的对人际交往的渴求。


这些研究说明，人际情感的温暖—孤独与身体感受的温暖—寒冷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人际情感抽象概念的表征包含与温度体验相关的感知觉信息，人们既会借助于温度体验来理解人际情感，同时，经历人际情感事件也会引发生理上的冷暖温度感受。


表10—2 温度隐喻相关的实证研究









	
隐喻原型


	
研究者


	
实验内容


	
研究结论







	
温度概念表征人际情感概念。如“热情”、

“冷淡”、内心“温暖”。



	
威廉姆斯和巴格 （2008）


	
实验1：被试触摸热咖啡杯时会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热情的，而触摸冷咖啡杯时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冷淡的。


实验2：被试触摸冷的或者热的刺激物，然后选择一份礼物给自己还是给朋友，触摸热刺激的被试更愿意选择一份礼物给朋友。



	
触摸热或冷的刺激会引发被试的“热情”或“冷淡”思维，影响被试对社会人际信息的判断。






	
钟晨波和莱奥纳尔代利 （2008）


	
实验1：被试回忆一段社会拒斥或者社会包容的经历，之后判断实验室的温度。回忆社会拒斥经历的被试会判断实验室的温度更加寒冷。


实验2：通过一个虚拟的游戏，使部分被试产生真实的社会拒斥的感觉。之后要求被试对一些冷或热的饮料、食物进行评定。社会拒斥组的被试会更偏爱热饮料和食物。



	
社会拒斥体验会引发与身体寒冷相关的感知觉体验，引发被试对可带来温暖感的食品的需要。






	
伊泽曼和肖明（2009）


	
实验1：被试被安排触摸冷饮或热饮，并评价与自己与他人亲密关系，接触热饮料的被试，会认为自己与他人具有更亲密的关系。


实验2：被试在温度不同的房间进行一个无关研究，并对实验主试进行评判，判断自己与主试的亲密程度，在温暖房间的被试会认为自己与主试的关系更加亲密。



	
温暖体验会增加社会亲密感。






	
伊泽曼和肖明 （2010）


	
实验1：与其他被试坐的更近会认为房间的温度更高。


实验2：被试坐在房间里，研究者通过实验操作使被试认为自己与一个陌生人较为相似或者不相似，由于相似性会增加亲密感，被试越认为自己与陌生人相似，会将房间的温度评定为更高。



	
亲密感影响对温度的知觉。






	
康等人（2011）


	
实验1：被试触摸热或冷的物品后进行虚拟的经济信任游戏，触摸热物品的被试更愿意将资金投资给陌生人。


实验2：左前脑岛在冷热温度感觉中会激活，而在虚拟的经济游戏中，当被试被欺骗时同一脑区会激活。



	
温暖的体验会增强人际信任感。知觉人际信任与知觉温度的脑区重合。






	
卢和王（2011）


	
与孤独相关的词汇以冷的形象（字的上部有冰状图案）呈现时，被试对词汇的反应会更快。



	
对孤独的概念表征包含“寒冷”。






	
温度概念表征人际情感概念。如“热情”、“冷淡”、内心“温暖”。



	
巴格和沙莱夫 （2012）


	
实验1：被试通过问卷回答自己洗澡的习惯，并完成UCLA孤独量表。数据分析发现，被试的孤独感越强烈，他们洗热水澡的频率会更高、每次花费的时间会更多、所习惯的温度也会更高。


实验2：被试手拿冷或暖的医疗袋回答问题后填写UCLA孤独量表，手接触冷袋的被试在孤独自评量表上的得分会更高。


实验3：被试回忆一段被社会拒斥或接受的经历，之后的触摸冷的或热的物品，并接受对个体交际需要的测量。研究发现，回忆拒斥经验的个体有更强的交际需要，但是，触摸热物品的被试在这方面的需要没有那么高。



	
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情感损失的可以通过身体温暖（洗澡、接触热物品）得到补偿。温暖的身体经验可以减少因社会拒斥引发的对人际交往的渴求。






	
利安德尔, 沙特朗和巴格 （2012）


	
通过主试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模仿，使部分被试产生被怀疑的感觉，而其他被试则没有这种经历，产生被怀疑感的被试会在随后的温度估计中对实验环境的温度有更低的评分。



	
“心寒”导致身体寒冷的感受。






	
洪和孙（2012）


	
被试喝一杯冷饮或热茶，在此过程中评价几部电影，喝冷饮的被试，会更喜欢并愿意观看具有温情色彩的爱情电影。



	
身体寒冷体验后会寻求心理“温暖”。






	
伊泽曼等 （2012）


	
实验1：研究者要求被试在电脑上玩一种同他人进行合作的投球游戏，同时通过生物反馈进行测量被试手指温度。实验发现，同基线水平相比，在游戏中体验到拒斥的被试手指温度会降低，而体验到接纳的被试手指温度会升高。


实验2：被试完成同实验1一样的任务，但是在实验的过程中会用手触摸一杯热咖啡或冷咖啡，之后完成对当前自我负面状态的评估。研究发现，对于在游戏中遭受拒斥的被试，如果他们手拿冷咖啡，会比手拿热咖啡有更强烈的自我负面状态认知，而手拿热咖啡的被试同经历社会接纳的被试则自我负面状态评估无差异。



	
皮肤温度在的情感状态变化中具有模拟性的重要作用，温暖的体验可产生情感错觉，欺骗自我概念系统，降低在遭受社会拒斥后的负面感受。






	
日姆科夫等 （2013）


	
在实验1：被试阅读一篇故事，故事强调的是主人公的善于沟通、交往的特质或善于营销的特质，之后被试对实验室的温度进行估计。实验发现，阅读交往故事的被试比阅读营销故事的被试会认为实验室的温度更加温暖。


在实验2：研究者列出一些特质要求被试思考自己每天与这些特质相关的行为，如自私、友善等。之后被试完成对温度的估计。实验发现，思考积极交际特质的被试对温度估计显著更高。



	
无论是对自我知觉还是对他人的知觉，只要引发被试对社会温暖的思考，都会影响被试对温度的感知。








3. 基于洁净隐喻的实证研究

“洁净近于美德”的隐喻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宗教领域之中。洁净概念原本是用来描述具体的物品或身体是否卫生、干净。洁净的含义还存在于道德领域：符合道德观念与规范的人或行为被视为是纯洁的，而违背道德观念与规范的人或行为被视为是肮脏的。在宗教仪式与文学表达中，身体洁净行为在本质上具有忏悔过失、减轻罪恶和净化灵魂的性质。洁净隐喻说明道德概念可能是通过与洁净相关的知觉经验被架构、发展和表征的。已有研究发现，当人们面对生理性不洁和不道德行为时，不但会产生相同的面部表情、情绪反应（厌恶感）和身体意向（退缩），同时大脑的前额叶与颞叶脑区的激活模式也类似（Moll et al.，2002）。

近年来的研究证明，人们可能通过与洁净相关的感知觉体验来理解道德范畴信息（见表10—3）。例如，钟晨波和李简奎斯特（Liljenquist，2006） 发现，身体洁净（洗手）具有减轻不道德情绪体验的作用。在他们的实验中，研究者通过让被试回忆过去所做过的不道德事件或抄写不道德故事以启动被试的不道德情绪体验，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对清洁类物品有更高的心理需求，并更容易在选择赠品时选择纸巾等洁净物品。这说明，通过身体洁净可以排解不道德的情绪体验。钟晨波、斯特赖切克和希凡纳森（Strejcek and Sivanathan，2010） 的研究则发现，身体洁净会提高被试对自我道德品质的评价，从而使其对不道德行为更加严苛。这说明，清洁的自我意象会提升个体的道德境界，从而提高个体的道德标准。其他的研究则在不同方面证明，身体洁净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与道德行为发生交互影响。


李和施瓦茨（Lee and Schwarz，2010b）认为，洁净隐喻并不仅仅存在于道德领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洁净具有消解过往痕迹的隐喻含义，抽象的“抹消”概念是通过洁净体验来表征的。因此，洁净也应该能对那些与道德无关联的行为或心理痕迹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证实，洁净可以减轻个体在双趋冲突背景抉择之后的认知失调，从而降低个体对决策进行合理化的需要。徐京和兹维克（Jing Xu and Zwick ，2012）的研究也证实，洁净可以降低个体关于好运气或坏运气的信念。这些研究将关于洁净隐喻体验性的研究扩展到道德领域之外，说明洁净体验具有勾销过往的效应。并且，身体洁净所能消解的不仅仅是负面影响，同时也可以抹消有着积极意义的行为或心理状态。


表10—3 洁净隐喻相关的实证研究









	
隐喻原型


	
研究者


	
实验内容


	
研究结论







	
洁净概念表征道德。符合道德规范的人或行为是洁净的，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人或行为是肮脏的。如“他是一个内心很纯洁的人”，“这种做法很肮脏”。



	
钟和李简奎斯特 （2006）


	
被试评定对一些物品的心理需求，或选择实验赠品。在此之前回忆所做过的不道德事件或抄写不道德故事的被试对清洁类物品有更高的心理需求，并更容易在赠品选择中选择纸巾等洁净物品。



	
身体洁净可以排解过去的不道德行为与过失。






	
钟等人 （2010）


	
部分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前先进行洗手。之后对社会问题进行道德判断。洗手的被试会将这些行为判断为更不道德的。


之后的研究发现，身体洁净后被试会认为自己与他人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品质。



	
身体洁净会提高自我道德标准，影响对不道德行为的判断。






	
李简奎斯特和钟，格林斯基 （2010）


	
嗅觉洁净（清新气味）与视觉洁净下情况下的被试更愿意表现出互惠行为和慈善行为。



	
洁净可以提高个体的道德标准，促进美德行为。






	
李和施瓦茨 （2010a）


	
被试通过说（发电子邮件）或写的形式完成一种不道德行为，之后被试评价对几种清洁类产品的心理欲求水平和愿意为之付出的金钱。研究发现，通过手来完成不道德行为后，被试对手部清洁用品的需求增加，如香皂。而通过嘴完成不道德行为后，被试对口部清洁用品的需求增加，如牙刷。



	
洁净隐喻与特定的身体部位是相连的，人们会倾向于清洁执行不道德行为的特定身体部位。






	
凡·戴克等人（2012）


	
研究者要求被试在角色模拟中扮演领导给下级发放奖金，在实验中被试会接触肮脏的或者洁净的纸，并且被试会了解到奖金被发放者的不道德行为，接触肮脏纸的被试，会发放更多的奖金，而接触洁净纸的被试，会发放更少的奖金。



	
肮脏接触促进道德宽容，身体洁净促进倾道德严厉。






	
李和施瓦茨 （2010b）


	
被试对十张CD进行评价，评价完之后让被试从其评价偏好中排第五、第六的CD中选择一张作为礼物。之后被试评价清洁品，一部分被试只是观察，另一部分被试则试用。之后被试再次对十张CD进行评价。没洗手的被试会将自己选择的CD评价为更好的，但是洗手的被试则没有这种效应。



	
洁净可以能减轻认知失调，降低决策合理化的需要。






	
洁净概念表征抹消过往的人生痕迹。如“洗洗一身的晦气”。



	
徐和兹维克 （2012）


	
实验1：被试回忆一段非常幸运的或不幸运的经历。之后完成一个产品测试任务，一部分被试只是从外表上检查清洁用品，另一部分被试则亲自试用。之后被试完成一个虚拟的决策任务。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洗手的被试中，77%回忆好运气的被试选择风险决策，而只有36%回忆坏运气的被试选择保守决策。然而，在洗手的被试中，只有35%的回忆好运气的被试选择风险决策，而75%的回忆差运气的被试选择风险决策。


实验2：通过赌博游戏操作被试的好运或坏运气。研究发现，先前在游戏中运气较差的被试，在洗手之后投注的数额会变大，而先前在游戏中运气较好的被试，在洗手之后投注的数额会变小。



	
被试关于好运或者坏运气的信念会因为手部清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洁净可以抹消积极与消极的心理信念。






	
卡什帕（2013）


	
被试完成字谜游戏，通过对游戏内容进行设置，提高被试的失败次数，之后一部分被试洗手后再玩一遍，另一部分被试则直接再玩一遍，再次进行字谜游戏前所有的被试都完成对乐观主义态度的评估。研究发现，洗手的被试相比于不洗手的被试有更乐观的态度，但在第二次游戏中表现却比不洗手的被试要更差。



	
清洁可以抹消失败的经历，提高乐观的态度。但是也会减弱人们失败后进行再次尝试的积极性。








4. 基于体觉隐喻的实证研究


 
 人类的本体觉包括触觉、重感、动觉等知觉类型。与这些感觉相关的概念常被用来对抽象意义进行表达。其中，触觉是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种知觉形态，婴儿在出生之前就可以在子宫中进行触摸活动，粗糙、坚硬、柔软等触感是婴儿最先发展的认知，基本的触感经验帮助幼儿在成长过程中建立对世界的理解。触摸则可以引发特定的肌肉运动与神经反馈，对于人们探索外部世界、精确化自己的行为和判断具有重要的作用。心理学研究曾证明，人们具有将触感作为判断依据的心理倾向。例如，在商店购物时，人们总是喜欢先触摸一下心仪的商品，即使商品的功效或质量与其触感无关。


由于具有独特的生理与心理功能，触觉经验对一些抽象概念知识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关系。早期的触感经验可能是社会分类系统形成的基础，一些基本的社会抽象概念是通过触感经验得到表征的。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对触感的操作会对抽象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表10—4）。例如，触感概念常用于描述性格，如态度“强硬”、思维“僵化”、个性“软弱”。 阿克曼等人（Ackerman et al.，2010） 的研究发现，当被试触摸或接触硬物时，会将他人性格判断为更加强硬、严格或稳重的，这说明触感体验会影响到对他人性格的认知。斯莱皮恩等人（Slepian et al.，2011） 则指出，在语言中男性往往被描述为强硬的，而女性往往被描述为柔弱的。性别与触觉的隐喻关联可能反映了对性别的认知表征包含触感经验。其他研究证明，当被试
 手捏硬物或用力勾画时，会更倾向于将中性面孔判断为男性，而当被试手捏软球或轻微勾画时，会更倾向于将中性面孔判断为女性。强硬与柔软的触感反馈会影响到对性别的识别。


与触感相关的人类另一种重要的知觉经验是重感。重感是人们对物体普遍存在的质量与重力的知觉，它对塑造人类的身体构造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体积和密度的不同，物品的质量会有轻重之分，重量决定了人们同具体物体的关系。移动较重的物品会产生较高的能量消耗、操作较重的物品会更加困难，因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同重物的互动通常需要更多的身体与心智努力。许多文化和语言都使用重感作为抽象价值（重要性）的隐喻表征，如贵“重”、“重”视、器“重”，个体对抽象价值概念的表征与思考可能涉及重感体验。近年来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重感体验会影响到人们对抽象的重要性的判断（表10—4）。一些研究证明，当个体手拿重物时，会将特定事件、人物知觉为更加重要的。施耐德等人（Schneider et al.，2011） 则发现，关于抽象价值的信息也会对重感产生影响，当被试得知一本书较为重要时，会在重量评估时更高估这本书的重量。


除上文提到的主要研究外，关于体觉隐喻的研究还有包括动觉、力量感等对抽象认知加工的影响（表10—4），这些研究为具身认知视角下概念隐喻研究的基本假设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证据，另外也构成了社会认知研究的新取向，丰富了社会认知研究的内容。


表10—4 体觉隐喻相关实证研究









	
隐喻原型


	
作者


	
实验内容


	
研究结论







	
触感概念表征性格。例如，不易屈服或改变的个性称为强硬、死板、稳重。



	
阿克曼等人 （2010）


	
被试观看一个魔术，在魔术开始之前检查魔术道具（软的毛毯或硬的木棍）。之后对一个雇主进行评价。检查坚硬木棍的被试会将雇主评定为更加强硬、死板的。


被试坐在硬木椅或软垫上对一个虚构情节中的雇员进行印象判断，坐在硬木椅上的被试会认为雇员更加稳重。



	
触感体验会影响到对他人性格的认知，性格概念涉及触感经验表征。






	
斯莱皮恩等人
 （2012）


	
被试手捏硬球或软球判断电脑上人物的政治立场，实验发现，当被试手捏硬球时，会更倾向于将人物判断为政治立场强硬的共和党，而手捏软球时，则更倾向于判断他们是政治立场温和的民主党。



	
软硬的触觉体验会影响到对人物政治立场“软”“硬”的判断。






	
触感概念表征性别。男性往往是强硬的、女性是柔弱的。



	
斯莱皮恩等人（2011）


	
被试手捏硬球或软球并判断中性面孔的性别，当手捏硬球时，更倾向判断中性面孔为男性，手捏软球时，更倾向判断中性面孔为女性。


被试判断性别时用笔用力或轻轻的勾画选项，当用力勾画时，更倾向与判断中性面孔为男性，轻轻勾画时，更倾向于判断中性面孔为女性。



	
强硬与柔软的感觉反馈影响到了对性别分类的加工，性别概念涉及触感经验表征。






	
重感概念表征重要性。如贵重、重视。



	
琼斯曼, 拉克丝和舒伯特 （2009）


	
被试手拿不同质量的写字板估计某种外币的价值，手拿重板的被试，会将陌生外币判断为更加值钱。


被试手拿不同质量的写字板判断某一问题的重要性，手拿重板的被试会将这一问题判断为更加重要的。



	
重感体验会影响到对抽象的重要性的加工判断，更强烈的重感体验会导致个体将当前评判的事物或人物知觉为更加重要的。






	
阿克曼等人 （2010）


	
被试手拿不同重量的写字板，对一工作岗位的面试者进行评价。手拿较的写字板的被试会认为面试者对于这一岗位更为重要。


被试手拿不同重量的写字板，判断政府对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应投入多少资金，手拿重写字板的被试认为政府对这些问题应分配更多资金。






	
钱德勒, 莱因哈德和施瓦茨（2012）


	
不同被试手拿不同重量的《麦田的守望者》一书，评判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当被试手拿更重的版本时，会认为这本书对在文学史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种效应只有在被试读过这本书时才存在。






	
施耐德等人 （2011）


	
被试判断一本书的重量，当得知这本书极为重要的情况下会更加高估书的重量。



	
关于重要性的信息会对重感产生影响。






	
身体担负概念表征心理状态，如“负担”



	
斯皮莱恩等人（2012）


	
当被试回忆重大秘密时，比回忆小秘密，会判断山峰的坡度更高，判断一定的距离更远。被试的秘密越大，认为体力活动耗费的精力越大。说明当人们回忆秘密时，会表现出与负担重物一样的行为、知觉模式。



	
心理负担感会引发生理负担感。






	
力量表征自信的心理状态


	
费舍尔等人 （2011）


	
被试想象自己是一家时装店的董事，向被试呈现一些当下时装店经理的信息，被试决定是否继续雇佣这位经理。做出决策后，研究者向被试又继续呈现一些员工对这名经理经营业绩的积极评价或消极评价，被试判断这些评价是否可信、是否重要等。研究发现，手握拳的被试会更加确认与自己的决策相符合的信息。



	
握拳的力量感增强自我决策的自信。






	
身体前趋运动表征目标实现，如接近


	
纳坦索恩和弗格森（2012）


	
实验者在电脑中创造一个三维立体视角，通过实验任务让一部分被试产生向前运动的感觉。之后被试完成字谜游戏，产生向前运动感的被试，相比实验组的被试，会有更高的游戏积极性，完成了更多字谜游戏。



	
前趋运动可唤醒达成目标的心理状态或认知思维。






	
前行身体接近与远离表征信任与怀疑


	
斯皮莱恩等人（2012）


	
实验1：被试观看让人产生信任感或不信任感的面孔，同时完成推或拉的动作，研究发现，当呈现的面孔是让人信任的面孔时，被试的手臂拉近的动作更快。


实验2：被试在观看面孔照片的同时完成推拉动作，之后要求被试对面孔进行信任判断，研究发现，当面孔呈现时被试完成的是手臂弯曲的动作时，被试之后倾向于将面孔判断为信任，而当面孔呈现时被试完成的是拉伸动作，被试之后倾向于将面孔判断为不信任。



	
身体的接近或判断会影响到对信任感的判断。








三、 影响隐喻映射建立的因素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对心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身体的结构、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和活动形式塑造了高级认知过程。受此观点影响，概念隐喻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概念隐喻映射并非无端形成，而是由人们与外界互动中积累的具身性经验塑造而成的。在一些具体情景中，当两种体验并存时，已经存在的、较容易理解的具体概念会与抽象的、较难理解的概念产生映射和架构关系，这一过程既可能发生在进化中，也可能发生在个体发育时期，其结果则是人们会用具体的范畴去表征和理解抽象的范畴（Casasanto and Bottini，2013）。以温度感受范畴与人际情感范畴的隐喻联结为例，人们常会使用温度感受概念表达人际情感概念，如“热情”、“冷淡”。 伊泽曼等人（IJzerman et al. ，2013）认为，由于个体在婴儿期被抚育者环抱时会产生温暖的温度体验和愉快的情感体验，在这种情境经验的作用下，当幼儿逐渐习得亲密等基本的人际情感概念时，便会形成以温度体验范畴理解人际情感范畴的隐喻表征关系。具身性经验对隐喻映射的塑造作用已得到了一定的实证支持。例如，安全型依恋的幼儿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获得更多的温暖—情感共存体验，而不安全型依恋的幼儿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获得较少的温暖—情感共存体验，因此，相较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幼儿，安全型依恋的幼儿可能会在温度体验与情感体验间建立更强的隐喻关联。伊泽曼等人（2013） 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温暖的环境下比在寒冷的环境下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则不具有这种行为倾向。这说明，幼儿时期温度与情感的共存体验会影响到温度—情感隐喻关联的强度。


此外，由于人类的知觉特性与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同环境互动的方式及所获得的感知觉经验，而隐喻映射正是在这些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人类的身体构造是决定特定隐喻映射形成的重要因素。例如，身体的前后非对称性决定了人类可以更好的知觉正面的刺激、对正面的刺激做出反应，因此人们会将前后空间方位与特定的褒贬概念建立隐喻关联，如“前途”、“退步”。再如，人们左右手臂的肌肉力量、灵活性、平衡感具有非对称性，以利手进行活动会获得更加积极的体验，在此基础上，人们会将右侧空间与积极概念建立联系，而将左侧空间与消极概念建立联系，形成左坏右好的隐喻映射。


除人与外界的交互经验外，有学者指出文化及语言因素对概念隐喻映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塑造作用。博格迪特斯基（2000）认为，文化环境尤其是语言因素对隐喻映射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语言文化中已经形成的隐喻表达方式会诱发、激活具体概念范畴向抽象概念范畴的结构映射，词汇和表达方式的重复使用是形成图式映射、导致特定的知觉通路与抽象认知产生联结的关键。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2008）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隐喻结构观（Integrated Metaphoric Structuring View），这种观点认为基本经验关系和语言表达在概念隐喻映射的发展中都具有作用。身体运动经验为普遍的概念隐喻映射提供基础，由于图式架构的基础是人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积累的感知和认知经验，而这些经验是先于语言文化而存在的，因此，人们最初形成的隐喻映射是相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而后天接触的语言文化因素则对隐喻映射具有调整作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特异的隐喻表达方式可以引导图式结构从具体概念领域到抽象概念领域的映射。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隐喻式表达方式的使用都会在无意识层面引导人们对相关的具体范畴与抽象范畴进行思考，进而加强人们对隐喻映射关系的联结倾向。


语言经验与隐喻映射的关系可以以时空隐喻为例进行说明。通过空间概念表达时间概念是最为常见的隐喻表达方式。时空隐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又具有不同的形式。在英语中，时间距离是用空间长度来表示的，人们会很自然的说“很长时间（a long time）”；而在希腊文中，时间距离是用空间体积来表示的，人们表达时间距离不是使用“长”、“短”，而是用“大”、“小” 。因此，在英文思维框架下，时间距离可以被形象化的理解为很长的一条线段，如“long night（漫长的夜晚）”；而在希腊文思维框架下，同样的意思则可以被形象化的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如“megali nychta（表示夜晚时间长，直译为巨大的夜晚）”。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2008）基于此差异进行的研究发现，在不同语言背景下人们关于时空隐喻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时，对时间概念的心理表征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他们的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希腊被试和英国被试都完成两种时间判断任务，在一种判断任务中，被试观看一个点在不同长度线段上移动，并判断活动点在线段上移动所消耗的时间，虽然线段长度不同，但是实际上活动点移动的时间长短是一致的。在另一种判断任务中，被试观察屏幕上不同大小的容器逐渐注水，被试判断容器注满水所需消耗的时间，虽然容器大小不一致，但实际上容器注满水的时间是相同的。研究发现，被试对时间的估计会受到空间因素的干扰，同时干扰效应在被试间具有差异性。英国被试在与容器相关的时间判断任务中不会受到空间刺激的干扰，但在与
 
 
 线段相关的时间判断任务中会受到干扰，被试会认为活动点在长线段上移动所需的时间更多。而希腊被试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与线段相关的时间判断任务中判断不会受到空间刺激的干扰，但在与容器相关的时间判断任务中会受干扰，被试会认为大容器注满水所需的时间更多。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在实验中训练英国被试学习希腊文中的时空隐喻表达方式，英国被试在与容器相关的时间判断任务中会表现出同希腊被试一样的知觉干扰效应，而训练希腊被试学习英文中的时空隐喻表达方式后，希腊被试在与线段相关的时间判断任务中也会表现出同英国被试一样的知觉干扰效应。这直接证明了语言经验对于塑造隐喻映射具有直接的作用。


尽管情境经验与语言经验都参与塑造隐喻映射，但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具体可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从时间进程来看，无论是在进化过程中，还是个体发育过程中，基本感知能力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语言能力的出现。因此与感知能力相关的情境经验要先于语言因素在隐喻塑造中发挥作用，情境经验是隐喻表征形成的起点。很多关于心智隐喻的研究发现，在婴幼儿期人们就可以形成一些隐喻心理表征，而在此时婴幼儿还未掌握语言能力（Lourenco and Longo，2011；Walker et al.，2010），隐喻心理表征在个体生命早期就可以基于情境经验、独立于语言学习而形成。例如，汤姆森等人（Thomsen et al.，2011）的研究发现十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可以将关于“大小”的感受与社会权力相联系，可能婴幼儿通过切身的观察和体验发现体积比较大的东西往往更有力量，当他们逐渐习得权力概念时，就会形成以大—小体积概念范畴理解权力范畴的心智隐喻。


另一方面，从重要性来看，情境经验是塑造隐喻映射的基础，而语言经验只有在情境经验的基础上才可以发挥作用。凯萨撒托等（Casasanto and Bottini，2013）提出的等级心智隐喻理论（Hierarchical Mental Metaphors Theory）特别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根据这种观点，塑造隐喻的两种因素是有等级之分的，基本的情境经验是隐喻表征的基础，语言经验只能加强已形成的隐喻表征，但不能创造新的隐喻表征，也不能改变早期情境经验塑造的隐喻映射。这一假设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人们对一些抽象范畴的实际表征方式可能与语言中的隐喻表达方式不符，但与情境经验相符合。例如，凯萨撒托和贾斯明（2012）的实验证明，人们表达时间进程时往往使用的是“前”“后”空间范畴隐喻，但实际人们却会按照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水平空间范畴理解和表征时间进程，而这种表征方式在语言系统中是不存在的。再如，凯萨撒托（2009）认为，人们关于左右空间的情感效价隐喻是基于人们利手活动经验形成的，因此，尽管“右好左坏”是惯常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但实际上左撇子与右撇子会形成不同的左右空间情感效价匹配模式。研究证明，右利手更倾向于将积极事物与右侧空间匹配在一起，更倾向于对右侧空间刺激给予积极评价，而左利手更倾向于将积极事物与左侧空间匹配在一起，更倾向于对左侧刺激给予积极评价（Casasanto and Henetz，2011；Brunyé et al.，2012）。语言经验无法改变左利手在手臂运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左好右坏”空间隐喻模式。综合来看，具身性经验是塑造心理层面隐喻映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


四、 概念隐喻的神经生理学解读

从具身认知的视角来看，概念隐喻反映了抽象认知加工与具体的感知运动经验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结关系，这一观点已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数据的支持。而这一效应在生物神经水平是如何实现的？近年来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神经复用假设（Neural Reuse Hypothesis）从神经生理学的视角为理解概念隐喻现象提供了补充。


自19世纪以来，人们相继发现不同脑组织受损的患者会表现出形式有别的心理或行为障碍，尤其是一些障碍仅表现在某些具体细小的加工环节上。研究者推测这些受损的脑区和特定的脑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传统的认知科学体系中，脑功能和脑皮层总是按照相对独立的模块（module）进行划分，不同的认知功能以不同脑区为神经基础，不同的脑区承载不同的认知功能（Bergeron，2007）。例如，枕叶皮层对应视觉，颞叶皮层对应听觉等。当前越来越多研究发现，一些脑损伤病人具有多重认知障碍（Bergeron，2007），例如，左侧顶内沟损伤会导致计算、词语加工（包括失写症）、指运动与计数以及空间定位能力的同时受损（Simon et al.，2002）。与此相对的， 随着关于脑功能结构的研究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发现人类大脑的各个脑区与各种认知功能间并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关系。局部脑区并不仅仅承载单一的认知功能，例如布罗卡区不仅涉及语言加工，同时还与行为再认、行为想象、行为抑制等能力有关（Hagoort，2005；Tettamanti and Weniger，2006）。同时，许多复杂认知功能的神经基质也并非仅仅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单一脑区，如注意调控功能的实现需要额叶眼动区、副视区、顶上小叶和顶内沟等几个脑区间相互协同作用。


随着解剖模块化（anatomical modularity）观点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与争议，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关于大脑功能结构的新观点——神经复用假设，该假设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对认知功能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根据这种假设，不同脑区所能承载的认知功能不是单一的，在进化或个体发育的过程中，原有承载低级功能的脑区可以支持发展新的高级认知功能，新的认知功能被整合到已形成的脑区，而这些脑区还可以继续承载其原有的功能。这一假设与进化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相符合的，由于大脑是人体内能量消耗最大的组织，因此，大脑的结构、功能与形态必然受到进化选择压力的影响。根据最优布局假说（Optimal wiring hypotheses），在进化压力下，大脑的功能结构必须要达到能量消耗最小化（Cherniak et al.，2004）。神经复用假设认为低水平的神经回路可通过复用（reuse）的方式实现多种新的认知能力（Anderson，2010），这样便有利于将大脑体积保持到一定范围内，更有利于控制大脑总体能量消耗。因此，神经复用假设同最优布局假说是相符合的。


此外，神经复用假设与进化生物学的预适应性原则（preadaptation principle）也较为一致，预适应性是指，在进化过程中，新的进化压力所要求的的性状在新的进化压力出现之前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一旦问题出现，物种便可以迅速改变，从而达到适应状态。具体到大脑功能结构，美国知名生物科学家恩斯特·
 迈尔（Ernst Mayr）曾提出：“新结构的涌现实际是已存在的结构获得新的功能……新结构是对已经存在的旧结构的调制”（Mayr，1960，p377）。人类的大脑是具有预适应性的，大脑本身是一个经过进化选择而生成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复杂系统，其最主要的适应功能在于解决问题。因此，在进化中需要新的认知功能或机制时，是大脑内部经过结构改变而产生适应性功能，而不是大脑整体再发生改变。这正是神经复用假设所支持的：新出现的高级认知功能可以由已存在的神经通路所承载，而不需要发展出新的大脑皮层。


神经复用假设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当前一些不同理论所共有的基本假设与立场，这些理论与相关的实证研究则构成了神经复用假设的研究框架。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神经再开发理论（Neural Exploitation Theory）、神经元回用理论（Neuronal Recycling Theory）与规模调配理论（Massive Redeployment Theory），而这些理论假设也都可以为从神经水平上解释概念隐喻现象提供重要的启示。


1.神经再开发理论

神经再开发理论（Neural Exploitation Theory）很大程度上是加莱希和莱可夫（2005）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概念隐喻所涉及的图式的架构反应在生理神经层面就是神经再开发的过程，即感觉-
 运动系统的神经基质在保持其原有功能的同时，通过神经复用，服务于新的认知功能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并在抽象思维中发挥新的作用。部分研究证实了这一推论。如，冷暖概念常被用来表达抽象的社会人际情感，研究显示，脑岛的活动强度与个体接受冷暖刺激的强度显著相关，而该脑区同时参与对社会情感（如爱、信任、羞耻、排斥等）信息的加工。康允儿等人（Kang et al.，2011）的实验发现，个体在接受冷刺激后，左前脑岛在信任决策中有超常活跃的现象，而在做出不信任的决策之后紧跟冷刺激，则双侧脑岛也都会有更强的活动。这直接证明：脑岛作为一个共享的神经基质，调节着物理温度向社会情感映射的过程。同样的现象存在于生理性疼痛与心理性疼痛的关系，人们常使用疼痛概念表达心理感受，研究证明，与生理疼痛相关的神经系统对社会情绪的发展具有承载作用，所谓的“心理痛苦”与生理性疼痛间具有一些共享的神经生理基质，如前扣带回、右侧腹侧前额叶、阿片肽系统等（Chung and Emery，2010）。由此可以看出，与隐喻相关的实证研究为神经再开发理论的假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而神经再开发理论则从生物神经层面对隐喻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是，神经再开发理论并没有对神经复用的内部机制即神经复用是如何实现的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说明。


2. 神经元回用理论

神经元回用理论（Neuronal Recycling Theory）的提出源自于斯坦尼斯拉斯•迪昂（Stanislas Dehaene）和科恩（Laurent Cohen，2007）对人类数字运算能力这一特定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人类的一些较高级的认知能力，如阅读能力、数字运算能力在进化晚期才开始出现，尤其是阿拉伯数字运算能力，其存在的历史仅仅一千多年，而在短时间内由于遗传基因的限制人类大脑不可能为这些能力进化出特定的神经加工机制。因此，新的认知能力的获得必需依赖于大脑中预存的神经回路。神经元回用理论肯定了文化环境和学习经验对大脑神经结构的塑造作用，认为大脑的神经回路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与可塑性，这种特性使得预存的神经回路可以在文化环境与学习经验的作用下调整已有的功能，通过复用满足新的认知用途。


在关于神经回路复用的内部机制这一问题上，神经元回用理论主张是相关脑皮层内神经元的形态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因此导致这一皮层可以承载新的认知功能。基于神经元可塑性和功能多元性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研究者以无脊椎动物作为实验对象发现，很多神经元都可以参与多种功能，例如，蜗牛体内存在一种RPeD1神经元，它既支持蜗牛的呼吸功能，同时对于蜗牛的学习和记忆功能也具有重要作用。再如，蜜蜂的VUMmx1神经元既与嗅觉有关，也与多种学习现象相关（Menzel，2009）。同时，神经元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因此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承载新的功能，例如，有研究（Melchner et al.，2000）将雪貂的听觉皮层神经元与视觉信号输入相连，而将视觉皮层神经元与听觉信号输入相连，当做出这种改变后，这两处皮层内神经元的工作机制都会发生变化。听觉皮层神经元呈现了视觉皮层所具有的特性和职能，而视觉皮层神经元则呈现了听觉皮层所具有的特性和职能。这说明，大脑皮层可以根据环境的需要承载不同功能。


从神经元回用理论的视角来看，概念隐喻所涉及的图式架构反应在生理神经层面就是神经元功能与形态重塑的过程，即与感觉-
 运动功能相关脑皮层内的神经元通过功能重塑以承载新的认知能力。相对于神经再开发理论，神经元回用理论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解释概念隐喻现象的内部机制。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人们的抽象认知都应该与感知运动功能在大脑中具有相同的神经定位（或部分重合），这一假设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


3.规模调配理论

安德森（Anderson
 ，2007a，2007b） 提出的规模调配理论（Massive Redeployment Theory）同神经元回用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新的认知能力的获得与发展可以依赖于大脑中已经形成的神经回路。有所不同的是，规模调配理论特别强调，涉及一种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复用并非仅仅发生在单一的脑区，而是涉及多个脑区，是大规模的调配，在神经复用过程结束后，新形成认知功能的神经基质则是这些大脑皮层构成的功能网络 （functional network）（
2010

 ）。他指出，这一假设可以从两方面得到验证：第一，由于一种认知功能在进化或个体发展中形成的越晚，它就越有可能由已形成的神经通路所承载，因而神经复用会涉及多重脑皮层，那么相比在进化或发育中较早出现的能力，较晚出现的认知功能在大脑中的神经定位应更加分散、涉及更多脑区。这一推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例如，研究发现，相比一些相对低级的机能，如知觉、记忆、情绪、动作等，高级认知任务如语言加工所激活的脑皮层数量更多、分布更加分散（Anderson，2008）。第二，由于神经复用所涉及是大范围的脑区，而并非极个别的少数脑区，因此，大量的脑区在不同的任务中可承载不同的认知功能， 安德森与佩索阿（Anderson and Pessoa，2011） 对此进行了验证，研究者对1469项涉及到11种认知能力的f MRI实验数据进行了Meta分析，探索78个大脑分区的功能多样性。分析发现，一个典型的解剖学意义上的脑区平均可以涉及到承载九种不同的认知功能，如果用数字指标从0（一个脑区只涉及一种任务）到1（一个脑区涉及11种任务）进行表示，这78个脑分区的平均指数为0.7，方差为0.12。研究者认为，这证明人类大脑的各个脑皮层会普遍的参与多种认知功能，进而为大范围的神经复用现象提供了佐证。


规模调配理论对神经复用的内部机制这一问题的解释与神经元回用理论有所不同。规模调配理论认为，已存在的神经回路承载新的认知功能，不是因为该脑皮层内的神经元发生了变化，而是这一脑皮层同其他脑皮层之间产生了新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同一脑皮层与不同脑皮层由于功能连接模式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功能网络，从而承载不同的认知功能。可以以交通地图的例子对这一假设进行说明：不同的脑区就如同地图上的节点（nodes），而节点间的连接（edges）则相当于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当一个节点与原本不相连的节点建立了连接后，就可以构成一幅局部的新的交通图，反映在大脑认知系统中，则是各个脑区间的相互作用以承载新的认知功能。安德森（Anderson et al.，2010） 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者对1127项涉及到10种认知任务的fMRI实验数据进行了功能连接分析（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alysis），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任务中，激活脑区的重合率较高（60%），但是脑区功能连接的重合率则很低（9%）。脑区通过不同的功能连接可以产生不同的认知功能，而神经复用实质上则是产生新的功能连接网络的过程。规模调配理论的这一假设与当前认知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人脑连接组（brain connectome）理论较为一致，只是人脑连接组的研究重点是精细的描述刻画大脑的功能网络，而规模调配理论的重点则在于从发展的角度探讨大脑功能结构的变化。


根据规模调配理论，隐喻映射并不是感知觉功能相关的脑皮层完全用于发展新的抽象认知能力，而是与感知运动功能相关的脑皮层同其他脑皮层产生了新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进而产生了新的功能网络承载新的认知功能。因此，感知觉皮层作为整个功能网络的一部分，当存在干扰时自然会对认知加工过程产生影响。相比于神经元回用理论，规模调配理论的解释更为合理，且与概念隐喻理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论更为符合。


总之，具身认知视角下概念隐喻相关的基本假设与实证研究结论可以在神经复用假设的框架下得到更合理的阐释，在神经复用假设的视角下，隐喻图式架构的实质是早期形成的与较为简单的、感知运动功能相关的神经回路，在进化及发展后期承载或参与更加高级的认知功能。尽管不同的理论对于感知觉皮层如何参与或发展抽象认知功能等具体问题还存在分歧。同时，由于研究手段、方法的局限性和实证证据的不足，神经复用假设也具有一定的争议。然而神经复用假设及其相关研究无疑可以为从生理神经层面理解概念隐喻提供重要启示。


五、 概念隐喻研究领域存在的分歧与争论

自具身认知的视角来看，隐喻的本质是人类借助于基本的感知觉范畴与经验去发展更高层次的概念，并通过感知觉经验表征抽象概念、实现抽象认知。研究者基于隐喻的具身性假设所开展的大量实证研究构成了当前具身认知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取向。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很多争议性问题也随之出现，当前，学者们在部分分歧上逐渐达成了共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答。


1. 隐喻干扰效应单向作用与相互作用的差异

在关于隐喻干扰效应的方向性问题上，莱可夫和约翰逊（2003 ）曾认为，隐喻干扰效应是单方向的，只存在知觉状态对认知过程的干扰效应。他们指出，在语言表达中，人们只会利用具体概念表达抽象概念，而不会利用抽象范畴表达具体概念。具体概念直接源自于人们的感知经验，出现较早；而抽象概念源自于人们复杂的社会互动经验，出现较晚。由于当抽象概念形成时，人们已经积累和掌握了非常丰富的关于具体概念的知识，因此人们只可能利用具体范畴信息去扩展和表征抽象的意义，而不会是相反的机制。从这一角度出发，莱可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映射是非对称的，抽象的认知加工也不会对知觉过程产生任何影响。部分实验支持了这一假设，例如，人类在空间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时间概念，因此我们借助于空间概念表达时间概念，却几乎从不借助时间概念表达空间概念。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 （2008）证明：空间刺激干扰会影响人们对时间距离的判断，但时间刺激干扰不会影响对空间距离的判断。这说明，人们可以利用空间经验表征和认知时间，却无法利用时间经验表征和认知空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却证明，隐喻是一个双向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产生过程。例如，身体洁净会影响个体对道德行为的知觉（Zhong et al.，2010），而回忆不道德行为则会加强个体对身体洁净的需要（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李（Spike W. S .Lee）和施瓦茨（Norbert Schwarz，2012）认为，一种隐喻映射的形成会伴随着外在语言机制及内在心理机制的形成。外在语言机制指的是人们如何利用具体概念表达、思考和表征抽象概念，而内在心理机制则涉及到隐喻联结的心理现实性问题。这二者是不同的，不能将语言机制与心理机制完全相对应。当一种概念隐喻表征方式形成后，人们会在始源域概念与目标域概念范畴间建立内隐的联想关系，而这种联结关系则会在一定的情境或任务状态下对人们的抽象认知或知觉判断产生影响。另外，从更深层次的生物神经水平看，认知隐喻化的基础是大脑中感知功能相关的脑区同抽象认知功能相关的脑区在长期经验的塑造下发生了联结（尽管联结形成及存在的具体方式还存在争议），联结一旦形成，当两个功能脑区同时作用时就会产生加工干扰效应，从而造成认知偏移或知觉偏移。因此，概念隐喻的语言表达是单向映射的，但与深层次心理机制相关的隐喻干扰效应却是双向的。可能双向隐喻干扰效应是一种普遍性规律，只是在部分研究中由于实验范式或设计的问题而无法显现。这一结论与具身认知关于概念加工的假设是一致的：对概念知识的提取加工会引发身体知觉运动状态的变化，身体物理属性变化则会对概念加工过程产生影响。


2.隐喻表征的必要性问题

抽象概念的表征是否一定要利用隐喻映射机制？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抽象概念表征的具身性问题。一些持强具身性表征观（Strong Embodied View）的学者认为，所有的抽象意义都以人们的具身性经验为基础，因此，具身性的身体图式是抽象概念表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信息加工情境中，人们一定会自动地利用具体范畴建构和表征抽象范畴，从而形成理解和推理（Barsalou，2009）。与之相反，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在隐喻映射之前对抽象概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表征，如果人们无法表征这些抽象意义，就不可能将具体范畴与这些抽象范畴相关联（Borghi and Cimatti，2010；Dove，2009；Mahon and Caramazza，2008）。而隐喻的功能在于将具体范畴的结构映射至抽象概念范畴，从而实现人们对抽象概念更为高级、精确的理解与推理加工。当这一过程完成后，抽象范畴得以延伸，抽象概念的意义在结构上得到了扩展。此时，隐喻映射依然有使主体以更加形象化的方式对抽象信息进行加工的功能，同时由于具体范畴与抽象范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心理现实性联结，因此会在特定的实验任务中表现出知觉范畴与认知范畴间的隐喻一致性效应。但具体范畴并不是表征抽象意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感知经验表征不是概念表征的唯一形式，根据不同的表征加工需要，主体对概念知识的表征形式可能是多元的，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涉及的是不同的表征方式，不同类型的概念知识在大脑中的储存方式是不同的：与特定身体经验相关的具体概念依靠的是感知经验表征，与身体经验无关的抽象概念则依靠抽象的符号表征。例如，脑成像研究证明，抽象概念加工与具体概念加工会分别激活不同的脑区。有研究（Rüschemeyer et al.，2007） 发现，相比于抽象动词，个体对具体动词加工时会引发更强烈的前运动皮层、运动皮层和体觉皮质的激活。另外的研究（Sabsevitz et al.，2005） 则发现，相比于具体名词，个体对抽象名词的加工会引发更强烈的与语义加工有关的上部左颞叶皮质和下部左前额皮质的激活。多琳依·
 拉克等人（Doreen Jirak et al.，2010） 研究也证明，当被试听到具体动作与具体名词组成的句子时，一些与身体动作相关的脑区（如额叶岛盖）会有更强烈的激活，而听到抽象动作与抽象名词组成的句子时，与语言加工相关的脑区（如缘上回）会有更强烈的激活。除脑成像外，有研究者（Deñabeitia，2009） 则利用眼动证明，向被试呈现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会引发不同的眼动模式。病理学研究也发现，一些脑损伤病人身上会出现词汇加工分离（dissociation）现象，即脑损伤病人可以正常流利地使用和理解抽象名词，却在对具体名词和动词的理解上具有困难（Marshall et al.，1996）。这种加工分离效应表明，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表征机制，涉及的是不同的脑区。此外，行为研究也证明，主体对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表征可能涉及不同的表征系统。例如，在克劳迪娅（Claudia Scorolli et al.，2011） 的实验中，研究者使用相同的及物动词和名词创造了四种不同的短句组合，被试则需要尽快判断呈现的句子是否具有真实意义。研究发现，被试对都是具体词汇或都是抽象词汇组成的短句判断反应时要小于对混合词汇组成短句的判断反应时。由于具体词汇加工和抽象词汇加工分别需要激活不同的概念表征系统，因此不同类型词汇组合的短句会引发不同加工系统的参与，所以需要更长的反应时。博尔吉（Anna Borghi et al.，2011） 在一次实验中模拟了个体对新的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进行知识表征的过程。实验结果也显示：具体概念的概念化表征过程主要是通过感知觉经验完成的，而语言信息在抽象概念的概念化表征过程中则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都说明，主体可以对抽象概念形成独立于感知觉运动系统的独立表征。因此，尽管在一定任务条件下，人们会无意识的将具有隐喻关联的知觉刺激感受与抽象认知加工相关联，但这并不表示与概念隐喻相关的感知运动经验是表征抽象概念所必须的一部分。


3. 隐喻一致性效应与隐喻补偿效应的差异

当前在关于概念隐喻
 
 的实证研究中主要发现了两种类型的干扰效应，分别为隐喻一致性效应（metaphor consistency effects）与隐喻补偿效应（metaphor compensation effects）。隐喻一致性效应指个体的知觉体验能够促进与隐喻映射方向一致的概念加工，或抽象认知思维以一致的方式影响被试关于知觉体验的判断。例如，在实验中手拿较重的图书，被试便会倾向于认为这本书非常重要（Chandler et al.，2012）；而得知一本书非常具有价值时，也会高估这本书的重量（Schneider et al.，2011）。隐喻补偿效应与隐喻一致性效应则恰恰相反，指抽象认知会引发补偿性效应，导致个体产生与隐喻映射方向相反的行为或判断。例如，思考自身的不道德行为后，会增加对清洁的需要（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内心的孤独会引发对温暖知觉体验的渴求（Zhong and Leonardelli，2008）。因此，隐喻一致性效应强调的是一种隐喻促进作用的过程，它反映了有隐喻关联的知觉体验与抽象思维间同化、互进的关系；而隐喻补偿效应则突出了一种调节机制，反映了隐喻关联的知觉体验与抽象认知间存在着相反地补偿或修复关系（丁毅，纪婷婷，邹文谦，刘燕，冉光明，陈旭，2013）。洪洁文（Jiewen Hong）和孙亚城（Yacheng Sun，2012）认为，这两种效应可能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实验设计的不同因此体现出不同的知觉干扰形式。隐喻一致性效应是在概念隐喻实证研究领域最为常见的一种效应，而隐喻补偿效应目前只在洁净—道德领域、温度—情感领域有所发现，远没有隐喻一致效应那么普遍。此外，隐喻一致性效应是一种双向的作用，而隐喻补偿效应主要体现在知觉体验对内心感受的修复作用，是一种单向的作用。因此，这两种隐喻效应可能有着不同的心理机制，其差异及所反映的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4. 影响隐喻干扰效应的因素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大部分关于概念隐喻的实证研究都是只是验证身体的知觉体验与抽象认知间的作用关系，很少有实验关注隐喻效应发生的范围（如自我视角、他人视角），或影响隐喻干扰效应的情境因素。另外，当前大多数关于隐喻的研究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隐喻表达方式，探索单一感知觉体验的变化对社会认知的影响。事实上，人们会使用多重具体概念范畴来表征和加工某一抽象概念范畴，不同的具体范畴可能与抽象范畴的某一领域具有特定联系。例如，与道德领域建立隐喻联结的具体范畴包括空间范畴（上、下）、洁净范畴（纯洁、肮脏）、明暗视觉范畴（白、黑）等，可能空间范畴主要建构整体道德水平关系，洁净范畴主要建构道德纯洁关系，而空间范畴主要构建道德公正关系。因此，不同的知觉体验与同一抽象领域的不同方面具有强度不同的隐喻关联。这一可能性也有待未来研究的澄清。








1

 　 根据相关史料考证，“圣人体无”一语出自西晋初年何劭所作的《王弼传》中：“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己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氏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2

 　 “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本心”：“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仁义之心”、“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理义之心”：“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赤子之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放心”：“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儿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陷溺其心”：“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存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其心，养其性，可以事天。”“尽心”：“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而矣”，“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不动心”：“‘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思虑之心”：“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意志之心”：“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利欲之心”：“口之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3

 　“以身体之”中的“体”可作“行”解，即“以身行之”。故《淮南子·
 记论》中有“圣人以身体之”的语句。







4

 　 法相唯识学认为心识由根所引发，其基本含义是指将本具的心识通过根引发出来，而不是说根能产生心识。由此言之，在现代具身认知研究中，embodiedment
 的涵义也当是“发”义，即身体以其特定的方式塑形（shaping
 ）了认知；具身认知绝不意味着身体能够产生出认知。因此具身认知的研究在本质上应当从属于建构论（而不是发生论）的范畴。







5

 　从根本上看，不同的种子会集起不同的根身，而不同的根身则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例如，人的根身不同于蝙蝠的根身，因而人的认知也不同于蝙蝠的认知。宇宙间有多少根身形式，就有多少认知形式；即便同为人类的我们在根身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我们各自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6

 　有情世间是众生的基本存在方式；“世”为时间，“间”为空间，世间即时空，此时空源自众生情执，由末那识的“我执”而来。







7

 　 在数学中，坐标系的类型很多，如直角坐标系、球面坐标系等。根据坐标变换原理，同一对象在不同的坐标系中将呈现为不同形态，如直角坐标系（XOY
 ）中的圆（x
 2
 +y
 2
 =1
 ），在球面坐标系（UOV
 ）中就可能是一条线段（u+v=1
 ；设u= x
 2
 ，v= y
 2
 ）。法相唯识学的“三能变”思想，本质就在于通过心识能变而实现认知坐标系的建构；对于不同的众生（如人与蝙蝠）而言，由于他们的认知坐标系不同，他们的认知也不相同。在现代认知科学中，之所以要强调认知的具身性，道理也在于此。







8

 　 在法相唯识学中，因末那识执取阿赖耶识为内在实常自我而造成了各种认知扭曲，故而其通常都被视作染污意。但须注意的是，“染污”并非纯粹虚妄，而是蕴涵“真实”（本）的，因此，获取真知的关键不是要舍弃末那识，而是要断除末那识的“我执”。







9

 　 须注意的是，末那识仅为认知图式的建构提供了坐标点，至于具体的认知图式如何建构，则尚需身体的基础。在现代心理学中，自我不仅意指个体性，而且还涉及具体的身心及其结构；这与末那“我执”观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要勉强说的话，末那识本质上意味着“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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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清楚地表明人类的认知永远无法摆脱“我”的干扰；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在认知领域中并不存在纯然“客观”的科学。事实上，即便被学者们视作最“客观”的自然科学，也是“我”建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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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法相唯识学的观点，“身体”并不是先在的，它因心识所造作而集起，是一种蕴积的“业能”（能量）；这样的“业能”一旦蕴积成型（物质），它又将反作用于众生的心识活动，规范其认知的具体形式（信息）。由此可见，在心识的三次能变中，本质上含摄着能量、物质、信息的相互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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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前六识比较粗显，故有关认知的研究都会论及于此，且常常局限于此；法相唯识学以研究者甚深的禅定功夫为基础，对更加深细的末那识与阿赖耶识的存在进行了揭示。这确实是现代认知科学应予汲取及着力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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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法相唯识学而言，认知场域事实上有隐、显的差别：以“业种子”为基础的藏识是认知的潜隐场域；而根、境和合的身体则是认知的显现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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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观点与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如爱因斯坦在其广义相对论中就将物质视作能量的一种方式，提出了质能方程E=mc
 2
 ，而量子力学则通过波粒二象性表明了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不二属性。







15

 　 如果承认“话语”也不过是一种信息过程的话，那么，甚至对于社会建构论，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作是一种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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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各种心理学流派中，虽然精神分析提出了“无意识”概念，但其“无意识”仍然被限定在与“物”对待的“心”的范畴之内，它们或者从属于生物本能论（弗洛伊德），或者从属于种系本能论（荣格）。显然，这种“无意识”范畴并不同于法相唯识学的第七、第八两识。












第三部分  具身认知的实验研究

第十一章

隐喻的具身性：来自ERP研究的证据

一、文献综述与实验构想

1. 隐喻与隐喻认知加工理论

隐喻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隐喻的讨论自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已有之，并被作为一种艺术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广泛存在于哲学、辩论以及诗歌中（Hamilton，2000）。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隐喻的研究才真正由语言学层面转向认知加工层面。随从一种单纯的语言的现象，成为能够借以认识语言现象背后的思维本质乃至人类自身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根据莱可夫和约翰逊的理论，人类的概念系统起源于数量很少的一些具体概念，在这些基本的具体概念基础上，人们借助映射的作用建构出复杂的抽象概念并得以理解。对于正常的个体来说，每个人都能够轻松迅速的辨别出自己内在的感受和对外部其他对象的感知，就像拔河比赛中从紧握绳子的一双双手中迅速分辨出自己的那双一样，这种来自于个体内部的身体体验使得个体产生了能够区分个体自身、客体以及自我的能力。在物理环境中，客体通过个体自身的感知觉与动作系统的相互作用，逐渐将获得的躯体感觉、本体自我知觉、动作经验、空间关系等要素合并加工为隐喻形成和理解的基本认知结构。


2. 隐喻认知加工的事件相关电位方法

语言的本质是一种持续的信息流，对于语言的理解，个体要在几乎是瞬间且无意识的状态下将这种持续的信息流分解为相对独立但有序有意义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等语言结构成分，随即这些复杂成分又会立刻被整合成为一种单一的、意义确定的解释。ERP技术可以观察记录刺激发生后若干毫秒内的神经认知与反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语言加工的高速与整合性的特征，也能让我们在自然的状态下不割裂心理活动本身去对认知加工进行研究，这对于稍纵即逝的认知加工过程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优势；同时，ERP设备还可以通过对记录电极在刺激产生前后所记录的电位差进行对比，得到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电极点并由此推断出认知加工的大致区域，能够连续的实时测量自然语言理解中语言自身的各种属性及其整个过程，并可具体推断不同实验条件、语料、实验方式等所产生的不同刺激能否诱发出不同的神经反应；最后，ERP技术还允许在被试缺乏具体的外显行为反应的条件下，通过对被试神经反应的记录进行分析，是一种隐性的认知活动考察方式，为实验提供可分析的依据。


3. 问题提出

（1）现有隐喻事件相关电位研究的不足

自莱可夫和约翰逊提出隐喻的认知概念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人们对隐喻认知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以ERP为研究工具的隐喻认知加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隐喻基础理论研究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随着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隐喻的界定和解释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修辞学的范畴。但当前隐喻的理论研究多处于各自为政局面，都倾向于从某个单一的视角去解释隐喻认知的一个方面。因此隐喻的概念界定模糊，隐喻的研究分类也缺乏界限，性质不明。


研究语料的规范性与研究方法的统一性：由于隐喻定义的多样性，隐喻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者们的主观选择，导致研究语料的选择缺乏一定的标准。没有了对语料的规约性、熟悉度、可接受性等指标的精确判断与标准化筛选，自然会给研究自身带来各种不可预见的问题，甚至得出各种迥异的结论。


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与研究语种的单一性：由于在线研究自身的种种限制，当前ERP研究的被试构成较为单纯，这种缺乏跨文化、多年龄段、多二语习得以及多种文化程度之间的被试比较势必会使研究的普适性受到影响。同时完善的隐喻认知理论的构成需要不同属性语言的相互佐证。


（2）研究构想与目标

以莱可夫和约翰逊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把具身心智引入了对概念隐喻的分析，并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内在生成学说进行了质疑与批判，这个转向标志着传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也正在经历着从非具身性到具身性的嬗变。“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隐喻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验、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也逐渐为人们所认知（Lakoff and Johnson，1980）。据此，语言的认知工具性质得以加强，而隐喻作为能体现人类概念结构的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对于语言和隐喻的具身研究，也就有了理论与实质上的意义了。据此，我们提出了下述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框架：


将具身认知与隐喻认知加工结合起来。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隐喻和语言完成的，并且从隐喻本身来看，概念隐喻之于人的系统性还表现在它是以人的身体或至少是与身体经验相关的概念域为源认知域的。语言天生的具有体验性（具身性）。语言结构依赖并反映概念的形成过程，而概念的形成过程又以我们自身的经验为基础，二者的联结就是概念的隐喻。


以事件相关电位方法为研究方法。当前，国内心理学领域关于具身认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心理学领域，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也无法完全超脱认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对西方既有理论的引介，或者是相关行为实验的重复。本研究拟通过ERP实验的方式验证语言理解过程中的具身性，通过脑电与行为数据解释和揭示具身现象对隐喻加工机制的作用，促进人们对感知觉、情绪以及语言心理机制的不同理解。


强调研究中身体的基础性作用。具身观点认为，认知不是抽象的、客观的、脱离肉身的，推理的基本形式离不开空间和身体的交互作用。这样就把理性思维所不可或缺的肉体性放在了认知过程的首位——人脑的活动或者称为认知活动离不开肉体这种生物基础。


（3）相关实验技术

实验选题与实验假设。围绕着具身认知与隐喻的主题，心理学家们以身体隐喻为基础，开展了大量的关于具身与隐喻的实证研究，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物理感受性与认知判断、情绪的具身性、运动感知系统与认知判断以及与身体相关的隐喻研究。因此，我们的实验研究也参照这种分类，分别设计了关于具身认知与感知觉、具身认知与情绪、具身认知与身体姿势这三个实验，并分别假设：不同温度知觉会影响被试隐喻认知加工，不同情绪刺激会影响被试的隐喻认知加工，以及不同身体姿势会影响被试的隐喻认知加工。


实验控制条件。根据上述实验选择与假设，我们分别设置了三类实验控制条件，并以此作为针对被试的具身刺激：其中实验一采用的是不同温度的饮用水。根据具体的实验时间、地点、当时当地的气候与天气，以及被试自身的感觉，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中关于不同水温范围的界定与划分，我们将实验一中所涉及的三种温度刺激分别设定为：冷水15℃左右、
 温水40℃左右和热水60℃左右。实验二所采取的具身刺激是不同的身体姿势，让被试保持实验所需的特定姿势并坚持到实验结束。其中一组被试处于背部挺立、紧张状态的常规工作姿势，另一组被试则一直保持耷拉肩膀、弓腰驼背的舒适放松姿势。对于不同姿势的控制与维持方式，我们采用的是两个高度一致但靠背不同的座椅：一个有靠背而另一个则没有。让被试在特定椅子上坐定之后，就让其尽量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实验结束，并在实验中途休息过程中不断予以提醒纠正；实验三采取的是通过观看视频的方法诱发被试产生特定的情绪。根据前人研究，以视频的方法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效果都是比较理想的。本研究采用通过提名法获得的有关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诱发的视频片段，分别用来诱发被试的积极愉快情绪与消极难过情绪，并在随后进行汉语隐喻认知加工的判断。


实验语料性质。每个实验中，实验语料的句子类型分为正相关句，负相关句，无关句以及错句四种。在此，所谓正相关、负相关、无关等句子条件是指句子本身与实验所采取的具身触发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在实验一中拟采取的具身刺激条件是不同温度的饮水。因此，如果以热水为刺激条件，那么正相关句就可以是“幸福是暖炉”这类与“热”内隐相关的句子；负相关句就可以是“寒风是利剑”这类与“冷”内隐相关的句子；无关句就可以是“星星会落地”之类与刺激条件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而错句就是与刺激条件无关的、且语法上有误的、语义上没有任何意义的自造句子，如“举措是毛巾”。实验二和实验三也采用了相同的刺激条件与句子类型相互关联的语料设计模式。


二、实验一

1. 研究目的与假设

身体对不同温度的感受会对个体隐喻认知加工的结果产生影响，接受不同刺激条件的被试会对特定的隐喻语料产生特定的反应。在实验准备过程中，手端热水并饮用的被试与端冷水并饮用的被试在隐喻加工中对关于热情、友好、亲切、善意、温馨等与“暖”或“热”内隐相关的隐喻材料的反应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可能表现为更短的潜伏期、更为提前的典型成分，以及体现在行为指标上的反应时与正确率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被试：以方便取样方式，选取以中文为母语的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33名，随机分为三组。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无精神或神经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且每组内被试均进行左右手操作反应的匹配。被试完成实验后给予一定的报酬。


实验材料与程序：我们选取了431句五字隐喻句和错句，让36名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被试（其中男性23人，女性13人，心理学专业5人，非心理学专业31人，文科22人，理科14人，全部处于20～3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23.4岁）进行选择，把材料中的那些能表现出热情、友好、温暖、善意等与“热”或“暖”相关的句子、那些表现出冷淡、伤害、无助等与“冷”或“凉”相关的句子，以及与上述的“冷”和“热”毫无关系的中性句子分别挑选出来（含错句），然后按照选择频率的高低进行排序，选取其中的前208句（含错句）作为初步筛选出的实验语料进入下一阶段的语料熟悉程度测试。


参与熟悉度测试的被试是未参与上一阶段语料初步筛选的另外41名被试（其中男性18人，女性23人，文科22人，理科19人，全部处于20～3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25.3岁），目的是剔除被试不熟悉的隐喻句子。一般来说，每个句子得到2/3及以上的被试认可即被认为是熟悉的句子。我们删除了那些被试不熟悉率较高的句子以及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不恰当的句子，占熟悉度测试句子总数的5.72%，最终确定的实验语料共192句。

实验过程与脑电记录： 实验在控温隔音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前提前与被试约定时间，让其在实验前一天晚上休息良好。在到达实验室之后，稍事休息并适应实验室温度，填写被试情况表格。接着向被试交代实验性质与方式，并说明实验过程的安全性和无损性，以及导电膏的无毒易洗性质，重点向被试讲解实验指导语及注意事项，如尽量保持身体不动以及减少眨眼等情况。


被试被随机分为三组，洗头并吹干，在佩戴电极帽及注射导电膏的过程中，以及整个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但实验尚未开始前，以补充水分为由让实验组被试手端一杯（塑料材质一次性杯，容量约200ml，下同）60℃左右的热水（记为热水组，表示正性刺激，下同）或冰箱里存放的15℃左右的冷水（记为冷水组，表示负性刺激，下同），一直保持双手端着的状态直至慢慢喝完，持续约2～3分钟，控制组被试则手端40℃左右的温水缓慢饮用完毕（记为温水组，表示中性刺激，下同），然后进行实验。实验中途休息时段，也会给被试加水并让他们饮用。实验在六月和七月进行，实验室室温用空调维持在24℃～26℃度左右，并用两只量程为-10℃～100℃的水银温度计监测。此处，关于冷水、温水与热水的温度的选择与界定，我们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中关于冷水与热水温度范围的划分，并结合实际天气情况，将冷水、温水和热水温度分别设定为15℃、40℃和60℃左右，以让被试感觉适中为宜。


语料呈现的屏幕采用联想15吋纯平CRT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768，刷新频率为60Hz，被试用单手（左手或右手）在键盘上进行反应，被试组内左右手匹配。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水平注视屏幕中央的红色“＋”号，视距约为250cm～300cm。语料呈现于计算机屏幕中央，48号黑色粗体宋体字，底色为浅灰。语料用E-prime程序呈现，随机排列。每个刺激呈现的时间为500ms，反应窗口为1500ms，每组刺激间隔2500ms。实验分为四个时段，每个时段含有150个刺激，持续约4～5分钟，时段与时段之间设有休息，休息界面自动弹出，但由被试自行控制休息时间（让被试视自身疲劳程度自行决定，约1～3分钟，但不少于1分钟）。要求被试对所呈现的每一个句子做有意义或者是无意义的判断，即让他们对靶刺激（偏差刺激/小概率刺激）反应，只要靶刺激一出现就尽快做出整个句子是“对/有意义”（无按键反应）还是“错/无意义”（对应键盘F键）的按键反应。正式实验开始前有练习部分，让被试熟悉操作流程与方法，并给予被试相应的正误反馈，主试也会对被试的各种提问进行详细解释，练习语句并不出现在正式实验中，正式实验部分则没有反馈。当实验完成，被试洗头完毕稍事休息之后，主试让被试继续饮水并完成一份包含100个句子的回忆问卷，任务是判断问卷上的句子是否出现在刚才的实验材料中。如果出现过就在句子后面的空格内打勾，没出现过的则打叉。问卷包含实验中出现过的句子和未出现过的句子各50句，且包含正相关句、负相关句、无关句和错句四种类型。


ERP实验系统采用德国BrainProduct记录与分析系统、10-20系统扩展的64导Neuroscan电极帽及相配套的BP转接设备记录被试的EEG信息。鉴于配套电极帽的参考电极是将双侧乳突连接在一起并接地，即将左右乳突等同看待，因此参考赵仑（赵仑，2010）的解释，以左侧乳突为参考电极，水平右眼电作为右侧乳突的记录电极，左眼上下安置垂直眼电，左侧安置水平眼电。滤波带通为0.1-30Hz，采样率为500Hz/导，头皮阻抗至少小于10 KΩ。在线数据采集过程具体包括：参数记录、时间与基线、电阻观察、放大倍数设定、带宽、伪迹排除与校正、采集率。在线采集之后进行相应的离线分析，具体包括：观察数据、去除眼电心电肌电等伪迹、数字滤波、脑电分段、基线校正、线性校正、叠加平均和总平均等。


对实验结果的描述拟从行为数据与脑电数据两方面进行；行为数据主要包括E-prime软件所记录的被试反应时与正确率；而脑电结果则可以从典型成分的分析入手。在进行脑电数据的离线分析时，三名被试的脑电数据因为去除伪迹过多，未达到分析要求而连同行为数据被剔除，不予分析。


3. 结果

（1）行为数据

实验的行为数据结果主要包括被试对目标刺激判断的反应时与正确率。


经过E-Prime软件统计，三组被试的平均P（A）值是0.790，大于信号检测论所要求的正确判断数/刺激总数>0.5的要求，且统计过程中每位被试的P（A）值也大于0.5，因此被试的反应是较为可靠的。同时为了排除极少数极端数据的影响，我们在统计时去除了反应时大于1500ms的和少于200ms的数据。从最终所得的数据看，每种数据的最终保留量均至少大于该采样总数的75%以上，因此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


根据实验目的，我们分析了三种被试情况下被试对不同类型句子理解的平均正确率与反应时，结果显示：在温水组、冷水组、热水组任何一组被试中，有意义句子（正相关、负相关、无关）的正确率都高于无意义句（错误句子），并且在热水组被试中，正相关语料的正确率要高于负相关和无关语料，对冷水组被试来说，负相关语料的正确率高于正相关和无关句。对于反应时指标来说，错误句子的反应时，热水组要慢于冷水组被试。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检验了三组被试在四种语料类型情况下正确率与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接受不同温度刺激被试的组间效应及交互作用不显著。以不同温度被试区组为组间变量，语料类型为组内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内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5.27，df=3，p<0.005），即被试判断不同类型语句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冷水组和热水组被试在判断正相关和负相关语句时正确率与反应时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热水组被试在判断正相关语句时的反应时显著低于负相关语句的反应时（t=-125.77，df=9，p<0.05）。

实验结束后，我们让被试完成一份含有100个句子的回忆问卷，对被试问卷回忆的完成正确率情况统计如下：对于热水组和温水组被试来说，程序中出现过的有意义句子的正确率高于未出现句子的正确率。对于热水组被试来说，对于正相关句子的回忆正确率要高于负相关句子与无关句，而对于冷水组被试来说，对于负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要高于正相关句子与无关句，这与针对正确率的统计结果是一致的。


（2）脑电结果

在对脑电文件进行离线分析时候，我们选取靶词呈现前的200ms到靶词呈现后的1000ms时间窗内的脑电，按不同的具身刺激类型和语料类型对被试处理统计后的数据进行叠加和总平均，生成的四种语料类型下-200ms～1000
 ms时段这1200ms内的脑电平均地形图。

结果显示：无论哪种语料类型，经历不同温度干预的被试有着不同的脑电反应，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加工时段与不同的加工脑区上。比如在对正相关语料加工的过程中，200ms～400ms时段内，热水组被试相对于冷水组被试来说，有着更为提前的脑电反应与峰值，加工区域与范围也略有差异。


为了进一步探索-200ms～1000ms时段内大脑对语料加工的整体过程，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总平均波形所显示的N200、N400、P300、P600时间窗，我们确定了F3、FC3、C3、CP3、P3、FCZ、CZ、CPZ、PZ、F4、FC4、C4、CP4、P4、FZ这15个电极点进行脑电原始波形输出。结果显示，无论哪种语料类型，虽然三类温度干预的被试在0ms～500ms时段内的波形走势基本一致，但每个波形图中三组被试的成分都有区别，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电压高低、不同的潜伏期与波幅以及偏转时间上的差异等等。


依据总平均后的波形在各个时间窗内所呈现的明显正向或者负向偏转，我们确定了N200、N400、P300、P600四种脑电成分的峰值，对每种成分中各个电极点电位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以被试类型作为组间变量，语料类型和电极点作为组内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间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被试内变量主效应显著，即语句类型和各电极点电位的电位变化显著，两个被试内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显著，但它们与被试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在对各电极点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以时间窗为输出标准，进行了CPZ、CP3、FC3、FC4、PZ、F3、F4这七个电极点上N200、N400、P300和P600成分在各自时间窗内的波形输出，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以被试区组变量为组间变量，语句类型和各电极点N200、N400、P300平均波幅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各电极点各成分的平均波幅主效应显著，语句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两个组内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没有发现三因素之间显著的交互作用。


表11—1 不同温度对语句判断影响的P600时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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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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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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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试区组变量为组间变量，语句类型和各电极点570ms～630ms间P600平均波幅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1-1所示，各电极点间的平均波幅无显著差异；语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5.91，df=3，p<0.005），另外语句类型与电极点P600的交互作用显著（F=3.54，df=18，p<0.001），说明判断四种类型语句P600是有显著差异的。


5. 讨论

（1）行为数据结果

本实验研究的行为数据结果主要包括E-prime软件所采集记录的被试反应时与正确率，以及实验结束后对被试回忆问卷的正确率统计。在对数据做了相关的统计和检验后，我们发现：不同温度组别的被试对语料类型的反应也不尽相同。热水组被试对正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要高于对负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与此相反，冷水组被试对负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要高于正相关句子；且对正相关句子来说，热水组被试的正确率要高于冷水组，而负相关句子则正好相反。事后句子回忆正确率统计情况，也出现了热水组被试对正相关句子的回忆正确率高于负相关句子、冷水组被试对负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高于正相关句子的情况。因此我们初步认为，热水与冷水对感知觉的刺激对于被试的隐喻认知加工外显行为反应有一定影响——接受了热水刺激的被试在对那些关于热情、友好、亲切、善意等与“热”相关的隐喻句子进行加工的时候，正确率要高于那些表示冷淡、敌意、陌生、伤害、无助等与“冷”相关的句子；而接受了冷水刺激的被试则更多的体现出了相反的行为，在负相关语料上表现出了更高的正确率，而处于冷热水中间程度的温水刺激结果则不明显，符合预期中关于被试的行为与选择的假设。


同时，热水组被试对于错误句子的反应时长于冷水组被试；无论是何种温度组别，任何被试组对于有意义句子（正相关、负相关、无关句）反应的正确率均高于无意义句（错句）反应的正确率，事后回忆问卷统计中也是此种情况。因为隐喻句子自身的特殊性质，通常将其按照字面意义理解是行不通的，所以被试在有限的反应时间内很容易在有意义判断与无意义判断之间徘徊，并将正确的、有意义的隐喻句理解为无意义的错句。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所有被试对隐喻句理解的正确率都高于无意义句，原因除了前述的语料类型显著性所体现的四种实验语料的高区分度，也能体现出相关的具身触发使得被试对于相应句子的理解更为容易了一些。


（2）脑电数据结果

根据地形图结果，对于经历不同具身刺激的被试，大脑对于各种语料的加工区域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激活时间上有先后、激活范围上有大小、激活的波形成分上有正负高低之分。在正相关语料中，冷水组被试在0ms～200ms时段内就已经出现了左侧额叶区域激活的反应，并在200ms～400ms时段内左半球顶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正性成分，在顶中区产生了明显的正波并扩展至右半球；而200ms～400ms时段内热水组被试的加工脑区则没有冷水组被试如此大的激活范围，只是激活了右后侧顶叶和枕叶的区域，所激活的区域较冷水组被试小，激活区域的电压也不及冷水组；在400ms～600ms时段，热水组被试在左前额叶与左半球枕叶处有负性电压产生，但冷水组被试无此现象。在负相关语料中，冷水组被试和热水组被试在0ms～200ms时段内就已经有了区域激活的现象，但冷水组被试在200ms～400ms时段内激活了左侧额叶与双侧顶叶，热水组被试此时主要的激活区域是右侧顶叶与枕叶，并延续至600ms左右。无关句子语料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几乎与正相关、负相关材料一致，无论是热水组温水组还是冷水组，在200ms～400ms时段内的主要激活区域都是以右后侧枕叶为主，左前额与顶中区也有涉及。


同时我们也输出了被试在-200ms～1000ms时段内的原始波形图，包括F3、FC3、C3、CP3、P3、FCZ、CZ、CPZ、PZ、F4、FC4、C4、CP4、P4、FZ这15个电极点。对于正相关语料来说，所选电极点冷水组被试0ms～400ms时段的电压全部明显高于热水组与温水组被试的电压，且同一个成分所在时间段内的峰值也几乎全是冷水组被试高于热水组被试；负相关语料中，冷水组CP4、FCZ、PZ、C4、CZ、CPZ、FCZ等电极的电压自150ms之后基本上都低于热水组被试的电压幅度，与正相关语料的情形相反。在无关句和错误句语料中则没有如此情况，两种被试电压高低在图上的差异也没有如此明显。


在对输出的两种脑电数据进行直观的观察分析之后，我们还对输出的数据进行了SPSS软件统计分析。依据总平均后的波形在各个时间窗内所呈现的明显正向或者负向偏转，确定了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峰值并进行了输出，对每种成分中各个电极点电位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被试的组间变量主效应不显著，被试内变量主效应显著，即语句类型和各电极点电位变化显著，两个被试内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显著，但它们与被试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在对各电极点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以时间窗为标准，进行了相关电极点的波形输出，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平均波形输出，显示N200、N400、P300成分的语句类型主效应显著，各电极点间各成分的平均波幅主效应显著，两个组内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但二者与组间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三个因素间也不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P600成分的交互作用显著，说明判断四种类型语句P600是有显著差异的，语句类型引起的P600变化在各个电极上也是不同的；且句子类型与被试的交互作用也是显著的，这表明语句类型引起的P600的变化在三组被试中是不同的，它会因被试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化。


三、实验二

1. 研究目的与假设

个体所保持的不同身体姿势会对个体隐喻认知加工的结果产生影响，接受不同刺激条件的被试会对特定的隐喻语料产生特定的反应。在实验准备过程中，让不同组别的被试分别处于背部挺立、呈现出紧张状态的常规工作姿势和耷拉肩膀的舒适放松姿势，在实验中也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并一直持续到实验结束。处于背部挺立、紧张状态的常规工作姿势被试相比较舒适姿势被试对于那些能体现出自信、成就、自豪感的隐喻材料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不同可能表现为更短的潜伏期、更为提前的典型成分，以及体现在行为指标上的反应时与正确率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被试：以方便取样方式，选取以中文为母语的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20名，随机分为两组。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无精神或神经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且每组内被试均进行左右手操作反应的匹配。被试完成实验后给予一定的报酬。


实验材料与程序：我们选取了431个隐喻句和错句，让36名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被试（其中男性23人，女性13人，心理学专业5人，非心理学专业31人，文科22人，理科14人，全部处于20～3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26岁）进行选择，把那些能表现出自信、成就、有理想、自豪等那些与“我能”相关的句子，相反的那些表现出不自信、失望、落后的与“不能”相关的句子以及与上述的“我能”和“不能”无关的句子分别选择出来（含错句），然后按照选择频率的高低进行排序，选取其中的214句（含错句）进入下一阶段的语料熟悉程度测试。


参与熟悉度测试的被试是未参与上一阶段问卷作答的另外38名被试（其中男性15人，女性23人，文科29人，理科19人，全部处于20～3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23.5岁），目的是剔除被试不熟悉的隐喻句子。一般来说，每个句子得到2/3及以上的被试认可即被认为是熟悉的句子。在从高到低排序后，我们删除了那些被试不熟悉率较高的句子以及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不恰当的句子，占总数的10.28%。最终确定的实验语料共192句。

实验过程与脑电记录：鉴于实验一所采取的三组被试分组方式中控制组被试与实验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且实验二所采取的具身刺激方式无法设置对照组，相关文献中也无此先例，因此在实验二中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洗头并吹干，在安置电极帽的过程中就让被试保持实验所需的特定姿势并坚持到实验结束（休息时候除外）：一组被试处于背部挺立、紧张状态的常规工作姿势（记为挺直组，正反应，下同）；另一组被试则一直保持耷拉肩膀、弓腰驼背的舒适放松姿势（记为弯腰组，负反应，下同）并一直持续到实验结束。在此，对于不同姿势的控制与维持方式，我们采用的是两个高度一致但靠背不同的座椅，一个座椅有靠背而另一个则没有。让被试在特定椅子上坐定之后，就让其尽量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实验结束，并在实验中途休息过程中不断予以提醒纠正。


在进行脑电数据的离线分析时，6名被试的脑电数据因为伪迹过多未达到分析要求而连同行为数据被剔除，不予分析。


3. 结果

（1）行为数据

实验中，14名被试的平均P（A）值是0.768，大于信号检测论所要求的正确判断数/刺激总数>0.5的要求，且统计过程中每位被试的P（A）值也大于0.5，因此被试的反应结果是较为可靠的。


根据实验目的，我们用E-merge软件统计分析了两种被试情况下被试对不同类型句子理解的平均正确率与反应时，结果如下：在正反应和负反应任何一组中，有意义句子的正确率都大于错误句子；且在正反应组中，正相关句子的正确率大于负相关句子；对于反应时指标来说，正反应组被试要快于负反应组被试。


在此基础上，我们检验了两组被试在四种语料类型情况下行为反应正确率与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被试的不同姿势组别作为区组变量，语料类型作为组内变量，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内变量差异显著（F=3.61，df=3，p<0.05），说明不同姿势类型的被试对四种不同语句的判断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组间变量，以及组间与组内变量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实验结束后，让被试完成一份含有100个句子的问卷，对被试回忆问卷的完成正确率统计如下：无论挺直组还是弯腰组，程序中出现句子的正确率都高于未出现句子的正确率；同时挺直组被试对于出现句子的回忆正确率高于负相关，而弯腰组被试对于负相关出现句子的回忆正确率高于正相关句子的回忆正确率。


（2）脑电结果

在对所记录的脑电文件进行离线分析时候，我们选取靶词呈现前的200ms到呈现后的1000ms之间的脑电，按不同的具身刺激类型和语料类型对被试脑电数据进行叠加和总平均。生成的正负语料类型1200ms时窗的脑电平均地形图。

结果显示：无论何种语料类型，经历不同姿势干预的被试组群有着不同的反应，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加工时段、不同的电压高低与类型，以及不同的加工脑区。


为了进一步探索-200ms～1000ms时段内大脑对语料加工的整体过程，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总平均波形所显示的N200、N400、P300、P600等成分的时间窗，我们确定了F3、FC3、C3、CP3、P3、FZ、FCZ、CZ、CPZ、PZ、F4、FC4、C4、CP4、P4这15个电极点进行原始波形输出。结果显示，无论哪种语料类型，经历两种姿势干预的被试在各个时段内的波形都有区别，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电压高低、不同的潜伏期与波幅、偏转时间上的差异等等。


依据总平均后的波形在各个时间窗内所呈现的明显正向或者负向偏转，我们确定了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峰值并进行了输出，对每种成分中各个电极点电位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如下：


表11—2 不同姿势对语句判断影响的N200成分电位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语句类型


	
3


	
109.951


	
3.582


	
.024





	
语句类型 * 被试组别


	
3


	
109.027


	
3.552


	
.025





	
电极点


	
27


	
33.291


	
2.430


	
.000





	
电极点 * 被试组别


	
27


	
12.367


	
.903


	
.608





	
语句类型 * 电极点


	
81


	
13.429


	
2.307


	
.000





	
被试组别


	
1


	
.050


	
.000


	
.985





	
语句类型 * 电极点 * 被试组别


	
81


	
11.459


	
1.969


	
.000







以被试区组为组间变量，语句类型和电极点的电位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语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3.58，df=3，p<0.05）；并且语句类型与区组变量存在交互作用（F=3.55，df=3，p<0.05）；同时语句类型与电极点电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2.31，df=81，p<0.001），三因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1.97，df=81，p<0.001）。

表11—3 不同姿势对语句判断影响的N400成分电位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语句类型


	
3


	
299.183


	
5.239


	
.005





	
语句类型 * 被试组别


	
3


	
182.747


	
3.200


	
.036





	
电极点


	
27


	
153.889


	
7.272


	
.000





	
语句类型 * 被试组别


	
27


	
25.157


	
1.189


	
.242





	
语句类型 * 电极点


	
81


	
50.828


	
6.219


	
.000





	
被试组别


	
1


	
.717


	
.002


	
.968





	
语句类型 * 电极点* 被试组别


	
81


	
17.048


	
2.086


	
.000







以被试区组为组间变量，语句类型和电极点的电位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语句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5.24，df=3，p=0.05）；并且语句类型与区组变量存在交互作用（F=3.20，df=3，p<0.05）；同时语句类型与电极点电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6.22，df=81，p<0.001），三因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2.09，df=81，p<0.001）。

在对各电极点电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以时间窗为标准，进行了FCZ、F3、F4、P3、P4、FP1、FP2、CZ这8个电极点的波形输出，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N200、N400、P300、P600各电极点平均波幅主效应显著，电位与被试区组变量存在交互作用。事后检验分析发现，两种姿势组被试在正相关的句子判断时，组内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但二者与组间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1）行为数据结果

本实验研究的行为数据结果主要包括E-prime软件所采集记录的被试反应时与正确率，以及实验结束后对被试回忆问卷的正确率统计。在对数据做了相关的统计和检验后，我们发现不同姿势组别的被试对语料类型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挺直组被试对正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要高于对负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弯腰被试对负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高于正相关句子；对正相关句子来说，挺直被试的正确率要高于弯腰组。事后句子回忆正确率统计情况，出现了挺直组被试对正相关句子的回忆正确率高于负相关句子、弯腰组被试对负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高于正相关句子的情况。同时，挺直组被试对于错误句子的反应时优于弯腰组被试；无论是何种条件组别，对于有意义句子反应的正确率均远高于无意义句反应的正确率，事后回忆问卷统计中两组被试也是此种情况。


（2）脑电数据结果

从输出的四种语料类型平均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大脑对于正相关语料和负相关语料的加工区域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激活时间上有先后、激活范围上有大小、激活的波形成分上有正负之分。对于正相关语句，挺直组被试在200ms～400ms时段内左半球额叶、顶叶的边缘以及枕叶处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正性成分，在前额叶处产生了负波且在400ms～600ms时段内达到峰值；而弯腰组被试在200ms～400ms时段内的加工脑区则是左侧额叶部分与左侧枕叶部分，在400ms～600ms时段内所激活的前额叶负成分也远低于挺直组被试。在负相关语料中，弯腰组被试在200ms～400ms时段内初步激活了左侧额叶，在400ms～600ms时段内更大的激活了左侧额叶的负成分，而挺直组的被试在200ms～400ms时段内产生了以双侧枕叶为主的正性成分，在400ms～600ms时段内则变成额叶区域的负性成分。


同时我们也输出了被试在-200ms～800ms时段内的原始波形图，包括F3、FC3、C3、CP3、P3、FZ、CZ、CPZ、PZ、F4、FC4、C4、CP4、P4、FCZ这15个电极点。从波形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对于正相关语料来说，所选电极点中除了F3之外，弯腰组被试200ms之后的电压几乎都高于挺直组电压，且同一个成分所在时间段内的峰值也是弯腰组被试高于挺直组；负相关语料中，弯腰组被试在FZ、F4、FCZ、C3、CZ等电极点的电压自150ms之后基本上都低于挺直组被试的电压幅度。


在对输出的两种脑电数据进行直观的观察分析之后，我们还对输出的数据进行了SPSS软件统计分析。依据总平均后的波形在各个时间窗内所呈现的明显正向或者负向偏转，确定了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峰值并进行了输出，在随后的对每种成分中各个电极点电位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不同被试的组间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被试内变量主效应显著，即语句类型和各电极点电位的电位变化显著，两个被试内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显著，但它们与被试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在对各电极点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以时间窗为标准，对FCZ、F3、F4、P3、P4、FP1、FP2、CZ这8个电极点进行了四种时间窗的波形输出，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平均波形输出显示：上述四个成分在各电极点的平均波幅主效应显著，判断语句时各成分的平均波幅存在显著差异；且电位与被试区组变量存在交互作用，表明不同姿势的被试在判断语句时导致了各成分波幅的差异；事后检验分析发现，两种姿势被试在正相关的句子判断时，N200时段上的P3和P4的电位差异显著，同时不同姿势的被试在判断语句时导致了210ms～350ms时段内的P300波幅的差异，在负相关的句子判断时FP1、FCZ、CZ和F4点的P600成分差异显著；语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即判断不同种类语句时，各成分的平均波幅存在显著差异。

四、实验三

1. 研究目的与假设

个体的不同情绪体验会对隐喻加工产生不同的影响，接受不同刺激条件的被试会对特定的隐喻语料产生特定的反应。实验前以实验背景需求为由，让一组被试观看“小悦悦事件”的监控录像，而另一组被试观看搞笑影片的选段，后者在隐喻加工中对关于热情、友好、亲切、善意、接纳等积极隐喻语料的反应与经历消极情绪的被试表现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可能表现为更短的潜伏期、更为提前的典型成分，以及体现在行为指标上的反应时与正确率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被试：以方便取样方式，选取以中文为母语的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8名，随机分为两组。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无精神或神经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且每组内被试均进行左右手反应操作的匹配。被试完成实验后给予一定的报酬。


实验材料与程序：我们选取了431个隐喻句和错句，让36名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被试（其中男性23人，女性13人，心理学专业5人，非心理学专业31人，文科22人，理科14人，全部处于20～3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26岁）进行选择，把那些能表现出被接受、被善待、被悦纳等相关的句子，相反地那些表示被拒绝、被憎恨、被冷待等句子分别选择出来，以及不涉及上述两种条件的无关句子，然后按照选择频率的高低进行排序，选取其中的213句进入下一阶段的语料熟悉程度测试。


参与熟悉度测试的被试是未参与上一阶段问卷作答的另外38名被试（其中男性15人，女性23人，文科29人，理科19人，全部处于20～3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23.5岁），目的是剔除被试不熟悉的隐喻句子。一般来说，每个句子得到2/3及以上的被试认可即被认为是熟悉的句子。在从高到低排序后，我们删除了那些被试不熟悉率较高的句子以及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不恰当的句子，占总数的10.94%，最终确定的实验语料共192句。

实验过程与脑电记录：本研究采用视频片段这一方式诱发被试的积极和消极情绪。诱发相应情绪的视频材料是经过提名法获得的。诱发被试积极情绪的电影分别是《唐伯虎点秋香Ⅰ》、《摩登时代》（黑白默片）、《猫和老鼠》，诱发消极情绪的电影分别是《东京审判》、《小悦悦事件视频》（监控视频）、《南京梦魔》。在征求三位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观看上述视频并提出建议的基础上，最终决定用《唐伯虎点秋香Ⅰ》视频片段来诱发积极愉快情绪的片段，用《小悦悦事件视频》来诱发消极情绪。


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洗头并吹干，安置电极帽注射导电膏之后，给被试播放相应的视频材料。一组观看的是“小悦悦事件”的监控视频，目的是引发被试的悲伤、愤怒、难过的消极心情（为负反应，记为消极，下同）；另一组观看电影《唐伯虎点秋香Ⅰ》的视频选段，目的是带来欢乐、愉悦、轻松的积极心情（为正反应，记为积极，下同）。两段视频的分辨率基本一致，采用SPlayer播放器播放，扬声器布置在显示器两侧相同位置。video耗时约8～10分钟，看完后即进行实验。


在进行脑电数据的离线分析时，3名被试的脑电数据因为伪迹去除过多未达到分析要求而连同行为数据被剔除，不予分析。


3. 结果

（1）行为数据

实验三中，15名有效被试的平均P（A）值是0.776，大于信号检测论所要求的正确判断数/刺激总数>0.5的要求，且统计过程中每位被试的P（A）值也大于0.5。

根据实验目的，我们分析了两种被试情况下被试对不同类型句子理解的平均正确率与反应时，结果显示：在消极组和积极组任何一组中，有意义句子的正确率要大于错误句子；在积极反应组中，被试对正相关句子反应的正确率要大于负相关句，负反应组中负相关句子的正确率小于正相关句正确率；对于反应时指标来说，在错误句子的反应时指标中，积极组要快于消极组被试。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检验了两组被试在四种语料类型情况下正确率与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情绪刺激组别的被试对四种语句的错误判断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F=3.24，df=3，p<0.05），但反应时没有差异，同时组间变量的主效应，以及组间和组内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组被试在判断正相关和负相关语句时正确率和反应时的差异。结果显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被试在判断正相关和负相关语句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均无显著差异。


在被试回忆问卷的正确率统计中，积极情绪组被试对于出现的正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高于负相关句子，消极情绪组被试对于出现的正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高于负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


（2）脑电结果

在对所记录的脑电文件进行离线分析时候，我们选取靶词呈现前的200ms到呈现后1000ms之间的脑电，按刺激类型和语料类型对被试的脑电数据进行叠加和总平均。生成了正负种语料类型下-200ms～1000ms时段平均地形图。

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无论哪种语料类型，经历不同情绪干预类别的被试有着不同的反应，具体表现为不同的加工时段与不同的加工脑区。


为了进一步探索-200ms～1000ms时段内大脑对隐喻语料加工的整体过程，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总平均波形所显示的N200、N400、P300、P600等脑电成分的时间窗，我们确定了F3、FC3、C3、CP3、P3、FZ、CZ、CPZ、FP2、PZ、F4、FC4、C4、CP4、P4这15个电极点进行脑电原始波形输出。依据总平均后的波形在各个时间窗内所呈现的明显正向或者负向偏转，我们确定了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峰值并进行了输出，对每种成分中各个电极点电位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以被试区组为组间变量，语句类型和电极点的电位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N200、N400、P300、P600的语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并且语句类型与电极点电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但组间效应不显著，与两个组内因素也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在对各电极点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以时间窗为标准，进行了CZ、FZ、C3、C4、FC3、FC4这6个电极点的波形输出，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如下：以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语句类型和各电位点的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只有N200电位的主效应显著（F=6.90，df=5，p<0.001），语句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各因素间不存在交互效应。


表11—4 不同情绪对语句判断影响的N400时段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电极点


	
5


	
77.077


	
6.031


	
.000





	
电极点*被试类型


	
5


	
5.413


	
.424


	
.831





	
语句类型


	
3


	
27.415


	
.610


	
.613





	
语句类型*被试类型


	
3


	
22.919


	
.510


	
.678





	
电极点*语句类型


	
15


	
2.104


	
1.500


	
.109





	
被试类型


	
1


	
.001


	
.000


	
.999





	
电极点*语句类型*被试类型


	
15


	
3.561


	
2.538


	
.002







4. 讨论

（1）行为数据结果

我们发现：不同情绪组别的被试对语料类型的反应也不尽相同。积极情绪组被试对正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要高于对负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消极情绪组被试对负相关句子判断的正确率要低于正相关句子；且对正相关句子来说，积极情绪组被试的正确率要高于消极情绪组，而负相关句子则正好相反。事后句子回忆正确率统计情况，也出现了积极情绪组被试对正相关句子的回忆正确率高于负相关句子、消极情绪组被试对负相关句子回忆的正确率低于正相关句子的情况。因此我们初步认为，积极与消极情绪的刺激对于被试的隐喻认知加工外显行为反应有一定影响——接受了积极情绪刺激的被试在对那些能表现出被接受、被善待、被悦纳等相关的隐喻句子进行加工的时候，正确率要高于那些表示被拒绝、被憎恨、被冷待等句子；而接受了消极刺激的被试则体现出来对负相关加工正确率降低的情况。


同时，积极情绪被试对于错误句子的反应时快于消极情绪组被试；无论是何种情绪刺激组别，任何被试对于有意义句子反应的正确率均高于无意义句反应的正确率，事后回忆问卷统计中也是此种情况（消极情绪组的负相关材料除外），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被试对于有意义句子的判断要易于无意义句。


（2） 脑电数据结果

从输出的四种语料类型平均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大脑对于正相关语料和负相关语料的加工区域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激活时间上有先后、激活范围上有大小、激活的波形成分上有正负之分。在正相关语料中，积极情绪组被试在0ms～200ms时段内就已经有了较为明显左前额叶激活的区域激反应，在200ms～400ms时段内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达到峰值的负性成分，加工区域也扩展至左半球以及右侧枕叶；而200ms～400ms时段内的消极情绪组被试的加工脑区则是左半球额叶与整个顶叶，在400ms～600ms时段内所激活的负性成分远不如积极情绪刺激强烈，并趋于消失。在负相关语料中，消极情绪组的被试在200ms～400ms时段内左前额叶有正性成分产生，在400ms～600ms时段内更大的激活了额叶的负成分，而积极情绪组的被试在0ms～200ms时段内就有明显的前额正性成分反应，并在200ms～400ms时段内扩展至双侧的顶叶边缘。


同时我们也输出了被试在-200ms～800ms时段内的原始波形图，包括F3、FC3、C3、CP3、P3、FZ、CZ、CPZ、PZ、F4、FC4、C4、CP4、P4、FP2这15个电极点。从波形图上我们直观的可以发现，对于正相关语料来说，所选电极点中消极情绪组被试的C3、CZ、C4、FC3、FC4、CP4、CPZ、PZ、P3等点在100ms之后的电压几乎都高于积极情绪组电压，且同一个成分所在时间段内的峰值也是消极情绪组被试高于积极情绪组；在负相关语料中，消极情绪组被试在FZ、F4、FP2、FC4、CZ、C3、CP3、CP4、P3、CPZ、PZ等电极点的电压自100ms之后基本上都低于积极情绪组被试的电压幅度。


在对输出的脑电数据进行直观的观察分析之后，我们还对输出的数据进行了SPSS软件统计分析。依据总平均后的波形在各个时间窗内所呈现的明显正向或者负向偏转，确定了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峰值并进行了输出，对每种成分中各个电极点电位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中，不同被试组间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被试内变量主效应显著，即语句类型和各电极点电位的电位变化显著，两个被试内变量的交互作用也显著，但它们与被试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三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在对各电极点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以时间窗为标准，进行了波形输出，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与交互作用分析，N200、N400、P300、P600四种成分的平均波形输出，显示N200、P300、P600语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各电极点间各成分的平均波幅主效应显著，且两个组内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但二者与组间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三个因素间也不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但N400存在组间差异。


五、结论

1．具身认知在隐喻认知加工中的体现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对被试施加不同种类的具身刺激，让被试对那些与具身刺激相关的语料进行正误判断，并记录被试任务过程中的脑电数据。通过对行为结果的分析发现，如果以不同的温度作用于不同的被试，那么热水组被试对于那些与“热”内隐相关的语料，如表现出热情、友好、温暖等句子，会表现出更高的正确率，对事后问卷的统计也是如此，而接受冷水刺激的被试则是对那些与“冷”内隐相关的语句反应正确率更高。同时对脑电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输出的脑地形图和原始波形图也能直观的体现出不同被试组别之间的差异，不同语料类型、电极点，以及语料类型与电极点的交互作用显著。


对于所筛选的语料本身来说，隐喻句子有其特殊表意方式，在有限的反应作答时间内，理论上被试很容易将其误判为没有任何意义的错句。但本研究中所有组别被试对于有意义隐喻句判别的正确率都大于错句，这说明对于隐喻句的加工难度要低于错句。对此，我们认为是所采取的相应的具身触发，使得被试内隐的将身体经验与隐喻加工结合起来，使之变得更易理解。


2．N400、P300效应在加工中的作用体现

N400成分一直被作为语义加工中反映词汇含义整合进上下文语义表征过程中难易程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语义加工与整合的难度越大，N400的波幅就越大。在本研究中，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四种不同种类语料：正相关句、负相关句、无关句以及错误句的正确与否。对于上述的这四种语料，在三个实验中都能发现N400对句子加工的敏感性，比如正相关句子和负相关句在320ms～400ms的时段内额叶和颞叶所产生的N400成分要早于无关句和假句，但波幅和范围要小的多；无关句和错句则基本在400ms之后才出现并达到峰值，出现得晚且加工范围更大。这就充分说明比起相关句来说，无关句和错句加工所需的心理资源更多，难度更大，特别是错句的波幅更大。至于正相关句和负相关句的加工显得相对容易。在此我们认为，是相关的具身触发在起作用，它内隐得减少了被试对隐喻的加工难度。


P300电位被认为是能客观地反映被试接受刺激后的心理加工过程的正成分，与复杂的多层次心理认知活动关联，是感知觉、认知、理解、思维等高级神经心理过程的变化反映。P300的波幅与刺激本身所包含的动机与意义也是相关的。例如包含着情绪情感因素的刺激，相对于中性情绪刺激来说，无论是正性还是负性情绪刺激都会诱发更大的P300波幅。在实验一中所出现的正相关语料和负相关语料中，热水组被试（正性）和冷水组被试（负性）相对于温水组被试（中性）来说，在200ms～400ms时段内的P300反应要大的多，作用的脑区范围也更大。在这里，相应具身刺激被作为一种内隐的动机作用于被试，并对被试后续的选择产生相应的影响。


3．左右脑区在隐喻认知加工过程的不对称性

一般认为，对于那些以西文字母这类表音文字为使用对象的西方人来说，绝大多数人（右利手）是通过左脑对一般语言进行认知加工，而右脑在幽默、隐语、行话、隐喻等特殊语言表达方式的加工过程中有独特的整合作用。但对于汉语这种与字母完全不同的表意文字来说，应该存在着与表音文字不同的加工机制。在此，我们也认为左右脑在中文隐喻认知加工过程中的功能和地位不是一致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也倾向于认为汉字的读写与右脑的额下回、颞上回、视觉系统、右侧顶叶等部位联系更为紧密（Tan et al.，2000）。实验结果显示：在400ms～1000ms时段中，三个实验中的被试对于隐喻句子材料的加工主要集中于右半球前额叶、顶叶、颞叶处，在额叶处的加工区域最大，并有相应成分的峰值产生，而作为非隐喻句子的错句则几乎没有激活上述的这些区域。我们认为，因为隐喻句子本身的生动形象性，对隐喻句子的理解需要更多的大脑形象资源，所以由主管形象思维的右脑主要负责整合加工；同时鉴于刺激材料本身是采用视觉方式呈现的，且以汉语为母语的被试群体本身可能有着对汉语的特殊加工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右脑是汉语隐喻认知加工的主要区域。结果支持了隐喻加工是左右脑区共同作用，且右脑起整合作用这个理论。


三个实验都证明，具身效应对于中文隐喻认知加工具有促进或延缓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除了体现在外显行为表现上，相关统计数据亦有支持。实验中关于不同坐姿的具身刺激对被试隐喻认知加工的影响以及不同情绪体验对被试隐喻认知加工的影响，不仅在外显的行为反应上，在一些电极点上与时窗成分上也体现出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六、讨论

1. 隐喻的认知是以身体为基础的

对于人类来说，隐喻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功能。当人类借助于语言去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由于语言与认知主动参与和干预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我们理解中的客观世界和语言描述中的客观世界自然就有了差别，而隐喻的认知加工体现的就是这样的差异过程。所以莱可夫就把隐喻认知看成是人类理性与认知思维的一种，必须在有肉身基础的大脑神经网络中运行（Lakoff，1987）。

本研究通过ERP实验记录被试在接受具身刺激之后对隐喻句子理解和加工的脑电反应过程，分析了被试在不同实验控制条件和不同语料下的行为反应与脑电数据。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实验、不同被试类型、不同语言材料之间由各种不同的具身刺激引发了相似或相异的脑电波形，或也显现于不同的脑区。这些证据都直接证明具身认知对隐喻认知加工的影响，也说明了认知过程中身体的参与性甚至体认性的存在。


2.隐喻的加工依靠大脑的神经活动与整个神经网络

对于生活中随时随处可见的隐喻来说，人们并不仅仅只会以直白的字面意义去直接理解，而是根据具体的语境与其他信息去综合分析，这种由此及彼的推演过程就是所谓的“映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述及，映射的产生依靠的是联想——“联想以及联想加工可被视为思维的原始构件”。在联想的过程中，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中的相似性正是由于联想的作用而被关联起来的。同时，这种关联作用的产生需要一个平台与纽带，大脑中的神经网络作为生理与心理基础。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大脑和神经网络体系已经形成特定的加工方式，对于输入信息的处理和加工也形成了模式化，所有的知识和记忆都是分散储存在各个神经网络的网络节点上的，加工过程也必然需要神经元簇的联结，而联结过程的本质就是当前输入信息与长期记忆中信息模块的比较匹配过程。所以，隐喻语言的加工牵涉到的整个大脑神经网络中与语言和隐喻的各个模块，仅仅依靠左半球的语言中枢是不够的，由右半球所掌控的形象思维与加工方式必然也会涉及。因此，鉴于隐喻语言所具备的形象性特征，隐喻加工中必需要通过右脑将隐喻语言的形象性提取出来，并与左半球中负责语义加工的模块相匹配，从而完成将形象信息转换为语义信息的整个关联过程。从ERP实验的脑地形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右脑参与隐喻认知加工的过程。


3.隐喻的认知受到个体主观性的制约

如前所述，隐喻语言的理解和加工要受到认知主客体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其中作为隐喻认知加工主体的个体自身相比其他客观因素来说，更能对隐喻的认知过程产生能动的作用。在语言认知理解的过程中，句法结构的加工过程较为自动化，而语义的加工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体的控制；在隐喻语言的认知加工过程中，个体既是各种隐喻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同时也是解读与理解隐喻意义的接受者，这种混合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隐喻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客体成为一种奇妙的相互依赖与影响的构成。所以我们应该对隐喻认知加工主体的应有地位予以充分重视，因为个体对于隐喻语言的熟悉程度，个体自身的文化程度、经验、社会地位、甚至年龄等自然情况都会对隐喻认知加工的理解和解读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三个实验中各个类型的被试都对有意义隐喻句子反应正确率更高，而非人工编制的假句。理论上说，隐喻句子的加工需要被试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在有限的选择时间内隐喻句子理应比错句更容易判断失误。但结果恰恰相反，正是施加于被试个体自身经验的具身刺激，使得被试对于隐喻句子的理解更为容易了。


4．汉语隐喻表征有其特殊性

在对英语和汉语的表征方式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少研究者们都发现这两种语言在加工形式上有明显差异，但在意义整合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因此，李荣宝等认为，对于大脑的认知加工过程来说，英汉两种语言在形态上是分别表征的，但在语义上是共同表征的（李荣宝、彭聃龄、郭桃梅，2003）。本研究前已述及并证明，对隐喻以及隐喻语言的理解需要大脑形象思维的参与，而汉字所拥有的象形文字外形以及独特的表意性质肯定会在形态上与印欧语系的表音字母相区别。所以，大脑右半球参与了汉语隐喻的认知加工过程。罗跃嘉和魏景汉等学者也以汉字为研究对象，通过ERP实验证明大脑两半球的关系在汉语认知加工中较为复杂，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为哪个半球在加工中占优势，因此汉语加工的“优势半球”的概念应予以修正（罗跃嘉、魏景汉，1997；罗跃嘉、魏景汉，1998；罗跃嘉等，2001）。

所以不难理解，因为汉字的表义性质，对于意义相同的中西文句子来说，中文句子的物理长度一般较短，能够迅速的通过各种感觉通道输入并且为认知加工所以语义通达，在速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语言认知的内加工条件下，黑箱式的工作机制更使得这种优势更加得以体现，汉语的形式加工能先于英语的形式加工完成，并提前进入语义加工步骤。从本次ERP实验结果看，N400、P300、P600等效应的典型波形出现都要比相关西文文献中出现的时间窗提前，比如N400出现在340ms左右，P300出现在230ms左右，P600出现在520ms左右，这些结果与王小潞（2009）等研究者的发现基本一致。






第十二章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心理旋转

一、文献综述

心理旋转是一种想象客体或自我旋转的空间表象表征转换形式，以表象表征为基点，然后对这一表象表征进行旋转操作。这一加工过程包括一个旋转更新过程，与空间认知的多个领域存在着联系，例如，空间导航、物体识别、问题解决以及动作的执行等。心理旋转加工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空间认知加工方式之一。例如，当需要从地图中找到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最近途径时，人们会在心理上将地图进行各种“旋转”尝试；进行魔方游戏时，人们也会对各个角度进行心理上的想象旋转以达到把每个面都对齐的目标。这些活动都需要在想象中对客体或者自己的身体进行旋转，也就是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

由于心理旋转与物体的实际旋转相类似，因此认知心理学家将其作为表象转换的典型范例，认为它是“模拟”认知加工程序的最好方式。心理学家很早就将心理旋转看作是空间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其作为衡量个体空间认知加工能力的重要测量指标。最早将心理旋转应用于心理学研究的是瑟斯顿（Louis L.Thurstone）的空间测验和吉尔福特（J.P.Guilford）等人的智力测验，他们在测验中使用旋转到一定角度的空间三维图片来测量被试的空间能力水平。另外，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有研究者使用心理旋转测验，通过因素分析证明空间认知能力独立于或者至少部分独立于言语能力的发展。例如皮亚杰和英海尔德（B.Inhelder）等在研究儿童智力发展的实验中，要求被试从不同的视角想象某一场景或者具体物品，结果发现七八岁的儿童才能进行心理旋转，这一年龄阶段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儿童已经发展了较好的言语能力，因此他们认为心理旋转能力独立于言语能力的发展（Piaget and Inhelder，1971）。

谢巴德（Roger N. Shepard）及其同事（1971）最先尝试使用认知心理学实验来探究心理旋转的本质，他们运用视觉线索来研究记忆中视觉刺激的心理旋转。在实验中，被试要判断第二个刺激是否与原始刺激相同。在有些例子中，第二个图案是原始刺激的镜像，所以二者是不相同的；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图案和原始刺激一样，但被旋转至一定角度，旋转的角度从0°~180°间变化，因变量是做出判断所需的反应时。这些实验的结果显示，反应所需的时间和旋转的度数呈线性函数关系，旋转的度数越小，所需要的判断时间越短；旋转的度数越大，所需要的判断时间越长。数据表明，图像每旋转53°，被试对图像的内部表征需要增加1″。谢巴德的研究结果对认知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应所需时间与旋转角度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内部加工是转换量的有序函数。因此，似乎一个特定的心理旋转所需的时间和真正的旋转度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用两个维度，即心理旋转所需的时间和旋转的角度来考虑旋转，两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人脑中的表象具有动态特点，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某种转换。谢巴德等的研究证明，表象能够真实反映物体特点，它是真实物体的类似物；表象加工类似于知觉真实物体时的信息加工。


库柏（L.A.Cooper）和谢巴德（197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被试对不同倾斜角度的字母或数字（包括正反两个方向）的加工进一步探究了心理旋转的本质。实验材料为旋转至6个不同角度的英文字符及其镜像，以0°为初始位置，在二维平面上分别对字母按顺时针旋转60°、120°、180°、240°、300°或360°，相邻字符的方位相差60°，这样每个字符就有6个正写样本和6个镜像样本。在实验中，对每一个字符进行单独的实验，使用速示器向被试呈现某一字符的各个样本，要求被试判断看到的字符是正字还是镜像，通过按键进行反应，不需要判断具体角度方位，并记录反应时和准确率；每个字符正写和镜像共12个样本各随机呈现一次。实验结果表明：当旋转角度为0°或360°即字符为初始位置时，无论是正像还是镜像，所需反应时最少；判断反应时随着字符旋转角度的增加而增加，在180°时达到最大，之后随着旋转角度的进一步增加，反应时逐渐下降。根据这一结果，他们认为，当样本旋转角度小于180°时，表象旋转是逆时针方向进行的；而当样本旋转角度大于180°时，表象旋转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进行的。谢巴德等人根据对心理旋转的实验研究，认为心理旋转实质上是一种类比表征，表象与外部客体存在着同构关系。同构关系是指内部表征的机能与外部客体的结构联系是相似的，例如心理旋转与客体的物理旋转。心理旋转可以类比为客体实际上的物理旋转操作，与数值计算或符号操纵不同，表象并不是直接地从结构上来对外在客体进行表征，二者并不存在结构上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在机能上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谢巴德将其称为“二级同构”，例如锁和钥匙的关系。表象与知觉在机能上是等价的，表象是记忆表征，其信息则来自知觉。


谢巴德等人的研究关注心理旋转加工中的表象表征，主要集中于视觉表象领域。马默（Marmor，1976）以及卡彭特（Carpenter，1978）等在盲人被试中进行了触觉感觉通道的心理旋转加工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盲人在类似谢巴德等设计的实验中，对触觉通道的任务加工反应时随着刺激旋转角度的增加而增加，这证明了触觉通道表象也可以进行旋转加工，即心理旋转既存在于视觉表象，也可以存在于其他感觉通道。而心理旋转是一种重要的表象表征，这些关于心理旋转的实验研究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表象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


心理学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家利用多种脑成像技术，例如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Event Related Potential）和正电子发射层扫描技术（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等，以正常人、脑损伤病人、灵长类动物或者小白鼠为对象探究了心理旋转的认知神经机制。实验研究发现，与心理旋转加工相关的脑区主要包括顶叶、枕叶和颞叶。科恩等（1996）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心理旋转的脑机制进行了研究。实验中采用谢巴德和梅茨勒（Jacqueline Metzler）经典心理旋转实验中的3D图形，要求被试判断先后呈现的两个刺激是同样的还是镜像。脑成像结果显示，与心理旋转加工相关的脑区主要是上顶叶（superior parietal lobes）、背侧前额叶皮层（dorsal prefrontal lobe）和运动前区（premotor cortex）。阿利维萨托斯和佩特里迪斯（Alivisatos B. and Petrides M.）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对字母刺激心理旋转加工中引发的脑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旋转活动主要涉及左半球顶叶活动，右半球前额叶和尾状核也显著激活。


研究发现，心理旋转过程中不同的心理旋转对象会引发不同左右半球大脑活动。科斯林（Stephen M.Kosslyn）等人（1998）研究发现，当使用三维客体材料进行心理旋转实验时，左右半球的顶叶活动具有对称性，而在以手为刺激材料进行的心理旋转实验中，出现左半球优势现象。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手部图片的加工涉及到了相应的运动皮层，而对其他非身体刺激材料的旋转加工并不涉及这一区域。关于顶叶的激活情况，研究者也发现了不同的现象。阿利维萨托斯和佩特里迪斯等人（1997）发现字符刺激的心理旋转加工中左侧顶叶区域活动显著。而哈里斯（Irina M. Harris）使用同样刺激任务时却发现了右侧后顶叶皮层区域的激活（Harris et al.，2000）。托马西诺（Barbara Tomasino）对脑损伤病人的心理旋转加工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患者在外部客体心理旋转的加工上表现正常，但是在左右手图片一致性判断任务中能力受损。右脑损伤患者左右手一致性任务中的心理旋转成绩与正常人差别不显著，但是他们在外部客体心理旋转加工出现了加工困难（Tomasino et al.，2003）。由此得出结论：不同刺激材料心理旋转加工所涉及的脑区不同，外部客体材料的心理旋转主要涉及右半球活动，而与身体部位相关的刺激材料心理旋转加工主要涉及大脑左半球活动。


还有研究者认为更有效地完成心理旋转任务需要大脑两半球的协同活动，右半球主要起保持参照图形的作用，而左半球则对另一图形进行旋转加工（Cook et al.，1994）。至今为止，对心理旋转的半球优势现象仍未达成一致，可以说左半球或右半球优势并不是绝对的，两半球均可以参与心理旋转加工。心理旋转的认知神经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心理旋转的实质是表象的旋转，表象的旋转包括三个心理旋转水平：前心理旋转水平、心理旋转水平和后心理旋转水平。在前心理旋转水平中，形成客体的静态表象和静态表象的操作加工能力；在第二水平即心理旋转水平能够对心理表象进行旋转加工操作；在第三水平即后心理旋转水平中，进入皮亚杰思维发展水平的具体运算阶段早期，不仅能够对表象进行正确的旋转操作，而且能使用语言描述、预测物体旋转加工过程的全部过程。因此，研究心理旋转的过程实际上是研究表象旋转加工的过程。下面简单介绍心理表象旋转加工的几种主要理论：


1.佩维奥（ Allan Paivio）的双重编码理论

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e theory）是由加拿大心理学家佩维奥在1969年提出的，他将心理表象看成是“物体不在眼前时，其知觉特征的内化回忆”，并认为心理表象对词语记忆有重要意义。该理论认为：大脑中有两个功能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认知系统，分别是语言系统（来自语言经验）和非语言系统（心理表象系统），又可看作是语义和表象两种编码存储系统。语言系统处理语言信息，将语言信息以字符为基本单位编码并储存在文字记忆区；非语言系统则主要处理非语言信息，这些信息以视觉表象形式为主，编码以表象为基本单位，信息编码完成后被储存在图像记忆区，这些信息也在对应的语言记忆区留下文字对照版本。这两种编码存储系统虽然在功能上相互独立，但在信息加工中存在重叠，但可能侧重其中一种系统，语言系统的编码提取难度比非语言系统要大，因此在提取具体表象词时会快于对抽象词的提取。


双重编码理论将加工过程分为三个层次：（1）表征加工。一个刺激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活动的特殊记忆编码，直接激活语言或非语言的表征，例如单词“钢笔”会首先激活语言处理系统的编码，而一个钢笔的图片则会首先激活非语言的视觉信息。（2）参照性加工。利用非语言系统激活语言系统，引起两个记忆系统的交互作用。例如，当听到“狮子”这个单词时会激活视觉系统，产生视觉心理表象，如同语言系统看见一个视觉表象一样，这种联系的产生说明两个系统不是相互独立的。（3）联结性加工，即在两个系统之间形成相应的联系。当一个系统“听见”一个单词或“看见”一个图片时都会激活另一个系统中相应的一些信息，从而使信息更加容易保存和理解。图像在这个层次上的编码更有利于两个编码系统的活动。


2.安德森（John R.Anderson）的概念命题理论

概念命题理论是由心理学家安德森和鲍尔（Gordon H. Bower，1973）提出，主要观点是视觉和言语信息以抽象命题的形式来表征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以言语方式还是以视觉方式，我们储存的都是对事件的解释，而不是它们的表象成分。他们并不否认学习具体的单词比学习抽象的单词容易，把这种现象的结果归结于这样的假设：即具体概念通过大量谓词来编码，谓词把概念联结起来。他们认为“言语性的输入和记忆的图像在内容表征上的唯一不同点在于信息的细节有区别”（Anderson and Bower）。

安德森和鲍尔的概念命题假说是一个理论上很精致的观点，这一观点和他们的理论模型相匹配。但是该假设难以解释某些表象加工，要解释它们似乎需要一种和外部客体形成二阶同构的内部结构。


3.谢巴德的功能等价性理论

功能等价性理论认为表象和感知是高度相似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谢巴德、斯蒂芬和科斯林。该理论以谢巴德和科斯林的一系列经典心理旋转和表象扫描研究为实验依据。谢巴德的心理旋转研究如前所述，反应时与旋转角度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心理旋转与真正的物理旋转之间存在一致的关系。科斯林的表象扫描实验表明，表象是独立存在的，与对现实客体的知觉相似，在心理表象中的客体也具有大小、距离等空间特性。长距离的心理扫描比短距离的心理扫描需要更长的时间，大物体的扫描比小物体的扫描时间更长，心理表象同真实图片一样，是可以被扫描的，扫描所需的时间与真实图片的扫描相似。


4.巴萨卢（Lawrence W. Barsalou）的知觉符号系统与具身认知观

巴萨卢（1999）将安德森的命题理论称作非模态符号系统（amodal symbol system）的例子，即系统中的元素本质上是非知觉的。原始的刺激可能是一幅画或者是一个句子，但是却以概念的形式将表征从言语或视觉通道中抽象出来，这样实验中的被试不能记住他们所听到的确切单词或者看到的确切画面。与概念命题理论不同，他提出了符号知觉系统（perceptual symbol system）假说，认为所有的信息都是根据特定知觉通道的特异性（如视觉、听觉等）来表征，并且基本上是知觉的。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理解单纯的知觉认知系统如何表征抽象概念：先让被试学习下面两个句子中的一个：


（1）中尉在支票上写下了他的签名（The lieutenant wrote signature on the check.）

（2）中尉在支票上伪造了一个签名（The lieutenant forged a signature on the check.）

随后，让被试再认哪个句子是他们学过的。与下面这对句子相比，分辨上面的句子要容易得多：


（1）中尉在营房里激怒了他的长官（The lieutenant enraged his superior in the barracks.）

（2）中尉在营房里惹怒了一位长官（The lieutenant infuriated a superior in the barracks.）

在第一对句子中，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在第二对句子中，意义差异很小。而两对句子的用词差异是相当的。巴萨卢起初认为这个例子证明了人们能记住意义差异而不是知觉差异，签名和伪造签名之间的差异在于做事的意图以及那些意图与不可见的社会契约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们做事的动作。但是他认为人们通过再次展现每个句子背后的故事来表征两个句子之间的差别。所以即使两个动作可能是相同的，但导致该行动的一个人的过往经历可能是不同的。他还认为这也与个体内在的状态有关，伪造动作中涉及的部分知觉特征可能包括一个人在困难情境中的紧张感。因此，在理解一个句子时，人们实际上是对句子做出了知觉解释。


巴萨卢的知觉符号假说是心理学界正在日益重视认知过程中环境和我们身体作用的一个例子，由此也引出了具身认知的观点。正像泰伦（Esther Thelen，2000）所说的那样：“说认知是具身的，是指它来自身体和外界的互动，并与之持续地交织在一起。根据这种观点，认知依赖于身体带来的各种体验，而身体拥有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特定的知觉和运动能力，并且它们共同组成了孕育推理、记忆、情绪、语言和其他所有心理活动的母体”（p.3）。具身认知观点强调动作的贡献以及动作如何将我们和外在环境联系起来，强调语义表征存在于我们用来与外界交流的知觉和运动系统中。关于具身认知的观点在之前章节已有详细阐述。


最近兴起的具身认知范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者尝试用这种范式对自我身体相关图片的心理旋转进行研究和解释，并在心理旋转领域进行了行为学与脑成像研究。研究发现，身体部位的心理旋转任务过程中需要运用个体自身身体表象的旋转运动，这种旋转依赖于个体身体的空间结构或位置关系。另外，有研究发现，想象这些身体部位的心理旋转同真实的物理旋转之间存在有重叠的脑活动，这就意味着身体运动的想象与实际运动之间可能分享了相同的认知神经机制。


但是对于身体部位相关心理旋转与身体构造之间关系是否能作为具身认知理论的佐证仍然存在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心理旋转过程中被试实际上实在想象旋转自己的身体（Jeannerod，1994），这种观点支持了具身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是身体的物理状态和感觉运动图式构成的，高级的认知判断等心理过程并非是对抽象符号的表征加工，而是通过具身化加工方式即心理模拟完成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心理旋转加工过程实质上是对一般抽象运动生理规则的执行，而非对具体的自我身体表象的旋转，因而不受生理机制约束，这种观点则与具身认知观点相左。本研究拟对此问题展开讨论，试图通过探究身体相关图片心理旋转任务中的身体效应来解答这一问题。


二、实验构思

1.问题提出

前人研究表明，在心理旋转加工中被试会采用不同参照系进行方位编码，不同参照系为具体编码空间方位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例如，当要求被试在不发生实际移动的情况下，想象将空间对象旋转至一定角度或者对旋转后的对象进行方位判断。此时，被试所依赖的参照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察者自己保持不动，想象客体旋转至另一个角度或者空间位置，这时心理旋转的对象对于被试来说是客体参照系，被试只是将外在物体的空间表象或局部表象旋转至要求的角度或空间位置，这种旋转称为客体中心参照系；另一类是自我为中心的参照系，即被试自己身体实际不动，但想像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发生旋转，所呈现的外在刺激仅仅作为比较对象。


现有的研究多关注物体中心参照系的心理旋转，对自我中心参照系的心理旋转加工机制仍缺乏足够的行为学及生理学研究证据。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身体刺激材料相关的心理旋转加工，他们的研究发现主要运动区和边缘运动区在此类自我身体材料相关心理旋转加工中的激活，这些区域主要有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前运动区（the premotor cortex）、顶叶皮层包括顶下小叶（the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和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以具身认知观为理论依据，研究者在心理旋转领域进行了行为学与脑成像研究。研究发现，身体部位的心理旋转任务过程中需要运用个体自身身体表象的旋转运动，这种旋转依赖于个体身体的空间结构或位置关系。另外，有研究发现，想象这些身体部位的心理旋转同真实的动作之间存在有重叠的脑活动，这就意味着身体运动的想象与实际运动之间可能分享了相同的认知神经机制。


目前对于身体部位相关心理旋转与身体构造之间关系是否能作为具身认知理论的佐证仍然存在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心理旋转过程中被试实际上是在想象旋转自己的身体（Jeannerod，1994），这种观点支持了具身认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是身体的物理状态和感觉运动图式构成的，高级的认知判断等心理过程并非是对抽象符号的表征加工，而是通过具身化加工方式即心理模拟完成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心理旋转加工过程实质上是对一般抽象运动生理规则的执行，而非对具体的自我身体表象的旋转，因而不受生理机制约束，这种观点则与具身认知的观点相左。


本研究试图对这一争论进行解释，如果心理旋转的实质为对外界刺激图片表象的旋转，通过对一般抽象运动生理规则来完成，那么当身体处于不同位置时，身体的姿势与身体刺激图片朝向的一致与否将不会促进或阻碍左或右的认知判断。同时，当图片刺激朝向为不同生理机制可能性（如手向身体外侧翻转90°很难做到，而向身体内侧旋转90°则容易做到）时，对刺激表象的旋转不受这种生理机制约束的影响，这一结论将支持离身认知对抽象符号或规则加工的观点。如果身体姿势与刺激图片朝向的一致与否对图片判断产生促进或者阻碍作用，并且不同生理机制可能性的图片刺激受到生理机制约束，则说明在心理旋转过程中，被试采用的是刺激图片的自我身体表象来进行心理旋转，这一过程采用具身化的加工方式，支持具身认知加工的观点。


另外，在相关实验研究中，多数实验者采用的材料比较单一，如手、脚、头，在研究身体姿势效应时仅仅使用与姿势相对应的图片刺激。没有研究者使用不同效应器的刺激来研究这种姿势效应究竟是身体部位特异性的还是非特异性的（Ionta et al.，2007）。西尔维奥等（Silvio Ionta，2012）使用手部图片和手在身体上图片研究了不同姿势条件下的效应。结果发现，姿势效应只有在仅呈现手部图片的情况下出现，而在手在身上的图片呈现时则不存在身体姿势对图片反应的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身体姿势效应在不同身体部位刺激呈现时是否出现，即是否存在部位特异性，本研究在设置两种不同手臂姿势的情况下，使用旋转至一定角度的手部刺激和脚部刺激，通过对两种手臂姿势下对手部刺激和脚部刺激心理旋转判断的行为学数据及脑成像数据对比，检验这种姿势效应是否具有身体特异性。


2.研究假设

（1）身体相关图片的心理旋转中存在身体效应，这一心理过程是对身体表象的内部模拟旋转，而非根据抽象生理规则进行的旋转：不同身体姿势影响相关部位图片的判断，身体姿势与图片朝向的一致与否将促进或阻碍对图片的判断。一致情况下的判断会引发更显著的额叶—顶叶皮层的激活。


（2）身体姿势对身体图片的影响具有部位特异性。


（3）对旋转到一定朝向的不同生理可能性的手部和脚部图片判断具有显著的内旋优势效应：即对内旋（较高生理可能性）身体图片的判断显著快于外旋（较难生理可能性）图片。与外旋图片相比较，内旋图片会引发更显著的顶叶—额叶激活。


3.实验过程

（1）被试

随机选取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18人，其中9名女性，9名男性，年龄在24～26岁之间。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身体健康，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两名男性被试因在实验过程中头动数据过大而被剔除，不计算在实验数据之内。被试实验前均同意自愿参加，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一定报酬。


（2）实验设计

本研究以经过旋转的手部与脚部背侧素描图片为实验材料，首先，为了研究不同身体姿势对旋转至不同角度手脚图片判断的影响，根据手部姿势与图片朝向的角度，将图片分为一致与不一致两类。当左手顺时针抬起时，一致性刺激包括左右手或脚的45°、90°和135°，不一致刺激包括左右手或脚的225°、270°和315°；当右手抬起时一致性刺激包括左右手或脚的225°、270°和315°，不一致刺激包括左右手或脚的45°、90°和135°。其次，为了研究生理机制约束（即不同生理可能性）对身体表象旋转所造成的影响，根据旋转方向（身体中轴线）将6个角度分为向内旋转和向外旋转。具体来说，对于左手或左脚，顺时针旋转0°～ 180°为向内旋转，180°～ 360°为向外旋转，对于右手或右脚，0°～ 180°为向外旋转，180°～ 360°为向内旋转。


因此本实验为2（刺激朝向与姿势一致性：一致或不一致）×2（手部姿势：左手顺时针抬起，右手逆时针抬起）×2（身体部位：手，脚）×2（刺激朝向：向内旋转，向外旋转）设计。


（3）实验材料

实验刺激材料为左右手部与脚部的背面素描图片，其背景为白色。当呈现的左/右手或脚图片旋转时，旋转的中心点为构建素描图片时确定的重心，以手的重心Z轴分别沿顺时针旋转45°，90°，135°，225°，270°和315°。竖立方向的手或脚大小为14cm×8cm，视角为13.134°。共有24张图片（左右手各六张，左右脚各六张）。同时采用同等大小的朝左或朝右的箭头刺激作为基线刺激，用于分离脚部按键所引发的动作执行脑区的激活。随机选取某师范大学研究生30名（这些被试不参加正式实验），通过Eprime 2.0程序向其呈现制作好的24张图片，每张图片在屏幕中央呈现4s，以提供充分的识别与判断时间，并让其对每张图片的左右朝向进行判断。通过对30名被试的判断正确率进行分析，对其中正确率低于90%的图片进行修改，使其正确率达到95%，最终修改后的图片作为实验材料。


（4）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由Eprime 2.0软件（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US）编写，采用1024×768像素分辨率呈现，通过与实验台连接的投影仪和反射镜将刺激材料呈现给躺在实验台上的被试。实验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


练习阶段：告知被试实验流程及注意事项，让被试熟悉磁共振机器内环境，将被试的左右大脚趾与反应盒固定，并在左右手处于两种姿势下进行多次连续按键并调整脚趾与反应盒的位置，直至被试能熟练正确的按键。两种姿势为：（1）左手抬起至胸口标记位置，右手自然平放在身体一侧；（2）右手抬起至胸口标记位置，左手自然平放在身体一侧（图12—1）。为保证每次手部姿势统一，在胸口处做一标记，使手到达位置后自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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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为被试提供的两种姿势参考图片

之后，分别在左右两种手部姿势下呈现练习刺激（使用朝左或朝右的箭头图片），每个方向随机呈现两次，共8次，让被试判断左或右，用左脚大拇指对朝左的刺激反应，右脚大拇指对朝右的刺激反应，被试必须在4s内按键，否则自动呈现下一刺激。当被试用脚反应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正确率为100%，反应时最长2000ms）时，进入下一阶段。


正式实验阶段：实验采用事件相关（Event Related）设计，共有20个部分（run）和20个基线（baseline）阶段间隔呈现，两种手部姿势各10个部分（run），每个部分（run）包括26个测试（trial）（包括24个刺激图片和两个箭头刺激）。每个测试（trial）开始时在屏幕中央呈现4s的 + ，之后呈现一张刺激图片，被试需在4s内做出反应，反应之后呈现一个 + 至4s结束，若在4s内未反应则自动进入下一个测试（trial）。实验首先呈现4s的姿势调整提示语，让被试尽可能保持身体其他部位不动的情况下调整手部姿势，之后呈现10s的基线 + ，之后进入第一个部分的26个测试。之后第二个姿势调整提示语呈现4s，然后是第二个基线和第二个部分，如此循环直至实验结束。每个部分内的刺激图片为人工随机呈现。实验总共20个部分包括520个测试共用时43分钟。


4. 数据处理

行为数据的采集与处理方法： 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等行为数据均由Eprime 2.0软件进行收集，并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分析。之前研究者通过对运动想象的行为数据和脑成像研究表明，刺激的朝向和视角对被试的反应时有显著影响，正确率数据仅提供被试进行心理表象旋转的参照而不做分析（Cooper and Shepard，1975；Lange et al.，2006L. Parsons，1994；L. M. Parsons，1987）。因此，本研究只对数据进行反应时指标的分析。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剔除低于500ms和高于3500ms的反应时数据以及错误反应的数据（Kosslyn et al.，1998；Kosslyn et al.，2001）。为研究手臂姿势、刺激与姿势一致性、身体部位和刺激内旋或外旋朝向对心理旋转的影响，本研究对反应时数据进行2×2×2×2四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四因素分别为刺激与姿势一致性（2水平：一致，不一致），手臂姿势（2水平：左手顺时针抬起，右手逆时针抬起），刺激朝向（2水平：向内旋转，向外旋转），身体部位（2水平：手，脚）。

脑成像数据的采集与处理方法：脑成像数据采用西门子3T磁共振成像仪（MAGNETOM Trio A，Tim System；Siemens，Malvern，PA，USA）采集。充气枕固定头部以避免头动，30隔层扫描（field of view = 240×240 ms，interslice gap=0.4 mm，repetition time（TR）=2000；echo time（TE）=30ms；flip angle=90°；matrix size=64×64；voxel size=3.75×3.75×4 mm3
 ）
 。

预处理采用MATLAB 2010a软件（Mathworks Inc.，Natick，MA，USA）中的SPM8软件包（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package8）（http://www.fil.ion.ucl.ac.uk/spm）进行成像数据的预处理和统计分析。


由于在扫描过程容易受到生理噪音、易感性伪影、扫描仪偏移等因素的干扰，fMRI时间序列图像实际上是一个包含有各种信号的综合体，许多噪音信号混杂在我们所关注的BLOD响应信号之中。为了得到比较可信的实验结果，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验通常需要多个被试并且进行多次测量，并且与运动相关的实验更容易受到头部运动的影响，因此需要进行严格的预处理。结合本实验数据特点，对实验数据进行时间层校正、头动校正、空间标准化和平滑处理。


进行时间层校正（Slice Timing）的主要目的是将每个TR（2000ms）内获得的各层数据转化成近似于同一时间点获得层，消除时间对图像信号的影响。本实验中每幅图像包括30个时间点采集的三维图像，根据扫描前的设定，TR=2s；TA为TR-（TR/30）也就是2-（2/30）； slice order表示扫描层数的顺序，本实验中顺序为1：2：29，2：2：30；reference slice 表示参考层，一般设置为中间层即15。这一处理过程的结果形成以a开头的图像文件供下一步使用。


进行头动校正（Realign）的主要目的在于实验数据中由于头部运动引起的噪音。在类似本实验中与运动相关的认知任务中，相比视觉或听觉等认知任务更容易受到头动的影响。SPM基于刚体运动模型来迭代计算平移值和旋转的角度，最小化参考图像和后续序列图像之间的不匹配，以达到匹配所有时间序列图像的目的。


实验处理中的平移（translation）阈值为2.0mm，旋转（rotation）角度阈值为2.0°。如果被试的平移大于2.0mm，或者旋转大于2.0°，则认为该被试头部运动过于严重，需要将这一被试的数据剔除。在本实验中，2名被试的头动数据过大，需要剔除
 。


脑功能区定位可以依靠肉眼大体观察，但是这样定位能力非常有限，因为个体间脑沟回差异很大，肉眼无法进行精细的定位；尤其对于组分析，需要采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系统对功能区进行评估，将不同被试的大脑统一变换到同一个标准脑模板上，确保不同样本的图像数据在相同的坐标系统中进行评价。本研究中使用基于MNI坐标系统的EPI脑模板。


在空间标准化（Normalize）的过程中，将2×2×3大小的体素进行重新采样，这样采样后的体素大小就变为3×3×3，从而使最终模板大小变为61×73×61，这样之后可以改变空间分辨率及图像锐度。空间分辨率是衡量图像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大小由单个体素的大小决定，单个体素越小，空间分辨率越大，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信噪比下降，不利于最终的实验结果。


头动校正之后，对a开头的成像数据进行空间标准化的处理，主要参数有：source image，对应经过头动校正后的mean文件；image to write表示将所有经过头动校正的文件匹配到标准模板上去；template image表示空间标准化的模板，应选择EPI.nii.模板；voxel size 需要设置为3×3×3；boundingbox设置为-90 -126 -72，90 90 108，以实现大脑的完整呈现。空间标准化结束后每个图像生成相应的w开头的文件。


平滑（Smooth）的作用是尽可能在空间上把MRI信号模拟成实际的BOLD反应。其好处是增加了信噪比，使激活图像更成簇、也更美观，但是smooth也可能造成较细微信号信息的丢失。本研究采用8mm作为高斯平滑的参数，在空间标准化的基础上进行平滑，平滑结束后每个图像生成相应的以s开头的图像文件。


至此，完成了对脑成像数据的预处理，使得脑成像分析的信噪比得以提升。


GLM模型使用T检验，F检验等方式完成与认知功能相关的脑活动的统计分析。SPM中使用GLM模型对脑图像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水平：第一分析水平建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第二分析水平是对第一阶段建立的函数模型进行统计推断。


首先是根据实验各个run的时间序列将每个trial开始时间和任务持续时间输入模型，以构建相应条件下的血液动力学响应函数。同时对实验刺激与控制刺激（箭头）使用相关样本T检验进行随机效应分析，以分离每个手或脚图片刺激判断时脚部按键所引发的动作执行激活。


其次，通过4个配对样本T检验对手臂姿势对手或脚图片判断的激活影响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分别为（1）左手顺时针抬起，一致与不一致的手图片（LH com>incom）；（2）右手逆时针抬起，一致与不一致的手图片（RH com>incom）；（3）左手顺时针抬起，一致与不一致的脚图片（LF com>incom）；（4）右手逆时针抬起，一致与不一致的脚图片（RH com>incom）。

另外，为了研究生理机制约束对身体图片心理旋转的影响，对向内旋转和向外旋转的图片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medial>lateral）。

T检验的数据采用AlphaSim多重比较校正（correc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校正后p<0.05显著激活需要在p<0.01水平团块大小（cluster size）最少要达到74个体素（voxel）。

三、实验结果

1.行为数据结果

因两名男性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头动过大，数据被剔除。现采用SPSS16.0软件对剩余16名被试数据进行本研究对反应时数据进行2×2×2×2四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四因素分别为刺激与姿势一致性（2水平：一致，不一致），手臂姿势（2水平：左手顺时针抬起，右手逆时针抬起），刺激朝向（2水平：向内旋转，向外旋转），身体部位（2水平：手，脚）。

（1）身体姿势效应

①刺激与姿势一致性主效应显著[F（1，15）= 24.774，p = 0.000<0.05]，当刺激朝向与姿势一致时（1209ms），反应时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1436ms）。

②身体部位主效应显著[F（1，15）= 5.746，p = 0.03 < 0.05]，脚部刺激反应时（1402ms）显著慢于手部刺激（1242ms）。身体姿势主效应不显著[F（1，15）= 0.405，p = 0.534]。

③身体部位与刺激和姿势的一致性交互作用显著[F（1，15）= 13.24，p = 0.003 < 0.05]，对手部刺激的反应，在刺激朝向与姿势一致时（1150ms）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1320ms），而在呈现脚部刺激时，一致与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一致，1390ms；不一致，1401ms）。

（2）内旋效应

对内外旋图片判断的反应时进行T检验发现，刺激内外旋主效应显著（stimulus orientation）[F（1，15）= 9.47，p = 0.005<0.05]，内旋图片反应时（1154ms）显著快于外旋条件（1311ms），这说明不同生理机制约束影响了对图片的认知判断，与生理机制可能性低的图片朝向相比，生理可能性更高（内旋）的图片朝向反应更快，出现了显著的内旋效应。
 16名被试的正确率均大于95%，因此不再对正确率数据进行分析。


2.磁共振成像数据结果

本实验设计共有三个实验预期：第一个预期为身体相关图片的心理旋转中存在身体效应：不同身体姿势影响相关部位图片的判断，身体姿势与图片朝向的一致与否将促进或阻碍对图片的判断。一致情况下的判断会引发更显著的额叶—顶叶皮层的激活；第二个预期为身体姿势对身体图片心理旋转的影响具有部位特异性；第三个预期为：对旋转到一定朝向的手部和脚部图片判断具有显著的内旋优势效应，即对内旋身体图片的判断显著快于外旋图片。与外旋图片相比较，内旋图片会引发更显著的顶叶—额叶激活。


首先，通过对两种姿势下手部图片心理旋转引发的激活数据做T检验，将得到身体姿势效应以及相关脑区。然后，对两种手臂姿势下脚部图片心理旋转引发的激活数据进行T检验，可以得到身体部位特异性效应是否存在以及相关的脑区。第三，通过对内旋与外旋图片心理旋转成像数据T检验，可以得到身体生理机制约束对心理表象旋转的影响及涉及脑区。


（1）身体姿势效应及相关脑区

为研究刺激朝向与姿势的一致性对手脚心理旋转判断的影响，本研究进行四组配对样本T检验，得到与一致性加工相关的脑区，通过多重比较校正，结果见图12—2，表12—1。结果表明：对于手部图片来说，当左手顺时针抬起时，与不一致刺激图片相比，一致刺激图片在左侧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左侧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e）、左侧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和左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引发显著激活；而当右手逆时针抬起时，一致性刺激图片在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右侧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左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侧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引发了更强烈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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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身体姿势效应的T检验结果（p<0.05，corrected）

表12—1 刺激朝向与身体姿势一致与否数据的T检验结果(p<0.05,corrected, 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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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种身体效应是否具有部位特异性，对脚部图片进行了同上的分析，结果发现，无论左手或右手的姿势如何，脚部刺激朝向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的配对T检验没有发现显著差异，表明这种姿势效应具有身体部位特异性。


（2）内旋效应及相关脑区

通过对内旋与外旋图片心理旋转成像数据T检验（medial>lateral），得到内旋图片与外旋图片心理旋转之间的差异及相关脑区，经过多重比较校正，结果见表12—2，图12—3。激活脑区主要包括：右侧顶上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双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双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侧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

表12—2 内旋与外旋数据的T检验结果(p<0.05,corrected, 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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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内旋与外旋数据的T检验结果（p<0.05，corrected，N=16）

四、讨论

1.行为结果的讨论

16名被试的正确率均大于95%，因此不再对正确率数据进行分析。16名被试数据2×2×2×2四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四因素分别为刺激与姿势一致性（2水平：一致，不一致），手臂姿势（2水平：左手顺时针抬起，右手逆时针抬起），刺激朝向（2水平：向内旋转，向外旋转），身体部位（2水平：手，脚）。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刺激与姿势一致性主效应、刺激内外旋主效应、身体部位主效应以及身体部位与刺激和姿势的一致性交互作用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从本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1）刺激与姿势一致性主效应显著，表明被试手臂的姿势影响心理旋转加工，从而证明在心理旋转任务的左右判断中，被试实际旋转的是自己身体的表象，而不是刺激图片的表象。该结论否定了身体相关图片心理旋转过程中，被试是按照抽象逻辑规则进行刺激图片的旋转观点，证实了被试在心理旋转过程中实际旋转的是自己的身体部位内部心理表象，因而这种内部表象的心理模拟旋转受到自身身体姿势的影响。同时，手臂初始状态对心理旋转加工产生影响，主要原因可能为当刺激与手臂姿势不一致时，被试需要将自己的手表象做两个层面的翻转，即平面旋转和空间旋转，自然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而刺激与手臂姿势一致时则不需要进行空间翻转，判断加工时间自然也短。


（2）身体部位主效应显著，识别手部旋转图片显著快于对脚部旋转图片的加工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被试对自己手的熟悉度高于脚的熟悉度，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手部，却很少看到自己裸露的双脚，因而对其加工存在熟悉度上的差异，加工时间自然存在差异。


（3）身体部位与刺激和姿势的一致性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表现在对手部刺激的反应，在刺激朝向与姿势一致时（1150ms）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1320ms），而在呈现脚部刺激时，一致与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一致，1390ms；不一致，1401ms）。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身体姿势对身体部位刺激心理旋转的影响具有部位特异性，只有当姿势与效应器刺激相关时，才会出现促进或阻碍的效应，而当身体姿势与刺激不是同一类身体部位时，这种促进或者阻碍的关系则不复存在。可以想象，如果实验中要求被试脚部保持某种姿势，而手臂自然状态，则脚部姿势会对脚部图片的判断产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而对手部刺激则不会产生影响。


（4）本研究得到了内外旋主效应，不论是手部图片还是脚部图片，向内旋转图片（向身体中线旋转）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向外旋转（偏离躯体中线）的反应时。这一结果是由于身体生理机制约束造成的，由于生理属性的限制，人们对于向身体内侧翻转较容易实现，而对于向外翻转动作则不容易实现，这种生理物理机制上的约束导致在内部想象旋转过程中内旋比外旋容易实现，对于倾向自我身体图片的判断明显快于对于远离身体图片的判断。


2.磁共振成像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究身体姿势影响身体相关材料心理旋转加工过程的神经机制。结果分三个层面呈现：首先，通过比较图片朝向与姿势的一致与不一致条件，得出一致性条件下引发了更强烈的顶叶—额叶皮层的激活；其次，通过比较不同姿势下脚部图片的心理旋转引发的脑部激活情况，结果表明身体上部姿势的变化对下半身图片心理旋转的加工没有影响，身体姿势对自我相关身体图片心理旋转加工的影响遵循身体部位特异性原则；第三，通过比较向内旋转与向外旋转的身体相关图片（无论是何种姿势或手脚图片），发现与向外旋转图片相比，内旋图片在右侧顶上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双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双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侧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引发了显著激活。


上述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身体部位相关图片心理旋转的具身化加工本质：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旋转等高级的认知加工过程受到身体相关信息的影响，例如视觉、体觉、动觉等信息的影响。实时的身体状态能够对从感知觉身体效应器输入的信息和来自先前身体经验的信息产生影响，这符合前人的研究结论（Berlucchi and Aglioti，1997）；其次，对脚部图片心理旋转的判断没有受到上部身体姿势的影响，表明身体信息对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遵循身体部位特异性的原则；第三，内旋图片相对于外旋图片引发了更强烈的顶叶—额叶激活，这一结果为本研究的行为实验结果提供了脑成像数据的支持。同时也说明生理机制约束对身体信息的整合和身体表象的加工产生了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具体实验讨论陈述如下：


（1）身体效应及相关脑区

前人研究表明，当要求被试完成心理旋转任务或者观察其他对象发生旋转时，人脑的额叶—顶叶环路会发生明显的激活（Lange et al.，2006； Lange et al.，2008； Lorey et al.，2009；Parsons and Fox，1998）。身体相关图片的心理旋转过程是自我身体及其相关信息的心理表征或表象过程，这一过程会受到譬如视角（Lorey et al.，2009）和身体姿势（Ionta and Blanke，2009）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其神经生理机制会与实际运动所涉及的神经生理机制相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左手顺时针抬起时（沿顺时针方向旋转90°而右手呈0°平放在身体右侧时），与手部姿势朝向一致的手部图片相对于不一致的手部图片，会引发左侧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左侧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e）、左侧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和左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等区域的显著激活。当被试右手逆时针抬起时（沿逆时针方向旋转90°而左手呈0°平放在身体左侧时），与手部姿势朝向一致的手部图片相对于不一致的手部图片，会引发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右侧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左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侧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等区域的强烈激活。在一致情况下更强烈的激活可能是由于当刺激与身体信息一致时，外周身体感觉和运动信息能够更多量的输入从而更有利于认知判断导致的（Shimura and Kasai，2002）。另外，弗卡斯（Fourkas，2006）和瓦格斯（Vargas，2004）使用TMS进行的运动想象实验也显示，一致性的姿势信息与不一致的姿势信息相比，会引发前额区的显著激活。


结果中身体姿势效应所涉及的脑区符合前人研究的结论。帕森斯（Laurence M. Parsons）和福克斯 （Peter T. Fox，1998）使用PET技术研究了健康被试完成身体相关材料心理旋转任务时的脑活动情况，其研究结果显示，运动相关的脑区如前辅助运动区、前运动皮层和额上回出现了显著激活。本研究中心理旋转过程中辅助运动区、额上回等区域也出现了显著激活。辅助运动区、额上回和前运动区负责更高级的运动控制、运动准备和选择、动作再认、空间工作记忆、动作计划和执行等活动。辅助运动区和顶下小叶在运动计划、指向和动作注意方面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中不同身体姿势下心理旋转活动所引发的脑区主要分布在顶下小叶和额叶。其中额叶激活区域涉及上部和中部，并主要集中在辅助运动区、前中央回和额上回，这些脑区可能参加了自我相关身体刺激的心理旋转加工。


另外，本研究中顶叶尤其是顶下小叶出现了显著激活。顶下小叶主要负责空间信息和体感信息的加工以及对体感信息与其他通道信息的整合（Caselli，1993；Cipriani and Pandya，1999；Servos et al.，2001）。为了完成心理旋转任务，被试需要加工来自初级感觉皮层和顶叶的空间信息和感觉信息，并对不同通道的信息进行整合（Lorey et al.，2009）。另外有fMRI研究也强调顶叶皮层在运动模拟与想象过程中的作用，卡尔松（Katrina Carlsson，2000）等进行的研究表明顶下小叶负责对感觉输入信息形成预期或期待。同时，与自我身体材料相关的心理旋转是一个自下而上（forward model process）的预期过程。手臂所处的实际姿势，作为输入信息为预期一致或不一致的感觉输出提供信号。一致条件下的顶叶显著激活可能是感觉输入反馈符合预期而产生的一种促进机制。只有在自我中心参照系下的心理旋转任务中才会出现这种姿势一致性效应，因为当采用客体中心参照系时，被试自己的身体表征对心理旋转加工并不是必要的。由此，本研究中顶叶皮层的显著激活表明在身体相关心理旋转加工中顶叶皮层参与了对自我身体表象信息的具身模拟过程（Gallese，2003，2005；Rizzolatti and Craighero，2004）。

同时，本研究中发现的身体姿势效应只存在于手部图片的心理旋转当中，在脚部图片的心理旋转中并不存在这种姿势效应。无论左手或右手的姿势如何，脚部刺激朝向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的配对T检验没有发现显著差异，表明这种姿势效应具有身体部位特异性。身体姿势对神经活动的调控只有在效应器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2）内旋效应及相关脑区

对于心理旋转过程中旋转的本质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心理旋转过程中被试实际上是在想象旋转自己的身体（Jeannerod，1994），这种观点支持了具身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是身体的物理状态和感觉运动图式构成的，高级的认知判断等心理过程并非是对抽象符号的表征加工，而是通过具身化加工方式即心理模拟完成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心理旋转加工过程实质上是对一般抽象运动生理规则的执行，而非对具体的自我身体表象的旋转，因而不受生理机制约束。


本研究中身体相关刺激心理旋转任务不仅依赖于刺激表象的心理旋转，而且也依赖于被试身体的生理机制约束。行为结果显示，内旋的手或脚图片比外旋的手脚图片旋转速度更快，反应时更短，表明对于生理机制上可能的手势熟悉度高，因而其心理旋转加工快于生理机制上不可能的姿势。内旋图片与外旋图片T检验的脑成像结果显示，相对于向外旋转的图片，内旋图片在右侧顶上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双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双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侧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右侧顶上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双侧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双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侧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等脑区引发了显著激活，表明双侧顶上小叶、双侧额上回、额下回和前中央回在生理机制可能的图片加工中起到重要作用。当被试想象自己手或脚的表象进行旋转时，是通过具身化的加工方式进行的，这种旋转过程受到自身生理机制的约束。


五、 结论及展望

本研究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控制被试初始身体处于不同姿势的基础上，以旋转至一定角度的手部或者脚部图片为实验材料，通过姿势与图片的一致性、图片的朝向等刺激分组，从多因素实验的角度考察了身体相关图片心理旋转加工的具身化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被试自身身体姿势会影响其心理旋转加工，当身体姿势与图片朝向一致时，反应时更快，同时引发了更强烈的顶叶—额叶激活。说明心理旋转等高级的认知加工过程受到身体相关信息的影响，例如视觉、体觉、动觉等信息的影响。实时的身体状态能够对来自感知觉身体效应器的信息和先前身体经验的信息整合产生影响。


（2）对脚部图片心理旋转的判断没有受到上部身体姿势的影响，表明身体信息对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遵循身体部位特异性的原则。


（3）被试在心理旋转加工过程中受生理机制约束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内旋效应，识别向内旋转的身体相关图片比识别向外旋转的身体图片反应时更快，同时引发了更强烈的脑区激活，生理机制约束参与了身体信息的整合和身体表象的加工。


经过对身体相关刺激心理旋转加工的文献整理以及对本研究已有结果和不足的分析，以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首先，本研究选取身体姿势、身体部位、刺激朝向作为自变量，尽可能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但是仍存在一些未得到很好控制的变量，例如本研究所选用的实验材料为美术专业学生素描的手背与脚背图片，虽然在实验前对刺激材料进行了一定的评定和修改，仍与人真实手脚的形象存在一定差距，可能对被试的再认造成影响。另外被试对生理机制上可能姿势的熟悉度不同也会造成实验误差，对于熟悉的可能姿势其心理旋转加工快于生理机制上不熟悉的不可能姿势。未来需要关注不同熟悉度姿势对心理旋转加工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探讨了心理旋转加工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比如身体姿势、刺激图片的朝向以及不同身体部位的特性，但是对心理旋转加工过程的阶段特征并没有进行探讨，心理旋转加工阶段究竟是先旋转还是再验证，从而选择反应？还是先再认再旋转然后进行判断？不同研究者提出了相左的观点。一般认为在左右手判断任务中，先进行旋转，再验证，当达到再认水平时做出左或者右的反应。奥弗尼 （Leila S.Overney，2005）等通过实验提出，对不可能或者不熟悉图片的心理旋转加工中，被试是先再认然后再旋转。陶维东等的实验也得出了先再认后旋转的结论（陶维东等人，2009）。但是这两种矛盾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和验证，未来需要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最后，来自其他脑成像研究的结果表明，对自我身体相关刺激的心理旋转主要涉及大脑左半球的激活。当呈现旋转至一定角度的完整身体刺激时，大脑皮层激活最显著的区域是左侧顶叶皮层，此外还有运动前区和额叶的激活。许多研究者的工作都肯定了大脑左半球在自我中心旋转中的作用，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①不同利手被试在自我中心旋转中半球偏侧化是否仍存在；②不同脑功能区在不同类型的心理旋转任务中所承担的具体功能。








第十三章

认知判断中手部动作模拟的fMRI研究

一、动作模拟及其相关研究

1. 动作模拟的概念

动作模拟（motor simulation），又称运动想象任务，是运动系统的潜意识激活，对动作表征的心理模拟过程，简而言之，是在个体做出动作之前的心理想象部分，是动作的心理活动部分。运动系统不仅涉及运动产生，还包括动作想象、识别工具、观察学习以及理解他人的动作等等。动作是机体具有明确动机或目的的运动方式，不只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理活动，而动作模拟则是动作的心理活动部分。


近年来，随着具身认知和镜像神经元的发展，动作模拟在其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动作模拟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动作模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明显的或者有意识的动作表征（想象自己在跑或者抬高自己的手），早期研究发现，动作模拟在想象工具使用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想象工具使用会引发关于身体姿势、动作计划的心理判断，想象工具使用和观察工具使用这两个过程均会引发相似脑区的激活（Wadsworth and Kana，2011）。想象工具使用的过程中，被试想象了实际使用工具的过程，因此表现出与真正使用工具时相同的脑区激活。


另一方面指的是不明显的或者无意识的动作表征，比如有研究发现当被试观察只用食指和拇指端着的一杯水，要求他们在不真正执行该动作的前提下，通过手指的位置对举杯的动作以及把水倒入另一个容器中的动作进行容易度判断：容易、困难还是不可能？结果发现被试即使未执行该动作，也可以在做出反应之前无意识地模拟该运动，反应时间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而变长。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利手认知中，感知觉运动过程是受被认知手的神经结构所限制的。有关割裂脑病人的研究发现，当呈现右利手的图片给左视野时（右大脑半球），对利手的认知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呈现给右视野（左大脑半球）则能正确进行认知判断；在正常被试中大脑半球对侧同样会表现出较强的右利手优势。以上研究表明身体的结构姿势会影响感知觉的运动过程。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动作模拟过程中存在具身效应，当身体的运动或对身体状态的体验或模拟对认知发生作用时，称为具身效应，特别是身体姿势和身体结构在其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认知不仅仅只是借助于身体这样的“硬件”来表达，其功能的实现也是依赖于身体的。具身认知认为模拟是调用跨通道的信息来表征，是在工作记忆之外的无意识的自动化的过程（伍秋萍，冯聪，陈斌斌，2011）。以上研究均表明物体身体的结构姿势会影响无意识的感知觉运动过程。本研究中主要探讨的是第二个方面，即无意识模拟的过程。


2.动作模拟在语言理解方面的相关研究

通过在图书馆CNKI论文检索系统中输入主题为“模拟”得到459条信息，而输入“动作模仿”“动作模拟”“工具模拟”“工具识别”“运动仿真”“运动模仿”等关键字时，均得到0条信息。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心理学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注心理模拟方面，文章基本上是以心理模拟来命名的，本研究中动作模拟同心理模拟意义相当。心理模拟这一概念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等人，1989年泰勒（Taylor）提出了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的概念，所谓心理模拟就是对一些事件或系列事件的功能或过程的想象表征（陈武英，2012）。心理模拟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行为研究发现感知觉运动信息与语言理解存在交互作用，脑机制研究显示感知觉运动脑区参与语言理解，在这里我们将感知觉运动信息理解为与动作模拟相关的信息。如鲁忠义等（2012）采用句子—图片匹配范式和动态过程再现范式，以及包含静态情绪和动态变化情绪信息的句子为实验材料，探讨了语言理解中静态情绪和动态情绪的心理模拟及其时间进程。研究发现，被试对情绪的心理模拟与句中的研一描述一致，而且情绪语境能够激活被试的经验模拟。杨洁、舒华等人（2011）对国内外研究中心理模拟在语言中的作用做了系统综述，行为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包括词汇的感觉运动语义特征影响语义加工（杨洁，舒华，2011），卑尔根（Benjamin K.Bergen，2003）等发现词—图匹配时，被试对不一致但动作肢体相同条件（跑的图片和动词kick）的反应明显慢于完全匹配条件（跑的图片与动词run）和完全无关条件（跑的图片与动词drink），表明运动肢体的信息影响理解。林允儿等（2006）发现包含相似动作方式的词汇如“piano”和“typewriter”能够产生语义启动效应，而萨卡尔鲁克（Paul D.Siakaluk，2008）等观察到表示高接触性客体的词汇（如mask）比表示低接触性客体的词汇（如ship）更易识别，并基于此提出“身体-
 客体交互作用效应”。另外一方面，语言理解与实际的感知觉运动加工存在交互作用，格伦伯格（Arthur M.Glenberg）和卡斯查克（Michael P.Kaschak，2002）研究证明当要求被试所做动作（手朝向身体运动）与所读句子暗含方向一致时，被试对诸如“拉开抽屉”类似的句子反应速度更快，卡斯查克（2005）发现当被试听到的运动句（如the car approached you）与所观看的黑白线条运动方向不一致时，被试的反应时要小于方向运动一致时的反应时，这说明关于动作的句子理解过程同实际感知动作执行加工所需要的神经资源是一致的。行为方面的研究证实当句子中暗含的方向与反应一致时，对句子进行反应的速度要快。而且，在经历了长期的一个方向的运动后（导致运动可塑性）对于描述运动方向的句子理解的反应要慢于那些描述相反方向的句子，以上研究都可以表明语言理解同动作模拟抑或心理模拟之间存在功能性的连接。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语言理解同身体经验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理解有关运动的语言包含动态的知觉模拟，克莱兹基（Roberta L.Klataky）发现被试在练习相关的手势后对理解描述相似行为的语言有启动作用（Klatzky and Pellegrino，1989），如被试先做抓握手势，对短语“插钥匙”比“摘葡萄”的感受性判断更快，随之认为手势的认知/动作模拟产生了启动效应（伍丽梅，2007），另外，格伦伯格等（2002）研究发现，当个体运动方向同所读句子暗含的方向一致，反应时要快于运动方向不一致的句子（Glenberg and Kaschack，2002）。

另一方面，脑机制研究也证实动词概念引发动作模拟，并激活初级运动皮层。因此，初级运动皮层受损会影响动词概念的理解，嘴部运动受损的病人在辨别与嘴部运动相关的声音时，比辨别与手部运动相关的声音时更加困难，相反，手部运动受损的病人则在辨别与手部运动相关的声音时更加困难（Pazzaglia et al.，2008）。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病人（motor neuron disease，MND）对行为动词反应比对名词的反应更加困难，其损伤多集中在前运动皮层和初级运动皮层以及额下回（BA44/45）等脑区。奥多诺凡（Dominica G.O’Donovan）等（2011）发现额叶运动区不仅负责运动加工，也和动词的理解密切相关（Bak et al.，2011），来自TMS的研究证据也证明初级运动皮层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如乔奇诺等（2005）通过TMS研究发现，手运动句引发的手部运动触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s）明显低于脚部运动句引发的效应，相反，对脚部运动句引发的脚部MEPs明显低于手运动句的效应（Buccino et al.，2005）。fMRI的研究也发现，被试加工与某种感知觉通道密切相关的名词或动词时，对应的感知觉运动区域会被激活，理解动词诸如“扔”过程中涉及心理模拟“扔”的动作过程，同时也会引发负责感知以及动作的脑区激活。比如，被试读到与动作相关的词语，如“踢”、“捡”等动词，前运动皮层中负责与之相关动作的特异脑区有明显激活（如脚部、手）（Casasanto et al.，2010），凯默勒（David Kemmerer，2008）等发现，表示身体运动的动词，表现出较强的额叶—颞叶激活，对于更加复杂的动词概念，如工具动词（如cutting verbs）表现出额外的顶叶（BA40）激活（Kemmerer and Castllo，2008）。扎德（Lisa Aziz-Zadeh，2006）等发现只有当词组（grasping the apple）表现出运动区的体觉感觉效应模式时，才会产生相关的动作模拟，而习语（grasping the idea）则没有这种效应（Aziz-Zadeh，Wilson，Rizzolatti，Iacobonni，2006）。

3. 动作模拟在有关工具方面的相关研究

工具是人类区别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产物，概念化工具以及使用掌握工具的能力是人类的主要特色，也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使用工具是一项动作，那么意图执行这样的行为也许会激发有关工具的感知。想象工具使用会引发关于身体姿势、动作计划的心理判断，想象工具使用和观察工具使用这两个过程均会引发相似脑区的激活，刘易斯（James W. Lewis，2006）研究认为想象模拟工具使用与顶上回、顶下回、背外侧及腹外侧运动皮层，以及额上回等皮层有关，所有这些区域在动作想象模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想象过程中被试模拟了使用工具的过程，因此表现出了与真正使用工具时相同脑区的激活。


沃兹沃思（Heather M.Wadsworth，2011）等对32名健康被试进行研究，实验分为想象工具使用以及观察工具两种任务，观察工具任务条件下要求被试观察工具的颜色以及形状，在想象工具使用任务条件下，要求被试用右手拿起工具并且使用它。结果发现，观察工具和想象工具任务会激发相似脑区，对工具的想象和感知可以引发关于该工具的执行行动，而且观察工具会激活额下回、顶叶、枕叶及腹侧颞叶区域，想象工具使用则能更大程度地激活与运动相关的脑区。


塔克（Mike Tucher，1998）运用SRC范式设计了一项实验研究，证明了工具图片与特定动作之间的关系。实验采用生活中常见到的可以抓握或是可以操作的工具物体为刺激材料，工具物体呈直立或颠倒放置，把手朝左或朝右。即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直立朝右、直立朝左、颠倒朝左、颠倒朝右。要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图片中物体是直立的还是颠倒的，左手或右手按键进行反应。结果发现，对直立且把手朝右的图片中，右手的反应时间要明显快于左手的反应时间，而对直立且把手朝左的图片中，左手的反应时则明显快于右手的反应时，实验证明了工具图片与特定动作之间的关系，工具图片的简单呈现会自动激发与工具动作相关的动作模拟，特别是会引起与工具把手方向相近手的动作（Tucher and Ellis，1998），可以抓握的工具和物体会引发与运动相关脑区的显著激活。


另外，威特和凯默勒（2010）做了一项实验研究，要求被试对所呈现的工具图片以及动物图片进行命名，同时要求被试在命名的过程中用手挤压一个塑胶球，结果发现，被试挤压球对那些把手朝向自己握球手的工具命名时，反应时明显慢于对那些把手方向背离自己握球手的工具命名，而对动物图片的命名过程中则不存在此种现象，因此表明被试在观察到可以抓握的工具时，会无意识地产生一种抓握的动作模拟，而动作模拟在对工具的相关概念理解过程中也是必要的。


相关研究还包括工具使用的哑剧表演（Goldenberg and Iriki，2007； Hermsdorfer et al.，2007）、心理操作工具使用（Creem-Regehr and Lee，2005；Johnson-Frey et al.，2005）、被动地观察工具（Shinkareva et al.，2008；Tucker and Ellis，1998；Valyear et al.，2007）以及听到工具名字或者工具使用的声音（Foxe et al.，2002；Pizzamiglio et al.，2005）。虽然想象工具使用过程中不涉及真正的动作执行，但是以上研究表明执行动作同想象工具使用时所引发的脑区激活时相同的，如顶叶区域，前运动皮层区以及额上回等区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激活。


4. 具身认知与动作模拟

具身认知强调认知主体的身体对认知活动的影响，不同的身体状态对认知过程有影响，身体的物理属性、感觉运动状态对认知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动作模拟的作用不容忽视。例如“抓握”（grasp），加莱希和莱可夫（2005）发现想象中的抓握和实际的抓握动作使用的是同样的神经基质，想象中的抓握就是动作模拟的过程，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在头脑中执行抓握的动作实际上是感觉-
 运动系统的身体体验决定的，头脑中的抓握概念也只是复演身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执行过的动作（叶浩生，2010）。认知不仅仅只是借助于身体这样的“硬件”来表达，其功能的实现也是依赖于身体的，具身认知认为模拟是调用跨通道的信息来表征，是在工作记忆之外的无意识的自动化的过程（伍秋萍，冯聪，陈斌斌，2011）。认知过程中的理解实际上借助了想象中的动作，而无论实际的动作还是想象中的动作都是由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决定的。


动作模拟与具身认知是相伴而生的，具身理论关注模拟、情境性的行动和身体状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不管是具身情绪、具身态度、具身社会认知等研究中都存在动作模拟的成分，可以说，动作模拟是具身认知进行体认的一种方式，模拟是身体、世界和心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觉、运动和内省状态的复演，个体通过部分的内隐的动作模拟来表征周围的环境，模拟面临事物时执行的行动（叶浩生，2011）。当身体的运动或对身体状态的体验或模拟对认知、态度、社会知觉、情绪等发生作用时，这种效应被称为具身效应。如在具身情绪的研究中，便存在这种具身效应。尼登塔尔（2001）设计了一个实验，通过对不同面部肌肉的控制，产生不同的面部表情。实验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用嘴咬住一支钢笔，另一组则不受控制，从而无意识地表现出笑和不笑的表情，通过视频呈现给被试面部表情的图片，并要求被试对图片进行有快乐或者悲伤的判断，结果发现咬住钢笔的被试做出判断时所需时间要比没有咬钢笔的时间长，咬钢笔的动作控制了面部的肌肉活动，从而阻止了对情绪图片的面部模仿。哈瓦斯（David A. Havas，2007）等采用了相同的实验范式对此进行验证，将刺激材料换成含有快乐和悲伤情绪的句子，结果发现，在笑的表情下被试对快乐情绪的句子反应更快，在不笑的表情下对悲伤的句子反应更快，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可以得出，当人们接收与情绪有关的句子或图片时，他们会通过面部表情来模仿相关的、具体的语言来达到理解的目的。被试在做出判断之前，会先在身体上做出某种情绪的反应，表明对情绪的理解是以身体为基础的。


有研究者（Mark and Rosalind，2010）做了这样一项研究：他们将被试按照利手不同，分为稳定的左利手，不稳定的左利手（双手都灵活）和右利手三组。要求三组被试对图片中人物的左手还是右手握球尽快做出判断，图片中人物分为面朝被试和背向被试两种方位。实验结果发现，稳定的左利手被试对左手握球的人像能做出更快的判断，相反，不稳定的左利手和右利手被试对右手握球的人像能做出更快的判断。这表明，被试自身的身体运动能力的偏侧化差异会影响他们对他人不同身体部位的知觉，即身体过去的感觉运动经验影响了空间知觉，支持了具身认知的观点。又如，在被试阅读一个对他人的模糊描述的同时诱导其观察包括敌意的中指和表示赞赏的拇指运动，会影响被试对这个人的印象，被试在观察中指运动情况下，较之观察拇指运动情况下对此人更易产生消极印象（Chandler and Schwarz，2009）。

又如某（Vemenlen et al.，2008）实验中，让被试判断“炸弹”是否会“很响”，如果之前被试刚刚完成一个“柠檬”是否会“很酸”的判断，然后紧接着判断“叶子”是否会“沙沙响”相比，前者的反应时间会更加长，这是因为“很响”和“沙沙响”都是在听觉系统中进行的，而“很酸”是在味觉系统中进行，反应时的差异说明信息加工过程中不同感觉通道之间会相互转换（丁俊等，2009），而且模拟受听觉刺激或视觉刺激所影响，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的使用会影响需要在这两个系统中进行模仿的概念任务的形成。麦金托什（McIntosh D.）曾对孤独症患者做过一项研究，对孤独症患者和正常被试呈现愉快和悲伤的图片，一种实验条件下，要求被试观察所呈现的图片，另一种条件下，要求被试对所呈现的图片做出模仿，即做出与屏幕上相同或相似的表情，通过EMG数据记录发现，在刻意控制的条件下，孤独症患者和正常被试没有显著差异，而在自发条件下，孤独症患者表现出与正常患者显著差异，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他们不能对情绪刺激进行模仿体验（Winlielman et al.，2008），实验表明以身体为基础的模仿在情绪理解中的作用。


具身认知强调知觉符号理论在认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知觉符号理论是由格伦伯格（1997）和巴萨卢（1999）提出，认为感觉运动脑区会捕捉外界与自身的知觉信息，强调人们加工知识信息的过程包括两种状态：一是真实的身体状态；另一个是对经验进行模拟的心理状态，强调“身体”在认知中的重要地位，是在经验习得的过程中对经验的再生或模拟，而非简单的重新描述（伍秋萍，2011），如当我们坐到一把椅子上时，大脑会捕捉各个通道的状态并将它们整合成为一个多通道的表征存储于记忆之中，之后，当我们需要提取一个类别的知识时，我们的大脑就会激活这个多通道的表征，并模拟与之相关的知觉的、动作的以及内省状态的信息。


德兰格（Floris P. de Lange，2006）在一项研究中使用画好的左手和右手图片，分别以顺时针和逆时针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以三种手部姿势状态（双手平放在桌子上；左手向内弯曲，右手平放；右手向内弯曲，左手平放）进行判断，研究发现被试的反应时间随着图片旋转角度的增加而变长，判断右手图片的反应时间要显著快于判断左手图片的反应时间，而且对左手图片在顺时针上的判断要易于逆时针的判断。结果证实了有关手部图片的心理旋转过程中，个体会根据自身当前的手部位置进行想象，利用手部运动来模拟判断方向。此外，实验还发现，左手向内弯曲时，对逆时针图片的反应要更加困难，而右手向内弯曲时，对顺时针图片的判断要更加困难。这一结果是受手部姿势状态所影响的。这一研究最终表明，个体手部偏侧化的运动反应时间受生物学结构的左右手运动的控制影响，被试的左手或右手位置是受到其利手优势影响的，手部偏侧化运动中会激发相关顶—额叶区域。这一脑区的运动激活会随着想象中手部运动任务的复杂程度而增加。实验结果证明了运动模拟想象所导致的运动计划是依赖于身体的自身结构，表现在实验中即为受个体自身执行运动的身体位置有关。


二、研究方法

1. 被试

17名大学生参加实验，4名被试因在实验过程中错误率大于30%，直接删除，有效被试为13名，其中6名女性，7名男性，平均年龄为23.7 ± 2.6岁，均为右利手，身体健康，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所有被试均自愿参与实验，并在实验结束后得到一定报酬。


2. 实验程序和任务

被试平静放松地躺于扫描仪内，头部固定，刺激图像通过核磁兼容的投影仪呈现，刺激程序由E-prime产生控制，并由投影系统显示出来。首先告知被试这是一个判断方向任务，脚部按键进行反应，如果方向为左，则用左脚进行按键，为右则用右脚进行按键。实验材料如图1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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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刺激图片示例

正式实验分为三部分（run）进行，每部分包含五个组块（block）。每个组块由20个测试（trial）组成（包括5个图片刺激，5个无关刺激，10个注视点“+”）。刺激程序开始之前，屏幕中会出现4s的指导语：（1）双手放于身体两侧；随后，屏幕呈现“请休息”的字样1s，以提醒被试基线任务开始；接着，屏幕中央持续呈现注视点“+”28s，要求被试注视，随后，屏幕中央呈现“请开始”字样1s，提示实验任务开始，实验开始之前扫描时间共30s，接着，屏幕中央伪随机呈现刺激图片，时间为3s，图片为选取的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带有把手的物体工具图片，要求被试对工具的把手方向进行判断。图片之间用 “+”相隔，每个“+”呈现时间为1s，由于脚部按键会带来运动脑区的激活，为了减去脚部按键的脑区，在5张刺激图片呈现结束后，会呈现五张无关刺激图片（3s），并以“+”（1秒）相隔。至此，一个组块结束，之后进入第一个部分的第二个组块。第二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分别以（2）左手握球，右手不动；（3）右手握球，左手不动为指导语。其中无关刺激图片的方向同刺激图片的方向是一一对应的，实验中为了平衡顺序效应带来误差，采用拉丁方实验设计。


3.fMRI数据记录和分析

所有被试者均采用 Siemens Trio 3.0 Tesla超导磁共振扫描仪进行结构像与功能像数据采集。结构像采用T1加权图像，扫描参数如下：TR = 350 ms，TE = 2.46 ms，FA = 90°，FOV = 240×240 mm2
 ，matrix = 320×256，共23层，层厚4 mm，间距0.4 mm，体素大小0.75×0.94×4 mm3
 共30层。扫描方位平行于前后联合。功能像采集利用基于梯度回波的平面回波序列，扫描参数如下：TR = 2000 ms，TE = 30 ms，FA = 90°，FOV= 240×240 mm2
 ，matrix = 64×64，层厚4mm，间距0.4 mm，体素大小3.75×3.75×4 mm3
 ，共30层。扫描方位同结构像，共采集514个时间点共1058s。

fMRI数据的处理包括预处理和统计分析两个部分，在MATLAB7.6平台上，采用基于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的SPM8工具箱对fMRI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对每个被试的fMRI数据进行时间校正和头动校正，以排除头部平动大于1mm、转动大于1°的被试，所有被试均符合标准；然后，将校正后的图像进行标准化，采用SPM自带的EPI模板，归一化到标准的MNI（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标准空间，并以（3×3×3）mm3
 大小的体素重新采样；最后使用全宽半高值为8mm的高斯核函数进行平滑，以降低空间噪声。数据采用基于随机场理论的FWE（Familywise Error Rate）统计方法校正。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之前，已经减去了脚部运动所引发的无关运动脑区（每种条件下每个方向图片所引发的脑区激活减去与之相对应条件的每个方向箭头所引发的脑区所得差异）。最后，将检验结果叠加在标准MNI152T1平均像上，最终得到被试脑区的激活信息。


三、研究结果

1.行为数据结果

剔除三名头动数据过大的被试数据，有效被试为15名。表13—1为每个被试在三种状态下对工具把手方向进行判断，共有6种情况：不握球—左、不握球—右、左手握—左、左手握—右、右手握—左、右手握—右。表13-1列出了6种情况下的被试反应时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表13—1 三种状态下的平均反应时间及标准差










	
实验条件


	
工具把手方向朝左


	
工具把手方向朝右





	
反应时平均数（ms）


	
反应时标准差


	
反应时平均数（ms）


	
反应时标准差





	
不握球


	
887


	
92


	
879


	
134





	
左手握球


	
937


	
97


	
872


	
118





	
右手握球


	
885


	
108


	
933


	
106







表13—2 不同握球状态对工具把手左右方向判断下的方差分析











	
变异源


	

SS



	

df



	

MS



	

F



	

p






	
是否握球


	
9550.72


	
2


	
4775.36


	
2.36


	
0.12





	
组内误差


	
48506.19


	
28


	
2021.09


	
	



	
把手方向


	
1272.97


	
1


	
1272.97


	
0.34


	
0.57





	
组内误差


	
44590.72


	
14


	
3715.89


	
	



	
是否握球*把手方向


	
40815.20


	
2


	
2047.60


	
5.03


	
0.015*





	
组内误差


	
97391.46


	
28


	
4057.98


	
	






注：
 *代表
 p<0.05

对被试的反应时进行3（条件：不握球、左手握球、右手握球）×2（把手方向：左、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统计结果表明（表13—2）：

（1）握球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
 （2，28）=2.36，p
 =0.116>0.05；

（2）握球状态与把手方向交互效应显著，F
 （2，28）=5.03，p
 =0.015<0.05；

（3）工具把手方向的主效应不显著，F
 （1，14）=0.34，p
 =0.569>0.05。

对箭头反应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13—3）：

（1）握球状态的主效应不显著，F
 （2，28）=1.589，p
 =0.23>0.05；

（2）箭头方向的主效应不显著，F
 （1，14）=0.281，p
 =0.61>0.05；

（3）箭头方向与握球状态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2，28）=0.73，p
 =0.49>0.05。

表13—3 不同握球状态对箭头把手左右方向判断下的方差分析











	
变异源


	

SS



	

df



	

MS



	

F



	

p






	
是否握球


	
14558.56


	
2


	
7279.28


	
1.59


	
0.23





	
组内误差


	
109972.61


	
28


	
4582.19


	
	



	
箭头方向


	
599.74


	
1


	
599.74


	
0.28


	
0.61





	
组内误差


	
25644.69


	
14


	
2137.06


	
	



	
是否握球*把手方向


	
3125.22


	
2


	
1562.61


	
0.73


	
0.49





	
组内误差


	
51066.35


	
28


	
2127.77


	
	






注：
 *代表
 p<0.05


简单效应分
 析一：


对把手方向因素在握球状态的三种水平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表13—4）：

（1）不握球状态在方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对不同方向的工具图片进行判断时，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
 （1，14）=0.06，p
 =0.81>0.05；

（2）左手握球状态在方向上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F
 （1，14）=8.51，p
 =0.013<0.05，且反应时间M
 左手握球
 <M
 右手
 握球；


（3）右手握球状态在方向上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F
 （1，14）=6.64，p
 =
 0.024<0.05，且反应时M
 右手握球
 >M
 左手
 握球。


表13—4 把手方向在握球状态的三种水平下的简单效应分析











	
变异源


	

SS



	

df



	

MS



	

F



	

p






	
未握球


	
374.26


	
1


	
374.26


	
0.06


	
0.81





	
组内误差


	
77263.22


	
14


	
6438.60


	
	



	
左手握球


	
26921.20


	
1


	
26921.20


	
8.51


	
0.013*





	
组内误差


	
37974.63


	
14


	
3164.55


	
	



	
右手握球


	
14792.71


	
1


	
14792.71


	
6.64


	
0.024*





	
组内误差


	
26744.32


	
14


	
2228.69


	
	






注：
 *代表
 p<0.05


简单效应分
 析二：


对握球状态在把手方向的两种水平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表13—5）：

（1）有无握球状态在方向为左时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F
 （2，28）=3.75，p
 =0.038<0.05，左手握球条件下对朝左方向的判断反应时最慢；


（2）有无握球状态在方向为右时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F
 （2，28）=4.53，p
 =0.021<0.05，右手握球条件下对朝右方向判断时反应时最慢。


表13—5 握球状态在把手方向的两种水平下的简单效应分析











	
变异源


	

SS



	

df



	

MS



	

F



	

p






	
方向为左


	
22362.45


	
2


	
11181.22


	
3.75


	
0.038*





	
组内误差


	
71653.21


	
28


	
2985.55


	
	



	
方向为右


	
28003.47


	
2


	
14001.73


	
4.53


	
0.021*





	
组内误差


	
74244.43


	
28


	
3093.52


	
	






注：
 *代表
 p<0.05

2.磁共振成像结果

（1）参与动作模拟加工的脑区

通过行为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自然状态下，对朝左与朝右两个方向判断时，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判断朝左图片时会引发左手动作模拟相关的脑区，判断朝右图片时会引发与右手动作模拟相关的脑区，而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探究被试在自然状态下（不握球条件下）对工具把手方向进行判断时动作模拟的神经机制过程，把被试对朝右图片判断与朝左图片判断时分别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分析得出，自然状态下，对朝左图片判断时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以及辅助运动区（SMA、BA6）有显著激活；对朝右图片判断时额中回、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及辅助运动区激活显著（图13—2）。相应脑区参数信息见表13—6。另外，对图片判断方向两水平的fMRI数据进行两样本t检验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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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自然状态下判断工具图片脑激活模式（p < 0.01，AlphaSim校正）


表13—6 不同条件下激活脑区的相关参数











	
对比


	
激活脑区


	
半球


	
t值


	
MNI坐标


	
体素数目





	
A：不握球时判断朝左图片


	
额中回


	
左


	
7.40


	
-30 3 54


	
408





	
右


	
5.73


	
42 9 48


	
408





	
顶下小叶


	
左


	
6.68


	
-42 -33 45


	
102





	
右


	
5.65


	
36 -42 39


	
113





	
额下回


	
左


	
6.16


	
-57 6 36


	
228





	
右


	
6.25


	
60 15 21


	
337





	
辅助运动区


	
左


	
7.02


	
0 12 48


	
263





	
布鲁德曼6区


	
左


	
6.78


	
-24 6 57


	
437





	
B：不握球时判断朝右图片


	
额中回


	
左


	
7.25


	
-33 0 60


	
85





	
右


	
7.96


	
36 12 42


	
234





	
顶下小叶


	
左


	
6.69


	
-45 -39 48


	
241





	
右


	
6.64


	
42 -48 -54


	
173





	
布鲁德曼6区


	
左


	
5.94


	
-6 -9 66


	
147





	
右


	
6.08


	
39 51


	
147





	
额上回


	
右


	
6.45


	
15 12 60


	
156







（2）主效应与交互作用显著激活的脑区

对fMRI数据进行2（左、右）×3（自然状态、左手握球、右手握球）的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额中回以及顶下小叶区，手部姿势的主效应显著，手部姿势同工具把手方向的交互作用显著，主要包括额中回、顶下小叶、辅助运动区、楔前叶、扣带回以及海马结构（图13—3）。相应脑区参数信息见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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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手部姿势主效应分析、手部姿势与工具把手方向交互作用分析图（p< 0.01，FWE校正）


表13—7 不同条件下激活脑区的相关参数











	
对比


	
激活脑区


	
半球


	
t值


	
MNI坐标


	
体素数目





	
B：手部姿势主效应分析




	
额中回


	
左


	
3.65


	
-39 -3 48


	
42





	
右


	
3.24


	
30 12 51


	
49





	
顶下小叶


	
左


	
4.27


	
-30 -45 54


	
123





	
右


	
2.77


	
42 -36 48


	
123





	
C： 交互作用分析


	
辅助运动区


	
右


	
6.52


	
9 6 45


	
29





	
额中回


	
左


	
6.81


	
-42 0 45


	
42





	
右


	
6.24


	
39 3 48


	
39





	
顶下小叶


	
右


	
4.61


	
45 -48 45


	
12





	
楔前叶


	
右


	
9.10


	
9 -36 42


	
44





	
海马结构


	
左


	
8.21


	
-24 -30 -6


	
34





	
右


	
7.00


	
21 -27 -6


	
29





	
扣带回


	
右


	
9.10


	
12 -36 44


	
59







（3）简单效应分析的脑区激活

实验中，将工具把手指向握球手称为冲突条件，工具把手指向未握球手称为非冲突条件，对冲突条件与非冲突条件做两样本相关t
 检验，分析二者间的差异，即为与工具识别过程中动作模拟相关的脑激活。左手握球条件下，对方向为左工具图片判断与方向为右工具图片判断时进行两样本相关t
 检验，结果发现，额中回、额上回、额下回及辅助运动区在左手握球判断朝右方向时有明显激活（图13—4）；右手握球条件下，对方向为左与方向为右进行两样本t
 检验，额中回及辅助运动区在判断方向为左时有显著激活（图13—4）。相应脑区的MNI坐标，见表13—8。

表13—8 左手握球条件下判断时激活脑区的相关参数











	
对比


	
激活脑区


	
半球


	
t值


	
坐标


	
体素数目





	
左手握球

判断朝右>判断朝左


	
额中回


	
左


	
4.07


	
-36 15 -36


	
1327





	
右


	
3.07


	
24 15 45


	
1327





	
额上回


	
右


	
3.37


	
18 36 39


	
473





	
额下回


	
左


	
3.22


	
-39 30 9


	
898





	
右


	
3.04


	
36 27 -12


	
898





	
辅助运动区


	
右


	
2.22


	
3 12 69


	
289







表13—9 右手握球条件下判断时激活脑区的相关参数











	
对比


	
激活脑区


	
半球


	
t值


	
坐标


	
体素数目





	
右手握球

判断朝左> 判断朝右


	
额中回


	
左


	
2.77


	
-36 3 39


	
262





	
右


	
2.73


	
48 15 33


	
262





	
顶下小叶


	
右


	
2.54


	
36 -51 42


	
234





	
布鲁德曼6区


	
左


	
2.81


	
-9 6 57


	
402





	
右


	
3.33


	
12 -21 75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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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手部姿势条件下对工具把手方向的简单效应分析图（p<0.01，AlphaSim校正）


四、讨论

1.行为结果

本研究考察了个体在不同手部姿势条件下对在工具判断中动作模拟的影响，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基本上支持实验假设的内容。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左手握球条件下，判断朝左图片反应时慢于判断朝右图片所需的时间，右手握球条件下，判断朝右图片的反应时慢于判断朝左图片所需时间，不握球条件下，对左右方方向判断没有差异，而对于箭头的判断中则不存在这一现象。


首先，行为数据的分析发现，自然状态条件下，个体对不同方向的工具图片进行判断时，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个体对工具把手方向为左的图片进行判断时与对把手方向为右的图片进行判断时反应时间没有显著差异。仅仅观察可以某种方式自动操作的物体就会触发与该物体相近的特殊动作的运动表征（Laila Craighero et al.，2002），即个体看到工具图片会自动激发与抓握工具动作相关的动作模拟，特别是会引起与工具把手方向相近的手的动作。由此证明了在自然状态下个体进行判断时，动作模拟并不受右利手优势的影响，如果存在右利手现象，那么，个体对朝右图片的判断时间会明显慢于对朝右图片的判断时间，反之，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手部姿势状态与工具把手方向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无论是左手握球还是右手握球，在判断同自己握球手方向一致的图片时反应时都变慢了。为什么仅仅握球就会降低判断的反应时间呢？有研究认为是真正连续动作（抓握球）占用了动作模拟执行时所需的认知神经资源（Grèzes and Decety，2001；Witt and Proffitt，2008），在对工具方向的判断过程中朝向工具把手的手在对工具进行抓握的动作模拟时受到了干扰，如果不存在动作模拟过程，那么判断左右方向的反应时间应该是没有差异的，针对这一依据，表明在对工具把手方向判断的过程中，手部姿势对动作模拟这一过程产生了干扰作用。握球会干扰工具判断过程中的动作模拟，那么两只手都不握球情况下应该不存在干扰，该条件下应有最快的反应时间，应与握球不冲突条件持平，而行为结果的分析恰恰支持了这一点。相反，握球状态下对箭头图片的判断则不存在动作模拟的过程。


有（Craighero et al.，2002）实验研究发现在动作执行与视觉感知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结，来自生理学的证据表明动作表征来源于动作执行时皮层的活动，同样，也包括不显著的或是无意识的动作表征。判断箭头方向不需要相关运动知识的参与，自然也不会激发与运动相关的脑区（Lewis，2006）。对动作模拟这一现象的具身解释是，最初的感知觉运动系统状态以及与其有关的神经传导同理被存储了下来，当这种刺激再次出现时，即使不是在自己身上发生也会对这种状态进行唤醒，人在调动身体动作时，同样也能唤醒与该动作相关的感知运动系统，这种感知运动系统会伴随相应的体验，从而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认知体验或情绪体验（Mahon and Caramazza，2008）。

另外，对手部姿势状态在把手方向的两种水平上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手部的不同姿势状态也对认知判断产生了影响，不握球与握球条件下进行判断时的反应时间有差异，对同一张图片，不握球、左手握球、右手握球三种条件下，反应时有差异。对朝左图片的判断中，左手握球状态下反应时最慢，右手握球与不握球反应时大致相似；对朝右图片的判断中，右手握球状态下反应时最慢，左手握球与不握球次之，且大致相当，而对于箭头的判断中则不存在这一现象。这一结果说明了不同的手部状态在认知过程中对判断产生了影响，从而也佐证了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的物理状态对认知判断影响的论点，身体当前的感知觉经验也会影响认知判断。认知是具身的，其含义就是指认知和思维受到身体感知觉经验的制约。有关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发现，身体的温度知觉和触觉经验会影响认知判断。例如，手持热咖啡与手持冷咖啡的应聘者相比，前者对面试官的评价会显得比较温和，而后者对同一个面试官的评价显得比较苛刻。


2.磁共振成像结果

首先，对自然状态下的数据分析发现，对朝左图片判断时额中回、额下回、顶下小叶以及辅助运动区有显著激活；对朝右图片判断时额中回、额上回及辅助运动区激活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往运动想象研究相一致，仅观察物体就会触发与该物体相近的特殊动作的运动表征 （Laila et al.，2002），即个体看到工具图片会自动激发与抓握工具动作相关的动作模拟单元，特别是会引起与工具把手方向相近的手的动作模拟，如果工具把手朝右，那么右手相比左手更容易去模拟抓握的动作。有研究证明仅仅观察工具图片可以引起相关的动作模拟过程，并激活与抓握工具动作相关的脑功能区，如顶叶、前运动皮层、额下回等（Grezes et al.，2003；Grèzes，2002）。

早期关于大脑的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PET）研究发现在运动模拟过程中，运动结构的皮层以及皮层下的相关脑区激活（Jeannerod and Decety，1995），动作模拟与大脑中执行动作控制的运动前区及辅助运动区、额叶、颞叶及顶下小叶等脑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动作控制需要身体运动系统中许多结构的协同运作。运动前区和辅助运动区主要负责基于当前知觉的信息、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目标进行动作计划，而有关运动前区（BA6）的研究发现，该区的运动神经元不仅编码了运动的轨道，而且还可能记录着目标动作在执行过程中的周围环境和运动系统本身的状态。沃兹沃思和卡纳（Kana，2011）发现想象工具使用时被试左侧辅助运动区（SMA）有明显激活，而且心理想象任务与SMA区有关，相似区也存在于顶叶皮层，同时也包括额下回，这些脑区在心理模拟过程中会被激活（Jeannerod and Frak，1999）。刘易斯（2006）研究认为想象模拟工具使用与顶上回、顶下回、背外侧及腹外侧运动皮层以及额上回等皮层有关，所有这些区域在动作想象模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思劳尼克和莫（Slotnick and Moo 2006）研究也发现额叶皮层（precentral gyrus 、Brodmann area 6），颞叶皮层（Superior Temporal Gyrus、Brodmann area 22、Brodmann area 42 ）以及顶叶皮层（Inferior Parietal Lobules、Brodmann 40、Brodmann area 2）等这些区域均为人类的镜像神经元区。因此，本研究中自然状态下的认知判断过程中激活了与动作模拟相关的脑区，存在动作模拟的过程，而且动作模拟的神经机制主要涉及镜像神经元区。


其次，对fMRI数据的方差分析发现，手部姿势的主效应显著，且手部姿势与工具把手方向的交互作用显著。主要脑区集中在额中回、顶下小叶、辅助运动区、楔前叶、扣带回以及海马结构等。根据上述讨论可以得知，额中回、顶下小叶以及辅助运动区主要是动作模拟加工所在脑区，因此可以表明，不仅在自然状态下存在动作模拟的过程，在手部运动干扰的前提下，动作模拟也有发生，与行为结果的分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在楔前叶、扣带回以及海马结构等区有显著激活，海马主要与人的记忆有关，负责记忆加工等，海马系统是空间认知加工的关键部位（隋南，1992），表明个体在进行认知判断的过程中有记忆加工过程，是个体自身的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楔前叶与许多高水平的认知功能有关，比如情景记忆、自我相关的信息处理，以及意识的各个方面，而扣带回也与记忆有关。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经及其心理模拟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动作模拟是感觉-
 运动系统的身体经验决定的，镜像神经元在动作执行和动作观察时都被激活的事实也表明，内部心理过程可能就是身体动作经验的心理模拟过程（叶浩生，2012）。因此，这一新发现为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经验在认知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利的生理证据。


第三，研究分析证明了该研究中动作模拟存在的真实性，但是，是否真的同行为数据所分析的一样，手部姿势对动作模拟产生了干扰？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左手握球条件下，对朝右图片的判断与朝左图片判断相比，脑区额中回、额上回、额下回及辅助运动区有显著激活。同样对右手握球条件下的数据分析也发现，对朝左图片的判断与朝右图片判断相比，额中回及辅助运动区在判断方向为左时有显著激活。通过结果不难看出，不同的手部姿势在判断时所激活的脑区是显而不同的，身体姿势、身体结构在动作模拟过程中也存在具身效应，比如不同利手的人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参与动作模拟的脑区也是有优势效应的（Cabinio et al.，2010）。西里古（Angela Sirigu，1995）对偏瘫病人进行了研究，该类病人的大脑皮层的退化以及初级运动皮层的损伤，但偏瘫病人仍然可以运用受损的手进行运动模拟想象，当然运动模拟的能力是受他真正执行动作能力影响的。同样的发现还有在帕金森病人的研究中，其运动模拟能力同样会因自身身体运动能力的限制而变慢。


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特别是感知运动能力、身体经验在思维、概念化意义中的作用，个体认识世界是从自己的身体感知开始的，而身体及其空间关系是概念和意义的本源，人的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都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麻彦坤、赵娟，2010）。高水平的认知加工需要感知-
 运动系统参与，而且躯体状态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李荣荣，麻彦坤，2012）。莱考夫认为，所有的空间关系结构最初都是以身体作为参照物或与身体有关的，空间概念（前后、左右、上下）都是基于身体的，且这种基于身体的空间定向还可推广而及身体以外的一物和另一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另外，现象学家梅洛-
 庞蒂也主张感觉是身体的行为，上下、左右、近远，所有的感觉动作都是人类身体的直接显示，如果没有身体，他们就不会存在。因此，认知过程进行的过程中是受身体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而认知的内容由身体所提供的，身体的结构、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对高级认知过程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脱离身体的认知是不存在的。


五、 结论与展望

1.结论

本研究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考察被试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对工具方向判断时动作模拟的脑区激活及反应时的差异，旨在探讨动作模拟在认知判断过程中的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动作模拟作为已经被证明了的存在的生理心理机制，在个体进行认知判断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神经机制主要集中在镜像神经元区，如额中回、额下回、顶下小叶以及辅助运动区。


（2）个体通过自身的身体能力和身体经验来进行模拟，不同的手部姿势对认知判断产生了影响，而且手部姿势状态会对动作模拟产生干扰，这在行为与影像结果上均得到体现。


2.创新之处

（1）角度上的创新：目前，有关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颇多，如具身情绪、具身态度、具身语言等等，但是目前尚没有把动作模拟作为一个单独因素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与行为实验相结合，而且采用了运动干扰任务，验证了在工具的认知判断中动作模拟的存在及其运作的脑区定位与脑活动机制。


（3）研究结果上的创新：研究发现在对工具认知判断过程中，海马、扣带回以及楔前叶等与身体经验相关的脑区激活，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证研究与参考依据。


3.不足与展望

研究基本上证实了假设的内容，但是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以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由于国内研究尚少，缺乏国内相关的文献资料，经CNKI和万方数据库查询到的文献资料相当少，缺少一定的参考框架，在得出一定结论的同时，也存在不足，因此，文献综述部分还需进一步的相关外文资料的挖掘。


第二，实验材料选取的限制，尽管实验设计实施之前，在选取实验材料时进行了评定，但是很难确定对工具的熟悉程度不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另外，不同身体状态的被试在实验中所体现出的具身效应应该会更加明显（Cabinio et al.，2010），由于选取被试的限制，研究中所选被试均为右利手，那么左利手的人在反应上是否同右利手被试一致，本研究中并未呈现。


第三，实验过程中由于实验仪器中噪音过大，不排除会对被试的反应造成一定影响，最后，对于工具动作模拟这一负责的情景模拟，既包含高级的成分，如工具使用的计划或目标整合，也包含低级成分，如基本的手运动（杨洁，2011），本研究中只针对低级的手部运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讨论，并未对关于工具使用的计划或目标整合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这些将会成为以后研究的基础。








第十四章

触觉经验对认知判断的影响

触觉是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最为基本的一种感觉，而且是人获取信息和环境操控的重要通道。身体的触觉经验可以为个体内心或人际间的概念性和隐喻性知识的发展提供一个本体的支架，同时为这些知识的应用提供跳板（Ackerman et al.，2010）。比较心理学家哈洛将刚出生的幼猴和母猴分开，结果他发现幼猴偏爱用柔软的绒布制成的代理妈妈胜过用铁丝制成的。铁丝代理妈妈喂养的幼猴消化牛奶更困难，更经常患痢疾等疾病。哈洛的研究表明婴儿时期亲密的身体接触（当然这常和温暖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健康的心理机能是必要的。“亲近”这个词也说明了接触对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尤其是人际知觉和自我认知，会受到触觉经验的影响。通过握手和拥抱，我们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态度。第一印象也容易受到触觉环境的影响。在谈判、求职等情境中，“触觉印象”常常发挥着无形的作用，一些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也会使用“触觉战术”。


通过肌肉运动产生的触觉主要是指人手的触摸觉，这种触觉不但能感知物体表面的光滑、粗糙程度，还能感知长短、大小等方面的物体形状。手是人类长期进化而形成的重要的认识器官，是人类进化史中最重要的适应性变化之一。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而人类早期的工具多数是手的延伸和拓展。可见，手在人的生活实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婴儿期开始，人类主要用手来实现两项重要功能：获取信息和操纵环境。手的感受器和效应器的功能运用，便于学习、交流、社会关系和许多其他基本过程的发展。虽然触觉对于我们的人际交往和个人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重要性在心理学研究中仍未受到正确评价。手部触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意向性，人一般用手来主动触摸物体。这种有意向的触摸，使得信息的获取和加工多了一种感觉通道，身体运动系统与感知觉的发展开始慢慢整合起来，并且二者互有影响。身体的肌肉运动形成了人类最早的触觉，而人通过手来操纵物体则进一步提高了感觉的敏感性，促进信息的获取，并在随后更为准确地做出相应的知觉和认知判断。有研究发现，消费者更容易认识和记住可以与他们的身体进行接触的产品，并对这样的产品形成可信任的印象 （Peck and Childers，2003）。产品包装的触觉信息对消费者评价产品也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相比装在轻薄瓶子里的水，消费者一般认为装在结实瓶子里的水似乎更好喝。同样面积和体积的两个物体，人们一般认为捧起来更重的东西更为有价值。


在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触觉对于我们认识那些未曾触摸过的或不可触摸的事物是否仍起着作用。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生命早期的感知运动系统的经验对概念知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支架，而人们随后会将这种概念知识应用于对新的事物的认识（Ackerman et al.，2010）。这一点可以从语言学中的隐喻得到说明，例如“世界在我们手中”。“世界”并不可能被握在手中，而这句话要表达是说话者对于掌握能力的自信。再如，“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的信念，可能源于人用手抓牢物体产生出来的触觉经验。手的抓握本领可以延伸到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这说明了，通过触觉经验形成的认识植根于与触觉相关的概念性知识中，并为理解其他类似现象提供一种特殊的支架。


由于感觉运动事件和本体支架之间建立的联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轻易消失，所以触觉经验可同时为身体感觉和与触觉相关的概念加工提供线索。因而，与一些物体的接触经验可能激发触觉思维定势，并且这种定势的激发可带动相关概念的激活，甚至不相干的情境和事物，这种激发更多的是指认知上的概念，而不是指个体自身的感受或偏好。这种观点与具身认知的立场是一致的，即心理与行为是基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是认知的必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是起源于抽象符号的加工，而是在根本上来源于身体的多重感觉经验，包括感觉运动、情绪事件以及对空间维度的加工等。例如，时间概念不是通过抽象的指示或简单地观察钟表而被认知的，而是与我们对物理空间的认知密切相关的，“上
 午之前
 ”这个短语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空间概念对于时间知觉的影响。由触觉等感官经验发展出来的“本体支架”描述了高级认知源于身体经验的过程，人可以借助身体动作和感觉经验获取对更为抽象的概念的初步理解。正因为如此，当通过触觉等感官运动激活了抽象概念时，相关的认知判断就容易受此触觉经验的影响。


可见，触觉经验影响着人的认知判断。一般来说，触觉主要有三个维度：重量、粗糙度和硬度。重量、质地和硬度可以无意识地影响信息的获取和管理。下面我们将分别从这三个维度来介绍触觉和与触觉相关隐喻的概念之间的联系，以及说明触觉经验如何无意识地影响了对与之无关的事物和情境的判断和决策。


一、重量感对于认知判断的影响

重量的本义是指由于地心吸引力作用而使物体受到的重力大小，习惯于用来指物质的质量。其实，“重量”不能完全等同于“重力”。重量的最初概念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例如提物体久了，手会感到沉重。重量作为一种力，更多的是指接触力。而重力侧重于指地球对物体的万有引力在竖直方向上的分力，并非一种接触力。可见，重量是弹性力，指物体所施的力的大小，是可变的。例如，侧平举和推举同一个物体，给人的重量感是不一样的。因此，重量感是一种相对的感觉。


在许多种语言中，重量都被用来隐喻“重要性”和“严肃性”等概念，包括英语、汉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等。例如，英文weight有以下几种意思：“重量”、“影响力”、“重要性”。汉语“重”，既可以指分量大（跟“轻”相对），也被引申为“重要、庄重、价钱高”等含义。这种现象仅仅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巧合？还是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的某些规律？


琼斯曼等人（Jostmann et al. 2009）做了一系列实验以验证重量感对于认知判断的影响。例如，在实验一中，主试分别给路人拿着两种不同重量的写字板，一种写字板较为沉重，另一种较为轻巧，然后让被试判断六种外国货币的价值。研究结果显示，托着较为沉重的写字板的被试估计货币的价值更高。而实验二和实验三的研究结果发现，相比手持轻写字板的被试，手持重写字板的被试更可能认为某件事更为重要（如，认为“表达自身观点的机会”是重要的），而且在对两项不同但相关的事件（如对某城市的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和对该市市长的评价）进行判断时，他们的评价也具有更高的一致性（Jostmann et al.，2009）。按照具身认知的观点，拿捏更重的物体常常意味着要付出更多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努力，因此，体验到重的感觉让被试的判断更加慎重，也更具一致性。这些实验说明了，不同重量感对于人的认知判断产生了影响。


二、粗糙感对于认知判断的影响

同样地，“粗糙”除了用于指物体毛糙、不精细之外，还可指行为马虎、不细致，也可指性格上的粗暴。在隐喻上，粗糙常与困难的概念相联系，例如英文“having a rough day”。对于事物的粗糙度感可以影响人的认知判断和评价吗？这种“粗糙”的印象可以改变人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认知判断吗？


阿克曼等人设计了一个实验以验证粗糙感对于被试认知判断的影响。在实验中，42名被试首先完成光滑或粗糙拼图，然后接着做“最后通牒”游戏。在最后通牒游戏中，被试Ⅰ会收到10张50美元的彩票，选择0～10张给一个匿名的被试Ⅱ，如果被试Ⅱ接受这种分配，那么分配结果就正式定下来，而如果被试Ⅱ拒绝了，所有彩票就都被主试收回来。因此，在这个谈判的情景，决定权在被试Ⅱ手中。实验结束后，所有被试完成一份社会价值取向量表（SVO），以辨识被试的长期互动方式是亲社会的/合作的，还是个人主义/竞争的，或者是未分类的。结果发现，完成粗糙拼图的被试（被试Ⅰ）拿出了更多的彩票，SVO表明这不是缘于做粗糙拼图的被试更具有合作性。因为被分类为“亲社会的/合作的”的被试中70.6%实际上完成的是光滑拼图，而那些被认为是个体主义的被试中75%完成的是粗糙拼图。在这个实验中，粗糙似乎可以在非合作的情境下促进议价行为的代偿（让出更多的彩票，以便分配决定不被拒绝）。虽然粗糙的启动实验在总体上不总是产生更多的负面行为，但是，可以看出，粗糙的触觉经验可以改变人们的认知判断（Ackerman et al.，2010）。

三、软硬感对于认知判断的影响

硬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触觉经验，它在隐喻上常与“死板”、“严格”、“稳定”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成语“铁石心肠”和英文“hard-hearted”。阿克曼等人还做了两个实验以检验硬度的触觉经验对于认知判断的影响。在研究一中，49名被试（路人）被要求观看一个魔术表演并猜出其中的秘诀。人们通常会检查和验证在魔术中所使用的道具有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实验中提供了软毯子和硬木块两种魔术道具。路人在检验魔术道具之后（较硬的或较软的），然后评价魔术表演者（实际上魔术未进行）的性格。结果发现，如果路人检验的是一个比较坚硬的木块，那么他们多数将魔术表演者的性格评价为刻板的、严肃的，不那么善良的；反之，如果路人检验的是较为柔软的一块毯子，那么他们容易将表演者的性格评价为温顺而善良的。


在研究二中，不再让被试主动操作或触摸物体，而是通过被试坐的椅子的软硬度来启动。共86名被试分别坐在坚硬的木椅上或是柔软的沙发上来完成一项印象形成任务（类似于研究一）和一项谈判任务。谈判任务是让被试想象去买一辆新车（标价为16500美元）并随后为该汽车提出两个报价。主要考察被试这两次报价的变化。任务一的结果发现，坐在硬木椅上的被试判断雇员的情绪更加稳定，但总体上没有比坐在软沙发上的被试更积极；而任务二的结果发现，坐在硬椅子的被试比坐在软沙发上被试两次报价的变化差异较小，这说明了稳定和严格概念的激活可能减少了人们做出改变报价决策的韧性和自愿性。在控制了被试是否会在短期（一年）内买车的因素后，这种效应更加明显（Ackerman et al.，2010）。这个结果表明了，“坚硬”产生出严格、死板和稳定的感觉，也会让一个人较少改变最初的决定，即使这种接触体验是被动的、自然的。因此，触觉经验具有启动效应的隐喻特征，坚硬感让被试的评价似乎更加消极（严格和死板）又更加积极（稳定），在决策方面也有相应的效应。


总之，触觉的这三个基本维度及其与身体的相互作用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和决策，即使当认知和决策所涉及的事物与被触摸的物体完全无关。高级社会认知过程与身体触觉经验的联系一般反映在共同的隐喻中，例如沉重感产生出重要和严重的印象，并倾向于为重要的问题提供资金解决；粗糙感导致人们产生非合作的印象，并增加捐赠行为以作为补偿。人们会把穿着比较厚重的人看得比较严格和稳重，较少情绪化。虽然触觉也会从身体的其他部位产生，触觉经验并不局限于手部，但是纵观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手的触觉经验在认知判断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触觉思维定势”常常由手部的触觉触发。即使是偶然的触觉经验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和决策，粗糙的东西使人际交流更困难，坚硬材料装订的文件会增加谈判双方的固执性、刻板性 （Ackerman et al.，2010）。

四、性别分类的相关研究

1.分类与社会分类

分类（categorization）就是将感知对象分成各种类别，是脑的一种基本认知功能（佐斌 、张晓斌，2011）。众所周知，如果把每一个接受到的新刺激都作为一个独特的体验，我们将很快淹没在令人困惑的海量信息中，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认知系统将具有相似特征的刺激分成有意义的组别（Murphy，2002；Rosch，1978），例如，当你看到棕色、四条腿、木制、平坦的物体出现眼前，立即将其辨认为可以放东西在上面的“桌子”，而不是可以坐下的“椅子”。知觉包含着分类的行为（Bruner，1957），如，我们看到的是一把椅子，而不是一个聚集的几何体。这在解释物体意义并做出适应性行为（例如，你不会坐在桌子上）的时候可以节约时间。面对信息量巨大而复杂的世界，分类可以提供有效的认知策略，减轻人们认知加工的负担。瓦雷拉曾说：“所有有机体都要施行的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之一就是分类。用这种方法，每一经验的独特性都被转化为更加有限的一组习得的、有意义的、人类和其他有机体响应的范畴。”

对人类而言，除了对各种非人对象进行认知外，对人类自身进行快速且有效的认知也是社会生活中必备的基本能力，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分类（佐斌、张晓斌，2011）。社会分类是指根据个体具有的与某一群体成员相似的特征，把该个体确认成群体一员的过程。性别、种族、年龄等的分类就是显而易见的确认依据。社会分类常常是一种潜在的、自发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认知发生作用的必要前提。我们对其他人进行分类是为了简化复杂的社会环境。通过已知的事物来理解我们看到的，通过应用我们之前遇到的相似事物的知识来获知当前物体的情况。正如奥尔波特所说，社会分类是社会认知过程的必经阶段（Allport，1954）。分类符合“经济原则”，我们有限的认知资源不允许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独立个体来认知或对待。我们会以一种快速、即时的甚至都不会被注意到的方式，自动地将人们按照性别、年龄、种族或其他类别进行分类。社会分类是人类天生就具有的认知策略。分辨某个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这几乎不需要我们做出任何努力。


社会分类是有效的甚至是最基本的认知策略，通过它可以更快，更有效地进行社会认知和社会交往。一方面，它能为我们提供无法直接知觉到的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社会分类又可以使我们节省精力，不必去注意与社会交往无关的信息。不过，社会分类也会带来问题，例如它夸大了群体内部成员间的相似性，即让我们常高估群体成员的一致性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另一个问题是夸大了群体之间的差异，于是便产生了刻板印象和偏见。


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和该社会群体成员的特征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Stangor and Lange，1994）。在个体的记忆中，刻板印象常常与社会分类相伴而生。因而，刻板印象是社会群体在我们头脑中的图像。例如，当想起意大利人，有关他们的刻板印象（如浪漫）会立刻跳入脑中。这些认知的心理表征常常作为“图式”和“原型”被提到（Stangor and Lange，1994）。社会分类往往建立在各种社会刻板印象之上，而实际上许多社会类别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Rosch，1978），类别之内的成员也有种种差异。像性别、年龄、种族等这些主要的社会分类，人们会从对象的面孔中自动提取信息（Fiske and Neuberg，1990）。

2.性别分类及其具身效应

性别分类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分类，先于其他潜在的自我分类，如种族、年龄等。性别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个性特征等方面予以的归纳、概括和总结，它直接会影响到对男性和女性的知觉、归因、动机、行为以及不同职业的选择（马锦华，2000）。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存在着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男性具有坚韧、强硬、能干等品质，而女性具有柔弱、温顺、敏感等品质。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众多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论述。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模仿、观察学习和强化是儿童获得性别刻板性行为的基础。成人常常对男孩和女孩的表现进行有区别的强化，儿童也往往会模仿与自己同性的父母以及成人的行为，此外他们还通过观察周围同性他人的行为来获取性别刻板模式。儿童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至少部分是来自于日常社会环境中的观察。


而认知发生理论认为，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在本质上是认知发展的一个结果，儿童通过学习一套男女行为准则获得性别恒常性概念。图式化的加工是一种使个体能把所获得的信息以某种标准为基础加以归类的准备状态。性别图式理论认为，性别刻板印象起源于性别图式过程，儿童根据社会对于男性、女性的定义进行编码和组织信息，包括有关自我信息的准备状态。性别图式是系统化的一套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观点和期望。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些定义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联系网络，它不仅包括与性别有直接联系的特征，例如生理特征、生殖功能、社会分工以及个性特征的不同，还包括与性别间接联系的特征，例如舆论倾向、文化传统、习俗性取向等。性别图式理论还认为，儿童除了学习与性别有关的特殊内容的信息之外，还学习运用与性别有关的不同成分组成的联系网络来评价和理解新的信息。性别图式化的加工包括将各种特性和行为归为“男性化类”（阳性）和“女性化类”（阴性），尽管有许多特性是与性别无关的，但也同样可以这样归类，例如，“温柔的”“夜莺”这些词，很自然地会被归为“阴性”，而“果断的”“鹰”这些词又可归为“阳性”。另外，与一般的图式理论相似，性别图式理论把知觉解释成一种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外界信息和个体原有的图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个体的认知判断。


虽然性别刻板印象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的结果，但是它与男女性别的不同身体特征也存在很大的关联。生理结构及生理成熟不仅可以影响人的心理发展，也影响着人的性别社会化，影响着人对性别角色的认知。有研究表明，婴儿的性别分类，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已经发展得很好（Courage and Howe，2002）。在一岁之前，婴儿能够注意到新类别的一个范例与之前习惯化阶段呈现的另一类别的不同。利用习惯化范式，研究者发现十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形成包含所有熟悉面孔的类别，并把这些熟悉化的面孔归入特定的基于性别的分类中去（Martin et al.，2002）。这说明，在十个月大之前，婴儿在头脑中就掌握了性别的分类，并据此做出某些类型的判断。这些性别分类的证据表明婴儿在第一年中至少已经发展出基本的性别图式。而这种现象很难用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发生理论来解释。


有研究表明，儿童生活早期就获得了有关性别分类的知识。实际上，性别图式包含着隐喻的联想。赖恩贝赫等人（Leinbach et al.，1997）认为性别隐喻的知识可能是儿童早期获得性别类型知识的组织者。譬如，男子气的隐喻联结尤其容易被人们所学习，因为他们把男人的身体特征，比如体形、棱角和低沉的嗓音投射到物体上，而女性的特征则要更加抽象些。女性概念常与“柔软”、“圆润”联系起来，男性概念与“锐利”、“坚硬”、“粗糙”联系在一起，这些联想可能源自于人们在性别分类和其他信息分类之间已经建立的联结性对应，比如嗓音高低、不同肌理、服装颜色，以及粗糙或柔软程度（Leinbach et al.，1997），它们可能代表原型表征或类别内的样例的平均特征，已有研究证明这个过程始于婴儿时期（Haith and Benson，1998）。这些隐喻的联结在概念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使得儿童围绕主题和维度来建立图式而不是围绕特定项目间有限的联想。


实际上，“身体”在性别分类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性别分类中涉及的“身”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1）解剖学意义上的“肉身”，即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差异，例如肌肉纤维组织、声音特性等方面的不同；（2）感觉运动中的“身”，即身体的活动，包含各种感官运动，例如人们通常把男人和修理汽车等重体力活联结，把女人和化妆联系起来；（3）人际交往中的“身”，例如在看不见对方的情况下，如果你触摸到的是一只粗糙而有硬度的手，你很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和一名男性握手；（4）社会文化属性上的“身”，受传统文化和社会化的影响，男女在服饰、玩具、饮食等方面也表现出性别差异，例如男性的衣服常让人产生厚重感，他们的玩具大多以大卡车、刀枪等为主，而女性的服饰常具有柔软的特点，她们的玩具也以布娃娃等为主。


五、问题提出

综观上述研究可以看出，随着具身认知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物体表征、情绪再认到道德判断和刻板印象形成等各种认知加工过程关注身体的感觉、运动和状态是如何塑造的。像性别分类的认知加工过程在传统的认知心理学中并不乏对它们的研究和理论解释。但以往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过于注重大脑之内的过程，忽视整个身体的本体感觉经验。


性别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生理和社会特征，从一出生开始就受到关注。个体是如何形成有关性别分类的知识？性别角色又是如何获得的？为什么会有性别刻板印象存在？这些问题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习和文化的角度寻求解释，如性别的图式理论认为性别分类源于儿童根据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定义进行编码和组织信息，进而形成相应的性别图式的过程（Martin et al.，2002）。显而易见，这是传统认知心理学的典型观点。在“认知是具身的”这一观点逐步为研究者熟知的背景下，认知过程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中枢神经系统对抽象符号的加工和转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思维可能与身体的感知和运动系统存在密切关系。道德、时间和人际温暖等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建立在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隐喻上（Slepian et al.，2011）。身体的本体感受以隐喻的方式影响着高级的社会认知，同样地，性别概念也可能同身体的感觉反馈有关。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最大的特征差异似乎是温柔层面的不同，当让被试想出男女的性格差异时，他们一般会想到“刚硬”和“柔软”这两种相反的人格特质（Feingold，1994）。而“刚硬”和“柔软”恰恰是用来描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触觉经验。这样，触觉经验就和男女两性的特征差异联系起来。人在性别分类时往往将男女两性的典型特征作为分类的标准。因此，实验假设性别分类存在具身效应，硬和软的触觉经验为性别分类的表征提供了基础，对软硬的本体感觉经验的模仿，可能会参与到性别分类的过程中。


六、实验部分

1.实验一： 挤压不同软硬度的球对性别两歧面孔分类的影响

人类认知是随着社会发展、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着的。人们的思维是活跃的，而且具有逻辑归纳性，往往会把相类似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慢慢形成一种新的认知与概念。人脸的性别分类是指根据人脸的图像判别其性别的模式识别问题。一般来说，人们通常把人类性别分为两类：男性和女性。由于实验材料使用的是经过处理的性别两歧的中性人类面孔，所以研究时采用了迫选法，让被试判断为男性或女性，而没有设置“中性”的选项。


（1）被试

公开征集被试，80名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自愿参与本实验，其中男生35名，女生45名，年龄在21～2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4.24岁，标准差1.82，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4.8以上），无色盲或色弱，无影响实验的生理疾病或精神病史。将被试随机分为四组，各组男女比例相当。实验结束后，给予每个被试适当的小礼物作为酬谢。


（2）实验设计

实验为2×2的被试间设计。因素一为性别，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水平；因素二为球的类型，包括硬球和软球两个水平。这样，就有四个实验组：男性硬球、男性软球、女性硬球、女性软球。被试的任务是一边用手挤压硬球或软球，一边对随机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人脸的性别做出判断。


（3）实验材料和仪器设备

经过对市面上各种用途的球类的认真筛选，最终选定硬度差异明显的两种硬球和软球各一枚作为本实验的材料。采用的硬球是内部填充了硬质谷物的乳胶球，触感坚硬；采用的软球是橡胶表皮、内部充满水的玩具水球，触感柔软。除了硬度差异之外，两球在颜色、形状、大小等其他方面都相似。


本研究用Face
 
 
 Gen Moderler3.4（Singular Inversions）软件来生成性别模糊面孔。该软件可以根据经验获得的人脸统计参数随机创建三维立体真实的人类面孔，使用者可以调整年龄、种族、性别等若干连续的参数来定义面孔。本研究选取性别参数位于连续体的中间位置生成的若干张面孔作为实验材料，这些面孔的特征来自于经验上典型男性和女性面孔的平均水平。这些面孔既可以被判断为男性也可以被判断为女性。除此之外，每张面孔朝向与屏幕垂直，中性表情，并采用photoshop软件对面孔图片的颜色、细节特征进行处理，去掉头发、耳朵和下颌等相关部位信息，全部为黑白图片，画布背景为灰色，像素为800×600。为了保证选取的面孔在大多数人看来确实为性别模糊的、没有偏差的，在设定软件性别参数的基础上，又实际选取57名被试（男29名，女28名，年龄20～29岁，M = 24.96 ±1.78）在没有挤压球的情况下，对上面的22张面孔图片的性别做出判断，根据卡方检验结果，筛选出被试判断为男和女频数差异不显著的图片，共14张，确定为最终的实验材料。


实验仪器采用联想19英寸CRT显示器呈现刺激，用键盘进行反应。屏幕分辨率为1024×768像素，刷新频率为60Hz。

（4）实验程序

为了掩蔽真实的实验目的，事先告知被试该实验是为了研究分心任务是否会对面孔知觉产生影响。该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让被试戴上耳机，同时按照组别给被试一个特定的球（软球或硬球），并告知这个实验需要用这个球作为道具，请他们按照听到的电子节拍器的声音节奏（每2秒钟响一次），持续挤压手里的球，告诉被试由于在接下来的任务中需要用到它，请他们先练习挤压球动作。每位被试练习的时间约为2分钟。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使得每个被试都有足够长的时间接触球，从而产生相应的触觉经验；第二阶段，随机呈现14张性别两歧的人类面孔图片刺激，要求被试一边持续挤压手里的球，一边判断这些人脸的性别。实验程序由E-Prime2.0编制。具体流程如下：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持续1500ms，然后随机呈现一张面孔图片5000ms，与此同时，被试要边观察图片边用一只手持续挤压手中的球，直到听到一个声音提示才可以按键盘上的“←”或“→”方向键进行反应。按键方向在组内进行平衡。如果被试对某些面孔的性别感觉不确定，请他们凭第一感觉进行判断。在正式实验之前有一个练习阶段。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挤压球的平均时间约为4～5分钟。


被试坐在一个安静且光线柔和的实验室内，距离屏幕约为60cm，视角为7.62°～8.56°。被试完成全部实验后，主试询问他们对该实验目的的猜测。


（5）数据分析

将被试判断为男性的图片个数除以总的图片个数，得到每名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图片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从而将计数数据转换为百分比数据。统计学上，对于二项分布的百分率，可以通过反正弦转换变成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即将百分数转换成其平方根的反正弦值然后用转换后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最后将各反正弦平均数反转换为百分数作为结果。有3名被试对本实验的实验目的产生了怀疑，将他们的数据去除，不计入统计分析。此外，为了保证平均数所反映的是总体的一般情况，将被试反应平均值两侧的2.5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去掉。最后保留有效被试共69名，其中男性硬球组18名，男性软球组15名，女性硬球组17名，女性软球组19名。采用SPSS 1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百分比数据的反正弦转换和两因素完全随机方差分析。


（6）研究结果

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在对性别两歧的面孔进行判断时，挤压硬球的被试（M =54.81%）比挤压软球的被试（M =43.92%）更多地把两歧面孔分类为男性，球的类型主效应显著，F球的类型
 （1，65）＝7.29，p
 <0.01；被试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被试性别
 （1，65）＝1.61，p
 ＝0.21；球的类型与被试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球的类型×被试性别
 （1，65）＝0.17，p
 ＝0.68；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挤压硬球条件下，男性被试组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和女性被试组的差异不显著，p
 >0.05；在挤压软球条件下，男性被试组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与女性被试组判断的差异不显著，p
 >0.05。其中硬球男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58.01%；硬球女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51.41%；软球男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45.80%；软球女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42.44%。

2.实验二：不同书写力度对性别两歧面孔分类的影响

在实验一中，我们以被试对两种不同硬度的球的主动挤压作为触觉感受的指标，考查不同触觉经验对于性别分类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集中的证据，在实验二中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更为间接和无意识的触觉体验方式，进一步探讨软硬的本体感觉反馈对于性别分类的影响。


（1）被试

南京师范大学在校生65名，其中男生29名，女生36名。年龄范围在22～27岁，所有受试者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在4.8以上。无色盲、色弱、精神疾病史等。被试在完成实验任务后，给予精美礼品一份。


（2）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2的被试间设计。因素一为被试性别，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水平；因素二为被试填答问卷时的书写力度，包括用力填写和轻轻填写两个水平；因此形成男性用力填写、女性用力填写、男性轻轻填写和女性轻轻填写共四个实验组，被试的任务是根据各自所在实验组的问卷填写要求，或用力或轻轻填写，对问卷上的人类面孔的性别做出判断。


（3）实验程序

在实验前，每名被试得到一份面孔性别判断任务的问卷和一份答题纸。其中问卷中让被试进行性别分类的面孔材料同实验一，不同的是这些面孔不再呈现在显示器屏幕上，而是打印出来以问卷的形式呈现在纸上，单独装订成册。答案纸是两页纸订在一起，中间用复写纸隔开。为了使触觉体验产生更大的差异，一种答案纸采用的是较厚和坚硬的打印用纸，另一种是采用较薄和柔软的仿影纸。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的要求用圆珠笔在答题纸上作答。其中用力填写组被试看到的指导语是：“下面会呈现一些不同年龄、种族和肤色的人类面孔，请你对这些面孔的性别（是男还是女）做出判断，并在订好的答题纸上写下你的判断，如果你判断为男性就在相应的位置写上‘男性’，反之，则写上‘女性’。如果你对某些面孔的性别不确定，请凭你的第一感觉进行判断。答案纸一式两份，请用力填写。”而轻轻填写组被试看到的指导语除了最后一句换成了“为了不影响复写纸的重复利用，请您轻轻填写”，其余部分都相同。采用两种不同的指导语，是为了让用力填写的被试产生坚硬的触觉体验，而让轻轻填写的被试产生相对柔软的触觉体验。


在所有被试完成问卷后，为了检验被试是否按照其对应的指导语要求进行填答，请两名不了解本实验目的的研究生根据复写纸的纸面凸出情况对每个被试笔迹的用力程度进行评价。轻轻填写组有5名被试书写较为用力，用力填写组有两名被试书写力度不够，另有一名被试没有填写完整，这8名被试的数据没有计入最后的统计分析。此外，为了保证平均数所反映的是总体的一般情况，将被试反应平均值两侧的2.5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去掉。最后共57名被试的数据有效。

（4）研究结果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用力书写男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55.03%；用力书写女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53.06%；轻轻书写男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48.28%；轻轻填写女性组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为47.49%。另外，两因素（书写力度、被试性别）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用力填写组的被试（M =54.05%）比轻轻填写组被试（M =47.84%）更多地将性别两歧的面孔判断为男性，但书写力度的组间差异尚未达到显著性水平，F书写力度
 （1，53）＝3.78，p
 =0.057>0.05；由p值临近显著性水平0.05，可以看出不同的书写力度组之间对于面孔的性别判断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实验1研究结果类似的是，被试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被试性别
 （1，53）＝0.19，p
 ＝0.67；说明被试自身的性别因素并没有对两歧面孔的性别判断产生影响。书写力度与被试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书写力度×被试性别
 （1，65）＝0.035，p
 ＝0.85；这说明被试自身的性别对性别两歧面孔的判断和分类影响不明显。


三、讨论

1.早期的触觉经验对性别分类的影响

在研究一的两个实验中，无论被试自身的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相比挤压软球或轻轻填写组被试，挤压硬球或用力填写组的被试对中性面孔的性别判断更偏向于男性；挤压软球或轻轻填写组的被试对中性面孔的性别分类更偏向于女性。虽然实验二的结果只是接近显著（至于实验二为何会出现接近显著的情况，会在后面的讨论中再具体分析），但也能反映出不同实验组的结果差异。在这两项研究中，软和硬的本体感觉经验影响了被试对面孔的性别判断，这个研究结果与当前的具身认知观点是相一致的。身体的物理感受对个体的认知判断有影响。感知觉和运动觉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大量的行为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所证实。


作为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特征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巴萨卢提出的知觉符号理论（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对人类的知识表征过程给出了新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过程是通过感知觉和内省等接收信息的方式将事物的多模态信息存储于大脑中的，并在需要的时候由大脑将这些多模态的信息重新提取出来进行整合以完成认知。在这里，多模态是指来源于视觉、听觉、本体感觉等通道的知觉经验。巴萨卢本人也是在研究类别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该理论的（谢久书、张常青、王瑞明、陆直，2011）。

在实验一的两项实验中，触觉的软硬度之所以会影响被试的性别分类，也许与人类幼年时期形成性别概念的方式和情境有关。一方面，婴儿不仅通过视觉通道的面孔信息，如面部的轮廓和棱角、皮肤的色泽、头发的深浅和长短等来区分男性和女性，而且婴儿在看到这些特征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触觉上的体验。如，母亲（女性）的身体通常是较为柔软的，她们与婴儿的互动方式是柔和的，常常采用拥抱、抚摸、亲吻等；而父亲（男性）身体的骨骼、肌肉较为结实，与婴儿的互动方式常常是较为激烈的，如嬉戏打闹等。母亲常常给婴儿以柔软的感觉，而父亲给婴儿更多的是坚硬的感觉，这两种不同的触觉体验可能会让婴儿把柔软与女性、坚硬与男性的联结储存在大脑中。因此，被试的性别分类表征可能与其接触坚硬或柔软物体的感觉运动信息有关。当产生了明显软或硬的触觉经验时，与之相对应的性别触觉印象也可能同时得到了激活。在实验一中，当触觉通道产生了坚硬感后，相应的男性触觉印象也同时得到了激活，所以就会出现挤压硬球和用力填写问卷组的被试更多地将中性面孔判断为男性的结果。


通过对以往研究进行元分析，研究者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人格特征方面最为明显的差异表现在温柔性的不同（Feingold，1994）。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关键特征是温柔性，即男性具有阳刚之气，而女性柔软温顺。本研究的结果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观点。硬和软的感觉经验可能为性别分类的具身表征提供来源，从而说明本体感觉模仿可能影响或至少部分影响了性别判断。


2. 个人构念的动力学交互过程对性别分类的影响

面孔是一个人具有特异性的基本信息，是性别分类的重要依据，面孔识别也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内容。先前的研究发现面部线索和视觉敏锐度能影响社会分类的速度（Cloutier et al.，2005）。当面部线索减少时，人们就会更多地通过其他线索，如触觉、听觉等进行社会分类。在研究一中，当被试仅通过视觉线索不能有效判断时，其他线索就会对分类产生影响。这一点反映在实验过程中，就是被试表现得犹豫不决，反复思量，性别分类的速度会降低。为了进一步解释研究一中的结果，我们借助一个新的理论来说明。


弗里曼（Freeman，2011）等提出了个人构念的动力交互理论（Dynamic Interactive Theory of Person Construal）。该理论认为对于他人的知觉是由一个动力系统完成的，是社会分类、刻板印象和高级认知状态与低水平面孔、声音和身体线索加工之间的持续交互作用的结果。该系统的低水平感知觉和高水平社会认知通过多重交互水平加工的动力协作，形成稳定的、整合的个人构念。他们还提出了个人构念的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分为四个水平，分别是线索水平、分类水平、刻板印象水平和高级水平（Freeman and Ambady. 2011）。例如，当看到某个人时，社会分类和刻板印象的表征会随时间动力地演变直到稳定。该模型还强调了分类的背景和跨通道效应。个人构念的动力交互模型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不仅高水平的认知状态会影响低水平的认知加工，反过来低水平的认知加工也会塑造高级的社会认知。这与具身认知理论强调人的身体对心智具有“塑型”作用、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影响高级社会认知的观点是一致的。


对两歧面孔的性别判断也是一种个人构念过程，它会受到如面孔特征和触觉软硬度等线索水平的影响，也会受到“男性是坚强、刚硬的”和“女性是柔软的”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同时偏见、动机和任务要求等高水平的认知状态也对性别判断有影响。当面孔的性别线索不足时，被试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状态，这时被试持续挤压硬球或软球所产生的触觉线索和受文化影响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时被激活，而在同一文化下性别刻板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触觉上的软硬度感就可能影响性别分类的过程。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动力学互动，最后形成一种稳定的性别判断。


在实验二中，用力填写组和轻轻填写组被试将两歧面孔的性别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的差异尚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对于该结果，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主要两种原因：首先，通过笔尖对纸张压力的反作用力所引起的软硬感觉，远不如实验一中用手直接挤压球那么直接和有效。手主动挤压球，与球产生互动，这是长期以来手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信息获取功能的体现，而笔作为一种书写工具是对手的功能的延伸和拓展，它是一种中介，连接起手和纸张，无论是接触面积还是接触方式都不能与手本身的功能相比。因此，虽然研究一的两项实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同，但由于实验自变量的作用方式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但实验二的用力书写组比轻轻书写组被试将中性面孔的性别判断为男性的百分比均值仍然更大。从这一趋势，我们可以推断，软硬的触觉体验可能是影响性别分类的一个因素；其次，实验二中被试填写问卷的时间不好控制，因此造成不同的被试软硬触觉体验的时间不同。总体来讲，实验二的自变量作用时间要短于实验一，差异不显著的结果可能与主试对自变量操作严格度不够有一定的关联。


3.性别文化特征对性别分类的影响

“人们的行为举止是他们承载文化的一个方式。在事先设定的具身（pre-wired embodiments）中，躯体的行为对情感和认知的反应产生一个准备，进而对之后更复杂的反应进行唤醒。文化充盈着这个过程……”（利爱娟、李慧，2011）。每一文化下其成员性别角色的形成都受到自身文化特征的影响，而有一些影响因素是不同文化中都共同存在的，比如触觉等基本身体感觉。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紧绷使肌肉变得坚硬结实可以帮助人们坚定意志力，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如为了长远利益而克服当下的诱惑、忍受疼痛、服下难喝的药物等（Hung and Labroo，2011）。这项研究表明了身体本身的变化对于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影响，即从“坚硬”到“坚强”的映射，不仅局限在隐喻层面的解释，而且有了更为直接的实证研究证据。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舒伯特等人用实验证明了握拳姿势能够增强男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影响其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而女性被试握拳并没有如此效果（Schubert and Semin，2009）。这也可以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在人类早期阶段，男性需要猎食和在同类的竞争中显示权威以适应生存，握拳的姿势令手部肌肉紧绷而更坚硬，让男性更有力量感，使之感到能够足够坚强地面对生存环境的种种挑战。这种行为经验随着世代和进化的累积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心理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坚硬感”不仅是一种触觉体验，它也被赋予了与“坚强”一样的社会文化含义。根据性别角色理论，在大多数文化中男性通常被认为是坚强的、强势的，这种男性的概念或分类就被无意识地与“坚硬”的触觉体验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当面孔的性别特征并不十分明显时，被试挤压硬球或用力书写的触觉体验会影响其性别分类。


对于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目前在科学心理学内部还缺乏一种超越现象的全局性解释理论。但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从跨学科的不同角度寻找证据探讨其产生的机制。其中包括神经生理学的镜像神经元解释、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解释、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和心理模拟理论的解释等。结合本研究的实验结果，我们主要根据后三种理论解释进行分析。


（1）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的认知语言学解释

20世纪末期兴起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为解释人类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莱可夫和约翰逊开启了以隐喻观为核心的现代认知观。他们认为，隐喻是指人们借用一类事物来理解另一类事物的认知过程或思维方式，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语言的获得以身体经验为基础，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产生概念，进而影响思维、判断、分类、推理等高级认知过程。具身认知理论就是认知语言学为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而确立的一种基本研究框架，即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身体经验，这一经验制约了人对心理世界的隐喻性建构。传统上人们习惯于用自身的身体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比如我们所说树冠、树腰、山腰、山脚，都是以我们的身体作为隐喻对象。同样地，从空间方位来看，我们也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分辨前、后、左、右的空间概念。在人类长久的历史演化中，这样的空间概念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常用概念。“我们婴儿时的前概念性经验，如身体运动经验，移动物体的能力，整体感知经验，日常躯体经验中的图像图式，即容器、路径、平衡、上下、部分与整体、前后等，均是日后概念形成与认知的基础。推而广之，整个概念体系的建立，也是根据‘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类比原则来进行的。”
 


兰道（Mark J. Landau）等在莱可夫和约翰逊隐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隐喻扩展的社会认知（Metaphor-Enriched Social Cognition）的观点，认为概念隐喻是一种塑造社会观念和态度的独特认知机制。概念隐喻可以简化社会认知，通过让人们用相对具体的始源域概念（如身体距离）来理解不同的、通常更为抽象的目标域概念（如爱）（Landau et al.，2010）。因此，对于研究一中的实验结果，我们还可以做出以下解释。人们通过在早期生活中得来的“坚硬”和“柔软”的身体经验来隐喻“坚强”“温柔”这两种男性和女性典型的人格特征，而由于性别刻板印象，这两个词也是用来形容男性和女性的最显著特征。所以，当被试触摸到“坚硬”的球时，就会自然而然地与男性联系起来，反之，触摸“柔软”的球时，就会与女性联系起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挤压不同软硬度的球或用不同书写力度填答问卷对判断性别模糊面孔的性别产生了影响的现象。不同于传统上依靠抽象的、离身的分类或图式来构筑人们对社会信息的理解，隐喻的观点强调人们通常依靠具体的身体经验来构建社会现实。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生理、心理机制和实践经验方面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性。有实验证据表明隐喻在不同情境下和个体间的使用具有很大的变异性，因而隐喻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不同文化的社会认知普遍性和特殊性。因而，具身认知理论的观点具有跨文化的解释效度。


（2）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的进化心理学解释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心理的功能机制是为了解决人类祖先面临的适应问题而产生的。演化形成的问题解决者的结构必然反映了适应问题的结构。因此，弄清人类祖先面临的适应问题，也能对人类心理产生新的理解。”对于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的发生机制，我们也可以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寻求解释。很多具身社会认知的现象都有其进化的根源。如，身体对温度的知觉会影响个体对于他人热情人格的评价（Zhong and Leonardelli，2009；Williams and Bargh，2008），这可能同人类祖先对于火的依赖有关。火不仅可以让人取暖抵御严寒，而且可以驱赶野兽，它的使用提高了原始人的存活率，所以人类逐渐将对于火的偏爱泛化到给人以温暖的“热情”人格的偏爱。再如，身体清洁行为可以消除负性情绪（Zhong and Liljenquist，2006；Schnall et al.，2008），因为在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中，清洁可以除去诸如细菌等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物质，而这些危害人体的物质是会引起负性情绪的，如恐惧、厌恶，身体清洁行为在去除有害物质的同时也消除了人的负性情绪。


同样，性别分类也和人类的进化过程有一定的关联。人们对于性别的分类是通过辨识男女两性的某些差异来实现，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男女的原始社会分工。在扮演各自角色的过程中，生理和心理机能都进化出了适应性的特征。远古时期，男性在狩猎和争斗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强壮的骨骼和坚硬而有力量的肌肉，这样的男人更可能获得食物、配偶或领域，有利于实现生存和成功繁衍的目的。而女性的主要社会分工是采摘果实和抚育后代，柔韧的身体更便于在植物中穿行，不容易被枝叶刮伤。女性柔软的身体让婴儿感觉更舒适和安全，有利于抚养婴儿。男性狩猎和女性采摘的社会分工，使两性在身体、心智和行为出现了相对应的特征，并在生存与繁殖中表现出了其优越性，进而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选择和保留了这些特性。因此，在实验一中，“坚硬”和“柔软”的触觉特性与男性和女性特定的身体结构特征的潜意识联系可以塑型人们的性别分类，其心理机制可以从进化心理学理论得到解释。


（3）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的心理模拟解释

根据巴萨卢（1999）的观点，心理模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感知运动系统再激活过程（Barsalou，1999）。运用选择性注意，人们可以从经验中抽取知觉成分的图式表征，并将其存储在记忆中（该记忆存储了客体的某些特征，如形状、味道等），当表征一个对象时，人们在相应的感觉通道复现着与原初类似的体验。概念的形成、知识的表征依赖的就是储存在记忆中的这些身体体验和身体状态的副本，与特殊的感觉通道紧密联系。当它们在记忆中呈现时，个体就容易产生原来那种状态或体验的模拟。这种心理上的模拟构成了知识表征的基础，从而有助于解释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具身语义表征理论（embodie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theory）认为，大脑中并没有专门存储概念的“意义中心”，概念分散表征在感知运动系统中（杨洁、舒华，2011）。

威特等人的实验验证了运动模拟在概念加工中所起的作用。实验者要求被试尽快地指出呈现在投影仪上两组物品的名称，其中一组是工具类，另一组是动物头像。要求被试在命名时用手挤压一个泡沫球，并记录被试命名所需要的时间，结果发现当工具的手柄与挤压泡沫球的手在同一方向时，被试给工具命名的反应时明显增加，而给动物头像命名时，却没有出现这一差异（Witt et al., 2010）。这说明被试在观察到一个可抓握的工具时，会无意识地产生一种抓握的运动模拟。这一运动模拟是概念理解的一个组成成分，对于理解那些含有动作成分的概念是必要的。


四、实验结论

根据以上实验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软硬触觉经验影响被试性别分类结果，即性别分类存在具身效应。


五、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1.不足之处

本研究采用行为实验的方法对性别分类的具身效应进行研究，虽然从实验方案的设计到实验材料的制作和筛选以及因变量指标的确定，先后进行了多次尝试，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有待以后的研究继续改进。


首先是实验材料的严谨性问题，性别两歧面孔是否可以真正达到完全中性化。虽然在中性面孔筛选方面，本研究做了比国外研究更为严格的控制，并增加了预筛选，但由于文化、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每个人对面孔的性别判断标准可能相距甚远。由于受到面孔生成软件固有缺陷的限制，西方人的面孔稍多一些，年龄阶段以青年和中年为主，材料不够全面和丰富，这有可能对被试的判断产生一定影响。今后，可以建立具有更多种族、多年龄段的中性人类面孔的数据库，以改善面孔材料不足的情况。


2.展望

目前，具身认知的研究纲领还处于早期阶段，总的来说，尚未有被所有具身认知理论家一致认可的原则和框架。研究纲领是变化的，甚至核心的研究者也还在试图努力进一步理解“具身认知”概念的准确含义。但是这并不影响研究者从众多研究中寻找具身认知理论假设的普遍特征。统观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作为研究纲领的具身认知的意义。与认知主义的理论相比，具身认知的理论焦点在于突出了身体物理特性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以及身体、认知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为阐释心身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具身认知理论还揭示了人类认知活动的非计算特征，强调认知活动取决于身体本身以及从社会文化中获得的经验。这些观点对认知科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未来的研究，我们可以采用更先进的研究手段，如具有更高时间分辨率的ERP技术和具有更高空间分辨率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例如，通过ERP技术，我们可以看到被试边捏球边进行性别分类时脑电活动的时间进程，从而比较直接、有效地揭示社会分类的动力交互过程。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可进行改善和创新之外，我们还可以将被试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婴幼儿和其他特殊群体，如盲人，从而进行不同群体间的比较研究。按照皮亚杰对认知发展阶段的划分，处于感知运动阶段的婴幼儿更多地依赖动作和触觉等身体的本体感觉来认识事物，那么由此推测软硬感的触觉经验对于婴幼儿在性别分类任务中的结果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另外，由于聋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弱，他们更多依赖具体的感觉经验来认识事物，那么他们对性别两歧面孔进行性别分类时是否会更多依赖触觉等本体感觉经验呢？通过进行更系统和立体化的研究，深入探究认知判断的具身效应的机制和产生条件，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四部分  具身认知的应用研究

第十五章

“具身”在道德判断中的应用：

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

隐喻是指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系统地用于对另外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进行表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客观主义（objectivism）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界都将隐喻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手法、一种语言的副产品。然而，现代认知理论的出现使研究者开始从认知机制对隐喻现象进行分析（叶浩生，2013），莱可夫和约翰逊（1980）最早指出，隐喻反映了人类认知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思维的基本方式，并具有表征概念意义的认知功效，这种观点称为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随后发展的一些理论，如博格迪特斯基（2000）提出的隐喻结构理论（Metaphoric Structuring View），加莱希和莱可夫（2005）提出的神经再开发理论（Neural Exploitation Theory）以及威廉姆斯，黄和巴格（2009）提出的架构理论（Scaffolding Theory）等都进一步丰富了概念隐喻理论的理论框架。


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的本质是人们利用熟悉、具体的经验去构造陌生、抽象的概念。人类在丰富的感知觉经验基础上可以形成关于具体概念范畴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如上—下空间图式、冷—暖温度图式等。通过将关于具体经验的身体图式 “架构” （scaffolding）到抽象的范畴和关系上，人们就可以扩展和丰富对抽象概念的认识，并通过具体事物来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的概念与思想、把握抽象的范畴和关系。这一过程的结果体现在语言层面是概念隐喻映射（mapping），即人们利用具体概念表达抽象概念；而体现在认知层面则是具体概念图式与抽象概念的自然表征关系，即与身体图式相关的感知觉系统会与抽象概念表征建立联结（Landau et al.，2010）。

在各种文化中，白黑颜色概念与道德概念都具有特定的隐喻联系。例如在《圣经》中， 上帝被誉为“世界之光（light of the world）”，撒旦则被称为“黑暗之王（prince of darkness）”； 在《古兰经》中，真主阿拉等于光明，恶魔伊普利斯则等于黑暗；在印度文化中，光明象征真诚，黑暗则象征欺骗；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白色代表纯洁、善良，黑暗则代表罪恶、不公正（Adams and Osgood，1973）。在语言表达中，这种隐喻意义也较为常见。在英语中，白色往往引申为公平、公正、纯洁、诚实，如They treated us white （他们公平地对待我们）、white person （纯洁的人）、white handed （诚实清白）。而黑色则被用来表示邪恶、狡诈、自私，如black man （恶人）、black deeds （恶行）、black mail （敲诈勒索）。在汉语中，当社会非常不公正时，人们形容那是“最黑暗的年代”，相反的情况则称之为“最光明的年代”；欺骗顾客的商家，人们称之为“黑心”商贩，而没有劣迹的人则被赞誉为“白玉无瑕”；歹毒贪婪的官员是“黑心肠”，而廉洁奉公的官员则被称为“为官清白”。


这些例子说明，在概念隐喻的层面上，人们会将白与道德概念相关联，而将黑与不道德概念相关联。根据概念隐喻理论的主要观点，黑白颜色概念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应存在心理现实性。当前，国内外已积累了一些关于黑白或明暗隐喻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情感效价概念的隐喻表征（Meier et al.，2004； Meier et al.，2007；Song et al.，2012；周静，2012），而较少有实验涉及到道德领域。目前仅有两篇关于道德概念黑白表征的研究，谢尔曼和克罗尔（Sherman and Clore ，2009）曾使用stroop实验范式证明，在颜色判断任务中，当词汇呈现色为白色时，词汇越具有道德意义，被试的反应越快，而当词汇呈现色为黑色时，词汇越具有不道德意义，被试的反应越快。班纳吉等人（Banerjee et al.，2012）所进行的研究则证明回忆道德相关事件会影响到人们对环境亮度的知觉，相比回忆道德事件，被试回忆不道德事件后会将实验环境判断为更黑暗。这两项研究都只是证明道德认知会对视知觉判断产生影响，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如果白色与道德概念、黑色与不道德概念的心理表征具有一致性，那么黑白颜色知觉会对道德概念加工产生干扰，这一假设目前还缺乏实证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黑白颜色概念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具有心理现实性，在概念加工任务中，黑白颜色知觉会对道德概念加工产生影响。


另外，当前关于黑白颜色隐喻的研究主要都是采用词色stroop实验范式，通过反应时数据或选择比率数据，证明在词汇加工任务中黑色或白色与特定的词汇意义具有一致的心理表征，如白色更符合积极情感效价，黑色更符合消极情感效价（Meier et al.，2004）。这种研究模式较为简单而不够深入，仅仅将隐喻干扰效应限制在词语水平上进行探讨。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表征是人们实现抽象思维的重要方式，因此与抽象范畴具有隐喻关联的知觉因素会对人们的认知判断过程产生影响。社会心理学和概念隐喻研究领域的大量实验已证明这一假设，例如，阿克曼等人（Ackerman et al.，2010）的研究证明，当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价时，手拿重写字板的被试会比拿轻写字板的被试更倾向于判断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并认为政府应该对解决这些问题投入更多资金。再如，伊泽曼等人（2009）的实验证明，在关系评价任务中，手握冷饮料的被试会比手握热饮料的被试认为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更为冷漠、疏远。说明在一定的任务条件下，知觉感受可以对抽象的认知判断产生同化的影响作用。那么，是否在颜色知觉与道德判断间具有同类型的效应？即当人们对特定事件或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呈现黑色的颜色刺激干扰会导致判断结果偏向于“坏”，而呈现白色的颜色刺激干扰会导致判断结果偏向于“好”？当前还未有实证研究对此问题进行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在道德判断任务中，即时的黑白颜色刺激知觉会对道德判断过程产生影响，导致判断结果呈现认知偏移效应。


黑白色是一种平面的视知觉，黑白色范畴表现在三维世界中是黑暗-明亮的亮度范畴，在日常语言中也可以发现人们有时会用白黑颜色概念表达亮度范畴，如“白天”“黑夜”。从视觉体验来说，可以认为白—黑颜色范畴与光明-黑暗的亮度范畴是相对应的。如果颜色刺激可以对道德判断产生干扰，是否环境亮度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环境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部分研究曾关注环境亮度与人行为倾向的联系（Blöbaum and Hunecke，2005；Hanyu，2010； Johansson et al.，2011），但尚未有研究涉及亮度知觉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此外，根据概念隐喻理论，概念隐喻映射并非无端形成，而是由人们与外界互动中积累的情境经验塑造而成的，例如，人们会使用“大小”范畴表征抽象的权利范畴，这可能源自于生命早期，婴幼儿通过与成年人的互动感受到体积与控制力的关系，当他们逐渐习得权利概念时，就会形成以大小范畴理解权利强弱的心智隐喻。那么，“白好黑坏”的隐喻表征是如何由经验塑造而成的？关于亮度知觉的情境经验可以为此提供解释，人们在黑暗的环境中会感到焦虑、恐慌，而在光明的环境中则会感到安全、舒适，黑暗具有隐匿的特性（Zhong et al.，2010），而光明则具有去隐匿化的特性，因此，在这些经验的作用下，人们可能将关于黑暗与光明的亮度知觉与道德因素产生了关联，同时，当将这种关联迁移投射到颜色范畴时，就产生了白好黑坏的道德隐喻。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中应也包含亮度范畴，明暗亮度知觉与道德认知间的隐喻干扰效应同白黑颜色知觉与道德认知间的隐喻干扰效应应具备共通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3：在特定情境中，环境亮度会对道德认知判断产生影响。


除人与外界的交互经验外，有学者指出文化及语言因素对概念隐喻映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塑造作用。博格迪特斯基（2000）认为，文化环境尤其是语言因素对隐喻映射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语言文化中已经形成的隐喻表达方式会诱发、激发具体概念范畴向抽象概念范畴的结构映射，词汇和隐喻性表达方式的重复使用是形成图式映射、导致特定的知觉运动系统与抽象认知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凯萨撒托和博格迪特斯基（2008）也认为，概念隐喻映射的发展是由基本经验关系和语言表达共同塑造的。身体运动经验为普遍的概念隐喻映射提供基础，而文化因素特别是语言的介入则可以强化部分隐喻联结、弱化部分隐喻联结。因此，语言中隐喻表达方式的反复使用会对实际心理层面的隐喻表征产生影响。当前研究者只是在时空隐喻表征领域证实了这一观点（Casasanto，2010）。具体到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白好黑坏”是日常语言中常见的隐喻表达方式，是否这种表达方式的使用对道德范畴与黑白颜色范畴的隐喻联结具有塑造作用？当前未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通过语言学习凸显或启动这种表达方式后，道德范畴的黑白色心理表征会加强，在这种情况下，黑白颜色知觉应会对道德概念加工产生更强烈的影响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4：“白好黑坏”隐喻表达方式的凸显会加强黑白颜色知觉与道德概念加工间的隐喻一致性效应。


通过分析和假设可以看出，关于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研究还较少，且研究不够全面深入。本研究对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通过四个实验对上述假设进行一一验证。实验1包括两个分实验，分别使用不同的实验范式探讨道德词的呈现色是否会影响到被试对道德词的选择或判断；实验2则验证是否背景颜色线索会影响被试对道德故事的评判；实验3在前两个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横向扩展，探讨在一定的情境中，是否环境亮度的差异会造成被试对道德相关问题的认知判断差异，并根据实验结果讨论塑造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因素。实验4则验证是否“白好黑坏”隐喻表达方式的凸显可以对黑白颜色知觉与道德概念加工间的隐喻一致性效应产生影响。并根据实验结果探讨语言因素在塑造隐喻映射发展中的作用。


一、 实验1a

1.实验目的与假设

实验1a探讨在语词层面上，道德概念的黑白色表征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实验范式借鉴并改编莱肯斯等人（Lakens et al.，2011）在验证权利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时使用的词语翻译匹配范式。按照本研究的假设，“白好黑坏”的隐喻联结存在于自然的心理表征层面，因此在翻译选择任务中，被试会倾向于将道德词与白色备选词相匹配，将不道德词与黑色备选词相匹配。


2.研究方法

（1）被试

32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男生14人，女生18人，年龄在18～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3 ± 1.1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色觉正常，且均不熟悉希腊文。


（2）实验材料及其评定

实验材料包括三类词：道德词、不道德词和中性词，均为双字词，各 20 个。道德词包括公正、仁爱、无私等词，不道德词包括狡诈、恶毒、贪婪等词，填充词包括结束、变化、冷却等词。选择实验材料时对词汇的频率进行了控制，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这些词汇都是高频使用词汇。


3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实验材料进行了评定，按照词汇的道德效价从非常不道德到非常道德进行了9点等级评分。


1 = 非常坏，9 = 非常好。道德词得分均值 M
 = 7.69，标准差 SD
 = 0.57，显著大于5，t
 （29）= 25.85，p
 < 0.001；不道德词汇的得分均值 M
 = 2.62，标准差 SD
 = 0.47，显著小于 5，t
 （29）= 27.63，p
 < 0.001；中性词的得分均值 M
 = 5.10，标准差 SD
 = 0.71，与均值5比较无差异，t
 （29）= 0.77，p
 = 0.448。表明实验材料中词汇的选择是合乎人们经验的，符合实验的要求。

（3）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翻译词（中文词汇）类型，分为三个水平：道德词、不道德词和中性词。因变量是在翻译选择任务中被试针对三种类型翻译词选择黑色词或白色词的比率。


采用E-Prime软件编制实验程序。实验材料全部处理成分辨率为550×300像素的图片。如图15—1所示，图片的上方会呈现一个黄色中文词，下方则呈现两个左右水平对称的希腊文单词：一个单词为黑色，灰度值为100%；另一个单词为白色，灰度值为0%。两个单词的字形有所不同，图片背景颜色是灰度值为50%的灰色，所有字词的大小均为小一号。实验共包括60组序列，60个翻译词包括20个道德词、20个不道德词和20个中性词，黑色希腊词与白色希腊词在屏幕的左右呈现顺序进行了平衡。


[image: ]


图15—1 实验1a所呈现的图片举例

进入实验后，通过实验指导语，被试得知屏幕上会呈现一个中文词与两个希腊文单词，实验任务是根据字形猜测哪一个希腊文单词是中文词的对应翻译。实验开始后，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线索“+”，呈现时间为300 ms，之后呈现词汇翻译选择页面，被试需要按键选择他认为正确的翻译，选择左边的希腊词按“F”键，选择右边的希腊词按“J”键，按键反应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60组序列材料按照随机顺序呈现一遍。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按键选择。


实验完成后，被试还需完成一个检查问题，问题要求被试回答是否认为自己在词汇翻译选择过程中受到了备选词颜色的影响，被试对此问题进行5点评分，1代表完全没有影响，5代表影响很强烈。


3.实验结果和分析

对被试关于检查问题的回答进行分析发现，32名被试中，有两名被试认为自己的翻译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备选词颜色的影响，删除这两名被试的数据，其余被试均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受到词汇颜色影响（5点评分中分别选择了“1”）。计算被试针对不同类型翻译词选择白色和黑色备选词的频次，并将频次数据转化为百分比，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1所示。


表15—1 被试词汇选择的百分比均值与标准差









	
备选词颜色


	
翻译词类型





	
道德词


	
不道德词


	
中性词





	
白色


	
60.2% ± 4.4%


	
34.7% ± 6.5%


	
53.2% ± 8.7%





	
黑色


	
39.8% ± 4.4%


	
65.3% ± 6.5%


	
46.8% ± 8.7%







以翻译词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为自变量，以被试选择白色备选词的百分比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自变量效应显著，F
 （1，29）= 15.55，p
 < 0.001，（p
 2
 = 0.35。单样本t
 检验显示，当翻译词为道德词时，被试选择白色备选词作为正确翻译的比率显著高于随机选择的比率（50%），t
 （29）= 5.91，p
 < 0.001；由于被试选择白色备选词的比率与选择黑色备选词比率之和为100%，因此被试选择黑色备选词作为正确翻译的比率显著低于随机选择的比率。而当翻译词为不道德词时，被试选择白色备选词作为正确翻译的比率显著低于随机选择的比率，t
 （29）= 12.81，p
 < 0.001；因此被试选择黑色备选词作为正确翻译的比率显著高于随机选择的比率。当翻译词为中性词时，被试选择白色备选词作为正确翻译的比率与随机选择的比率无显著差异，t
 （29）= 1.45，p
 = 0.159，因此被试选择黑色备选词作为正确翻译的比率与随机选择的比率也无显著差异。


4.讨论

实验 1a 采用选择法，要求被试为道德词、不道德词和中性词选择正确的对应翻译，实验结果显示：当呈现的词是道德词时，被试倾向于选择白色备选词为对应的正确翻译，当呈现的词是不道德词时，被试倾向于选择黑色备选为对应的正确翻译，当呈现的词是中性词时，被试对不同颜色备选词的选择比率不存在差异。这说明，被试倾向于将白色词与道德概念、黑色词与不道德概念相关联。此外，由于实验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词形做出选择，因此备选词颜色是任务无关刺激，而通过对检查问题分析发现，被试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判断受到了词汇颜色的影响。这说明“白好黑坏”的联结倾向是无意识的。从而证明，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隐喻联结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还存在于认知层面，道德词与白色的心理表征具有一致性，不道德词与黑色的心理表征具有一致性。



 
 二、实验1b

1.实验目的与假设

本实验的目的与实验1a相同，只是使用不同的实验范式—— 词性判断任务，对实验1a的假设进行再次验证。如果白色与道德概念具有共同的心理表征，黑色与不道德概念具有共同的心理表征，那么在词性判断任务中应出现词色stroop效应。即道德词以与其隐喻表征一致的颜色呈现时，判断任务应被易化，反应时间更短；相反，如果不一致，那么判断任务被抑制，反应时间更长。


2.实验方法

（1）被试

30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男生12人，女生18人，年龄在19～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5 ± 0.8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色觉正常。


（2）实验材料及其评定

实验材料包括20个道德词与20个非道德词，词汇的选择同实验 1a。

（3）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采用2×2被试内实验设计。第一个自变量为词汇类型，分为道德词与不道德词两个水平； 第二个自变量为词汇颜色，分为白色与黑色两个水平。


采用E-Prime软件编制实验程序，实验材料全部处理成分辨率为550×300像素的图片。目标词呈现在图片中央，字体为黑体小一号字，颜色为黑色或白色，黑色的灰度值为100%，白色的灰度值为0%，图片的背景颜色是灰度值为50%的灰色。20个道德词与20个不道德词都以黑白两种颜色各呈现一次，共包括80个试次。


根据实验指导语，被试被要求对呈现的目标词尽快做出词性判断，判断为道德词就按 “J” 键，判断为不道德词就按 “F” 键，按键任务在被试间进行了平衡。实验开始后，首先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呈现时间为500 ms，之后呈现一个目标词，被试迅速按键做出判断，之后目标词消失，注视点出现，进入下一个试次。如果被试2000 ms内没有反应，目标词自动消失，计算机将当前判断计为错误反应，80个试次按照完全随机的顺序呈现。正式实验前有5个试次进行练习。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与准确率。


3.实验结果与分析

共有30名被试参加了实验1b。剔除按键反应错误的数据和辨别反应时在平均数3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据此删除了4.71%的数据。此外的所有数据录入SPSS13.0软件，对被试判断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2所示。


表15—2 被试词性判断的反应时和标准差（ms）








	
词汇颜色


	
词汇类型





	
道德词


	
不道德词





	
白色


	
584 ± 90


	
653 ± 102





	
黑色


	
629 ± 108


	
637 ± 101







以被试词性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以词汇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和词汇颜色（白色，黑色）为自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颜色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
 （1，29）= 3.14，p
 = 0.087，（p
 2
 = 0.10，被试对白色词判断的反应时（619 ± 102 ms）小于对黑色词判断的反应时（633 ± 103 ms）；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29）= 8.67，p
 = 0.006，（p
 2
 = 0.23，被试对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607 ± 101 ms）要快于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645 ± 100 ms）；词汇类型与词汇颜色的交互作用显著，F
 （1，29）= 10.44，p
 = 0.003，（p
 2
 = 0.27。

进一步分析发现，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在词汇颜色水平上差异显著，t
 （29）= 3.01，p
 = 0.005，被试对白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显著快于对黑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在词汇颜色水平上差异边缘显著，t
 （29）= 1.81，p
 = 0.081，被试对白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要慢于对黑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


4.讨论


 
 实验1b采用词汇分类法，要求被试迅速判断呈现词的性质。实验结果显示，在整体上，被试对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要快于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这同以往研究结论是相符合的，大量研究证明，在词性判断任务中，被试对具有积极意义词汇的判断要快于对具有消极意义词汇的判断（Meier and Robinson，2004； Meier et al.，2004，王锃、鲁忠义，2013）。这种效应可能源自于个体对词汇的加工存在“负性偏向”，具体来说，就是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和加工需要耗费更多的注意资源和时间，由于个体的注意在负性刺激上会停留更长时间，因此在本实验中被试对不道德词判断的反应时会慢于对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


更为重要的是，实验结果显示词汇类型和颜色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被试对白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显著小于对黑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而被试对黑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也要小于对白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在本实验中，词汇颜色属于与词性和实验任务无关的刺激特征，但在词性判断任务中词汇的颜色会对判断反应产生影响。在词性判断任务中，当词色表征一致时产生易化效应，反应时更短；当词色表征不一致时产生干扰效应，反应时间更长。


以词语为实验材料探讨抽象概念的隐喻表征性问题是概念隐喻研究中最为常见、基础的实证研究模式。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知觉刺激设定为一种任务无关刺激，考察知觉刺激是否会对与其具有隐喻联结的概念加工任务产生影响。这种模式的逻辑假设是，词汇的物理属性（如呈现色、呈现位置、呈现字体等）与词汇意义是完全无关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词汇物理属性的知觉不会影响到抽象的词汇加工任务。如果产生了特定的交互效应，即词汇意义的变化与知觉属性的变化组合会对加工任务产生不同的干扰，则可以说明人们对相关的知觉属性范畴与词汇意义范畴具有特定的匹配联结倾向，进而证明相关的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现象，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概念表征方式。大量关于权利概念空间隐喻表征、情感概念颜色隐喻表征的研究都曾使用过类似研究方式。实验1a和实验1b采用两种不同的实验范式，探讨了黑白色知觉对道德词加工的影响。两个实验的实验结果具有一致性，验证了实验最初的假设：道德概念具有黑白隐喻表征，其中，道德词以白色呈现时，更符合被试关于道德概念的心理表征，而不道德词以黑色呈现时，更符合被试关于不道德概念的心理表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黑白颜色的象征意义方面，中西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往往只具有褒义，黑色只具有贬义。而在我国，白色一方面具有彰明、显赫、纯洁、吉祥的积极含义，同时也是死亡和凶兆的象征，常出现在丧葬场合，具有一定的禁忌性；黑色虽常与邪恶、犯罪、狠毒、恐怖等意义关联，但由于黑与铁的颜色相似，因此也象征刚毅、不屈，如京剧中的黑脸包公，同时黑色有象征尊贵、庄严、典雅的意义。因此中国文化中白和黑都具有复杂的褒、贬两重含义。即便如此，在汉语中，当黑白颜色范畴仅与道德范畴产生关联时，“白与黑”还是非常确定的分别和“善与恶”道德概念具有隐喻映射关系。实验1的研究结果与汉语中关于道德概念的颜色隐喻表达是一致的，从词汇层面证明白色与道德意义、黑色与不道德意义具有稳定的心理表征关系。


实验1仅仅是在词汇水平上证明了白好黑坏的隐喻联结具有心理现实性。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表征是人们实现抽象思维的重要方式，白好黑坏这种隐喻联结的存在对人们实际的与道德因素相关的认知活动是否会产生影响？在心理学研究领域，道德判断问题是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西方心理学继承了其哲学母体中休谟与康德的“情与理之争”，道德判断研究大都集中在认知或情感层面。近年来，随着具身认知研究思潮的兴起，学者开始关注道德判断中的感知觉因素，社会心理学和概念隐喻理论研究领域的大量实验证明，洁净感、嗅觉刺激等知觉因素会对人们的道德认知产生干扰（Schnall et al.，2008； Zhong et al.，2010）。那么，黑白颜色刺激作为一种知觉因素，是否也可以对复杂的道德判断过程产生作用？实验2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三、实验2

1.实验目的与假设


 
 探讨是否人们道德判断会受到黑白颜色知觉的影响。在本实验中，被试要求对所呈现的道德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不同组别的被试所阅读的故事呈现在白色或黑色的背景之上。如果白黑颜色刺激对道德认知具有干扰
 
 作用，那么不同的颜色知觉可以促进与隐喻映射方向一致的道德判断，白色的视觉线索会导致被试对行为的评判向道德一侧偏移，黑色的视觉线索会导致被试对行为的评判向不道德一侧偏移。


2.实验方法

（1）被试

52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男生28人，女生24人，年龄在19～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1 ± 1.2。所有被试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色觉正常。


（2）实验材料及评定

实验材料包括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类材料：典型不道德事件和道德两难事件，每类故事各八个。材料的选取参考并改编了一些道德判断有关实证研究中使用过的材料（Greene et al.，2001；Schnall et al.，2008；Zhong et al.，2010）。

3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学生对实验材料进行了评定，根据对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是否容易做出道德评判进行7点等级评分。1 = 做出判断非常容易，7 = 做出判断非常困难。8个不道德故事得分均值M
 = 1.74，标准差SD
 = 0.49，显著小于4，t
 （29）= ‒
 27.60，p
 < 0.001；8个两难故事得分均值M
 = 5.79，标准差SD
 = 0.47，显著大于4，t
 （29）= 20.97，p
 < 0.001。表明前测被试认为对不道德故事进行道德评判比较容易，对道德两难故事进行道德评判比较困难。实验材料的选取是合乎人们经验的。



材料
 举例：


一条街道上有很多火锅店，其中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听说，有一种叫“飘香剂”的添加剂可以让汤底更加颜色鲜艳、香味四溢，但这种添加剂其中有些化学成分可能会致癌。为了招揽顾客，老板在明知对人身体有害的情况下还是在火锅汤底中使用了这种非法添加剂（不道德故事）。


一名女大学生在考研时考取了理想中的学校，但是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由于大学时已欠下了大量的助学贷款，她也无法再继续向银行贷款。这时，一个国外色情电影制作公司向她提出邀请，如果她愿意出演一部色情片，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由于这些色情片主要是在国外以DVD的形式发行，因此，不会有人发现这件事。最终，女学生为了得到上学开支，同意了拍摄色情片（道德两难故事）。


（3）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第一个自变量为实验条件，分为两个水平：白色线索组与黑色线索组，每组各26名被试，是被试间因素；第二个自变量为故事类型，分为不道德故事与道德两难故事，是被试内因素。


采用E-Prime软件编制实验程序。实验材料全部处理成分辨率为950×650像素的图片。图片中心位置有一个14 cm × 7 cm的方框，方框内呈现道德故事及评判内容，字体大小为四号，字的颜色为灰度值50%的灰色，方框外的图片底色也是灰度值50%的灰色。实验材料共两套：第一套材料方框内的背景颜色是灰度值0%的白色，第二套材料方框内的背景色是灰度值100%的黑色。26名白色线索组被试完成第一套材料，26名黑色线索组被试完成第二套材料。每套材料都包括16张图片，其中8张呈现不道德故事，8张呈现道德两难故事。两套图片除方框内背景色不同外其余完全相同。


进入实验后，通过实验指导语，被试得知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屏幕上会呈现一系列故事，被试的任务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这些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评判的方式是以十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道德，10表示非常不道德，分值越大表示被试认为行为越不正确，分值越小表示被试认为行为越正确。键盘有十个贴数字标签的键位分别表示从1到10，在每一次评判时被试均按键盘上对应的键位表示自己的评判结果，按键反应后自动翻页，电子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按键反应，所有图片以完全随机的顺序呈现。两组被试各完成与自己组别相对应的一套实验材料。


3.实验结果与分析

所有被试都是按照指导要求完成了实验，因此所有数据都是有效数据。将数据录入SPSS13.0统计软件，计算不同组别被试对不道德故事和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3所示。


表15—3 不同组被试对不同类型故事道德评判得分均值及标准差








	
实验条件


	
故事类型





	
不道德故事


	
道德两难故事





	
白色线索组


	
7.85 ± 0.66


	
6.00 ± 0.83





	
黑色线索组


	
7.99 ± 0.57


	
6.51 ± 0.67







以实验组别（白色线索组，黑色线索组）作为组间自变量，以故事类型（不道德故事，道德两难故事）作为组内自变量，以被试的不道德评分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变量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
 （1，50）= 3.78，p
 = 0.058，（p
 2
 = 0.07，黑色线索组被试的对故事的不道德效价评分（7.93 ± 0.56）高于白色线索组被试对故事的不道德效价评分（6.93 ± 0.66）；故事类型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
 （1，50）= 366.35，p
 < 0.001，（p
 2
 = 0.88，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不道德效价评分（7.93 ± 0.61）显著高于对两难故事的不道德效价评分（6.25 ± 0.79）；实验条件与故事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
 （1，50）= 4.46，p
 = 0.04，（p
 2
 = 0.08，两组被试对不同类型道德故事的不道德评分存在差异。


由于交互作用显著，分别以被试对不道德故事和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作为因变量，以组别作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分析显示，被试对于不道德故事评分的组间差异不显著，t
 （50）= 0.86，p
 = 0.395；而被试对于道德两难故事评分的组间差异显著，t
 （50）= 2.46，p
 = 0.017，黑色线索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显著高于白色线索组被试的评分。


4.讨论

实验2中被试要求对所呈现的道德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不同组别的被试所阅读的故事呈现在不同颜色的背景之上（黑色，白色），实验材料分为不道德故事与道德两难故事两类。实验结果显示，故事类型的主效应显著，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不道德评分均值显著高于对两难故事的评分均值。这是因为，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行为选择从某种角度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两难故事中的行为选择在某些被试看来并不是错误的，因而相比于典型的不道德故事，被试对两难故事中主人公行为的不道德效价评分要更低，这说明实验材料的选取是合乎人们经验的、合理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实验中不同颜色线索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的道德判断评分存在显著差异。白色线索组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显著低于黑色线索组被试对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这验证了实验假设：黑白颜色知觉可以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在本实验中，当被试对道德故事加工判断时，黑白颜色线索会对被试的道德认知判断产生同化的影响作用。同样的道德两难行为，呈现在白色背景上时会看起来更“好”，呈现在黑色背景上时会看起来更“坏”。不同的颜色线索导致被试对道德两难故事的认知评判分别向与隐喻映射一致的方向偏移，从而降低或提高了被试对两难故事的不道德评分，产生了道德评判的组间差异。因此，实验2进一步证明道德概念与黑白颜色概念的隐喻联结存在心理现实性，在一定的实验任务条件下，被试会无意识地在黑白颜色范畴与抽象的道德范畴间建立联结关系，并对实际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


另外，在本实验中，不同组别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评分不存在组间差异。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实验材料中的不道德故事涉及的都是常见的不道德行为，如报复、歧视、欺骗等，而对这些事件或行为被试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态度，因此，对此类行为的道德评判很难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相比于不道德故事，道德两难故事中的行为选择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些行为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是道德的，但从另一角度看似乎是不道德的。因此，被试很难对两难故事做出非常确定的善恶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与隐喻映射相关的知觉刺激因素可能更容易对道德判断过程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本实验的因变量是被试对故事的不道德效价评分，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实验材料中没有包含典型的美德故事。从判断难度和认知复杂程度来看，典型的美德故事和不道德故事属于同一类别，因此，研究推测，在同样的实验任务中，黑白颜色知觉应也不会对关于美德故事的道德判断产生影响。


实验2考察了黑白颜色刺激对人道德判断的影响，黑白颜色范畴表现在三维世界中是黑暗明亮的明亮度范畴，而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隐喻映射关系可能正是由人们关于“光明”与“黑暗”的知觉及认知经验塑造而成。因此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中应也包含亮度范畴，是否环境的亮度也可以对道德判断过程产生干扰作用？实验3对此假设进行验证。


四、实验3

1.实验目的与假设

探讨是否环境亮度会造成个体对道德相关问题的认知判断差异。在本实验中，通过一定的实验情境设置，被试先进行与实验真正目的无关的测试，之后得知自己与一位不会见面的合作者共同分配一定数量的实验酬劳。被试需要评估如果由合作者决定得酬劳分配比例，那么自己是否有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以及预测自己获得奖金的数额。实验假设，如果环境的亮度会对个体的道德认知判断产生影响，那么在个体思考道德相关问题时（合作者是否会公平地对待自己），黑暗视知觉体验会引发更多的负性道德特质联想。因此相比明亮环境，在黑暗环境中的被试会更倾向于认为酬劳分配中合作者会不道德（不公正）地对待自己，并预期自己的奖金会更低。


2.实验方法

（1）被试

68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男生40人，女生28人，年龄在20～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4 ± 1.3岁。所有被试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色觉正常。


（2）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本实验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第一个变量为实验条件，是被试间因素，分为两个水平：明亮环境，黑暗环境，使用专业测光仪对实验室的亮度进行测定控制，其中，黑暗环境情况下实验室的中心处亮度小于30 LUX，而明亮环境情况下实验室的中心处亮度大于500 LUX，不同组别被试在不同的亮度环境下完成实验，明环境组与暗环境组各包括一半被试。第二个变量为假定的酬劳分配方式，分为两个水平：合作者分配，按成绩分配，是被试内因素。


每名被试在实验室单独完成实验，进入实验室后先进行一分钟的明适应或暗适应，之后开始正式实验。实验程序使用E-prime软件编制，实验在电脑上进行操作，所有实验任务及问题被试都只需要按键选择，键盘上有15个贴数字标签的键位分别表示从1到15，数字标签使用荧光贴纸制作而成，从而保证了暗环境组的被试可以准确的进行按键反应。实验的第一步要求被试完成一套图形推理测试。测试包括30个题目，每个题目有3～6个答案选项，测试题目均通过网络搜集得到。指导语要求被试观察屏幕上呈现的系列图形，根据观察所得规律尽快从备选项中选择合适的答案，并按键盘上对应的数字键位表示自己选择的选项，每次按键完成后会自动翻页进入下一题目，直到30个题目全部完成为止，30个题目以完全随机的顺序呈现。


测试任务完成后，屏幕上会呈现一段关于实验的说明，通过说明被试得知，这次测试是一次选拔性测试，成绩较好的被试可以参加下一次有较高报酬的实验，因此需要对被试的测试成绩进行评估。关于被试刚刚测试的数据会在线传输到另一个房间的电脑上，在那个房间里，有一名实验合作者会记录和检查被试的测试答案，并根据测试正确率计分规则计算出被试的测试成绩。根据实验规则，被试和这名合作者不能见面，但他们一共会获得15元的酬劳，由于每名被试的答题状况都不一样，因此合作者计分时的工作量也不一致，因而每对合作者与被试的酬劳分配比例也不一致。被试阅读完说明后，按任意键翻页，之后回答四个问题，问题分别是：


①“一种酬劳分配方式是按照测试成绩进行固定比例分配，由于当测试题目的正确率较高、耗费时间较短时，计分的合作者更容易对分数进行核算，工作量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答题者可获得较高比例的酬劳，而合作者则获得的酬劳就相对减少，反之，如果测试成绩较差，那么答题者获得酬劳的比例就较少，而合作者获得的酬劳比例就会较高。你认为自己的测试成绩与平均水平相比会有何差异？请按数字键1到7进行评估，1表示成绩非常差，7表示成绩非常好。数字越大，表示你认为自己成绩越好。”


②“你认为如果按照测试成绩进行酬劳分配的话，你会获得多少酬劳？请按数字键1到15中的对应键表示自己的评估。”


③“另一种酬劳分配方式是由计分的合作者自行决定分配比例，合作者决定酬劳分配比例后告之实验主试，主试将相应的酬劳发放给答题者。你认为，如果由合作者自行决定酬劳分配比例，你是否有可能在酬劳分配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请按数字键1到7进行评估，1表示完全不会，7表示一定会。数字越大，表示你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能性越高。”


④“你认为如果完全由合作的计分者自行决定酬劳分配比例，你会获得多少酬劳？请按数字键1到15中的对应键表示自己的评估。”


被试依次按键完成这四个问题，之后实验任务结束，被试离开实验室，并在实验室外完成检查问题，检查问题要求被试以1至7点评分指出实验室环境是否让他们产生了厌恶感？是否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感以及是否产生了焦虑感？1代表完全没有，7代表非常强烈。之后，实验者询问被试的是否按要求完成了实验任务，并向被试解释实验的真实情况，然后支付给被试一定的酬劳。


3.实验结果与分析

有4名被试在实验中对实验任务产生了误解，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完成任务。删除这4名被试的数据，其余64名被试的数据录入SPSS13.0统计软件，其中明环境组被试数33人，暗环境组被试31人。计算每名被试在推理测试题目中的得分，答对一题计1分，答错计0分，明环境组被试推理测试得分均值


M
 = 16.91，标准差SD
 = 4.34，暗环境组被试推理测试得分均值M
 = 17.39，标准差SD
 = 4.53。独立样本t
 检验显示，不同亮度环境组被试在测试中的成绩组间差异不显著，t
 （62）= 0.43，p
 = 0.668。

表15—4 被试的预期酬劳均值及标准差（元）








	
实验条件


	
酬劳分配方式





	
按成绩分配


	
合作者分配





	
明环境


	
9.55 ± 1.48


	
8.70 ± 1.65





	
暗环境


	
9.42 ± 1.80


	
7.77 ± 1.86







计算不同组别被试针对不同酬劳分配方式所产生的预期酬劳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4所示。以实验条件（明环境组，暗环境组）作为组间自变量，以酬劳分配方式（按成绩分配，合作者分配）作为组内自变量，以被试的预期酬劳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
 （1，62）= 0.79，p
 = 0.186，（p
 2
 = 0.03；酬劳分配方式的主效应显著，F
 （1，62）= 56.36，p
 < 0.001，（p
 2
 = 0.47，相比于由合作者进行酬劳分配（8.25 ± 1.81），假设按测试成绩进行酬劳分配时被试会对自己的酬劳所得有更高的预期（9.48 ± 1.63）。两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1，62）= 5.73，p
 = 0.019，（p
 2
 = 0.09。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假设按测试成绩进行酬劳分配时，不同实验条件组被试对酬劳预期的组间差异不显著，t
 （62）= 0.31，p
 = 0.762。而当假设由计分的合作者决定酬劳分配时，不同实验条件组被试对酬劳预期的组间差异显著，t
 （62）= 2.09，p
 = 0.040，暗环境组被试对自己所获得酬劳的预期会少于明环境组被试的预期。


表15—5 被试对成绩评估和受不公正对待可能性评估的均值与标准差








	
实验条件


	
评估项目





	
成绩


	
不公正对待可能性





	
明环境组


	
5.30 ± 1.16


	
4.24 ± 1.20





	
暗环境组


	
5.10 ± 1.30


	
5.00 ± 1.34







计算不同组别被试对成绩评估和受不公正对待可能性评估的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5所示。当假设按测试成绩进行酬劳分配时，不同亮度环境组被试对自己成绩水平评估的组间差异不显著，t
 （62）= 0.67，p
 = 0.505。回归分析显示，被试的实际成绩可以显著预测被试的主观预测成绩，（ = 0.65，t
 = 6.81，p
 < 0.001，而被试对成绩的评估则可以显著预测预期酬劳，

（ = 0.63，t
 = 6.31，p
 < 0.001；将被试在推理测试中实际成绩与主观评估成绩的数据进行标准化Z分数转换，计算标准化转换后这两组数据的差值，明环境组被试主观评估成绩与实际成绩之间的差值均值M
 = 0.13，标准差SD
 = 0.77，暗环境组被试主观评估成绩与实际成绩之间的差值均值M
 = ‒
 0.14，标准差SD
 = 0.88。独立样本t
 检验显示，不同亮度环境组被试关于主观评估成绩与实际成绩间的差值组间差异不显著，t
 （62）= 1.34，p
 = 0.189。

而当假设由计分的合作者决定酬劳分配时，不同亮度环境组被试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可能性的评估组间差异显著，t
 （62）= 2.38，p
 = 0.021，暗环境组被试会比明环境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酬劳分配中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回归分析显示，被试对自我受到不公正对待可能性的评估可以显著预测预期酬劳，β
 = ‒
 0.51，t
 = ‒
 4.41，p
 < 0.001。使用一次检验法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当同时将实验条件变量和不公正可能性评估作为自变量，将预期酬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只有不公正可能性评估可以预测预期酬劳， β
 = ‒
 0.47，t
 = ‒
 4.11，p
 < 0.001，而实验条件变量对预期酬劳的作用则不再显著，β
 = ‒
 0.12，t
 = ‒
 1.06，p
 = 0.295，不公正评估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实验条件和预期酬劳之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可能性评估的完全中介作用。

另外，统计计算被试对三个关于情绪检查问题回答的评分，以实验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分别以被试对这三个问题的评分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分析显示，不同实验环境组被试关于这三个检查问题的回答评分均值无显著组间差异，t
 （62）恐惧
 = 0.43，p
 = 0.663；t
 （62）厌恶
 = 1.05，p
 = 0.299；t
 （62）焦虑
 = 0.47，p
 = 0.639，这说明不同实验环境并没有对被试的恐惧感、厌恶感和焦虑感等情绪造成影响。协方差分析发现，当将被试自我评估的恐惧感、厌恶感及焦虑感指数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后，不同实验环境组被试关于不公正可能性评估的组间差异依然显著，F
 （1，59）= 5.95，p
 = 0.018，（p
 2
 = 0.09。

4.讨论

实验3创造了一种实验情境，在此情境中，被试会认为自己与另外一名合作者共同分配一定数量的酬劳。酬劳分配方式有按照被试测试成绩分配或由合作者自行决定分配两种方式。实验结果显示，当假设由计分的合作者决定分配比例时，在黑暗环境中完成实验的被试会比在明亮环境中完成实验的被试对酬劳有更低的预期； 而当假设按测试成绩进行酬劳分配时，不同组别被试对于酬劳预期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这说明，当酬劳分配方式涉及到道德问题即他人是否会公平对待自己时，实验环境亮度差异会对酬劳预期产生影响，而当酬劳分配与道德因素无关时，环境亮度差异则不会对酬劳预期产生影响。


此外，当假设由计分的合作者决定酬劳分配时，被试对自己受不公正对待可能性的评估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回归分析显示，在实验条件变量对酬劳预期的作用中，不公正评估的完全中介作用显著，不公正评估可以显著预测预期酬劳。这进一步说明，当酬劳分配问题与道德因素相关时，被试在认知判断的过程中会受到环境亮度的影响，暗环境组被试会比明环境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酬劳分配中会受到不道德（不公平）的对待，从而预期自己得到的酬劳也较少。


除隐喻一致性效应外，存在其他的替代假设可以对被试的评估差异进行解释：一种可能性是黑暗环境可以提高人们自我知觉的匿名感（anonymity），而在匿名的情况下人们做出自利行为的代价较小，因此，可能在黑暗实验条件下的被试有更强的自私自利性，从而更直接表达出对他人的不信任及对自己经济受损的担忧。如果这一可能性成立，那么在假定按成绩分配的情况下，黑暗环境组被试应为了得到更多的酬劳而更高估自己的成绩，并预期可获得更多的酬劳；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黑暗的环境引发了被试的消极思维，如果这一可能性成立，那么在假定按成绩分配的情况下，被试则应该会对自己的成绩有更消极的评估，并预期酬劳更低。但结果显示，当假设按测试成绩进行酬劳分配时，不同实验条件组被试对测试成绩的预测并无显著差异，此外，被试在实验初始阶段的推理测试成绩组间差异不显著，而关于被试对自己成绩的主观评估与真实成绩间差值的组间差异也不显著，这说明被试的推理测试任务及对自己成绩的评估都没有受到明暗环境的影响，这说明实验条件变量并没有影响被试对其他与道德无关问题的认知判断，这就排除了上述两种可能性。从而证明，暗环境组被试之所以会比明环境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酬劳分配中可能遭受不公平对待，不是因为黑暗环境通过增强匿名感提高了被试的自私自利性，也不是因为黑暗环境引发了被试的消极思维，而是由于亮度环境与道德认知间具有特定的影响关系。


由于情绪是影响人们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实验通过检查问题要求被试以评分方式指出是否实验环境使他们感到焦虑、厌恶和恐惧，结果显示，不同实验环境组被试在关于情绪的检查问题上评分无显著差异，这证明同明亮环境中的被试相比，在黑暗环境中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并没有更强的负面情绪感受。以往的心理学研究显示，黑暗会增加人们的焦虑感等负性情绪（Grillon et al.，1997），但是本实验中则没有出现这一效应，一种可能性是实验室是一个狭小、封闭的环境，在屏幕光源的影响下实验环境并非是完全黑暗的，且实验持续时间不长，因此这种设置没有引起被试强烈的负性情绪感受。这就排除了环境差异引发被试不同的情绪感受、从而造成被试的认知判断差异这一可能性。


综合来看，实验结果证明了实验3的假设：不仅平面的黑白颜色知觉会对道德概念加工或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在较为真实的情境中，关于亮度的视知觉也会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判断过程。在本实验中，当被试思考的问题涉及道德领域时，关于亮度的知觉体验对被试的认知判断过程产生了与隐喻映射方向一致的影响，黑暗的视觉刺激可能会引发被试对负性道德特质更强烈的联想，导致被试倾向于判断他人会不公正的对待自己，从而进一步造成被试对酬劳预期的差异。此外，亮度知觉对道德认知干扰效应的具体模式同本研究实验1与实验2研究结果是相符合的，因此，实验3的研究结论对于从情境经验的角度解释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五、实验4

1.实验目的与假设

探讨“白好黑坏”隐喻表达方式的启动是否会强化黑白颜色知觉对道德概念加工的影响作用。本实验中，被试抄写黑白颜色相关的道德隐喻句子或短语后再完成词性判断任务（同本研究实验1b），被试需要尽快对呈现在屏幕上的道德词或不道德词进行词性判断，词汇的颜色为白色或黑色。根据实验1b的实验结论，由于白色与道德词汇具有共同的心理表征，黑色与不道德词汇具有共同的心理表征，因此当道德词呈现色为白色、不道德词呈现色为黑色时，被试判断的反应时更快。如果抄写隐喻材料的被试，相对于没有抄写隐喻材料的被试，会在词性判断任务中呈现更显著的反应时词色交互作用，则说明隐喻表达方式的启动可以加强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心理现实性。进而说明语言经验道德范畴与黑白颜色范畴隐喻联结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


2.实验方法

（1）被试

46名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男生22人，女生24人，年龄在18～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0.7+0.8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色觉正常，所有被试均未参加过同类型的实验。


（2）实验材料及评定

实验材料包括判断任务所需的实验材料及判断任务前抄写的实验材料。判断任务所需的实验材料包括20个道德词与20个非道德词，词汇的选择同实验 1b。抄写材料分为隐喻启动组抄写材料与控制组抄写材料两类，启动组抄写材料包括18个中文句子与18个英文短语（包括中文翻译），这些句子或短语全部同黑白色道德隐喻相关，其中与“白”和“黑”相关的材料各占一半。例如：


街头一家火锅店的老板是个黑心商贩，他曾被曝光在火锅汤底中用了很多违法添加剂。


虽然时下腐败横行，但也不乏有一些一心为民办事、奉公执法、清白廉洁的好官。


black deeds—— 恶行

white soul——纯洁的心灵

控制组抄写材料也包括18个中文句子和18个英文短语，这些句子或短语与洁净道德隐喻或空间道德隐喻相关。如：

虽然时下腐败横行，但也不乏有一些好官洁身自好，奉公执法。


很多时候人们会将别人的好心理解为坏意，是因为那些人本身内心就非常肮脏。


be upright—— 为人正直

dirty deal——卑鄙勾当

（3）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采用2×2×2混合实验设计。第一个自变量为实验条件，分为隐喻启动组和控制组两个水平，是被试间变量；第二个自变量为词汇类型，分为道德词与不道德词两个水平，是被试内变量；第三个自变量为词汇颜色，分为白色与黑色两个水平，是被试内变量。因变量是被试对词汇词性判断的反应时。


每名被试单独完成实验，实验程序包括两个部分：实验的第一部分为抄写任务。进入实验室后，主试安排被试在指定的位置上坐好，告知被试实验包括两个无关的测试，第一个测试是记忆测试。主试向被试发放抄写材料并要求被试抄写。隐喻启动组被试抄写与黑白颜色道德隐喻相关的中文句子、英文短语；控制组被试抄写与洁净道德隐喻、空间道德隐喻相关的中文句子、英文短语，之后被试完成一个与实验真实目的无关的记忆测试，主试向被试发放一张白纸，要求被试用最快的速度写出20个自己刚刚抄写过的词汇，中英文词汇都可以。这一操作的目的是在意识层面降低被试对前后两个实验任务的关联，防止被试在随后的实验任务中主动进行语义联系。


被试填写完成后，主试收上材料并要求被试继续完成词性判断实验任务，被试在电脑上完成实验，实验程序、内容及操作方式同实验1b完全一致。实验完成后，主试对被试进行询问，检查被试是否认为自己的判断任务受到之前抄写材料的影响。


3.实验结果与分析

共有46名被试参加了实验4。没有被试认为自己对词汇的分类判断受到之前抄写材料的影响。但是有两名被试没有按要求抄写材料，删除这两名被试的数据。对剩余被试在词性判断任务中判断的准确率进行检查，所有被试在词性判断任务中判断正确率都在90%以上，说明所有被试都按照要求认真完成了实验任务，因此保留所有被试的数据，共有44人次的有效数据。其中控制组21人，隐喻启动组23人。接着剔除按键反应错误的数据和辨别反应时平均数在3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据此删除了3.35%的数据。此外的所有数据录入 SPSS 软件，对被试判断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6所示。


表15—6 被试词性判断的反应时和标准差（ms）










	
实验条件


	
词汇类型





	
道德词


	
不道德词





	
白色


	
黑色


	
白色


	
黑色





	
控制组


	
563 +
 93


	
618 +
 85


	
639 +
 90


	
613 +
 88





	
隐喻启动组


	
517 +
 78


	
634 +
 82


	
648 +
 88


	
569 +
 80







由于本实验关注的是词语呈现黑白色对被试词性判断的干扰效应是否会受隐喻启动操作的影响，被试对不同类型词汇（道德词，不道德词）判断反应时的差异不在本实验的探讨范围内。为了便于分析讨论，可以把被试对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和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数据分开分析。


以被试对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为因变量，以实验条件（控制组，隐喻启动组）为组间自变量、以词汇颜色（白色，黑色）为组内自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
 （1，43）= 0.49，p
 = 0.485，（p
 2
 = 0.01；词汇颜色的主效应显著，F
 （1，43）= 36.33，p
 < 0.001，（p
 2
 = 0.46，被试对白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539+88ms）显著小于对黑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627+83ms）；实验条件与词汇颜色的交互作用显著，F
 （1，43）= 4.91，p
 = 0.032，（p
 2
 = 0.11。进一步分析显示，对于白色道德词，隐喻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小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组别差异达到边缘显著，t
 （42）=1.80，p
 =0.079；对于黑色道德词，隐喻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大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但组别差异未达到显著性，t
 （42）=0.66，p
 =0.513。

以被试对不道德词汇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以实验条件（控制组，启动组）为组间自变量、以词汇颜色（白色，黑色）为组内自变量进行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
 （1，43）= 0.56，p
 = 0.460，（p
 2
 = 0.01；词汇颜色的主效应显著，F
 （1，43）= 26.31，p
 < 0.001，（p
 2
 = 0.391，被试对白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643+88ms）显著大于对黑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590+85ms）；实验条件与词汇颜色的交互作用显著，F
 （1，43）= 6.59，p
 = 0.014，（p
 2
 = 0.13。进一步分析显示，对于白色不道德词，隐喻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大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但组别差异未达到显著性， t
 （42）=0.32，p
 =0.75；对于黑色不道德词，隐喻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小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组别差异达到边缘显著，t
 （42）=1.75，p
 =0.087。

表15—7 被试在词色表征一致与不一致时的反应时和标准差（ms）








	
实验条件


	
词色配对类型





	
词色表征一致


	
词色表征不一致





	
控制组


	
588 +
 76


	
628 +
 73





	
隐喻启动组


	
542 +
 71


	
641 +
 77







计算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在词性与词汇颜色表征一致（白色道德词与黑色不道德词）时的反应时均值和不一致（白色不道德词与黑色道德词）时的反应时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5—7所示。分别以词色表征一致时和不一致时的判断反应时为因变量，以实验条件为自变量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当词色表征一致时，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小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组别差异达到显著性， t
 （42）=2.05，p
 =0.047；当词色表征不一致时，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大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但组别差异未达到显著性，t
 （42）=0.56，p
 =0.580。计算每名被试在词色表征一致时反应时与词色表征不一致时反应时的差值，以此反应时差值作为隐喻一致性效应的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词汇的呈现色对词汇判断反应时产生了更强的干扰。统计分析显示，不同实验条件（控制组，启动组）下被试的反应时差值的组别差异显著，t
 （42）=3.39，p
 =0.002，启动组被试的反应时差值（98+55ms）要显著大于控制组被试的反应时差值（40+59ms）。

4.讨论

实验4探讨了是否“白好黑坏”隐喻表达方式的启动会影响黑白颜色知觉对道德概念加工的干扰效应。实验任务为词性判断范式，实验结果显示，在整体上，对于道德词，以白色呈现时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小于以黑色呈现时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而对于不道德词，以白色呈现时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大于以黑色呈现时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这同之前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由于白色更符合人们关于道德概念的心理表征，而黑色更符合人们关于不道德概念的心理表征，因此在词性判断任务中词汇的颜色会对判断反应产生影响，在词汇意义与颜色相匹配时产生判断易化效应，在词汇意义与颜色不匹配时产生判断干扰效应，进而造成被试对不同类型词色组合判断反应时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实验中实验条件分为隐喻启动组与控制组两类。隐喻启动组被试在判断任务前抄写了与黑白颜色道德隐喻相关的中英文语句，而控制组被试则抄写了其他类型的中英文道德隐喻语句。研究结果发现，不管是对于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还是对于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都存在实验条件与词汇颜色的交互作用。启动组被试对于白色道德词、黑色不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都要小于控制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而对于白色不道德词、黑色道德词的判断反应时要大于控制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此外，启动组被试在词色表征一致与不一致时的反应时差值要显著大于控制组被试的反应时差值。这证明了实验假设：相比于控制组被试，隐喻启动组被试会在词性判断任务中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关于黑白色知觉对道德概念加工的知觉干扰效应。由于在本实验中所有的被试抄写的材料都与道德概念有关，因此实验效应并非是由于抄写材料后对道德概念更敏感而引发的。通过对实验程序的设定，排除了被试对实验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的可能性。此外，在词性判断任务中，词汇颜色属于与实验任务无关的刺激特征，在阈下条件严格的情况下，被试不会有意识的根据语义联系进行判断。而通过事后检查咨询，也确定没有被试认为自己的判断选择受到抄写材料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明，由于“白好黑坏”隐喻表达方式的凸显可以在无意识层面加强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心理现实性，提高了被试对“白色——道德概念”与“黑色——不道德概念”的内隐联想倾向，这进一步强化了词色表征一致时的判断易化效应，因而造成隐喻启动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在不同词色配对情况下判断反应时存在差异。


另外，在本实验中，当词色表征一致时，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要显著小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而当词色表征不一致时，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则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差异未达到显著性。这说明隐喻凸显对隐喻一致性效应强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色表征一致时被试的判断。在抄写与黑白颜色道德隐喻相关的材料后，被试关于“白好黑坏”的心理表征会加强，因此当词色表征一致时，判断任务易化，反应时间会更短。而之所以词色表征不一致时的干扰效应没有被隐喻凸显因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抄写的材料都是强调白与道德、黑与不道德的联系，因此抄写隐喻材料的任务只加强了被试在词色表征一致时的确认倾向。另外，也可能由于词性判断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概念加工任务，词汇颜色对词性判断的干扰效应有限，因此当词色表征不一致时，启动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与控制组被试的判断反应时差异未达到显著性。


综合来看，本实验结果证明语言层面“白好黑坏”隐喻表达方式的凸显会导致词性判断任务中出现更强的隐喻一致性效应。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按照研究假设，是因为黑白颜色概念与道德概念的表征关系在部分上是由语言中“黑坏白好”的隐喻表达方式塑造而成的，因而通过语言学习凸显或启动这种表达方式后，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联结强度得以暂时性强化。


六、综合讨论

颜色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领域。人对颜色认知首先来自于颜色知觉，颜色知觉又来自于物理刺激和视觉器官的生理激活支持。由于人们具有相同的视觉神经生理构造，对光谱的感受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形成的颜色概念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其中，黑白颜色概念是颜色概念领域中较为特殊的一对，伯林和凯（Berlin and Paul Kay，1969）对多种语言中的颜色词进行大规模调查发现，当一种语言中只有两个颜色词时，常会是黑与白，黑色与白色是人类出现最早、最基本的颜色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黑白颜色概念相较于其他的颜色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在日常语言表达中，常常存在“白好黑坏”的隐喻表达方式。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隐喻反映了人类认知的重要特征：人类的抽象概念系统是以感知觉经验和具体概念为基础发展形成的，认知主体会以具体概念表征和理解抽象概念。在人们的道德概念体系中，存在着黑白颜色向道德范畴的隐喻映射机制。白色被用于映射道德意义的积极领域，黑色被用于映射道德意义的消极领域。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隐喻联结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心理现实性。在特定经验的塑造下，人们的思维会不自觉地将颜色概念与抽象的道德概念相提并论，并用黑白颜色范畴去认识和表征抽象的道德范畴，使后者具有了前者的特征与结构。因此，即便没有处于语言环境中时，人们依然会无意识地将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相关联，并对人们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本研究的系列实验在不同层面上对此问题进行了递进式的实证探讨。


1.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心理现实性

在隐喻表征层面上，本研究的系列实验首先验证了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心理现实性。实验1首先以词汇作为实验材料，在词汇水平上验证是否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概念间具有表征关系，其中两个实验分别借鉴改编了概念隐喻研究中常用的两种实验范式。实验1a使用词语翻译匹配实验范式发现，在实验中被试倾向于判断白色希腊文词汇具有道德意义，同时倾向于判断黑色希腊文词汇具有不道德意义。实验1b使用词性判断实验范式发现，当道德词呈现色为白色、不道德词呈现色为黑色时，被试对词性判断的反应时更快，而当道德词呈现色为黑色、不道德词呈现色为白色时，被试对词性判断的反应时更慢。本研究认为，正是由于白色更符合人们关于道德词汇的心理表征，而黑色更符合人们关于不道德词汇的心理表征。因此被试在道德词汇选择或判断任务中才会表现出“白好黑坏”的词色匹配倾向。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将关于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研究扩展到道德判断层面。结果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道德两难故事时，背景的黑白颜色差异会造成被试对两难故事道德评判的差异。因此，实验2在更高水平上、更复杂的实验任务模式下证明了道德概念与黑白颜色概念的隐喻联结存在心理现实性。该实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概念隐喻理论的基本假设：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它反映了人类认知的重要特征，人类的抽象概念系统是以感知觉经验和具体概念为基础发展形成的，人们在具有隐喻映射关系的感知觉范畴与抽象认知范畴间会有心理层面的联结倾向，从而在一定任务条件下产生隐喻一致性效应。


此外，尽管本研究证明了黑白颜色知觉会影响道德概念加工及道德认知过程，并指出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隐喻联结存在心理现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黑白颜色范畴是道德范畴表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概念隐喻理论，从认知发展的角度看，黑白颜色范畴是建构和表征抽象道德范畴的一种结构性工具，通过将视觉体验图式映射到抽象的道德范畴，道德概念的意义得以延伸和扩展。但“白好黑坏”的隐喻化理解方式并不是道德认知的一个必要成分。例如，在本研究实验2中，黑白颜色线索并没有影响到被试对不道德故事的认知判断，这说明，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黑白视知觉都会对道德认知产生影响，黑白颜色范畴并不是表征或理解道德范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塑造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因素

实验3与实验4从不同角度对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映射的形成是基于人们的具身性经验（Lakoff and Johnson，1999）。并存（conflation）理论和社会共价关系（communal sharing relationship）理论认为，在一些具体情景中，当两种体验并存时，已经存在的、较容易理解的具体概念会与抽象的、较难理解的概念产生映射和架构关系，这一过程既可能发生在进化中，也可能发生在个体发育时期，其结果则是人们会用具体的范畴去表征和理解抽象的范畴。凯萨撒托和博蒂尼（2014）提出的等级心智隐喻理论（Hierarchical Mental Metaphors Theory）也认为，所有的隐喻映射都是基于早期情境经验形成的，语言、文化等因素只能加强特定隐喻联结的强度，但情境经验是塑造隐喻表征的基础。以温度感受范畴与人际情感范畴的隐喻联结为例，人们常会使用温度感受概念表达人际情感概念，如“热情”“冷淡”。由于个体在婴儿期被抚育者环抱时会产生温暖的温度体验和愉快的情感体验，在这种情境经验的作用下，当幼儿逐渐习得亲密等基本的人际情感概念时，便会形成以温度体验范畴理解人际情感范畴的隐喻表征关系（Ijzerman et al.，2013）。

具体到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隐喻映射，从情境经验的角度考虑，关于黑白颜色的知觉经验与道德认知间似乎并不具有并存的经验关系。平面的黑白颜色表现在三维世界中是亮度范畴，人们关于环境亮度则具备一些特定的情境经验，因此，道德概念黑白隐喻表征的形成可能同人们关于明暗亮度范畴特定经验感受有关。在光明的环境中，人们视野更好、更容易察觉到潜藏的威胁、遇到危险时也更容易逃脱，因此光明与安全、舒适的感受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黑暗与威胁、恐惧的感受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在进化作用下产生的感知倾向（Haans and Kort，2012）。另外，在光明的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是完全公开的、可以被直接观察，因此，光明具有一定的约束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相反，在黑暗的环境下，人们的行为不易被观察，对他人不利的行为可以更好的得到隐匿，因此，黑暗可以减弱规则对人行为的制约，引发人们的自私自利倾向。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实证研究支持，邱文彬和郑英耀（2013）的实验证明，在光明的环境下人们会更积极的参与亲社会行为，更愿意进行慈善捐助。钟晨波等人 （Zhong et al.，2010）之前的研究曾证明，黑暗环境可以引发人们的匿名感，进而导致人们在数字游戏中为了领取更多的奖励而谎报成绩，或在虚拟的奖金分配任务中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奖金。从这一方面来看，光明体验与道德经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黑暗体验则与不道德经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人们可能正是在关于“黑暗”与“光明”情境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视觉感受范畴表征道德范畴的隐喻，而当这种关系投射到颜色范畴时，就演化出了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


尽管目前这种解释尚无法进行直接验证，但是本研究的实验3显示，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环境的亮度会影响人们对社会关系中自我受到不公正对待可能性的评估，且这种影响方式与黑白颜色知觉对道德判断的隐喻一致性效应具有共通性，即相比于光明，关于黑暗的视觉体验更容易诱发或导致人们负性的道德认知判断。在认知层面上，人们会对光明与道德具有更强的联结倾向，而对黑暗与不道德具有更强的联结倾向。该结果为证明“人们关于亮度范畴的情境经验塑造了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这一假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此外，在关于隐喻映射的形成机制这一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具身性经验不是隐喻映射形成的唯一来源（Boroditsky，2000； Casasanto and Boroditsky，2008），文化环境尤其是语言因素对隐喻映射的塑造也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最初的隐喻映射源自于人类大量的感知与认知经验累积，但当语言系统中形成一种稳定的隐喻表达方式后，语言层面上的隐喻表达方式则对认知层面的隐喻心理表征具有实际的塑造作用。在时间表征研究领域已有研究证明，通过短暂的隐喻表达方式的学习，人们可以形成与原本语言习惯不同的时间表征方式，并在知觉干扰任务中有所体现（Casasanto，2010）。

由于在各种文化中，白黑颜色概念与道德概念都具有特定的隐喻联系。在日常语言对话中，这种隐喻意义更加明显，白好黑坏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隐喻表达方式，如果白好黑坏这种语言表达方式的使用对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心理现实性联结具有塑造作用，那么在短时间内启动这种隐喻表达方式后，人们关于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心理联结倾向应该会暂时性的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会表现出更强烈的隐喻一致性效应。本研究实验4对此假设进行了验证，实验4使用了实验1b中使用过的实验模式，只是在实验任务前一部分被试需要抄写与黑白颜色道德隐喻相关的语言材料。实验结果显示，在词性判断任务中，抄写隐喻材料的被试会比控制组被试在词色表征一致时反应更快。即在抄写道德概念黑白颜色隐喻相关的语言材料后，颜色知觉会对道德概念判断产生更强的干扰作用。抄写相关的语言隐喻材料是可以加强人们关于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心理联结倾向，进而导致在实验任务中出现更强的认知偏移效应。该实验结果一方面可以证明，除了实际的情境经验外，语言系统中白好黑坏的隐喻表达方式对颜色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心理现实性联结具有塑造作用。同时，该实验在时空隐喻研究领域之外，再次证明了意识层面隐喻表达方式的凸显可以强化无意识层面的隐喻表征关系，为“语言因素塑造隐喻映射”这一假设增添了实证研究支持。


3.黑白（明暗）视知觉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从社会心理认知研究的层面看，本研究的系列实验则主要探讨了不同的刺激因素（平面的黑白颜色、环境中的明暗亮度）对不同类型道德认知判断任务的影响。实验1首先以词汇作为实验材料，证明了人们存在白好黑坏的联结倾向。实验2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是否这种联结倾向会对人们的道德判断过程产生影响。实验2研究发现，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道德两难故事时，背景颜色差异可以造成被试对两难故事道德评判的差异。当将道德两难故事呈现在黑色背景上时，相比于呈现在白色背景上，被试会在道德评判任务中将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判断为更加不道德的。在复杂的道德判断任务中，对“黑”或“白”颜色刺激的知觉会导致被试的道德判断向“好”或“坏”的一侧偏移，从而产生认知偏向效应。


此外，实验2的道德评判任务中，不同颜色线索组被试只对道德两难故事的道德评判存在差异，对于不道德故事的道德评判不存在差异。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一种可能性是相比于典型的不道德故事，道德两难故事涉及到更多抽象、复杂的道德原则，被试可能无法确定两难故事中的行为是否是正确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判断过程更容易受到颜色刺激知觉的干扰。实际上，在很多关于知觉刺激影响抽象认知判断的实证研究中，被试的认知判断过程都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例如，威廉姆斯和巴格（2008）的研究曾证明，在实验中触摸热咖啡杯的被试会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热情的，而触摸冷咖啡杯的被试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冷淡的，在这一实验中，被试在实验前对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了解，因此实际上很难确定工作人员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刺激体验影响了被试对他人性格的判断。再如，斯莱皮恩等人（Slepian et al.，2011）的研究曾证明，在性别判断任务中，当被试手捏硬球时，更倾向判断中性面孔为男性，手捏软球时，更倾向判断中性面孔为女性，在这一实验中，由于实验材料为中性面孔，因此被试也无法准确判定面孔性别，在这种情况下，对“强硬”与“柔软”的触觉体验影响到了对性别的分类判断。因此，可能当个体的认知判断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时，隐喻映射一致的知觉刺激更容易对认知判断过程产生干扰作用。今后关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实证研究可以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推论进行探讨和验证。


实验1与实验2的研究结论对于解释社会行为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些与颜色有关的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例如，研究发现，在竞技体育比赛中队服的颜色与球队的犯规数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弗兰克和季洛维奇（Frank and Gilovich ，1988）对美国曲棍球联赛十几个赛季的数据分析发现，穿黑衣的球队会更多的遭受侵犯犯规处罚，他们的研究还证明，对于极具争议的犯规动作，当犯规队员身穿黑色球衣时，会比身穿白色球衣更容易被认为是恶意犯规。韦伯斯特等人（Webster et al.，2012）通过对美国大联盟近25个赛季的比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球队穿黑色球衣时，比他们穿其他颜色的球衣时更容易遭受处罚； 而当球队穿白色球衣时，会比穿其他颜色的球衣更少遭受处罚。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之所以存在这种效应，可能是由于白色与道德具有一致的心理表征、黑色与不道德具有一致的心理表征，涉及一些争议动作时，球衣的颜色会对裁判的判断产生隐喻偏向性影响，裁判无意识的将黑色与不道德的恶意犯规联系在一起，因而造成了队服颜色与遭判罚频次间的相关。再如，大量关于种族偏见的研究显示个体的肤色会对印象判断产生影响，甚至在某一特定的族群中，相比于皮肤较白净的个体，皮肤颜色更黑的个体也会面对更多的歧视（Maddox，2004），这种关于肤色的歧视可能在部分上同黑白颜色范畴与道德认知间的隐喻联结有关，本研究的结论对于解释和探讨肤色歧视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外，本研究的实验3将黑白颜色知觉对道德认知的影响扩展到环境层面，探讨了是否关于明暗亮度的视知觉会对道德认知判断产生影响。事实上，当前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一些关于环境亮度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实证研究，例如，邱文彬和郑英耀（2013）的实验证明，在光明的环境下人们会更积极的参与亲社会行为，更愿意进行慈善捐助。钟晨波等人（2010）的研究则曾证明，黑暗环境可以引发人们的匿名感，进而导致人们在数字游戏中为了领取更多的奖励而谎报成绩，或在虚拟的奖金分配任务中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奖金。与此类研究相比，本研究实验3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证明了亮度知觉会对道德认知判断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实验3设定了一个具体情境，而情境中的评估问题也是与道德因素相关的具体问题。实验结果证明，相比明亮环境，在黑暗环境中的被试会更倾向于认为酬劳分配中合作者会不公正地对待自己，并会预测合作者给自己分配更少的酬劳，且这种差异与情绪因素无关，也并非是因为黑暗的环境引发了被试的消极思维或自私倾向。该实验说明，当人们面临一个涉及道德范畴的具体问题时，黑暗的环境可能比明亮的环境更容易引发人们对负性道德特质的联想，人们会将对外在环境亮度的知觉体验投射到对道德相关问题的认知加工，从而影响了对他人行为的判断。


实验3一方面丰富了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知觉因素影响道德认知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结果对其他与隐喻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实验3证明，个体在环境中实际的视觉感受可以对道德认知过程产生影响，基于此效应可假设：由于无意识隐喻联结倾向的作用，一定情形下人们对情境的知觉感受可以对抽象的认知加工过程产生干扰。例如，（Zanolie et al.，2012）有的实验曾证明，权力概念具有空间表征性，在屏幕上呈现高权力词时人们的空间注意力会向上转移，而在屏幕上呈现低权力词时人们的空间注意力会向下转移。那么，可能实际的高低空间感受也可以对人们的权力感知产生影响，如当人们站在高处时，可能会有更强的掌控感；或站在低处时，人们会更高估站在高处人的权力地位。


七、局限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启发性，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本研究实验3证明环境亮度会影响到被试对道德相关问题的认知判断，但没有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中介变量可以解释实验效应。再如，在实验3中排除了环境亮度引发负性情绪进而影响道德认知的可能性，但实验只测查了被试的厌恶、焦虑及恐惧情绪，可能还有其他的相关情绪没有进行测查，或测查方式不当。此外，本研究只是对道德概念颜色隐喻表征的一个初步研究，尚有很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1.视觉体验对道德认知的隐喻补偿性效应

本研究的四个实验都是体现的黑白视知觉与道德认知间存在的隐喻一致性效应（metaphor consistency effects），隐喻一致性效应指知觉体验能够促进与隐喻映射方向一致的概念加工，以同化的方式影响个体的认知判断或行为，它反映了知觉体验与抽象思维间的互进的关系；除隐喻一致性效应外，知觉干扰对认知判断的影响还可以以隐喻补偿效应（metaphor compensation effects）的方式存在，隐喻补偿性效应与隐喻一致性效应相反，指抽象认知会引发补偿性效应，导致个体产生与隐喻映射方向相反的行为或判断，它反映了知觉体验与抽象思维间的修复关系（丁毅等人，2013）。例如，钟晨波（Zhong C-B，Leonardelli GJ ，2008）的研究发现，通过心境诱发范式引起被试的孤独感后，被试会对热的食物有更高的评价，即内心经历“寒冷”会加强对外在物理温暖的需要。按照这一逻辑框架，如果道德认知与黑白色知觉或亮度知觉间存在隐喻补偿性效应，那么人们可能在经历不道德情绪体验后会更偏爱白色的物品、更喜欢光明的环境。任俊与高肖肖（2013）研究却发现，人们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可能会有掩盖行为倾向，而相比于白色与光明的环境，黑色与黑暗的环境具有更强的掩盖意义，因此不道德情绪体验也可能会加强人们对于黑色或黑暗环境的偏爱与需求。到底黑白颜色刺激或亮度环境对人们的道德感受具有怎样的心理补偿机制？补偿机制在不同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发挥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2.“白好”与“黑坏”隐喻联结强度的差异性

本研究的系列实验证明道德概念与白色具有心理现实性联结，不道德概念与黑色具有心理现实性联结。但是否“白——好”与“黑——坏”这二者的联结强度是完全一致的？在关于情感效价概念颜色隐喻的研究中，莱肯斯等人（Lakens et al.，2012）采用词汇翻译匹配任务范式发现，当同时呈现给被试黑色或者白色外文字与积极或者消极词组成的词对时，被试更容易将积极词汇与白色备选词相匹配、将消极词汇与黑色备选词相匹配。但如果当备选词只以白色呈现时，颜色和词意一致性匹配效应消失，当备选词只以黑色呈现时，颜色和词意的一致性匹配效应则还存在。该结果说明，在人们的概念系统中用黑色表征消极意义是稳定的，但用白色来表征积极意义则依赖于同时存在的共同关系或任务规则。 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在行为实验中黑色与消极意义的一致性效应往往要大于白色与积极意义的一致性效应（Lakens et al.，2013）。那么是否在道德概念领域中，“黑—— 坏”与“白——好”概念隐喻的联结强度也是不同的？本研究的实证研究没有涉及到这一问题。今后的研究可以对这一可能性进行澄清与验证。


3.隐喻映射表征的重塑性问题

实验4证明，抄写“白好黑坏”隐喻相关的材料，可以强化颜色知觉与道德概念加工间的隐喻一致性效应。那么，如果人们系统的学习相反的隐喻表达方式，“白坏黑好”的隐喻表达方式，是否可以改变人们关于道德概念范畴与黑白颜色范畴的联结倾向？并在实验任务中表现出同“白坏黑好”隐喻映射相一致的干扰效应？这一疑问涉及隐喻映射的重塑性问题，即是否隐喻语言表达的学习可以改变或重塑已经形成的隐喻表征方式。尽管当前很多理论假设指出情境经验与语言经验都参与塑造隐喻映射，但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从时间进程来看，无论是在进化过程中，还是个体发育过程中，基本感知能力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语言能力的出现。因此与感知能力相关的情境经验要先于语言因素在隐喻塑造中发挥作用，情境经验是隐喻表征形成的起点，也是塑造隐喻映射的基础。而语言经验只有在情境经验的基础上才可以发挥作用，语言经验只能加强已形成的隐喻表征，但不能创造新的隐喻表征，也不能改变早期情境经验塑造的隐喻映射。（Casasanto and Bottini，2014）。从这一角度分析，由于道德概念的黑白隐喻表征主要是由人们关于环境亮度的情境经验塑造而成的，因此即使通过语言学习相反的隐喻表达方式，也无法改变人们关于道德概念范畴与黑白颜色范畴“白好黑坏”的心理联结倾向。这一假设需要今后具体实证研究的验证。


八、 结论

第一，道德概念与黑白颜色概念的关联并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同时存在于知觉与认知层面。黑白颜色概念与道德概念的隐喻联结具有心理现实性，人们会使用黑白颜色范畴表征和理解抽象的道德范畴。


第二，白色与道德概念具有一致的心理表征，黑色与不道德概念具有一致的心理表征。人们对黑白颜色的知觉会在无意识中对道德认知产生干扰效应。干扰效应既可以体现在简单的道德词汇判断任务中，也存在于复杂的道德判断任务中。且道德认知任务较难进行判断时，黑白色知觉更容易对道德判断过程产生隐喻一致性干扰效应。


第三，亮度知觉与道德认知间存在典型的隐喻一致性效应。环境的亮度会影响到人们对道德相关问题的认知判断。


第四，抄写与白好黑坏隐喻相关的语言材料，可以强化道德概念黑白色隐喻表征的心理现实性，提高人们关于道德范畴与黑白颜色范畴的联结倾向，进而导致在实验任务中出现黑白颜色知觉与道德概念加工间更强烈的隐喻一致性效应。






第十六章

具身视角下的药物依赖研究：

相关线索诱发的镜像神经活动

一、 药物依赖研究的基本概念

药物滥用呈逐年上升趋势。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信息显示，截至2013年3月，全国共登记吸毒人员213.48万，其中，滥用阿片类毒品占59.60%，滥用冰毒、氯胺酮等新型毒品占40.4%。同比2010年药物滥用总人数增加了48.6%，但阿片类毒品滥用者所占比率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药物滥用者的性别比例变化不大，但药物依赖人群有年轻化的趋势。2013年6月底，广东登记吸毒人员373500人，占全国吸毒人员的1/6，是药物滥用和毒品生产的重要地区（来自http://www.mps.gov.cn/n16/index.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药物滥用同时引发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制毒贩毒、由吸毒诱发的抢劫、盗窃、诈骗、卖淫和各种恶性暴力犯罪活动。这些问题已然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


药物滥用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很高的复吸率。药物依赖和复吸的神经机制研究一直是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下面就介绍一下药物相关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神经机制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

物质依赖（Substance dependence）是有关认知、行为和神经生理症状的组合，指个体在临床上表现出中枢神经系统的适应性改变、认知功能损伤、躯体依赖、耐受性症状、敏感化等问题的情况下，仍持续保持用药行为。物质依赖的内容很广泛，包括一般性物质依赖（例如酒精和尼古丁等）、普通药物依赖（如安眠药、止痛药等）和精神活性物质的依赖。精神活性物质主要包括阿片、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吗啡、古柯碱、苯丙胺、安非他命、氯胺酮等。


普通药物依赖（Drug dependence）是临床中的常见现象。长期使用吗啡镇痛的病人在其疾病症状消失后停止使用吗啡，也会出现典型的戒断症状，但戒断之后不会出现强烈的心理渴求；严重失眠患者会使用安定帮助睡眠，失眠状况改善之后，患者不再有使用安定的心理渴求。这种只有依靠药物来改善身体状况的现象在临床上称为药物依赖。


药物成瘾（Drug addiction）是物质依赖中的一种情况，专门指精神活性物质的依赖。它是一种伴随认知损伤、神经生理适应性改变的复杂行为。从神经生理层面看，药物成瘾是反复给药后，脑内相关神经递质系统对药物急性强化作用而发生适应性变化（adaption）的过程（Self and Nestler，1995）；从行为层面看，药物成瘾是一种停药后的强迫性药物寻求行为、失去控制的大量服药、长期多次复吸为特征的异常行为；从认知层面看，药物成瘾是在冲动决策、抑制控制缺乏条件下做出的行为，尽管知道持续用药有严重的不良后果，仍然持续地强迫性用药，最终导致其认知功能产生不可逆损伤。从临床层面看，成瘾物质在使用初期可以引起欣快感或缓解痛苦，持续用药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适应性改变、认知功能损伤、导致耐受性、躯体依赖、敏感化等问题。


对于药物成瘾者来说，偶然的药物滥用带来的欣快感，当使用药物带来的欣快感消失后，会表现出明显的戒断症状，驱使他们继续寻找药物。多次重复使用之后，就形成了强烈的“心瘾”。即使在脱离生理依赖，戒断症状消失之后，他们还是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渴求。由此可见，药物依赖不一定成瘾，而药物成瘾一定存在药物依赖。在心理学研究中，药物成瘾和药物依赖是两个界限模糊的概念，人们经常把它们视为是等同的。本文采用药物依赖的概念是指精神活性物质成瘾，药物依赖者是指精神活性物质依赖者。


戒断症状（Withdrawal symptoms）也叫戒断反应，它是由突然的停止或减少使用成瘾物质，或在使用成瘾物质的拮抗剂（例如在海洛因依赖中使用纳洛酮）后出现，表现为骨骼、关节、肌肉、背部和腹部广泛性疼痛；失眠、厌食、躁动不安，惊恐或自残；流泪、流涕、出汗、手脚震颤、血压升高、脉搏和呼吸加快，甚至虚脱、意志丧失等。另外，与成瘾物质使用相关的线索（相关线索）也能诱发戒断症状。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与急性用药后出现的症状相反，药物依赖者为了减少戒断症状的痛苦，往往选择继续用药（Dackis and O’Brien，2005）。因此，戒断症状是引起强迫性用药行为和复吸的原因之一。


相关线索（Related cue）是指与行为事件发生有关的各种因素。在药物依赖研究领域，相关线索是指与药物成瘾形成和药物依赖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以往用药有关的环境因素，如吸毒朋友和场所等；用药时候的情绪状态，如遭遇挫折、情绪低落；使用药物的工具和药物本身也是极具诱惑力的线索因素，等等。在药物依赖研究中，线索材料以图片、视频或者实物的方式呈现。与相关线索对应的是无关线索（Unrelated cue），也称为对照线索。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脑成像研究中使用的对照线索有很多种，例如，日常生活的视频材料、风景图片、自然生活场景，或者经过图像处理软件打乱后由色块组成的模糊图片等。


心理渴求（Craving）俗称心瘾，是一种想再次体验成瘾物质带来的欣快感的强烈欲望，主要与药物使用记忆有关，是对药物心理依赖的主要表现。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曾使用过的成瘾性物质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以往用药有关的环境因素，如吸毒朋友、用具或场所等，都可能引起心理渴求感。心理渴求状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药物依赖者摆脱生理依赖之前，戒断反应会带来强烈的心理渴求感；第二种情况是在摆脱生理依赖之后，没有出现戒断症状的情况下，药物依赖者在以往用药相关的线索因素的诱发作用下产生的心理渴求。因此，后者也被称为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cue-induced craving），本文所提到的心理渴求是指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


二、相关线索诱发药物依赖者镜像神经系统活动的研究假设

镜像神经系统与动
 作观察脑区（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AON）有很大程
 度的重合。从镜像神经元的概念上来讲，动作观察脑区就是镜像神经系统。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里佐拉蒂认为，动作观察脑区（也就是镜像神经脑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腹内侧前运动皮层和额下回的三角部、顶下小叶喙部和颞上沟（Rizzolatti，2004；Rizzolatti and Sinigaglia，2010），也可以称之为核心动作观察脑区（core AON）。有研究对动作观察脑区进行了扩充，除镜像神经系统之外，还包括背外侧前运动皮层，中央后回第一感觉区，顶上小叶，顶内沟喙部（ant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AIP）等脑区（Caspers et al.，2010；Gazzola and Keysers，2009），它们与镜像神经脑区合称为扩展的动作观察脑区（extended AON）。

镜像神经系统与动作观察脑区具有动作表征作用，它们的活动会受到观察者动作熟练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羽毛球运动员（Wright et al.，2011）、篮球运动员（Abreu et al.，2012）和剑术运动员（Kim et al.，2011）与非专业运动员相比，在观看专业运动项目动作时，前者扩展的动作观察脑区出现了更显著的激活。专业舞蹈演员和不会跳舞的普通人在观看舞蹈动作的时候，舞蹈演员AON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活动（Calvo-Merino et al.，2006； Cross et al.，2012； Cross et al.，2013；Pilgramm et al.，2010）。芭蕾舞蹈演员、卡波耶拉舞蹈（也
 
 称为巴西战舞）演员和不会舞蹈的普通人观看芭蕾舞和卡波耶拉舞蹈，这些专业的舞蹈演员在看到各自的专业舞蹈动作时，双侧的背外侧前运动皮层、双侧的顶上小叶和顶内沟喙部，以及左侧的腹内侧前运动皮层和颞上沟均出现了显著激活；不熟悉的舞蹈动作没有引起专业舞蹈演员AON同等水平的激活。对于不会任何舞蹈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在观看两种舞蹈动作时的AON激活水平较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Calvo-Merino et al.，2005）。卡尔沃-
 美利奴（Calvo-Merino B）等认为，AON的活动是因为专业舞蹈演员对熟悉舞蹈动作的心理模拟引起的。不会舞蹈的普通人没有舞蹈动作经验，在观看舞蹈动作时，肢体不会产生潜在的动作指令，因而也没有AON的显著激活。


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的动作经验可以改变AON的激活情况。专业舞蹈演员通过身体动作练习新的舞蹈动作和观看视频学习新的舞蹈动作，二者有着共同的神经基质（Cross et al.，2009）。研究者为专业舞蹈演员设置了两套为期五天的训练方案：第一，舞蹈演员跟着音乐节拍练习一套新的舞蹈动作；第二，舞蹈演员观看舞蹈视频，学习另外一套新的舞蹈动作。在训练开始前和结束之后，使用fMRI记录他们观看舞蹈动作时的BOLD变化。结果发现，舞蹈演员在观看两套舞蹈动作时AON产生了同等程度的显著激活。但没有训练过的舞蹈动作引起的AON活动水平显著低于熟悉舞蹈动作。在训练过程中，舞蹈演员对这些动作越来越熟悉，表演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同时，他们在观察和模拟练习过的舞蹈动作时，顶下小叶、扣带回、辅助运动皮层和腹侧前运动皮层，以及颞上沟和主运动脑区出现显著激活；其中，顶下小叶和腹侧前运动皮层激活水平与动作的熟悉程度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Cross et al.，2006）。这些研究表明，动作观察时AON激活水平受到已有动作经验的影响，熟悉的动作能够导致AON更加显著的活动。


物质依赖研究也发现，尼古丁成瘾者与不抽烟的人观看相同的抽烟动作，前者的顶内沟前部、左侧额下回，以及前运动皮层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激活（Wagner et al.，2011）。这些脑区分别与熟练动作加工和运动计划等功能有关（Yalachkov and Naumer，2011）。另外，药物使用年限不同的药物依赖者在相关线索诱发作用下，参与脑区的激活水平也会呈现差异。长期的海洛因依赖者在看到用药动作时，他们的颞叶、枕叶、前/后扣带回、丘脑、小脑和左侧海马都出现了显著激活（Lou et al.，2012）。这些研究表明，物质依赖行为经验与镜像神经脑区及其他脑区的动作加工有一定的关系。


有关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的研究表明，观看手部抓取物体动作和观看静止物体两种条件下激活脑区相比较，顶下小叶、颞上回、额下回和背外侧前运动皮层和中央前/后回会出现相应激活（Decety et al.，1997；Giacomo Rizzolatti et al.，1996），或者观看手部动作或可用手操作的工具图片时，镜像神经系统也会出现激活（Grafton et al.，1997）。药物依赖者在摆脱对毒品的生理依赖之后，仍然存在心理渴求。药物相关线索能够重新点燃药物依赖者的心理渴求。因此，对于戒断者来说，药物相关线索能够显著诱发镜像神经系统；或者说，与对照线索相比，药物相关线索能够诱发镜像神经系统更加强烈的活动，而对于健康对照组来说可能不存在这样的现象。据此，我们提出假设一：药物依赖者观看吸毒动作与静止的毒品图片两种条件下激活脑区相比较，会得到包括顶上小叶、顶下小叶和额下回等镜像神经系统。


药物相关线索的研究表明，与对照线索相比较，药物依赖者对药物线索更加敏感，脑区激活程度也更加明显；换句话说，药物依赖者对线索相关性程度比较敏感。对于从来没有使用过毒品的健康人来说，药物线索与对照线索激活脑区没有太大区别，甚至有可能对照线索比药物线索诱发更多的脑区活动，因为他们对对照线索更加熟悉。据此，我们提出假设二：药物依赖者观看吸毒动作与对照动作、吸毒工具与对照工具、毒品图片与对照药物图片相比较时会出现更多的脑区活动。这些脑区可能包括镜像神经系统和海马、杏仁核和中脑奖赏环路。


三、有关药物依赖者镜像神经活动的fMRI研究

本研究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方法研究药物依赖者和健康人在不同药物线索条件下大脑活动状态，揭示药物心理渴求产生的神经机制。我们将重点关注动前运动皮层、顶叶和颞中回和额下回等镜像神经脑区的激活情况。


1.被试

选用海洛因戒断者和健康人作为研究对象。海洛因戒断组13人，来自广东省某自愿戒毒所，年龄30～50周岁，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只使用海洛因，或者除海洛因以外，曾使用过少量其他药物（不超过使用药物的5%）。以往使用海洛因的方式必须为包含注射在内的至少两种方式（海洛因等阿片药物用毒方式主要包括烟吸、烫吸、鼻吸和注射等）。药物依赖时间为1年以上，已经戒断使用海洛因超过12个月者，没有赌博和酗酒等不良嗜好，他们在康复期间参加正常生产劳动，身体健康（表16—1）。戒毒康复人员有人身自由，离院之前需请假，请假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康复人员回康复院是必须接受尿检，确保离院期间没有使用过任何违禁药物。


表16—1 戒断组药物使用情况








	
项目


	
平均数


	
标准差





	
药物依赖时间（月）


	
235.23


	
123.94





	
用药量（克/天）


	
0.45


	
0.21





	
药物戒断时间（月）


	
34.38


	
22.12







第二组为健康对照组共12人，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集团后勤服务人员、医院护工等。年龄30～50周岁，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健康对照组被试没有服用过任何违禁药物，无赌博和酗酒等嗜好。两组被试在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无显著差异（表16—2）。另外，戒断组的抽烟和饮酒状况较健康对照组普遍，但两组被试在抽烟和饮酒，以及焦虑水平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所有被试在实验前填写“核磁共振（MRI）扫描被试检查单”，排除脑部和其他重要器官疾病及严重的精神疾病。女性排除怀孕者，以及体内有植入金属者。另外，入选的被试参加实验前将被详细告知实验的过程并取得本人同意，签署参加实验同意书。实验程序经过华南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进行，在研究过程中，严格按照预定的实验程序实施。


表16—2 被试基本信息表












	
项目


	
组别


	
平均数


	
标准差


	
均方


	
F


	
p





	
年龄


	
戒断组


	
42.2308


	
2.65059


	
122.646


	
3.65


	
0.108




	
	
健康对照组


	
46.3333


	
4.46304


	
	
	



	
受教育程度（年）


	
戒断组


	
9.6923


	
1.10940


	
1.757


	
1.30


	
0.289




	
	
健康对照组


	
10.4167


	
1.24011


	
	
	



	
抽烟情况（支/天）


	
戒断组


	
14.7692


	
6.31340


	
107.321


	
2.02


	
0.153




	
	
健康对照组


	
9.0833


	
8.68079


	
	
	



	
饮酒情况（毫升/天）


	
戒断组


	
22.1685


	
18.91617


	
555.461


	
2.30


	
0.119




	
	
健康对照组


	
9.9617


	
10.90191


	
	
	



	
焦虑水平


	
戒断组


	
30.3846


	
6.30527


	
17.603


	
0.48


	
0.623




	
	
健康对照组


	
28.0833


	
4.87029


	
	
	








注：饮酒分为白酒、啤酒和红酒，按照酒精含量白酒
 50%、红酒和啤酒
 10%的标准进行换算，最终换算成酒精含量为
 50%的饮
 酒量。


2.实验材料

图片经筛选之后，经过处理。要求药物相关线索图片只包含药物本身（如海洛因粉末），或者带包装的药物（小包装的海洛因），不能显示工具和人物动作；用药工具线索图片包含药物和使用药物的工具（如烫吸场景中的锡箔纸、打火机等），不能出现人物和动作；用药动作图片包含药物、工具和用药动作（如注射前的准备），共收集相关线索图片201张。图片处理之后，统一转换为jpg格式，分辨率72，尺寸大小1024×768像素的图片。图片筛选完毕后，请戒毒康复机构的戒毒人员评价线索图片诱发心理渴求的程度，评价者共计30人，年龄39.27±5.37岁，教育程度10±2.42年，药物依赖时间11±5.68年，戒断时间19.3±15月，主要吸食海洛因。要求他们对每一张图片诱发的心理渴求程度进行0～7级评分。删除1名评价者的无效数据，共得到29名海洛因依赖者的评价数据。删除不能诱发心理渴求的图片和三个标准差之外的图片，获得药物线索图片（drug）、用药工具线索图片（tool）、用药动作线索图片（action）各45张。三种相关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评价结果如表16—3所示。三种对照线索图片均为不能诱发心理渴求的图片，没有记录评价得分，药物对照（cdrug），工具对照（ctool），动作对照（caction）各45张。

表16—3 线索类型诱发心理渴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均方


	
自由度


	

F



	

p






	
线索类型


	
500.95


	
2


	
6.96


	
0.001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线索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56）=6.96，p
 <0.001。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药物线索与工具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程度相当；动作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程度最高，显著高于药物线索和工具线索（表16—4）。三类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程度的能力均偏低，不排除药物依赖者和正在康复的戒断者有意掩饰线索诱发的心理反应。


表16—4 三类线索诱发心理渴求感差异的多重比较结果









	
线索类型


	
平均值


	

SE



	

p






	
药物—工具


	
1.72


	
0.12


	
0.528





	
工具—动作


	
1.86


	
0.11


	
0.001





	
动作—药物


	
2.36


	
0.11


	
0.005








注：表格每行中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对应成对线索的第一个线索类型。


3.实验设计

实验包括三个因素，采用2×2×3混合实验设计：第一个因素为被试间变量（group），根据被试的药物依赖状况分为两个水平：分别为药物戒断和健康对照；因素二为线索相关性（factor1），根据线索刺激是否与药物依赖行为有关，分为对照线索和相关线索；因素三为线索类型（factor2），根据线索刺激的内容分为实物线索、工具线索和动作线索；因素二与因素三均为被试内变量，根据变量水平，共产生6种组合，分别为药物对照线索
 
 （1×1）、工具对照线索
 
 （1×2）、动作对照线索（1×3）、成瘾药物线索（2×1）、用药工具线索（2×2）、用药动作对照线索（2×3），如表16—5所示。


表16—5 线索刺激内容明细表









	
线索相关性


	
线索类型


	
线索名称


	
举例





	
factor1


	
factor2





	
不相关


	
实物


	
药物对照线索


	
粉末状或颗粒状的物体，如沙子




	
	
工具


	
吸毒工具对照线索


	
日常生活工具，如指甲刀




	
	
动作


	
吸毒动作对照线索


	
日常生活动作，如剪指甲





	
相关


	
实物


	
药物线索


	
粉末状的海洛因，可卡因




	
	
工具


	
吸毒工具线索


	
如绳条、注射器、锡箔纸




	
	
动作


	
吸毒动作线索


	
如烫吸、注射海洛因







采用模块（block）模式呈现线索刺激，每个模块中均包含五个试验（trail），每个试验呈现时间为3s。每个试验中，先呈现注视点“+”，时间为500ms，接着出现线索刺激，呈现时间为2000ms，图片消失后，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时间为500ms（为了减少被试在观看图片时的眼动，每张图片中央也设置了注视点），每个模块的呈现时间为15s。刺激呈现过程中，对照线索模块与相关线索模块交替呈现。例如，第一个模块出现5张药物对照线索，第二个模块就出现药物线索；第三个模块呈现工具对照线索，第四个
 模块就出现用药工具线索……以此类推。如果把一个对照线索模块和与之对应的线索模块称为一个线索组，那么，实验材料就可以视为三个线索组：药物线索组、工具线索组和动作线索组。每个模块之间，被试有1200ms的休息。休息阶段，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三个线索组的呈现顺序是完全随机的，同时每个模块中五张图片也是从45张图片中随机挑选出来的。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头部不动，眼睛注视屏幕中央的注视点。要求被试在看清楚图片上的内容后，右手食指按键反应。


使用E-prime（2.0.8.22 professional，Copyright©1996-2005 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http://www.pstnet.com）呈现线索刺激。为了保证程序调用图片时间的精确性，图片大小不超过240K，呈现时间模式（timing mode）设定为“cumulative”，并提前300ms预加载下一张图片，保证刺激呈现与磁共振扫描的同步。


4．实验程序

实验前期去往戒毒康复机构，通过结构化访谈的方式筛选被试，告知符合实验标准的被试实验的目的、要求、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在征得他们同意参加实验之后，告知他们实验时间安排。根据实验安排，被试在参加实验的前一天不能喝酒，可按照日常习惯抽烟。被试由实验人员统一带到实验地点，填写核磁共振（MRI）扫描被试检查单和知情同意书。在参加磁共振实验之前，由心理学专业主试指导每一位被试填写成瘾行为个案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并通过主观报告和皮电和皮温等指标，对药物依赖组和戒断组被试当前的药物渴求状态进行评估。磁共振实验结束后，进行结构化访谈，了解被试复吸原因、状况，心理障碍等方面信息，降低由实验引起的负面情绪。


被试在主试的指导下进行实验前的准备，再次确认被试是否符合磁共振检查所要求的条件，并交代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被试进入磁共振室，要求其平静放松地躺于扫描仪内，保持清醒，闭眼，平静呼吸，不要刻意进行系统的思维活动。被试的头部固定，通过固定在头部线圈上的平面镜观看投影仪呈现出的刺激图像。实验过程中，一名主试通过语音设备告知被试实验要求和注意事项。


四、结果分析

1.戒断组与健康组被试在相关线索和对照线索反应时的差异比较

从两组被试线索反应时上看，戒断组被试各类线索反应时均高于健康对照组（表16—6）。以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作为组间变量，线索相关性和线索类型作为组内变量，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检验两组被试反应时与线索相关性和线索相关类型之间的关系。


表16—6 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被试线索反应时








	
线索类型


	
组别


	
M±SD





	
药物对照线索

吸毒工具对照线索


	
戒断组


	
907.78±308.24





	
健康组


	
765.64±275.76





	
吸毒动作对照线索

药物线索


	
戒断组


	
760.42±206.38





	
健康组


	
732.84±254.52





	
吸毒工具线索

吸毒动作线索


	
戒断组


	
787.97±184.89





	
健康组


	
758.87±246.57





	
药物对照线索

吸毒工具对照线索


	
戒断组


	
832.31±272.89





	
健康组


	
790.60±337.99





	
吸毒动作对照线索

药物线索


	
戒断组


	
814.05±283.97





	
健康组


	
753.91±276.85





	
吸毒工具线索

吸毒动作线索


	
戒断组


	
831.14±255.51





	
健康组


	
790.77±282.94







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的线索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线索相关性的主效应也不显著。但是，线索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44）=3.82，p
 <0.05；并且线索类型与线索相关性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
 （2，44）=3.21，p
 =0.05，三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表16—7）。从两因素交互作用示意图可以看出，
 
 药物线索反应时要低于药物对照的反应时，而工具和动作反应时均大于其对照线索（图16—1）。

表16—7 线索相关性和线索类型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均方


	

F



	

p






	
线索相关性


	
1


	
10250.36


	
0.91


	
0.350





	
线索类型


	
2


	
43222.91


	
3.82


	
0.029





	
线索相关性 * 线索类型


	
2


	
16352.38


	
3.21


	
0.050





	
线索相关性 * 组别


	
1


	
3332.26


	
0.30


	
0.592





	
线索类型 * 组别


	
2


	
11779.99


	
1.04


	
0.361





	
线索相关性* 线索类型 * 组别


	
2


	
15922.47


	
3.09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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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线索相关性与线索类型交互作用示意图

对线索相关性和线索类型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两组被试药物线索与药物对照线索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用药工具线索与对照工具的反应时差异也不显著，而吸毒动作线索反应时显著大于对照动作线索反应时，F
 （2，44）=4.87，p
 <0.05，见表16—8。

表16—8 线索相关性和线索类型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











	
因素2


	
因素1


	
因素1


	
平均差


	

SE



	

p






	
（I）


	
（J）


	
（I-J）





	
药物线索


	
不相关


	
相关


	
25.25


	
31.22


	
0.427





	
工具线索


	
不相关


	
相关


	
-37.35


	
21.61


	
0.097





	
动作线索


	
不相关


	
相关


	
-37.54


	
17.00


	
0.038







上述分析显示，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被试总体线索反应时无显著差异。两组被试不同类型的线索反应时差异显著，实物线索（类型一）反应时显著大于工具线索（类型二）的反应时。线索相关性与线索类型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线索相关性与线索类型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用药动作反应时显著大于对照动作反应时。线索类型与线索相关性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对照线索水平下，线索类型中的第一类型线索与第二类型线索反应时差异显著，即药物对照线索反应时显著大于工具对照线索反应时。健康组被试反应时在线索相关性和线索类型两个因素上无显著差异，也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戒断组被试在线索相关性因素两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不同类型线索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组间与线索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只有药物对照线索反应时显著大于工具对照线索反应时。


2.脑成像结果分析

脑成像数据分析结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通过戒断组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条件下脑激活情况的组内比较，分析相关线索中药物因素、用药工具因素和用药动作因素激活的特异性脑区；第二，通过组间比较，分析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对相关线索中的药物因素、工具因素和用药动作因素的脑神经活动的区别；第三，探讨戒断组相关线索条件下的镜像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比较戒断组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条件下镜像神经活动的异同，并通过组间比较，分析戒断组与健康对照组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两种条件下镜像神经活动的区别。


第一，戒断组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条件下脑激活情况的组内比较。相关线索包括成瘾药物图片、用药工具图片和用药动作图片，用药工具中有药物，用药动作图片描述的是手持用药工具吸食或注射药物的情景。对照线索与相关线索相对应，包括颗粒状或粉末状的物体，日常生活工具和使用这些日常生活工具完成的日常动作。观看六种不同的图片构成六种不同的认知任务。根据相关线索的性质，药物图片诱发脑区与药物对照图片相比较（drug vs cdrug），获得相关线索中药物因素激活的特异性脑区；用药工具与药物相比较（tool vs drug），相关线索中工具成分诱发的特异性激活脑区；用药动作与工具和药物相比较（action vs tool vs drug），获得戒断组被试相关线索中的动作成分激活的特异性脑区。


查看SPM结果中p
 <0.001（未校正）的激活区域，报告经FWE校正后p
 <0.05的cluster。按照此标准选取激活脑区时，有一些零星激活点，虽然经得起校正，但由于激活体素过少，没有留在SPM8的结果表上。对于这些激活点，使用rest工具（http：//www.restfMRI.net/forum/）查看激活区域和作图时，予以补充说明（Cabral et al.，2013；Song et al.，2011）。在使用rest查看激活脑区时，设定FDR校正P
 <0.05（one-tailed），报告激活脑区及体素。


第二，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对药物相关线索中的药物因素、用药工具和用药动作因素的组间比较。以健康对照组被试药物线索、工具线索和动作线索成分下的激活脑区作为mask，采用exclusive运算法则，获得两组被试相关线索条件下脑激活情况的差异。查看阈限为p
 <0.005（未校正）的激活区域，报告经FWH校正后p
 <0.05的激活脑区。


第三，根据用药动作与药物（action vs drug），以及对照动作与对照药物（caction vs cdrug）的t
 -contrast结果，比较戒断组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条件下镜像神经活动的异同；并通过组间比较，分析戒断组与健康对照组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两种条件下镜像神经活动的区别。


（1）戒断组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激活脑区的组内比较

戒断组被试在药物线索条件下与药物对照条件下脑活动的t
 -contrast结果，消除了按键动作对线索诱发脑活动的干扰，显示了该组被试在药物因素诱发作用下的脑区活动。表16—9中列出戒断组被试药物线索与药物对照线索相比较后显著激活脑区。从SPM8结果表中，挑选出p
 FWE校正
 <0.05的cluster，表格中显示的p
 值即为FWE校正后的cluster激活的显著性。每个cluster包含有多个激活点，表格中列出了显著激活的cluster，及其所包含的峰值激活点的MNI坐标和对应的T值。

表16—9 戒断组药物线索与药物对照线索的t
 -contrast结果













	
脑区名称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 坐标


	

T






	
x


	
y


	
z





	
枕叶


	
右


	
7183


	
<0.001


	
38


	
-86


	
22


	
6.90





	
枕叶


	
右


	
	
	
40


	
-92


	
14


	
6.52





	
枕叶


	
右


	
	
	
40


	
-80


	
16


	
6.12





	
梭回


	
右


	
402


	
0.006


	
28


	
-50


	
-12


	
5.57





	
舌回


	
右


	
	
	
14


	
-60


	
-4


	
3.52







戒断组被试药物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相比较，出现了两个显著激活的cluster，主要分布在枕叶，位于颞下回和海马旁回之间的梭状回，以及舌回。在p
 FWE校正
 <0.05的条件下，双侧海马旁回、双侧颞中回和右侧颞上回、双侧顶上小叶和左侧顶下小叶、左侧楔前叶、后扣带回也有体素激活。戒断组被试药物对照线索与药物线索相比，除了双侧枕叶出现显著激活外，没有发现其他脑区的活动，在p
 FWE校正
 <0.05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现除额叶以外的脑区活动。图16—2显示的是p
 FWE校正
 <0.05水平下，戒断组被试药物因素引发的特异性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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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戒断组被试药物线索激活的特异脑区

戒断组被试用药工具线索与药物线索相比较，t
 -contrast结果反映出用药工具线索引发的特异性脑区。结果显示，相关线索中的用药工具因素比药物线索引发了更多脑区的活动。除了枕叶和梭回之外，还包括双侧顶下小叶、左侧楔前叶和左侧颞下回（表16—10所示）。在p
 FWE校正
 <0.05的条件下，戒断组双侧顶上小叶、左侧顶下小叶也有显著激活的体素。


表16—10 戒断组用药工具线索与药物线索的t
 -contrast结果













	
脑区名称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 坐标


	
T





	
x


	
y


	
z







	
枕叶


	
右


	
2005


	
<0.001


	
32


	
-92


	
-12


	
6.28





	
枕叶


	
右


	
	
	
46


	
-82


	
-12


	
5.38





	
枕叶


	
右


	
	
	
44


	
-88


	
-2


	
5.08





	
颞下回


	
左


	
1834


	
<0.001


	
-54


	
-66


	
-8


	
4.86





	
枕叶


	
左


	
	
	
-44


	
-70


	
-12


	
4.76





	
梭回


	
左


	
	
	
-34


	
-48


	
-20


	
4.75





	
顶下小叶


	
左


	
740


	
<0.001


	
-26


	
-48


	
46


	
4.63





	
枕叶


	
左


	
	
	
-22


	
-62


	
36


	
4.54





	
楔前叶


	
左


	
	
	
-14


	
-78


	
56


	
3.60





	
顶下小叶


	
右


	
744


	
<0.001


	
32


	
-52


	
56


	
4.50





	
枕叶


	
右


	
	
	
24


	
-64


	
46


	
4.18







药物线索与工具线索的t
 -contrast结果中没有出现显著激活的脑区，在p
 FDR校正
 <0.05的水平下，也没有出现显著活动的cluster，如图1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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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 戒断组被试工具线索激活的特异脑区

用药动作图片中描述的是药物依赖者使用工具吸食或者注射毒品的情景，戒断者观看用用动作线索与用药工具和药物线索的t
 -contrast结果代表相关线索中的动作成分引发的特异性脑区。相比较药物因素和工具因素来说，相关线索中的动作因素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脑区激活。参与用药动作内容加工的脑区包括双侧颞中回、右侧颞下回、左侧枕叶、双侧缘上回、右侧中央后回和双侧的顶下小叶（表16—11）。

表16—11 戒断组用药动作线索激活的特异脑区













	
脑区名称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 coordinates


	

T






	
x


	
y


	
z





	
颞中回


	
右


	
4379


	
<0.001


	
56


	
-66


	
6


	
12.65





	
颞中回


	
右


	
	
	
52


	
-74


	
4


	
11.69





	
颞下回


	
右


	
	
	
48


	
-42


	
-22


	
8.16





	
颞中回


	
左


	
3592


	
<0.001


	
-54


	
-66


	
0


	
10.98





	
枕叶


	
左


	
	
	
-46


	
-72


	
2


	
10.43





	
颞中回


	
左


	
	
	
-50


	
-70


	
12


	
9.75





	
顶下小叶


	
右


	
794


	
<0.001


	
32


	
-50


	
56


	
6.02





	
中央后回


	
右


	
	
	
32


	
-36


	
48


	
4.84





	
缘上回


	
左


	
1646


	
<0.001


	
-62


	
-32


	
26


	
5.77





	
顶上小叶


	
左


	
	
	
-36


	
-48


	
66


	
5.51





	
缘上回


	
左


	
	
	
-66


	
-26


	
40


	
5.41





	
缘上回


	
左


	
300


	
0.021


	
68


	
-24


	
40


	
5.53





	
缘上回


	
左


	
	
	
64


	
-22


	
48


	
4.24





	
中央后回


	
左


	
	
	
70


	
-14


	
32


	
3.74







在p
 FDR校正
 <0.05的条件下，戒断组双侧顶上小叶、左侧顶下小叶也有显著激活的体素。双侧的枕叶、梭状回、颞上回、顶上小叶，右侧的脑岛和左侧中央前回等脑区也出现了显著激活的体素。图16—4是p
 FDR校正
 <0.05水平下，戒断组被试在用药动作因素条件下引发的脑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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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4 戒断组用药动作线索激活的特异脑区

（2）相关线索激活脑区的组间比较

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被试均接受六种线索类型的刺激，把两组被试六种条件下的脑激活数据建立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组间比较。组间比较依旧涉及三个内容：相关线索中的药物因素、用药工具因素和动作因素引发特异性脑区的比较，比较结果见表16—12。同时，提取三种线索条件对应脑区的beta值进行ROI分析，比较两组被试相关线索诱发作用下脑神经活动的异同。


表16—12 戒断组三类线索条件下更多激活脑区














	
线索


	
脑区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坐标


	

T






	
x


	
y


	
z





	
药物


	
枕叶


	
左


	
2012


	
<0.001


	
-36


	
-86


	
26


	
4.90





	
枕叶


	
左


	
	
	
-30


	
-90


	
30


	
4.83





	
扣带回


	
左


	
1273


	
<0.001


	
-8


	
-38


	
34


	
4.63





	
楔前叶


	
左


	
	
	
0


	
-56


	
22


	
3.85





	
工具


	
梭状回


	
右


	
864


	
0.006


	
46


	
-68


	
-16


	
4.64





	
颞中回


	
右


	
	
	
58


	
-48


	
-6


	
4.53





	
枕叶


	
右


	
	
	
52


	
-74


	
-16


	
4.32





	
动作


	
颞中回


	
右


	
2279


	
<0.001


	
56


	
-52


	
4


	
9.62





	
颞下回


	
右


	
	
	
46


	
-48


	
-16


	
7.65





	
枕叶


	
右


	
	
	
46


	
-70


	
16


	
7.22





	
枕叶


	
左


	
1428


	
<0.001


	
-40


	
-84


	
6


	
7.26





	
颞中回


	
左


	
	
	
-48


	
-56


	
0


	
6.32





	
顶下小叶


	
右


	
966


	
0.003


	
34


	
-46


	
50


	
5.83





	
缘上回


	
右


	
	
	
30


	
-42


	
42


	
5.49





	
中央后回


	
右


	
	
	
32


	
-36


	
48


	
4.84





	
颞上回


	
左


	
1976


	
<0.001


	
-62


	
-32


	
24


	
5.67





	
顶上小叶


	
左


	
	
	
-36


	
-48


	
66


	
5.51





	
中央后回


	
左


	
	
	
-66


	
-18


	
32


	
5.34





	
缘上回


	
右


	
570


	
0.048


	
68


	
-24


	
40


	
5.53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相关线索中的药物因素导致戒断者左侧枕叶、左侧扣带回和左侧楔前叶出现了更高水平的激活（图16—5）。相同显著性水平下，健康对照组被试右侧枕叶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激活。由于楔前叶和后扣带回位于同一个cluster，所以只提取两组被试左侧扣带回drug和cdrug条件下的beta值，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线索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后扣带回在药物线索和药物对照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出现了明显差异，药物线索条件下，后扣带回的负激活水平更低，F
 （1，22）=8.75，p
 <0.05。从图16—7可以看出，戒断组药物对照条件下的负激活水平显著大于药物条件下的负激活水平；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两种线索条件的后扣带回激活水平的t
 -contrast结果无显著差异。同时，线索类型与组间因素存在边缘性的交互作用，F
 （1，22）=3.49，p
 <0.075，为了进一步验证药物线索条件下后扣带回激活水平的组间效应，将两组被试药物线索条件下后扣带回激活水平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药物线索条件下，健康组后扣带回负激活水平显著低于戒断组t
 =2.64，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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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5 戒断组与健康组药物线索激活脑区的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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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6 戒断组与健康组药物线索引发后扣
 带回激活水平的比较

上图中1表示药物对照线索，2表示药物线索

相关线索中的工具因素引发戒断者更多的脑区活动，主要集中在右侧枕叶、颞中回和梭状回（图16—7），三个激活点是位于同一个cluster中，选取右侧颞中回为兴趣区，提取该处的beta值，比较两组被试工具因素条件下该脑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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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7 戒断组与健康组工具线索激活脑区的组间比较

结果显示，工具线索和药物线索导致两组被试右侧颞中回激活水平产生了显著差异，F
 （1，22）=13.12，p
 <0.001；组间因素与线索类型两因素存在交互作用表现出边缘显著F
 （1，22）=3.23，p
 <0.07，戒断组工具线索条件下的脑激活水平显著高于药物线索，F
 （1，22）=14.98，p
 <0.001，如图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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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8 戒断组与健康组工具线索引发右侧颞中回激活水平的比较

上图中1表示药物线索，2表示工具线索

相关线索中的动作因素引发了较为广泛的脑区活动，在两组被试之间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差异。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戒断组激活了更多的脑区，包括双侧颞中回、双侧顶下小叶、双侧中央后回、左侧顶上小叶、右侧缘上回，以及枕叶。选取左侧颞上回、右侧顶下小叶、右侧缘上回为兴趣区，如图16—9所示。提取这些脑区在药物线索、工具线索和动作线索条件下的beta值，使用方差分析检验这些脑区在各种线索条件下的脑活动情况。


[image: ]


图16—9 戒断组与健康组动作线索激活脑区的组间比较

戒断组与健康对照组左侧颞上回在动作线索诱发作用条件下出现了显著激活，三类线索的主效应显著，F
 （2，22）=8.34，p
 <0.05。对于戒断组来说，左侧颞上回在动作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最高（M
 =0.53），工具线索其次（M
 =0.33），药物线索最低（M
 =0.20），三类相关线索差异显著，F
 （2，12）=12.70，p
 <0.05；健康对照组三种线索类型条件下激活水平无显著差异，线索类型的组间效应不显著，线索类型与组间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如图16—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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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0 动作线索引发左侧颞上回激活水平的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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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1 动作线索引发右侧顶下小叶激活水平的组间比较

戒断组与健康对照组右侧顶下小叶在动作线索诱发作用条件下出现了显著激活。线索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12）=9.41，p
 <0.001，线索类型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
 （2，44）=3.46，p
 <0.05，由图16—11可以看出，戒断组右侧顶下小叶在动作线索和工具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均高于药物线索。健康对照组右侧顶下小叶在三类线索条件下激活水平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3）戒断组与健康组动作线索引发的镜像神经活动

镜像神经系统研究发现，执行手部动作、观察手部动作和完成动作的心理模拟任务时，前运动皮层、辅助运动皮层、顶下小叶、额下回和颞上沟等脑区也会出现激活。换句话说，个体在观察和想象某个动作时，其实是在大脑中重构运动图式，经历着与执行该动作相同的神经过程。研究者通过比较观看抓取物体动作激活脑区与观看静止物体激活脑区，从而获得观看动作的镜像神经脑区。同理，两组被试在观看用药动作与观看静止药物两种条件下的脑区活动比较后，可以得到有关用药动作线索任务引发的镜像神经活动；比较观看一般动作与静止的非成瘾药物图片，也可以获得一般动作的镜像神经脑区，结果如表16—13所示。同时，分析戒断组被试和健康对照组被试两种条件下的镜像神经活动情况。


表16—13 戒断组和健康组用药动作引发的镜像神经脑区














	
组别


	
脑区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 坐标


	

T






	
x


	
y


	
z





	
戒断组


	
颞中回


	
右


	
4926


	
<0.001


	
56


	
-66


	
6


	
11.24





	
颞中回


	
左


	
4698


	
<0.001


	
-54


	
-66


	
0


	
10.31





	
顶下小叶


	
右


	
1013


	
<0.001


	
32


	
-50


	
56


	
6.86





	
顶上小叶


	
右


	
	
	
40


	
-46


	
64


	
4.36





	
顶上小叶


	
左


	
1740


	
<0.001


	
-36


	
-48


	
66


	
6.00





	
顶下小叶


	
左


	
	
	
-30


	
-48


	
46


	
5.86





	
缘上回


	
左


	
	
	
-66


	
-22


	
38


	
5.39





	
缘上回


	
右


	
374


	
0.008


	
68


	
-24


	
40


	
5.81





	
顶下小叶


	
右


	
	
	
58


	
-32


	
56


	
4.14





	
健康组


	
枕叶


	
右


	
1837


	
<0.001


	
50


	
-76


	
2


	
6.42





	
颞下回


	
右


	
	
	
58


	
-70


	
-4


	
5.98





	
枕叶


	
左


	
2217


	
<0.001


	
-54


	
-76


	
10


	
6.13





	
颞下回


	
左


	
	
	
-48


	
-74


	
-4


	
5.57







戒断组被试用药动作与静止药物线索激活脑区比较显示，枕叶和颞叶出现了极其显著的活动，颞叶激活峰值点位于大脑左半球，颞中回和颞上沟结合部位。双侧的顶下小叶，以及右侧缘上回也出现了显著激活。丘脑和中脑系统在用药动作的镜像神经活动中也有激活。在p
 FDR校正
 <0.05的情况下，左侧海马，左侧BA6区的额上回和额中回与中央前回结合部出现了显著激活的体素（-26/8/68，-38/-2/38），颞下回和右侧额下回也出现了较多的激活体素，双侧的中央前回也出现了激活（-36/-2/54，34/-4/48）。另外，药物线索与用药动作线索相比较，没有出现显著活动的脑区，如图16—12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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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2 戒断组用药动作诱发的镜像神经活动

健康组被试用药动作与静止药物线索激活脑区比较后，在pFDR校正<0.05水平下，双侧枕叶和颞下回出现了显著激活（图16—13）。对于健康组被试来说，静止药物与用药动作相比，也没有出现显著的脑区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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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3 健康对照组用药动作诱发的镜像神经活动

以往研究表明，观察者观看手部抓取物体动作与静止物体激活脑区相比较，其顶下小叶、颞上沟、前运动皮层和额下回等镜像神经系统会被激活。根据这种思路，考察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被试在观看一般日常行为动作与静止的非药物物品时，一般行为的镜像神经活动情况，比较两组被试观看对照动作时镜像神经活动的区别，结果见表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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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4 戒断组对照动作诱发的镜像神经活动

戒断组被试观看一般日常行为动作与静止的非药物物品激活脑区比较，出现了三个显著激活的cluster，包括双侧的枕—颞联合皮层、顶叶和右侧的额下回脑区，左侧脑激活区域较多。左侧的cluster包括枕叶的枕中回、颞叶的颞中回，以及顶下小叶，BA2/3区的中央后回，顶上小叶、缘上回，还包括BA4区的中央前回脑区。右侧的cluster包括BA37区的枕叶—颞叶联合皮层，颞中回、颞下回和颞上回也有激活；右侧顶上小叶和顶下小叶也出现了显著激活。右侧BA45区的额下回三角部出现了显著激活。在p
 FDR校正
 <0.05的前提下，降低cluster size的大小，在左侧BA45区额下回三角部（-56/20/16，cluster size=19）和左侧的中央前回（-34/-2/48，cluster size=19）也发现有显著激活的体素，如图16—15所示。静止的非药物物品与日常行为动作两种条件相比较，除枕叶外，没有发现显著激活的脑区。


表16—14 戒断组和健康组对照动作的镜像神经脑区














	
组别


	
脑区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 坐标


	

T






	
x


	
y


	
z





	
戒断组


	
枕中回


	
右


	
9536


	
<0.001


	
52


	
-76


	
6


	
12.74





	
颞下回


	
右


	
	
	
58


	
-66


	
-2


	
12.18





	
颞中回


	
左


	
7729


	
<0.001


	
-54


	
-66


	
0


	
12.21





	
枕中回


	
左


	
	
	
-50


	
-72


	
10


	
9.94





	
顶下小叶


	
左


	
2625


	
<0.001


	
-30


	
-48


	
48


	
6.96





	
顶上小叶


	
左


	
	
	
-34


	
-48


	
62


	
5.78





	
顶下小叶


	
左


	
	
	
-52


	
-30


	
40


	
5.75





	
健康组


	
枕中回


	
右


	
3508


	
<0.001


	
50


	
-76


	
2


	
7.60





	
颞下回


	
右


	
	
	
56


	
-74


	
-4


	
7.23





	
颞中回


	
左


	
3242


	
<0.001


	
-44


	
-72


	
4


	
5.95





	
顶上小叶


	
右


	
894


	
<0.001


	
30


	
-46


	
48


	
5.38





	
顶下小叶


	
右


	
	
	
34


	
-48


	
56


	
5.22





	
中央后回


	
右


	
	
	
34


	
-30


	
38


	
4.07





	
顶下小叶


	
左


	
1159


	
<0.001


	
-38


	
-40


	
46


	
4.96







健康组被试一般日常行为动作与静止的非药物物品激活脑区比较，出现了四个显著激活的cluster，枕叶—颞叶联合皮层、右侧的顶上小叶和顶下小叶，以及BA2区的中央后回，左侧顶下小叶都出现了显著活动（图16—15）。健康组被试没有发现右侧额下回的显著激活。对于健康组被试来说，静止的非药物物品与日常行为动作两种条件相比较，除枕叶外，也没有发现显著激活的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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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5 健康组对照动作诱发的镜像神经活动

结合两组被试在药物动作线索引发的镜像神经活动情况，可以发现，戒断组和健康组被试日常行为镜像神经活动没有显示出太大差异，但是两组被试在用药动作引发的镜像神经活动差异比较大。为了进一步分析药物依赖者在相关线索诱发作用下的镜像神经活动情况，将戒断组被试日常动作镜像神经脑区与用药动作的镜像神经脑区做联合分析。通过联合分析获得戒断组用药动作和日常动作线索共同诱发的镜像神经系统，分析结果如表16—15所示。


表16—15 戒断组被试用药动作与对照动作镜像神经脑区联合分析













	
脑区名称


	
半球


	
体素数目


	

p
 FWE校正



	
MNI 坐标


	

T






	
x


	
y


	
z





	
枕叶


	
右


	
4555


	
<0.001


	
54


	
-72


	
0


	
13.18





	
颞中回


	
右


	
	
	
58


	
-68


	
6


	
13.13





	
颞中回


	
左


	
4552


	
<0.001


	
-54


	
-64


	
0


	
13.00





	
顶上小叶


	
右


	
882


	
<0.001


	
32


	
-50


	
56


	
7.45





	
中央后回


	
右


	
	
	
32


	
-36


	
48


	
4.66





	
顶下小叶


	
左


	
1461


	
<0.001


	
-30


	
-48


	
46


	
6.23





	
顶下小叶


	
左


	
	
	
-60


	
-30


	
38


	
5.31





	
中央后回


	
左


	
	
	
-34


	
-48


	
64


	
4.65







联合分析结果显示，戒断组被试在观看日常行为动作和用药动作均引发了枕叶—颞叶联合皮层的颞中回，双侧的顶上小叶和顶下小叶，以及双侧的中央后回的显著激活；在p
 FDR校正
 <0.05水平下，减少cluster size的大小，也会发现右侧额下回的激活。对于健康对照组被试来说，由于用药动作线索引发的脑区较少，联合分析只有枕叶和颞下皮层有显著激活，顶叶、颞中回和额下回没有显著激活，如图16—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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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6 戒断组与健康对照组用药动作与对照动作镜像神经的联合分析

通过联合分析，比较了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被试用药动作镜像神经活动与对照动作镜像神经活动共同激活的脑区。为了进一步分析两组被试在两种动作条件下镜像神经活动的区别，选择用药动作与静止的药物两种线索激活脑区比较结果，对照动作与静止的非药物物品两种线索激活脑区的比较结果，把这两个比较结果进行T
 检验，获得戒断者和健康人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两种镜像神经活动的差异。结果发现，在p
 <0.001未校正的情况下，戒断组被试用药动作引发的神经活动比一般动作更多激活了枕叶，以及左侧海马（-22/-28/-6）和中脑（0/-22/-18）和前扣带回的少量体素，而健康对照组只有枕叶和右侧额上回出现少量激活。


戒断组被试在看到日常行为动作和看到吸毒动作时，其镜像神经系统的活动没有太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戒断者对日常行为动作和吸毒动作都很熟悉，在看到这些动作时，镜像神经系统可能产生了自发性活动。健康被试在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线索上表现出差异，他们好像对日常行为动作更加敏感，顶上小叶和顶下小叶，以及中央后回都有显著激活；而吸毒动作线索没有引起顶叶和运动皮层的活动。虽然戒断组被试在两种动作线索条件下，顶上/顶下小叶，以及右侧额下回和中央后回均出现了显著激活，但是吸毒动作线索除了引发戒断者镜像神经脑区的激活之外，还可能导致了海马和中脑的活动。


以往研究发现，在观察动作时，观察者的顶下小叶、前运动皮层、额下回和辅助运动皮层等脑区也会产生激活。根据以上不同类型的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之间的相互比较，以及戒断组被试用药动作镜像神经脑区与日常行为动作镜像神经脑区的联合分析，选取戒断组被试在用药动作条件下的镜像神经活动脑区为兴趣区，主要包括右侧额下回（54/34/2）、左侧顶下小叶（-30/-48/46，-60/-30/38）、左侧顶叶/中央后回（-66/-24/36），右侧顶上/顶下小叶（30/-52/56）、双侧颞中回（-54/-64/0，54/-60/2）。另外，在健康对照组被试中，其左侧顶下小叶（-46/-24/38）在对照动作条件下出现了更显著的激活，戒断组前扣带回（0/24/16）和后扣带回（-2/-40/28）在吸毒动作线索条件下出现了更明显的活动。提取以上激活峰值点的beta值进行ROI分析，分析以上脑区与三类药物线索诱发心理渴求之间的关系。


分析结果显示，海洛因戒断者右侧额下回、 双侧侧顶下小叶和双侧颞中回在药物、吸毒工具和用药动作三个维度上的激活水平呈现显著差异。用药动作线索作用条件下的激活水平显著高于药物线索和工具线索，海洛因戒断者以上脑区激活水平与药物相关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程度是一致的。戒断组前扣带回激活水平在三种相关线索条件下虽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但该脑区负激活水平随着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强度增加而降低，这一趋势与健康对照组恰好是相反的。健康对照组被试的上述脑区激活水平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上述脑区与相关线索类型的ROI分析结果，以及组间比较结果见图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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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7 戒断者镜像神经脑区激活水平与不同类型相关线索之间的关系

五、 药物依赖者镜像神经系统在相关线索加工中的作用

戒断组被试和健康对照被试在观看药物相关线索和对照线索，被试在看清楚图片内容后做出按键反应。两组被试总体线索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健康对照组被试对相关线索和对照线索反应时无显著差异，不同类型的线索也没有引起反应时的显著变化。戒断组被试药物相关线索和对照线索反应时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他们对不同类型的线索反应时不同；并且，线索相关性与线索类型交互作用显著，戒断组被试对用药动作反应时显著大于对照动作反应时，诱发水平较低的药物线索和吸毒工具线索反应时较长，诱发水平较高的动作线索反应时较短，但不存在显著差异。


脑成像分析结果显示，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在三类药物相关线索条件下，均出现了较多的脑区激活。药物相关线索诱发作用下显著激活的脑区主要分布在双侧BA37区的颞叶—枕叶联合皮层、顶上小叶和顶下小叶，额上回、额中回的眶额皮层，前扣带回和扣带回，海马、丘脑和中脑。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的多重比较结果发现了组间差异。药物线索与对照线索刺激比较，戒断组被试的右侧海马和后扣带回出现了激活；在用药动作与对照动作的比较时，戒断组的前扣带回和后扣带回出现了更显著的活动。健康对照组被试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的多种比较中，没有发现海马和扣带回等脑区的显著激活。


戒断组和健康对照被试在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条件下的镜像神经活动脑区既表现出相似，也包含着差异。具体来说，在对照行为动作，也就是日常行为动作线索条件下，两组被试的颞叶和顶叶都出现了显著活动；在吸毒动作线索条件下，戒断组的颞中回、顶上小叶和顶下小叶，以及右侧额下回均表现出与日常动作线索条件一致的激活，而健康对照被试除枕叶—颞叶联合区外，没有出现显著的脑区活动。在戒断组被试中，用药动作条件下的镜像神经活动与对照动作的镜像神经活动相比，前者伴随有丘脑、海马和中脑等边缘系统的活动，健康被试相同条件下的比较没有发现类似结果。


选取戒断组被试在用药动作与对照动作条件下共同激活脑区为兴趣区，发现戒断组被试的双侧颞中回、右侧额下回、左侧顶上小叶/中央后回，以及双侧的顶下小叶在不同类型的药物线索条件下，激活水平出现了显著差异。这些脑区的激活水平与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强度是一致的。戒断组与健康
 
 对照组在cactio
 
 n vs cdrug条件下，枕叶—颞叶联合皮层、顶上小叶、顶下小叶出现了较为一致的活动。在action 
 vs drug条件下，与健康人群相比，戒断者出现了更多的脑区激活；而戒断组在action 
 
 vs drug条件下激活脑区与其在caction vs cdrug条件下激活脑区一致。


实验材料中选用的用药动作图片显示的内容有吸毒者手持装有毒品的工具，进行加热溶解等准备活动；或者手持放有海洛因或者可卡因的锡箔纸，用火加热蒸腾，进行鼻吸；还包括吸毒者手持装有液体药物的注射器，准备或者正在注射。药物线索图片显示的是静止的海洛因粉末，或者带有包装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两种条件下的t
 -contr
 
 
 
 ast得到用药动作线索条件下的镜像神经脑区。同样，对照动作线索与静止的非药物线索两种条件下的t
 -contrast得到一般动作的镜像神经脑区。


概括来讲，两组被试在对照动作诱发作用下，其镜像神经系统出现了同等水平的活动，这一研究发现与van Elk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van Elk，2014）。他选用健康人为研究对象，发现被试在观看日常生活中的动作线索图片与静止物体的图片相比，更多激活了双侧颞中回、双侧顶下小叶和双侧的背外侧前运动皮层。在用药动作线索作用下，只有戒断组被试的镜像神经系统依然活跃。戒断组被试两种条件下t
 -contra
 
 
 st脑区联合分析，得到两种条件下均被显著激活的脑区。这些激活区域在药物线索、吸毒工具线索和用药动作线索条件下激活水平出现了显著差异；并且，除前扣带回和后扣带回之外，戒断组双侧颞中回、双侧顶下小叶、左侧顶上小叶，以及右侧额下回的激活水平与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强度是一致的，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程度越高，这些脑区的激活水平也越高。


左侧顶上小叶与戒断者心理渴求神经活动有关。戒断组被试左侧顶上小叶部分脑区在related-cue vs unrelated-cue条件下出现了显著激活。左侧顶上小叶主要参与动作的具身模拟。有研究发现，完成手指序列动作和心理模拟手指序列运动时，左侧顶上小叶和辅助运动皮层都会产生激活。他们认为，左侧顶上小叶的活动反映了被试在模拟动作时调用了更多注意资源和记忆信息（Nair et al.，2003）。顶上小叶不仅参与了动作的心理模仿，它的激活水平还会受到渴求动机的调节（Cheng e
 
 t al.，2007），饥饿的人在观看抓取物体和抓取食物的图片时，顶上皮层的活动水平会显著增加。这说明左侧顶上小叶激活水平与心理渴求动机的有关，动机强度高的情况下，左侧顶上小叶激活水平也高，反之亦然。另外，尼古丁依赖者的左侧顶上小叶也参与了相关线索的知觉加工任务（Yalachkov and Naumer，2011），它可能与工具的熟练使用有关，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戒断组和健康对照组左侧顶上小叶在药物相关线索条件下出现了较大差异，前者在吸毒工具和用药动作条件下激活水平较高，而后者的激活水平较低，并且在三种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无显著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左侧顶下小叶参与了药物依赖者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并对熟悉的吸毒动作进行了潜在的心理模仿，这种模仿是基于自身用药经验基础上的，表现出具身效应。


顶下小叶是人类镜像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者在执行手部动作或者观察他人的手部动作，抑或完成动作的心理模拟或动作识别过程中，左侧顶下小叶都会产生激活（Lorey e
 
 t al.，2009）。人们在理解手部动作词语时，双侧的顶下小叶也会产生激活（Dam et al.，2010）。动作的具身模仿和具身语义理解是建立在自身动作经验基础上的。该脑区对动作线索比较敏感，三类相关线索中，动作线索条件下激活水平最高。其激活水平与线索的心理渴求唤醒程度是一致的。所以，顶下小叶在药物依赖者相关线索诱发心理渴求中有着重要作用。


戒断者右侧额下回在用药动作和对照动作的镜像神经活动中都产生了激活，它在三种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差异显著，用药动作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显著大于药物线索，与工具线索条件下的脑激活水平无显著差异。


右侧额下回与抑制控制功能有关（Aron et al.，2004）。药物依赖者通过认知调节，抑制药物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时，右侧额下回产生显著激活，激活水平与伏隔核的激活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右侧额下回在相关线索诱发的心理渴求时的抑制功能（Volkow et al.，2010）。

右侧额下回也会参与到动作识别加工过程。有研究者让被试从三个角度识别一个动作：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怎么做的。结果发现，三种动作鉴别任务都导致了右侧额下回的活动（Spunt et al.，2011）。另外的研究让被试观看自己的手部动作和别人的手部动作，考察缘上回和额下回的功能。他们发现，被试两种任务条件下，双侧的下回都出现了显著激活（Macuga and Frey，2011）。

本实验要求被试仔细观看图片中的内容，在看清楚图片内容之后做出按键反应。对于戒断组被试来说，用药动作线索和对照线索条件，右侧下回均出现了显著激活。如果说处于康复期的戒断者在极力抑制药物相关线索的诱惑，那么，在药物相关线索与对照线索的t
 -contrast结果中也会发现它的活动。但是，比较结果中没有发现右侧额下回的激活。另外，戒断组被试在caction vs cdrug条件下，虽然其右侧额下回也产生了激活，但没有理由说戒断组对日常行为动作也产生抑制行为。由此看来，额下回在相关线索诱发心理渴求中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戒断组在用药动作线索诱发作用下，双侧颞中回出现了显著活动。该脑区在三类药物相关线索下激活水平差异显著，双侧颞中回用药动作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均大于工具线索和药物线索。这与线索心理渴求唤醒程度是一致的。


药物依赖研究颞叶/颞中回在相关线索条件下的活动是比较常见的（Kosten et al.，2006；Li et al.，2012）。研究发现，那些在药物相关线索条件下，右侧颞中回和左侧颞上回激活水平高的戒毒人员，他们日后出现复吸的几率更大（Kosten 
 
 et al.，2006）。在结构上，颞中回后部与顶上小叶的缘上回有密切的神经联系，它与海马和基底外侧核等边缘系统也有神经联系。颞中回和颞下回及其周围结构对识别环境中熟悉事物是很重要的。本研究中的戒断被试长期使用海洛因等阿片类药物，用过包括注射在内的多种吸毒方式，他们对于成瘾药物图片、吸毒工具和用药动作图片是较为熟悉的。


颞叶参与了手部动作识别和模仿过程。有意义的手部动作识别除了激活左侧额下回、左侧小脑、双侧的海马旁回，右侧的眶额皮层以外，左侧颞中回和右侧颞下回也产生了显著激活。观察者在识别有意义的动作时，记忆脑区和视觉加工皮层起到重要作用（Giacomo Rizzolatti，2005）。戒断者双侧颞中回在三类药物相关线索条件下激活水平出现了极其显著的差异，激活水平与线索的心理唤醒程度是一致的。戒断组被试双侧颞叶的激活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们对熟悉动作模仿的成分。


健康对照组被试双侧颞中回在三类相关线索条件激活水平也出现了显著差异。并且在工具线索和动作线索条件下的激活水平与戒断组水平相当。健康对照组被试观看药物图片时激活水平显著低于另外两种线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海洛因并不熟悉导致的。吸毒工具多是生活中能够见得着的，如医用橡胶管、注射针筒和汤匙等；吸毒动作在电视电影等媒体中也会经常看到，所以也相对熟悉。结合全脑分析结果，健康组被试观看相关线索虽然引起了颞中回的显著活动，但其颞叶附近的海马却没有出现显著激活。


对于健康对照组被试而言，相关线索的加工似乎停止在了颞叶。药物相关线索对于戒断者而言意义要丰富的多，除了颞叶活动之外，左侧海马、中脑和丘脑、扣带回和右侧额下回也出现了活动。这些脑区的参与可能表明处于戒断康复期的药物依赖者一方面产生了药物的心理渴求（Childress et al.，1999），另一方面对药物产生了抵制情绪，表现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Aron et al.，2004）。

六、总结

研究发现，与动作执行相关联的皮层感觉运动区域通常在动作的观察、计划、心理意象期间也会被激活（Sanchez-Simon et al.，2012）。相关线索诱发心理渴求的相关脑区，除了边缘皮质系统外，顶内沟、额下回及其所对应的顶下小叶和腹侧运动前皮质也有参与。顶下小叶、前运动皮层属于感觉-
 运动脑区和动作观察的神经网络，与镜像神经系统重叠。


镜像神经的主要功能是能使个体在观察他人行为或相应的工具时，可以激活自身大脑中负责编码及执行这些行为的皮层，镜像神经不仅编码动作特征，还有所观察动作的意图和意义。在相关线索下，腹侧额叶的运动前皮层及初级运动皮层的激活使人们经历着“perceiving is doing”的过程与感受，达到动作理解，分析和推测被观察人的意图的目的，并同时进行内隐模仿，完成动作的输出。这种内隐动作模仿，将会促进用药动作图式的形成，降低执行实际行为的阈限，在相关线索的情况下，提高复吸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镜像神经包含了种类发生的原始脑结构，确保当灵长类动物在执行某个动作或观看其他个体执行同样的动作时，具有动作理解的快速通道功能，被进化选择所保留并增强（Hanuschkin et al.，2013）。简单来讲，它会把作为复杂情境学习加工过程的成瘾行为转变成为迅速、直接的本能反应。成瘾者通过MNS的功能可以把相关线索反应（复杂行为）降低为更为内隐的精神运动能力，习惯或简单的条件作用（与联接学习共同作用）。因此，MNS的映射功能有利于成瘾者形成自动化——动作图式，快速诱发心理渴求并产生复吸行为。这可能是镜像神经功能在形成自动化动作图式中的作用。








第十七章

具身视域下幼儿合作行为的教育干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的社会要求和2012年教育部制定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将合作纳入到幼儿园的社会性教育当中，如“乐意与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让幼儿在具体活动中体会合作的重要性，学习分工合作”（李季湄、冯晓霞，2013）。让幼儿学会合作已经成为家长的期望、教师的教育行为指南，也是人全面发展的指标之一。


只有那些有共同的目标，又正处在互相交往的个人，才会有合作行为的出现，以便达到和实现其共同的目标 （Bay and Peterson，1994）。合作必须强调“共同目标”，这个“共同目标”是个体目标和群体目标的完美统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调”（陈琴、庞丽娟，2002）。可见，幼儿的合作行为主要指两个或以上的幼儿，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协调配合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


国内外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合作展开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如多伊奇的卡车竞赛实验、囚徒两难游戏、棋子分配游戏等，都是经典的实验范式。这几年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用移情、观点采择、道德推理，教育游戏等合作训练来提高幼儿的合作行为或认知，但对相应的教学干预活动和教师的教学思维是否影响合作训练的效果并无太多关注。


课改和素质教育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课堂教学中将学生当做知识的存储器，忽略学生的身体能动性；将身体与心智分离，忘却心智的学习只归结于大脑的运作的现象比比皆是。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和实践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心智和认知不是独立于身体而独立存在的。认知源于身体、身体运动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叶浩生，2011）。具身认知理论高度重视教学中学习者的身体、学习者所处环境的核心地位。具身认知理论有助于教师转变为具身的教学思维，注重教学的情境性、生成性、动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董芬，2013）。本研究采取基于具身认知理论下的教育干预实验方法，对幼儿施加影响，考察具身视域下的教学干预对幼儿合作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内容

结合文献法、自然观察法和访谈法观察和记录幼儿合作行为发生的概率和策略。了解该阶段幼儿合作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制定针对幼儿合作行为的教育干预活动方案，通过在一线的教育干预和实验，培养幼儿的合作行为，增强幼儿的合作认知，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同时也为具身认知理论在教学尤其是幼儿教育的应用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研究有助于建立一套具身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强调身体为认知主体的幼儿合作行为的培养模型，丰富幼儿社会性发展理论。

三、教学实验程序

1.被试

选取广东省碧桂园学校PYP幼儿园的三个小班为实验研究对象。一个班为具身实验班作为干预对象；一个班为传统教学实验班；另一个班为控制班，不开展相应的教育干预。每班22人，平均年龄4岁；具身实验班的幼儿男女各11人，其余两个班均为女生10人，男生各12人。

2.实验设计

本实验主要采取实验班的前后测和延迟后测设计，分为教育干预实验和迁移实验两部分。用自然观察法观察和记录小班幼儿在园和合作训练前后的合作行为表现和概率，收集幼儿合作行为的相关数据，分析小班幼儿的合作行为的现状；采用教学干预实验法来研究对幼儿园小班幼儿进行相关理论下的教学干预的作用。


表17—1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和控制实验设计








	
班别


	
前测 实验干预


	
后测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O1 X1


	
O2 O3





	
传统教学班


	
O4 X2


	
O5 O6





	
控制班


	
O7 X3


	
O8 O9







X1：开展合作探究教学活动、故事情境教学、班会、生活实践等形式的教育
 干预。


X2：与具身实验班开展相对应的教学内容，但以传统的教学活动、故事讲述、班会、生活实践等形式
 开展。


X3：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不进行相关合作行为的教育
 干预。


3.实验变量

自变量：针对幼儿合作行为所设计的教学活动。


因变量：幼儿合作行为的频率和策略。


无关变量控制：无


主试方面：
 具身实验班由研究者本人开展教育干预实验，两位见习生代为观察和记录。传统教学班由本班教师开展，两位见习生代为观察和记录；控制班由两位见习生代为观察和记录。见习生均经过简单的培训和了解如何客观地做观察和记录。


被试方面：
 实验班、控制班的幼儿年龄为三岁半到四岁半，平均年龄为四岁，来园三个月以上的幼儿。


家庭环境因素：
 被试幼儿的父母的教育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基本为大学专科或以上，个别为博士生和中专生；职业为企业主和公职人员居多，幼儿的家庭收入处于当地中上等；无单亲家庭。


4.实验过程

（1）访谈

对这三个小班的幼儿教师和幼儿家长进行非结构式访谈。目的是了解幼儿在合作行为的具体行为表现和特征；家庭教养和家长的价值观对幼儿合作行为的影响；教师的教学思维和课堂教学是否有离身倾向。


（2）前测

主要采用非参与式的自然观察法记录幼儿自然情境和教学干预实验游戏中的合作行为发生概率和合作策略。


实验一：记录合作行为发生的概率

自拟《合作行为观察记录表》记录自然情境下幼儿在园期间主要五个活动背景（教学活动、户外活动、自由活动、生活活动和区域活动）中的其合作行为发生的概率，收集相关数据，为了解和分析该阶段幼儿合作行为现状和特点提供依据。


评分：每班为期一周，统计每个幼儿在五个主要活动背景下合作行为产生的次数。每产生一次合作行为，双方各记一分。


实验二：小卡车竞赛实验

参考多伊奇研究合作与竞争的实验范式“小卡车竞赛”开展教学实验。利用即时贴等材料布置游戏活动区域，设置两条弯道（蓝色和红色）和一条共用的直道（黄色），每个弯道都有一条可供走直道的控制门。提前准备了两辆款式相同、颜色不同的玩具车和若干大块的建构玩具作为运输的货物。


游戏要求：将幼儿两两分组，两人一组做开车运货游戏，计时两分钟。要求幼儿分别位于其相对应颜色的弯道，要求其向另一端同时运货。幼儿开车可以走对应颜色的弯道，也可以走中间共用的黄色直道，每条线路均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过。


合作策略评分：幼儿共用中间直道，且相遇后互不相让，记0分；两人各走各自的旁边弯道，记1分；一人走中间直道，另一名则走弯道，记2分；两名幼儿会合作，另一名幼儿会等对方走过后再走直道，记3分。

实验三：合作运球迁移实验

为提高前测的信效度和进一步了解该阶段幼儿合作水平，验证教学干预的效果和幼儿能否有效地运用到生活实践中。

游戏要求：将原来的三个平行班的幼儿66人分成两个大组。每组各班幼儿11人，幼儿可两两一组也可以三人一组自由组合合作完成不同运球任务。每次合作只有一次运球机会。

合作策略评分：幼儿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合作，不能将球运到终点，或一人将球运到终点都算无合作行为，记0分；幼儿两人一组成功运球1个，记1分；两人一组成功运球2个，或幼儿三个一组成功运球1个，记2分；两人一组成功运球3个，或三人一组能成功运球2个，均记3分。

（3）教学干预活动

在前测后一个月对两个实验班进行四周的干预实验。每周两次相关的教学活动，教学时间每次30分钟左右，了解不同教学理论下的教育干预对幼儿合作行为的影响。


表17—2 教育干预活动方案








	
主题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探究教学活动—
 —
 工具之修补图书


	
教师提出问题：图书坏了，怎么办？讨论，学生分组操作，引导学生分工合作用工具修图书。



	
教师提出问题：图书坏了，怎么办？教师介绍各种工具的用途，学生和教师一起用工具修补图书。






	
探究教学活动—
 —
 工具之制做火车


	
教师以故事的形式引入，提出问题：他需要乘坐哪种交通工具？幼儿讨论并分组操作，合作做一辆大火车。一组幼儿贴轮子，一组幼儿负责车厢的制作；另外一组负责做车头，老师根据需要给予帮助。最后展示幼儿作品并总结能成功制作火车的原因。



	
教师展示材料，告知幼儿用工具制作火车的方法和流程后，教师与幼儿一起制作火车。






	
班会—
 —
 我会合作


	
创设情境，引导幼儿合作帮助教师挂花盆；教师提出相关问题，幼儿讨论：什么是合作？展示相关合作的视频，向幼儿梳理合作的概念；分组开展合作游戏，如接力运乒乓球、超市货物大挪移、轮流玩棋类游戏等；幼儿小组评估和自我评估；幼儿总结：什么是合作，合作的好处。



	
教师引导幼儿观看相关的合作视频；师生讨论：看到了什么？教师讲解什么是合作，合作的好处。






	
动画视频教学—
 —
 《拔萝卜》



	
教师提出问题，幼儿带着问题观看动画片播放动画片《拔萝卜》；讨论：大家是怎么一起拔出萝卜的？展示相关道具，设置故事场景；幼儿带上动画片相关故事人物的头饰，进行角色表演。



	
教师播放动画片《拔萝卜》，理解故事寓意，教师总结：合作的好处多；鼓励幼儿多合作。






	
动画视听教学—
 —
 《想吃苹果的鼠小弟》



	
教师出示道具，引导幼儿进入情境并提出问题；幼儿讨论：鼠小弟遇见了谁？最后它怎么吃到苹果的？你喜欢哪个小动物？为什么？教师引导幼儿做出总结：海狮和鼠小弟互相合作，都吃到了苹果，玩得很开心；幼儿分成两组，合作完成这个故事书的制作。


观看动画片《想吃苹果的鼠小弟》；幼儿讨论：鼠小弟怎么吃到苹果？教师总结：海狮和鼠小弟互相合作，都吃到了苹果；再次观看动画片。



	



	
绘本导读《999个青蛙兄弟大搬家》



	
教师用身体示范和猜谜游戏导入；展示青蛙的图片和绘本，声情并茂地讲述绘本故事，提出问题：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学到了什么？幼儿分组讨论，教师记录幼儿讨论的结果；故事续编；幼儿分组为青蛙准备好自助餐。


	
教师讲述绘本故事。提出问题：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学到了什么？幼儿自行进行绘本阅读。






	
绘本导读Draw Me A Star



	
合作音乐游戏导入；教师创设情境，幼儿两两合作在画卷上作画；教师提出问题，幼儿合作介绍他们的画；用PPT讲述绘本；重新分组，用不同的材料和形式再次创编作画。


教师播放PPT，讲述这个故事；提出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幼儿自制这个绘本。



	



	
角色游戏《过家家》



	
出示一个小娃娃玩偶，创设情境：她迷路了，谁想来照顾她？幼儿讨论；激发幼儿的同情心，依据幼儿意愿分工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模仿家庭生活玩过家家的游戏；游戏中制造突发状况，如宝宝饿了；引导幼儿自由协商分工，如爸爸妈妈切菜做饭，哥哥摆桌子，姐姐安慰小娃娃等。



	
展示和介绍“过家家”的材料；制定幼儿扮演的角色开始玩过家家的游戏。当幼儿产生争执和矛盾时进行随机教育，提醒幼儿要分工合作。







后测方法同前测。在干预实验后的1月内再次进行非参与式的自然观察，由同样的见习生记录幼儿的合作行为概率是否增加；同时为了减少练习效应，“卡车竞赛”游戏场地不变，但玩具车颜色和款式以及运输的货物有所变化。


（4）延迟后测

延迟后测方法同前测与后测，在干预实验后两个月即第二学期初进行。


四、 结果分析

1.实验班与控制班合作行为概率结果比较

为了检验和对比两种不同的教学对合作行为产生的影响，采用自然观察法，记录每位幼儿一周内的合作行为产生的次数，并进行了前测、后测和延迟后测，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表17—3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合作行为概率比较











	
测验


	
班别


	
M


	
SD


	
f


	
P





	
前测


	
具身实验班


	
1.13


	
0.80


	
0.60


	
0.55





	
传统教学班


	
0.91


	
0.75





	
控制班


	
1.11


	
0.63





	
后测


	
具身实验班


	
3.73


	
0.72


	
45.12


	
0.00





	
传统教学班


	
2.25


	
0.65





	
控制班


	
1.99


	
0.58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3.31


	
0.63


	
6.66


	
0.00





	
传统教学班


	
2.77


	
0.98





	
控制班


	
2.40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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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合作行为出现次数对照图表

如表17—3、图17—1，三班合作行为前测差异不显著，说明幼儿的合作行为产生的概率无显著差异，班级分班合理；后测与延迟后测结果显示，具身实验班和传统教学班中幼儿合作行为产生的次数均都明显高于控制班，但没有显著差异。


事后两两之间进行多重比较。结果如下表17—4。

表17—4　合作行为概率事后多重比较









	
测验


	
班别


	
P





	
前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33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94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37





	
后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00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00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19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03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00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47







从表17—4可以看出，实验前三个班级的合作行为出现概率无显著差异；后测与延迟后测的事后多重比较来看，具身实验班与其他两个班级的差异显著，传统教学班与控制班差异不显著。


2.实验班与控制班“小卡车竞赛”实验结果比较

为了增强检验的信效度，对三个班开展了“小卡车竞赛”实验，三个班的前测、后测和延迟后测比较结果如下表。


表17—5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小卡车竞赛实验得分比较











	
测验


	
班别


	
M


	
SD


	
F


	
P





	
前测


	
具身实验班


	
0.45


	
0.67


	
0.79


	
0.46





	
传统教学班


	
0.27


	
0.46





	
控制班


	
0.45


	
0.54





	
后测


	
具身实验班


	
2.55


	
0.51


	
35.80


	
0.00





	
传统教学班


	
1.18


	
0.58





	
控制班


	
1.18


	
0.73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2.09


	
0.68


	
4.16


	
0.02





	
传统教学班


	
1.72


	
0.45





	
控制班


	
1.6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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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小卡车竞赛成绩对照图表

如表17—5、图17—2，三班小卡车竞赛前测得分差异不显著，说明三个班实验前同质。后测结果显示三个班差异显著，具身实验班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延迟后测结果显示三个班的差异仍然显著。


事后对两两班级进行多重比较，结果如下表。


表17—6 小卡车竞赛事后多重比较









	
测验


	
班别


	
P





	
前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1.00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28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28





	
后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00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00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1.00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00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03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58







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在实验前三个班差异无显著差异；后测与延迟后测的结果均表明具身实验班与传统教学班以及和控制班之间的差异显著；而传统教学班与控制班的成绩无论后测还是延迟后测差异均不显著。这些数据足可以说明基于具身理论的教学干预比传统的教学干预更能提高幼儿的合作认知。


3.实验班与控制班“合作运球”迁移实验结果比较

将原来三个班级的幼儿混编，开展了难度更大的“合作运球”实验。其合作策略的前测、后测和延迟后测成绩比较结果如下表。


表17—7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合作运球成绩比较











	
测验


	
班别


	
M


	
SD


	
F


	
P





	
前测


	
具身实验班


	
0.27


	
0.46


	
1.21


	
0.31





	
传统教学班


	
0.18


	
0.29





	
控制班


	
0.09


	
0.39





	
后测


	
具身实验班


	
2.50


	
0.67


	
39.93


	
0.00





	
传统教学班


	
1.18


	
0.91





	
控制班


	
0.64


	
0.49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2.13


	
0.56


	
10.70


	
0.00





	
传统教学班


	
1.36


	
0.51





	
控制班


	
1.54


	
0.66







[image: ]


图17—3 具身实验班、传统教学班与控制班合作运球成绩对照图表

如表17—7、图17—3可以看出，三个班合作运球前测成绩差异不显著，说明幼儿的合作水平相差不大；后测和延迟后测的结果显示三个班差异显著，具身实验班的合作运球的平均成绩远远高于传统教学班和控制班，说明幼儿的合作认知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合作行为和合作能力会持续，能迁移和运用到其他学习和生活中。


事后两两之间多重比较结果如下表17—8。

表17—8 合作运球事后多重比较









	
测验


	
班别


	
P





	
前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44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13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44





	
后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00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00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13





	
延迟后测


	
具身实验班


	
传统教学班


	
0.00





	
具身实验班


	
控制班


	
0.00





	
传统教学班


	
控制班


	
0.30







在前测中三个班级的实验成绩无显著差异；后测结果显示具身实验班与控制班差异显著（p
 <0.01），具身实验班与传统教学班差异显著（p
 <0.01），传统教学班与控制班的成绩差异不显著（p
 >0.05）；延迟后测的实验结果同后测结果。


4.实验班与控制班性别差异结果比较

为了检验教学干预是否对性别因素的合作认知有影响，将三个班幼儿被试分别开展了独立方差T检验，其三个实验的前测、后测和延迟测验总成绩的比较，结果分别见表17—9，表17—10，表17—11。

表17—9 具身实验班男女合作成绩比较











	
测验


	
性别


	
M


	
SD


	
T


	
P





	
前测


	
男


	
0.87


	
0.82


	
-1.54


	
0.14





	
女


	
1.38


	
0.73





	
后测


	
男


	
3.78


	
0.81


	
0.35


	
0.73





	
女


	
3.67


	
0.66





	
延迟后测


	
男


	
3.09


	
0.59


	
-1.71


	
0.10





	
女


	
3.53


	
0.60







表17—10 传统教学班男女合作成绩比较











	
测验


	
性别


	
M


	
SD


	
T


	
P





	
前测


	
男


	
0.82


	
0.62


	
-0.74


	
0.47





	
女


	
1.02


	
0.66





	
后测


	
男


	
2.26


	
0.60


	
0.94


	
0.93





	
女


	
2.24


	
0.74





	
延迟后测


	
男


	
2.65


	
0.89


	
-0.63


	
0.53





	
女


	
2.92


	
1.12







表17—11 控制班男女合作成绩比较











	
测验


	
性别


	
M


	
SD


	
T


	
P





	
前测


	
男


	
0.95


	
0.60


	
-1.10


	
0.29





	
女


	
1.30


	
0.89





	
后测


	
男


	
1.88


	
0.58


	
-0.95


	
0.35





	
女


	
2.12


	
0.58





	
延迟后测


	
男


	
2.20


	
0.80


	
-1.13


	
0.20





	
女


	
2.66


	
0.82







从以上三个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开展教学干预的两个实验班还是未开展教育干预的控制班，三个班各自的男女幼儿成绩，教学干预对性别因素影响不大。


五、讨论

1.幼儿合作行为的特点和现状

在教育干预实施之前，三个班合作行为概率、“小卡车竞赛”实验还是合作运球实验的前测成绩均值都偏低，说明3～4岁的小班幼儿的合作意识不强，其活动倾向于集体活动，以平行游戏为主，即便有合作也是较低水平的合作。


2.教学干预对幼儿合作行为的影响

具身实验班和传统教学班都采取内容相同、形式不同的教育干预活动，但从统计的数据不难看出，虽然两种教育干预都提高了幼儿的合作认知，但具身实验班的效果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班。可见，符合幼儿身心特点、注重幼儿身体参与、教学的情境性和体验性的具身教学干预深受幼儿喜爱，有效地增加幼儿的合作行为。如情境故事以情境的形式发挥环境的交互作用，更能让幼儿获得情绪共鸣。角色游戏能调动幼儿的身体无意识和大脑有意识地参与和具身模仿。通过对动画片的集体讨论，让幼儿在舒适的身体动觉体验下激发幼儿的合作意识。在合作探究教学活动中，尊重幼儿的学习主体地位，在分组操作中“做中学”，生成相应的认知又感受到合作带来的快乐；在别开生面的班会中，教师创设真实的情境，注意激发幼儿的合作情感，心智与身体和环境三位一体，生成对合作的认识和获得成功合作的愉快体验，达到教学干预的目的。


3.性别因素和幼儿合作行为的关系

对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三个班的男女的合作行为概率的差异并不显著。只是女生的概率均值略高于男生，但差距十分微小，不具备统计学意义。而在“小卡车竞赛”实验中，男女配对、男男配对或者女女配对这三种配对方式中，并无显示哪种配对更具合作性的迹象，不可忽视的是，三个班都有个别男生更具攻击性。同时，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两个维度中，家长和教师都认可合作的重要性，无论男女生都需要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4.家长与教师对幼儿合作行为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和幼儿园教师气质一直也被列为幼儿合作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访谈结果显示，受传统教学影响的缘故，教师似乎都比较偏爱秩序井然，严谨权威的课堂。重知识传授，忽视身体的应用和感受；但可喜的是，教师的具身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能给予幼儿身体适当的自由，以舒适的身体姿势和情绪更易客观知识的获得；允许幼儿在分组合作中让身体去参与和操作，生成新的知识。


可能家长在社会中处于更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在访谈中发现他们更重视合作，但把握教育契机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家长期望幼儿园多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取代说教和批评的形式让幼儿学会合作，乐于合作。


5.具身教学干预与幼儿合作行为的关系

3～5岁大脑神经元进入“童年期”，其神经元数量达到峰值水平，在此阶段，让幼儿用身体感官去体验和接受外界刺激后引起幼儿情绪反应的具身模仿，会形成特定回路的镜像神经元，被称为具身认知的神经生物学依据（Gallese，2005；叶浩生，2012）。具身实验班有关幼儿合作行为的教学干预，可以说是具身认知理论在教学实践的又一种尝试和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符合具身认知理论的几个原则，如身体、情境、情绪、环境、具身模仿等。使得具有情境性、生成性、体验性和动态性的课堂教学十分有效，真正发挥幼儿的学习主体性作用。具身教学干预注重情绪体验、尊重幼儿主体地位，关注学习主体与环境、身体交互作用，营造轻松愉悦、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不仅有利于促进幼儿合作行为的发展，也为幼儿园的社会性教育和确保课改的深入有效进行提供了借鉴。


六、教育建议

真正的教育不是让学生去搬运陈旧的知识，而是面对真实的学生。现代教育的转向中，个体才是最重要的表象，教育是育身心合一的“人”，而不是脱离身体那虚无的“心灵”。具身认知理论把目光聚焦到“心智”的具身性，身体、身体与情境、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交互作用。


具身认知理论有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观，营造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改变其离身教学思维。如设计适宜幼儿不同水平的区域活动和活动课程；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在课堂中解放学生的身体，允许其空间走动自由，学生在快乐的情绪中用身体的各个感官去操作和体验，实现基于身体的认知，促进学生的学习。使教学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和尊重幼儿的个性化发展，落实个性化教学，实现因材施教。


3～6岁作为个体社会认知终身发展的关键期，在此期间的社会性发展认知的经验和动觉印痕会影响到儿童情绪、语言、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发展。3～6岁的幼儿其行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对3～6岁这个年龄段的幼儿实行具身教育，注重具身模仿，给予积极的情绪体验，巧加引导，用角色扮演、合作游戏、混龄教育、问题情境等多种具身形式去促进幼儿的合作行为乃至社会性发展。


任何教育的改革必须依据人的天性，人本身应成为教育的中心。因此具身视野下的教学活动让幼儿园成为幼儿天性之地，游戏之所，欢乐之“园”。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的主题回归，重视情境和个体的经验的生成，使课堂教学生动丰富有趣又科学合理，充分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让其全身心的参与。力求打造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教师不再是师道威严，而是与学生亲密无间。本研究结果可以应用到日常的教学中来，不仅有利于提高幼儿的合作行为，也有利于创建适合幼儿的多样化学习方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给幼儿园的教学平添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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